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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译本前言






“9•11”事件后，国际社会所关注的众多课题中，很少有像恐怖主义问题那样受到如此普遍、持久的关注。上至各国政府首脑，下至普通民众，无不密切关注恐怖主义问题。一般说来，大多数政府及其民众对恐怖主义持否定态度，也就是说，他们认为恐怖主义在道德上不具有正当性，是应该受到谴责的。然而，在学者们看来，问题却并非如此简单。诚然，学者们无意于反对各国政府及其民众对恐怖主义的价值判断，但他们（尤其是哲学家们）大多会强调，在对恐怖主义进行价值判断之前，首先应该弄清楚恐怖主义究竟是什么。

这里呈现在大家面前的《恐怖主义研究——哲学上的争议》，是一本论文集，展现了如何从哲学角度来研究恐怖主义问题。本书共有14篇文章，分定义、正当性证明、国家恐怖主义及案例四个部分，12位撰稿者中的11位都是当前欧美学术界的资深学者与研究恐怖主义问题的专家，另一位则是大名鼎鼎的苏联流亡政治家托洛茨基。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乍一看根本不成问题，因为人人似乎都知道恐怖主义是什么；但是实际上对恐怖主义下一个哲学上的定义，是异常困难的。据粗略估计，国际学术界有关恐怖主义的定义迄今已超过一百种。之所以这样，盖因下定义者的侧重点各有不同：或强调其效果的恐怖性；或强调其组织的非法性；或强调其意图的政治性；或强调其手段的暴力性；或强调其受害对象的无辜性；或强调其运作的隐匿性……大多数下定义者一般都强调其受害对象的无辜性这一点，由此呈现恐怖主义这一称谓的逻辑核心和道德实质，但仍有不少反对意见。总的来说，跟往常所有的哲学争议相似，学者们各执一端，在一些细微处争辩不休，至今无法达成一种共识。面对这种令人沮丧的局面，有人甚至认为，想给恐怖主义下个定义，乃是对不可定义者下定义（defining the indefinable）。

马克斯•韦伯曾经指出，学者切不可将个人的主观意见以及价值判断带入到他的学术研究中去。这种观点现在已经成为学术界的金科玉律。但是，对于人文社会科学来说，完全持一种客观、中立的研究立场似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涉及像恐怖主义这类现实性问题时更是如此。关于恐怖主义是否具有正当性，本书的12位撰稿者的立场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左、右、中。左的如托洛茨基，他无条件地支持“红色恐怖”，只要目的正确，恐怖主义手段并无不可，甚至十分必要。右的如伯顿•雷舍，他强烈谴责恐怖主义，甚至称恐怖主义者为“人类之敌” （hostes humani generis）。大多数的撰稿者则持一种比较中立的立场，虽然他们里面也有偏左或偏右的思想倾向。其实，单从编者普里莫拉兹将上述三种立场的文章兼蓄并收在一个集子的做法来看，已经反映了这位以色列学者力求客观、中立的研究态度。他编本书的目的是想提供各种观点与材料，让读者自己作出判断（原书页码Pxxiii）。

编者的这种力求客观、中立的研究态度，正是我们决定翻译本书的原因之一。另一方面，本书虽然是从哲学角度研究恐怖主义问题，但并不像通常哲学著作那样艰深晦涩，大多数撰稿者对有关问题的处理都能够深入浅出，且语言平易通顺，任何受过普通高等教育的读者都可以轻松阅读本书。

本书的翻译任务由我与曹瑞涛、王俊共同承担。我们三人都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哲学系外国哲学专业的博士，曹瑞涛现在杭州师范大学任教，王俊在东南大学任教，而我则留在浙江大学哲学系外国哲学研究所，同时兼任浙江大学基督教与跨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我们三人都具有强烈的现实关怀意识，这是我们之所以合作翻译的原因。具体翻译分工如下：

曹瑞涛负责翻译第1、3、7、10、11篇，共5篇文章；王俊负责翻译第4、6、12、13篇，共4篇文章；我负责翻译第2、5、8、9、14篇，共5篇文章，以及本书的导言、索引，等等，并负责最后统稿。由于统稿过程比较仓促，本书的翻译定有若干错谬或不当之处，责任自然都由我一人承担，望读者不吝赐教。


周　展


2007年6月28日











导言






依高•普里莫拉兹

今天，似乎没有哪一个为公众所关注的问题，能像恐怖主义问题那样引起如此广泛而激烈的辩论。理由很简单：恐怖主义的威胁似乎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如此突出，如此普遍。

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正在为这一问题的讨论作出重要的贡献。正在遭受恐怖主义冲击的社会，无论是地区性的还是国际性的，通过立法与执法、制定与实施政策的手段，对这一问题作出了政治决策和道德抉择，并付诸行动。如果立法者与政策制定者能够借鉴社会学、心理学和史学对恐怖主义的研究成果，那么立法与政策制定会有更好的根基，政治与道德抉择就会更为明智、有效。

哲学对上述这些问题也可以作出重要的贡献。当涉及一般道德与价值问题时，哲学家试图致力于下面两项工作：分析和澄清所涉及的概念；分析、澄清和批判人们针对这类问题所采取的各种立场的正反两方面的论证，以及这些论证所蕴含的道德原则与其他价值观。相应的，当社会科学研究恐怖主义的起因、类型与后果时，史学家则追溯恐怖主义在时间中演变的方式。而哲学家把重点放在两个基本问题上：什么是恐怖主义？恐怖主义能在道德上证明其正当性吗？第一个问题是概念性的问题，是有关恐怖主义的任何方式的讨论的前提，不管是以哲学的方式，还是以其他学科的方式，或者是以公共性讨论的方式。第二个问题是道德性的问题，在我们通过史学和社会科学了解到恐怖主义的方方面面后，再来探讨第二个问题可能是恰当的——但是，这种探讨得在我们决定了如何在道德、政治和法律上回应恐怖主义和恐怖分子之后进行。


什么是恐怖主义？


那么，什么是恐怖主义呢？当下对“恐怖主义”一词的用法各式各样，极易混淆。结果，讨论恐怖主义及其相关的道德、政治和法律问题时，困难重重。仅有两件事情是清楚的：恐怖主义是一种暴力；恐怖主义是件坏事，并非什么可以值得自豪和值得支持的事情。没有人把“恐怖主义”一词用在自己身上，没有人会把自己的行为称为恐怖主义，也没有人会把该词用在自己所同情的那些人身上，或把自己所支持的行为称为恐怖主义。正如老生常谈的那样，一个人眼里的恐怖分子是另一个人眼里的自由斗士。这说明，关于恐怖主义的讨论，正如许多公共性的讨论，有双重标准：即一种“我们对他们”的形式。

另一种类型的双重标准，即将诉诸暴力的叛乱者指责为恐怖主义的倾向，而不去仔细看一下所运用的暴力的类型、受害者的身份，与此同时，当谈到一个国家——尤其是自己的国家——的暴力行为和政策时，即使其所作所为与叛乱者是同一性质的，也很不情愿将之归结为恐怖主义。与前一标准相比，这一双重标准较不明显，因此更有可能对掌握恐怖主义概念造成障碍。这表明了这种双重标准的形式是“国家对非国家的施行者”：这里有一种假设，即恐怖主义根据定义就是某种由叛乱者施行的东西，与国家无关。

例如，在谈到巴以冲突中双方的恐怖主义行为时，上述的双重标准表现得尤其明显。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双方都施行了人们通常称之为恐怖主义的行为；双方都否认他们在从事恐怖主义；双方都指责对方为恐怖主义；每一方都试图证明被对方视为恐怖主义的暴力行为（全部或部分）的正当性。巴勒斯坦方面说，他们的行为是正义的，是为了结束以色列对他们领土的占领，反对以色列对他们人民的压迫，是为了获得自主权。他们说，为了达到这一目标而使用暴力，在道德和法律上都是正当的——这不是恐怖主义，而是为自由而战。以色列方面反驳道，以色列国当然不会从事恐怖主义；恰恰相反，他们面临着恐怖主义的进攻，他们只是在做任何国家在这种情形下都会做的事——在道德和法律上正当的、必须得做的事：运用军队和安全设施维护国家及其公民的安全。

那些站在巴勒斯坦一边为之辩护的人这样假设，判断恐怖主义的决定性的标准是暴力施行者的最终目标。如果那是一种合法的目标，譬如为了民族自由，那就不可能是恐怖主义。在他们看来，“恐怖主义为了自由而战”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措辞。那些站在以色列一边为之辩护的人则假设，暴力施行者的身份决定了一个暴力的行为或政策是否属于恐怖主义。如果是叛乱者施暴，就是恐怖主义；如果是国家施暴，则或者是治安军事行动，或者是战争。此外，当双方在一场冲突中有同一类型的暴力行为时，这种否认己方从事恐怖主义而指责对方犯有恐怖主义罪行的做法本身即说明了，可能还有另一种假设在起作用。双方可能都假设，如果双方在一场暴力冲突时一方犯有恐怖主义罪行，则另一方就可免于受到这种指控。如果他们是恐怖主义者，那么我们就不可能是恐怖主义者。

一旦将这些假设置于光天化日之下，似乎没有一种假设能站得住脚。没有任何理由说，冲突中的双方为什么不能都在使用恐怖主义，正如两个罪犯可能同时在掐着对方的喉咙一样，两个交战国可能都在从事一场非正义的战争。站在国家一边指责叛乱者的偏见也经不起检验。虽然有很多关于人们需要一个国家而不能生活在“自然状态”中的说法，那也不能说，任何国家都比叛乱更可取。我们有时发现，叛乱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国家企图镇压叛乱却反而不正当——在为了争取民族自由的斗争中，尤其如此。然而，甚至在这样一种斗争中，从道德上说，也并非任何一种手段都可以使用。我们有时非常同情那些为摆脱奴役状态而战的民族，但是，当他们为了达到其目的而去攻击敌方平民时，我们仍然反对这种行为。

上述这些评论说明，如果我们抛开所有三种假设，并寻求一种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该定义既不是以施暴者的身份，也不是以施暴者的最终目的为准则——否则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也有可能利用这样的准则而作出回应，我们将能更好地理解和评价恐怖主义。这样一种定义应当将焦点集中在所做之事以及所做之事的直接目的上，而将施暴者的身份、他们的最终目的以及自以为正当的目标不妨先放在一边。

本书第一部分的两篇文章，即（托尼）科迪和我本人的，都以上述方法探索恐怖主义的定义。两篇文章都将针对非战斗人员、平民和无辜者的暴力行为作为界定恐怖主义的关键特征，而在一系列具体问题上则各有不同意见：只有实际的暴力行为才可当做恐怖主义，还是应当将暴力的威胁也视为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只是针对人所施行的暴力，还是将针对财物所施行的暴力也视为恐怖主义？恐怖主义必然导致，或企图导致恐怖吗？恐怖主义只是政治性的，还是也可以谈论非政治背景的——譬如，刑事性的——恐怖主义？但是，由于我们都强调恐怖主义直接受害者的身份，两个定义都紧扣在道德上反对恐怖主义这一中心，从而证明这样的界定尤其有利于对恐怖主义的道德评价—— 而且，这样的界定又不会陷于循环论证。诚然，有些作者怀疑，一个恐怖主义的定义是否能够将重点放在受害者的无辜上而并不会因此预先设定其道德身份：在这个集子里，罗伯特•扬的文章颇有代表性地表达了这些怀疑。
[1]



将恐怖主义视为针对平民、非战斗人员和无辜者的暴力行为的这一观点，也获得了本书许多撰稿者的赞同。但是，一些少数派或显或隐地不赞同这种说法。他们倾向于对恐怖主义进行更全面的理解：视为意在恐吓从而达到政治目的的暴力行为（托洛茨基，罗伯特•扬），视为或散布恐慌、或伤害非战斗人员的政治暴力行为（弗吉尼亚•黑尔德），或视为为了达到某一政治目的的强制性的恐吓（尼克•弗申）。然而，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即使持这些少数派观点的作者也承认，与那些受攻击对象本身可能就是恐怖主义者所指责的邪恶的共谋者的那一类恐怖主义相比，以无辜平民为目标的恐怖主义在道德上更难论证其正当性。


能够在道德上证明恐怖主义的正当性吗？


如果恐怖主义——根据定义，事实上指的是一切恐怖主义或大多数的恐怖主义——是针对无辜者施行暴力，那么它能够在道德上被证明为正当的吗？本书第二部分的文章探讨的正是这一问题。在该问题上的不同立场反映了伦理学中后果主义者（consequentialist）与非后果主义者（non-consequentialist）之间的根本分歧。后果伦理学只是根据行为的后果来评判人的行为。当行为的后果是好的（总的说来），行为就是对的；当行为的后果是坏的（总的说来），行为就是错的。对于行为的规则、政策、惯例和制度的评判也是如此。没有什么东西本身是对的或错的、必须做的或是不准做的，而只有根据其后果才可判定。所谓后果的好或坏，指的是它们影响人们的方式。后果主义的各种版本的表达方式各有不同：或根据导致幸福或是痛苦，或根据偏爱得到满足或是得不到满足，或根据促进利益或是阻碍利益。但是，他们都一致认为只有后果才是最重要的。恐怖主义也只有从其后果来进行评判。这意味着，恐怖主义本身无所谓对错，而只有当它导致坏的后果时（总的说来）才是错的，受害者是否无辜在这里并不起作用。那些熟悉有关后果主义的哲学论辩的人会想到，对后果主义通常的反对意见之一就是：后果主义在这里意味着，当恐怖主义的后果是好的（总的说来），对无辜者的惩罚就是正当的。这种反对意见可以很顺理成章，因为后果主义否认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的无辜本身在道德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2]



诚然，那些从后果主义角度看待恐怖主义的作者在评判恐怖主义的道德性方面也各有差异。他们对恐怖主义的评判基于以下两点：一是基于他们有关善得以促进的观点；一是基于他们将恐怖主义视为促进善的手段的观点。本书中代表后果主义方法的两位作者，托洛茨基和尼克•弗申，关于这些问题的观点差异甚大，相应的，他们对恐怖主义的道德性的总体评价方面差异也非常大。

托洛茨基的《为“红色恐怖”而辩》一文摘自他所写的《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一书。该书于1920年出版，旨在回应卡尔•考茨基1919年出版的同样标题的著作。托洛茨基是俄国革命和内战期间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之一，他曾在策划和实施“红色恐怖”的过程中扮演了一个至关重要的角色，而考茨基对“红色恐怖”的谴责也是对托洛茨基的观点和行为的谴责。考茨基和托洛茨基都是马克思主义者，对人类之善怀有同样的看法：人类天性得以自由自在的发展，对于一个“真正的人的社会（truly human society）”极其重要，也唯有在“真正的人的社会”里，人的天性才能得到自由自在的发展，这样的社会不再受阶级分裂和阶级冲突的困扰。他们的分歧在于，作为一种摧毁现存资本主义社会、并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制度取而代之的手段，大规模暴力行为——尤其是恐怖主义——是否具有必要性。考茨基承认了先前革命的暴力本质，他坚持认为，在20世纪，可以不必借助强制实行的政党专政和“红色恐怖政权”形式，就可能完成社会的革命性转型。然而，布尔什维克建立了专政制度，以及革命法庭和特别委员会，秘密商讨以“一种大规模处决制”来镇压一切持不同政见者，而且甚至扣押人质。布尔什维克为了达到其目的而不择手段，实际上已经损害了目的的正当性，所谓“红色恐怖”完全是一场道德灾难。
[3]



托洛茨基在对考茨基作出回应时，批评了后者在避免暴力和恐怖主义的可能性方面所持的乐观主义态度。虽然我们的目的是想超越阶级社会，革命本身就是阶级社会的产物，且反映了阶级社会的特征和局限性。所以，革命不能完全放弃暴力。暴力的类型和程度并非一个道德原则问题，而是一个权宜之计。旧秩序的势力企图维护其统治的斗争越激烈，革命势力作出的回应也不得不越激烈。同理，革命必然不得不诉诸恐怖主义。这也并非什么特别有害之事。恐怖主义、革命、战争是一回事：它们只是同一事物的不同表现形式，都是为了恐吓和征服而采用的暴力行为。谁若想摒弃恐怖主义，他必定也要摒弃一切革命和战争。至于有指控说布尔什维克诉诸恐怖主义，采取了与旧秩序的力量同样的方式，并无更加高尚之处，托洛茨基的回答是坚定的后果主义者和革命者的回答：同样的手段可以是对的，也可以是错的，关键在于它们想要达到的目的。“红色恐怖”是对的，而“白色恐怖”是错的。
[4]



虽然在涉及恐怖主义的诸多直接受害者的无辜时，尼克•弗申的某些观点可能更接近于非后果主义伦理学，但他的基本方法还是属于后果主义的。然而，他却认为通常的后果主义立场对恐怖主义太过纵容。他并不赞同在道德上绝对禁止恐怖主义的观点，但他指出，如果某些类型的恐怖主义在特定情况下具有正当性，这样的情况是极其罕见的。弗申对恐怖主义及其辩护人的批评的要点在于，恐怖主义者无法进行恰当的计算。他说，恐怖主义者所宣称的“更高之善（higher good）”是有问题的：它往往是用意识形态加以界定，而不是从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偏爱或利益推导出来的。但是，他主要集中在手段问题上。他还列了一张后果主义计算里所包含的债务清单，以表明正当性证明的负担是如何之重。如果要证明恐怖主义的行为或政策是正当的，首先必须表明，恐怖主义者所寻求的目的足以证明其手段的正当性；其次必须表明，该目的确定会通过恐怖主义手段而实现；第三必须表明，用其他道德成本较低的方式不可能达到该目的。弗申指出，事实上恐怖主义者不但没能推卸这个重负，而且，至少对于损害无辜者的恐怖主义来说，这个重负是不可能被推卸的。

关于恐怖主义的非后果主义描述呈现了更加宽广的视野和论点。在非后果主义道德观里，可以用两种方法来证明一些恐怖主义事件的正当性。一是可以援引一些带有非后果主义特征的说法，如正义或权利，赞同在某些特定情况下可以诉诸恐怖主义手段。或许，有人可以争辩说，对于（恐怖主义的受害者的）权利和（必须尊重这些权利的）正义的考虑显然很有分量，但对后果的考虑极其重要，可能会超过对权利和正义的考虑——诉诸恐怖主义可能要付出极其昂贵的代价。拒斥后果主义当然并不等于否定我们的行动、政策和实践的后果对道德评估的重要性。所否定的只是后果主义者的断言，即只有后果才重要。

罗伯特•扬和弗吉尼亚•黑尔德撰写的文章提供了第一类论证的例子。扬承认国家也使用恐怖主义手段，但他将国家恐怖主义撇在一边，着重考察非国家的团体所实施的恐怖主义。经常有人为反抗者的恐怖主义行为辩护，认为恐怖主义是那些缺乏政治权力的人所能使用的唯一武器。这种辩护有时遭到挑战，即认为永远不可能证明恐怖主义的正当性：当反对一个不民主的、压迫人民的政府，恐怖主义手段不可能有效；而在一个恐怖主义手段可能生效的政治环境里，它却是不必要的。扬认为这两种说法都是错的。他引用历史上的例子表明，恐怖主义不是依靠自身，而是结合了其他斗争方法，可以有效地反对一个不民主的政权。他还认为，北爱尔兰的案例表明，在民主的背景下，恐怖主义手段也可能是必要的，从而证明是正当的。直至数年前，北爱尔兰的民主政治制度曾剥夺少数派的天主教徒的所有政治权力和影响，从而也使一切社会和经济方面的不平等和不公正得以延续。少数派因此含冤受屈，但是，无人去听他们的怨言，更不用说去解决他们的问题了。他们试过了非暴力的方法，结果无济于事。扬说，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可能诉诸恐怖主义。如果目标限制于财产方面——这样的恐怖主义有可能成功，它很可能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在北爱尔兰的案例里，为了迫使新教多数派和英国政府开始在政治上解决双方问题，代表天主教少数派的团体的恐怖主义的确起了关键作用。诚然，这并非扬论证恐怖主义正当性的一个案例，因为恐怖主义并没有局限于他所认为的合适的目标。） 该论证是关于正义的论证：为了将政治上无权者遭受严重不正义之事放到政治议事日程上，从而处理和纠正这种不正义，某些形式的恐怖主义可能是必要的，所以在道德上也是正当的。

那些将恐怖主义定义为针对无辜者的暴力的学者却不为所动。他们会说，即使这种论证有一定的道理，它所证明的不仅仅是恐怖主义的正当性，就连政治暗杀、游击战争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都能证明具有正当性了。由于那些遭受恐怖主义之害的人与事有重要牵连，证明恐怖主义的正当性比证明那些对不正义之事一无所知要容易得多。这种反对意见不能用来对付黑尔德的立场。她也采纳了关于恐怖主义包含两种类型的政治暴力这样宽泛的定义：散布恐怖；伤害非战斗人员。然而，她所提供的恐怖主义的正当性证明打算在两种情况下都能应用。她的方法是集中在权利问题上。当一个人或团体的权利没受到尊重，我们怎样才能保证这些权利能受到尊重呢？按照后果主义的权利观，如果保证A和B的某些权利受到尊重的唯一方法是侵犯C的同样权利，我们这样做将是正当的。黑尔德认为，为了追求社会对权利的尊重的最大化而进行的这类权利换算是不合适的。权利之间有时候会发生直接或间接的冲突，正如在上述例子中的情况一样。当发生这种冲突时，我们难免对有关的权利进行比较，权衡孰轻孰重，在它们之间作出选择。在恐怖主义案例里也是如此。恐怖主义侵犯了受害者的人权。但是，为恐怖主义辩护的人声称，在某些情形下，有限地使用恐怖主义是导向一个人权普遍受到尊重的社会的唯一路径。至少在有些例子里，这种经验性的断言可能是真的。

黑尔德并不认为在这样的情形下就能相应证明恐怖主义的正当性。但她主张，如果遇到某种例外情况（即分配正义），就可以证明其正当性：假设有这么一个社会，其中一部分人的人权得到尊重，而另一部分人的人权却遭到践踏；而改变这种状况、以保证该社会所有成员的人权都能得到尊重的唯一办法是某种有限的恐怖主义手段；最后，如果恐怖主义针对第一集团的成员——该集团迄今为止在人权方面一直享有特权，那么，恐怖主义在道德上就是正当的。在侵犯人权问题上，我们可以根据分配正义来证明恐怖主义的正当性。在通向一个所有人的权利都得到尊重的社会的过渡阶段，与其让一个业已遭受大规模侵权的集团继续遭受侵权，还不如将侵权机会平等化，这样做更公正些。（假设在两种情况下我们处理的是同样的或同等重要的侵犯人权行为）在两种情况下许多人的人权都将遭到侵犯，如果能更平均地分配这种侵权机会，社会将更公正，因而在道德上更可取。

在扬和黑尔德两人的论证里，社会正义是个关键词。根据社会正义的要求，政府必须要倾听人们的怨言——否则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侵犯人权的行为。但是，我们也可以采取一条完全不同的、符合非后果主义关于暴力和战争伦理学的路径，寻求在特定情形下使用恐怖主义。我们可以说，就正义和权利而言，永远无法证明恐怖主义（或者，用扬和黑尔德的术语来说，那类以无辜者为牺牲品的恐怖主义）的正当性。再者，考虑正义和权利比对考虑后果的好坏重要得多，所以通常在发生冲突时要先以正义和权利为重。然而，在例外情况里，对后果的考虑可能会变得极其重要，以至于超过了对正义和权利的考虑。例如，人们面临从居住地被“种族清洗（ethnically cleansed）”并成为难民流落世界各地时，可能会把恐怖主义当作最后一招。他们实施的恐怖主义行为会侵犯受害者的人权，因而显然是很不公正的。但是，可以认为，防止这种难以言说的、迫在眉睫的人类道德灾难更加重要，所以，那些恐怖主义行为也就具有道德上的正当性了。

在科迪为本书撰写的第二篇论文里，我们碰到过这种类型的论证，虽然作者本人并没有将这种论点发扬光大，也没有为之辩护，而只是将之作为批评分析的主题，最终加以摒弃。科迪将恐怖主义问题牢牢限制在正义战争理论的框架里，许多人会认为这种限制是合适的、必需的。正义战争理论的核心原则之一是区别（discrimination）原则，即我们要在致命暴力的合法的、军事的目标与平民的、非法的目标之间作出区别。它禁止对非战斗人员、平民和无辜者进行有意的攻击。该理论的一些支持者认为这种禁止是无条件的（absolute）。另一些人则认为，这种禁止几乎是无条件的，意思是它对无辜者几乎总是负有义务的，只有当我们希望制止一场迫在眉睫的道德灾难时，才有可能不顾这一禁令。科迪讨论了在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那本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里出现的这种观点。沃尔泽运用“最高紧急状态（supreme emergency）”之说来论证，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某个时间里，盟军对德国城市的恐怖轰炸是正当的。科迪主张，如果我们接受了这种类型的正当性证明，为了逻辑上的一致性，我们将不得不让诉诸恐怖主义的亚国家集团（sub-state groups）也可以利用这种正当性证明。然而，在这样做时，我们就浪费了这种论证的例外性。他还认为，“最高紧急状态”的概念似乎很清楚，实际上却含混不清，对之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解释和误解。因此，允许在关于恐怖主义的公开讨论里诉诸这一概念，是十分危险的。科迪的结论是，我们“最好还是概无例外地谴责公然诉诸恐怖主义，不论他们是否为了国家，不论他们是革命者还是宗教的和意识形态的狂热分子”。总之，特别在当前国际恐怖主义十分活跃的形势下，应当理解对恐怖主义进行道德上的禁止的绝对必要性，并予以支持。

在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里，斯特恩霍夫的结论与众不同，令人吃惊。他指出，凡是参加有关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的道德争论的人，大多都预先假定：所有的平民都是无辜的，因此所有攻击平民的行为都是恐怖主义，在道义上都是站不住脚的。然而，一些平民可能最终要为他们的政府和军队的所作所为负责，因此他们就可能成为暴力抵抗官方压迫的合法的目标。必须承认，如果他们受到攻击，就不再是恐怖主义事件了。但是，如果这样也允许的话，那么，被媒体和参加公开讨论的绝大多数人称为恐怖主义的众多暴力行为和暴力活动也算不上是恐怖主义了。再者，一些真正具有恐怖主义特征的行为和活动可能被证明是正当的：达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且急迫的军事目标或政治目标的责任可能会压倒不得伤害无辜的责任。而这些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则取决于它们是否满足了正义战争理论的标准，例如：所遭受的伤害和所防止的伤害的比例性，或者成功的可能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就可能不再能够坚持在道德上绝对摒弃恐怖主义。当我们知道一个行为或政策是恐怖主义的，我们仍然不知道它在道德上是非法的，我们只知道它可能是非法的，并且必须根据它自身的品质来进行判断。


国家作为恐怖主义者


当“恐怖主义”一词第一次出现在政治术语里时，该词指的是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党人所实施的恐怖专政：这种恐怖专政实质上是一种国家恐怖主义。政治思想家们业已指出，专制政权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地位，通常对其臣民采取恐怖威慑手段，迫使他们臣服。研究集权主义的学者强调，国家有系统地对其人民使用恐怖主义手段正是集权主义统治的主要特征之一。这种统治的主要目标是对社会全面的政治控制，换一种较温和的方式就不大容易达到。许多非集权主义国家，包括一些主要的自由民主国家，在战争期间也曾使用恐怖主义手段。从受害者的数量和全面摧毁的规模来看，国家恐怖主义比非国家和反政府组织的恐怖主义更为致命、更具破坏性。在历史上，国家曾是最大的恐怖主义者。然而，正如我一开始就指出的那样，有关恐怖主义公开讨论的一种典型的现象，是人们往往假设恐怖主义只是非政府的组织所为，好像“国家恐怖主义”这种措辞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似的。

本书以几种不同的方式纠正这种流行的论调。两篇关于恐怖主义定义的文章（科迪的和我的）都主张，恐怖主义的定义里必须能够包括国家恐怖主义这一现象。弗申、扬和黑尔德的论文主要探讨反叛者的恐怖主义，但这些文章在处理恐怖主义时，实际上为国家恐怖主义留了余地。斯特恩霍夫和科迪（他在本书里的第二篇文章）批评迈克尔•沃尔泽为了偏袒国家而提出“最高紧急状态（supreme emergency）”论点来证明国家恐怖主义的正当性，而对非国家的组织和团体的恐怖主义却不能一视同仁。斯特恩霍夫甚至写道：“恐怖主义根本不像人们经常所说的是弱者的工具，而是强者惯常使用的工具，而弱者到了走投无路时才诉诸恐怖主义。”托洛茨基为“红色恐怖（Red Terror）”所作的著名的（或声名狼藉的）辩护就是为革命政权的恐怖主义手段所作的辩护。构成第四部分“案例研究”的四篇文章里的两篇——加雷特和卡皮坦分别撰写的——全部或大部分都在处理国家恐怖主义这一题材。

第三部分只有两篇文章，属于对国家恐怖主义进行一般性的探讨。我的文章勾勒了国家恐怖主义的形态学。我还主张，国家恐怖主义总的说来比非国家的恐怖主义在道德上更为恶劣，因为在杀害、致残和摧毁人民的生命财产方面，前者规模和数量上都远远地超过后者。道格拉斯•拉基追溯了国家恐怖主义的发展过程，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对德国和日本城市的恐怖轰炸，到美国在广岛和长崎投原子弹后开始拟定核战争计划，并从此周期性更新这种计划。诚然，这些打算在特定情形下对苏俄和中国的城市进行核攻击的计划从未付诸实施。这样可以说它们并不等于恐怖主义，而至多是一种恐怖主义威胁。但是，一些撰稿人将“恐怖主义”限制为针对非战斗人员、平民、无辜者进行实际施暴这一类型，另一些人则明确地将发出这一类暴力的威胁也包括到恐怖主义的定义里。（这是本书中两篇——科迪的和我的——探讨恐怖主义定义的文章的差异之一。） 拉基主张，威胁要对平民人口聚集中心进行核弹袭击也应该算是恐怖主义行径，如果这种威胁不是虚张声势的话——而美国的威胁显然不是虚张声势。


案例研究


本书最后一组四篇文章研究恐怖主义的特殊案例。作者们运用了哲学家们在讨论恐怖主义时所使用的概念、原则和论证，目的是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更公正地评价那些恐怖主义行为和活动。同时，这些案例可以用来对那些必然相当一般的概念、原则和论证方法进行验证。

斯蒂芬•加雷特撰写的文章将我们带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英国皇家空军对德国进行恐怖轰炸的情景。加雷特研究了可以为轰炸提供正当性证明的几种论证方法：“浮动计算（sliding scale）”论证（一方事业的正义性越强，所使用手段的余地就越大）、“最高紧急状态”、军事必要性，以及从后果好坏的平衡来看的正当性，没有一种论证方法能经得起检验。再者，由于轰炸没有达到其预期目标——既可作为解释为何轰炸的理由又可作为证明轰炸的（后果主义的）道德正当性的理由；由于其始作俑者（architects）可能已经知道轰炸不会达到这些目标，用加雷特的话说，这场轰炸既是一项罪行又是一桩大错（both a crime and a blunder）。
[5]

 诚然，国际法后来明确禁止在战争期间有意攻击平民。加雷特相信，重犯一次对汉堡或德累斯顿进行轰炸一样的错误，在今天是不可想象的。但是，那可能是一种有限的成就。因为，正如拉基所指出的那样，虽然法律禁止这类犯罪，在战争中对平民的大规模的杀戮和残害——虽说不一定有意而为，但当然可以预见——我们仍然屡见不鲜。

自从1998年受难节协定（Good Friday Agreement）以来，尽管局势很不稳定，北爱尔兰似乎朝着和平解决国内两个社群（译注：即下文提到的Nationalists and Unionists）之间冲突的方向前进。数十年来，北爱国内的冲突一直是暴力和恐怖主义的热点之一。彼得•辛普森的方法大致上属于自然法理论，他研究了双方的目的和方法。他发现Nationalists and Unionists双方的一些目的是正义的，双方的激进分子（the militants on both sides）所实行的政治暴力中也有一些是具有正当性的。问题是双方都想达到己方的全部目的，不论是正义的还是不正义的，双方都诉诸超出了道德许可范围的暴力手段。双方也都使用过恐怖主义手段，每一方都是不正当的。因为辛普森认为恐怖主义必然是不正义的。
[6]



与北爱尔兰国内的冲突不同，另一场旷日持久的冲突——以色列与其周边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冲突，尤其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冲突——涉及大规模地使用恐怖主义手段， 目前看来和平解决的希望还是很渺茫（译注：基于出版此书的2004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冲突状况）。托米斯•卡皮坦探讨了恐怖主义在这场冲突中所起的作用。他批评了当前西方理论界的主流观点，即只有阿拉伯一方犯了恐怖主义之罪，以及恐怖主义是问题的关键，他认为这种观点是片面的、肤浅的。从双方开始冲突以来，双方都有系统地使用了恐怖主义。而且，恐怖主义只是一个症状（a symptom），这场冲突有更深的原因。卡皮坦还主张，以色列和西方各国当局以及媒体所使用的“‘恐怖主义’的修辞”（“the rhetoric of ‘terrorism’”）实际上为以色列的国家恐怖主义起了烟幕弹的作用（a smokescreen）。以色列的“报复行动（reprisal actions）”是一个显著的、但绝非唯一的例子，正如1948年以色列总理木-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公开承认的那样，以色列在报复时对有罪者和无辜者根本不加区分。这种修辞的另一个功能就是，将巴勒斯坦为了建立国家而进行的斗争非法化，在公开讨论时避而不谈这场冲突的真正原因。

在卡皮坦看来，“‘恐怖主义’的修辞”将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者的形象描述为“不配进行道德对话的恶魔（monsters unworthy of moral dialogue）”
[7]

 。的确有这么一种观点，认为一切恐怖主义者都为社会所不容（beyond the pale），像古时候的海盗一样，被当作“人类之敌（hostes humani generis）”来对待。在本书的最后一篇文章《“9•11”事件及其后果》里，作者伯顿•雷舍就持这样的观点。正像海盗一样，恐怖主义者不承认法律（无论是国家的还是国际的）的权威，好像他们自己就是法律的化身一样地行动。他们因此也就放弃了一切来自法律和政府的保护。他们对自己的行为所能提供的任何解释或正当性证明都应该被抛弃，我们应该对他们迎头痛击，而不应该与他们谈判。
[8]

 尤其是2001年9月11日在美国进行恐怖主义攻击的那些实施者（the perpetrators），众所周知，他们已经明确将自己与整个国际秩序为敌，甚至与文明为敌。必须相信他们的确如此，说到做到。

本书有几位撰稿人对“9•11”后美国及其盟国所发动的“反恐战争”的某些方面进行批评。另一方面，《“9•11”事件及其后果》一文的作者雷舍研究了反恐战争所采用的措施和政策，并给它们开具了合格证明（gives them a clean bill of health）。在方法、解释和评价方面的这类差异是本书的总体特征。我编纂本书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想让读者接触到各种不同的观点。一些撰稿人坚持将恐怖主义定义为针对非战斗人员、平民和无辜者的暴力；而另一些人的定义所包括的范围更大，将军事攻击或政治暗杀也列为恐怖主义。一些人从后果主义的观点来看待恐怖主义在道德上的正当性证明的问题：他们建议给恐怖主义造成的损害和达到的利益或想要达到的利益列一张清单，再根据清单上的得失来评价恐怖主义；另一些人则赞同某种类型的非后果主义伦理学，他们将恐怖主义当做一个正义问题或权利问题来讨论。这里所收集的论恐怖主义文章的作者们在对恐怖主义的道德声名进行最后的判断时，观点也各有不同。一些人主张在道德上要绝对禁止恐怖主义；另一些人则认为恐怖主义“几乎是绝对错的（almost absolutely wrong）”，即：在一般情况下是绝对错的，但在极其罕见的情况下并非如此。更有一些人设想在某种更广泛的情形里，恐怖主义，或某种类型的恐怖主义，可能在道德上具有正当性。对于所有这些问题，读者们可以作出自己的判断。在本书里，一半的文章原先已在别处发表过，在收集到本书时已经做了修改和更新，而另一半文章是特地为本书所写的。我相信这些文章能够对读者们有所帮助。


注释


[1]关于这一点，也见J. Angelo Corlett：《能在道德上证明恐怖主义的正当性吗？》（Can Terrorism Be Morally Justified？），载Public Affairs Quarterly
 ，1996（10），第163-168页、第176页。

[2]在我的《证明法律惩罚的正当性》［Justifying Legal Punishment
 （Amherst，NY：Humanity Books，1997）］一书里，我讨论了这种反对意见，以及各种各样反驳或规避的企图。

[3]参见卡尔•考茨基：《恐怖主义和共产主义：革命自然史稿》［Terrorism and Communism：A Contribution to the Natural History of Revolution
 （Westport，Conn.：Hyperion Press，1973）］，尤其在第8章。

[4]参见托洛茨基：《他们的道德与我们的道德：马克思主义道德观》［Their Morals and Ours：The Marxist View of Morality
 （Sydney：Resistance Books，2000）］。至于马克思主义有关手段与目的的讨论，参见Steven Lukes：《马克思主义和道德》［ Marxism and Morality
 （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第6章。

[5]关于恐怖主义作为一种斗争方法的历史，以及关于恐怖主义总是未能达到其目的而且不会有效的论证，参见Caleb Carr：《恐怖的教训：针对平民的斗争史》［The Lessons of Terror：A History of Warfare against Civilians
 （London：Little，Brown，2002）］。

[6]关于北爱尔兰冲突诸方面的不同观点，参见David A. George：《爱尔兰共和军恐怖主义伦理学》（The Ethics of IRA Terrorism），载Andrew Valls：《国际事务中的伦理学》［Ethic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Lanham，Md：Rowman ＆ Littlefield，2000）］。

[7]关于这一点，也可参见Edward Said：《典型的恐怖主义分子》（The Essential Terrorist），载Edward Said、Christopher Hitchens编：《责备受害者：伪学术与巴勒斯坦问题》［Blaming the Victim：Spurious Scholarship and the Palestine Question
 （London：Verso，1988）］。

[8]关于一切恐怖主义分子都是“人类之敌”（hostes humani generis）的观点的另一种表述方式，参见D.J.C.Carmichael：《关于野兽、诸神和文明人：恐怖主义与反恐怖主义措施的正当性证明》［Of Beasts，Gods，and Civilized Men：The Justification of Terrorism and of Counterterrorist Measures. Terrorism
 ，1982（6）］；关于这一观点的批评，参见依高•普里莫拉兹：《论恐怖主义伦理学》（On the Ethics of Terrorism），载Elisabeth Attwooll编：《打造革命》［Shaping Revolution
 （Aberdeen：Aberdeen University Press，1991）］。









第一部分　定义




1.定义恐怖主义
[1]





C.A.J.（托尼）科迪

关于恐怖主义存在两个主要的哲学问题：什么是恐怖主义？恐怖主义犯有什么样的错误？这里我打算主要处理第一个问题，这样做是由第二个问题的重要性所要求的。关键点在于：如果我们不能明晰我们所讨论的主题是什么，那么关于恐怖主义的行动对错的各种争论，以至于关于反恐的各类反应就得不到恰当处理。现在太多关于恐怖主义的讨论之所以陷入自相矛盾的境地，就是由对正在讨论的东西极端混乱的认识所导致的。

在政治概念的归类工作中的确不需要数学式的精确。这里往往边界模糊，而且归类中使用的其他概念很容易引发争论性的阐释。尽管如此，我们仍需尽可能在这个困难主题的核心处描述出清晰的轮廓，而且要比从最近大量公共辩论中所得到的界定更为清晰。然而使这种定义问题颇为复杂的是：它本质上无法仅仅通过求助于普通语言就能得到解决，因为作为一个观念的恐怖主义甚至在意图、犯罪和欺诈上面都不是“普通的”。它并不是属于某些科学门类的技术化术语；它本身处于争辩性的、意识形态化的和宣传性的背景中，或者较高政治性的环境里。虽然如此，在对恐怖主义混乱的公共争论声中依然存在着确定的结构，这使我们能够对它进行观念上的分析，尽管这种分析一定会伴随着一打补充条件。任何这类分析想得以成功，必须根据它适于这种轮廓的程度，以及它对于和暴力相关的特殊和更一般性的道德争论的贡献程度来决定。在对政治性概念的讨论中，后者总是特别重要，因为如果不参照这些概念分类结果在道德和政治上的影响，它们就会显得枯燥无味。

广泛散布在理论文献中对恐怖主义的定义，估计有上百条之多，
[2]

 它们可归为几类，各自强调一般被称之为恐怖主义现象的不同方面。虽然在绝大多数法律体制中都把恐怖主义行为看做是非法的，但与日常犯罪中的暴力相对照，几乎所有这些定义都认为恐怖主义是政治性质的暴力，或卷入了政治性质的暴力。与此相对应，在以下各方面定义的侧重点各有不同：

（a）无论作为意图还是实际得以实现，其效果都令人感到极其恐惧：集中于这一点的定义受“恐怖”一词本意的影响，并受对它的使用历史的特定方面的影响。有些时候它们又超出恐惧效果而包含了长远的战略性目标，这些目标通过制造恐惧得以实现，比如改变牺牲者所属社群的政府政策。

（b）从内部对一个国家进行的攻击：这里由于政治性动机，对国家从内部进行的所有暴力攻击都被看做是恐怖主义，同时国家自己所拥有的暴力则不能被看成是恐怖主义的。

（c）通过使用政治性暴力来实现的战略性意图：公开追求或影响某些目标群体，以达到使之免除对当前牺牲者进行攻击的目标时，经常会引用这一条。

（d）恐怖主义暴力中的不加区分性或想象性混乱：恐怖主义者的攻击经常落在被攻击的社群之上，依赖这种常被激起的迷惑效应之特性，我们可以看到，那些舒适世界被恐怖暴力打破的人们对前景的展望与出现的混乱之间往往存在着因果变量关系。

（e）政治性暴力的目标的性质：其重点集中于恐怖主义者对牺牲者的选择，因此拥有对其的战术尺度。它拒绝了暗含在（d）中的那种认为恐怖主义一般没有战术原理的思想。

（f）使用政治性暴力的保密状态：集中于这一明显事实中，即恐怖主义者通常是尽可能“在黑暗中”行动的。

一些定义结合了这些重点的若干项，其他一些则严格地集中于某一点上。休斯将恐怖主义定义为“一场由秘密的军队……散布恐惧的战争”
[3]

 ，因此它利用了重点（a）和（f）；帕斯金和道克瑞尔则说它乃是“不加区分的战争之借口”
[4]

 ，这结合了（d）和明显的（b）的看法；沃德劳将恐怖主义看做是“通过个人或群体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不论是支持还是反对既有权力，这种行动图谋在远大于当下牺牲者的目标群体中制造出巨大的焦虑和/或诱生性恐惧之效果，以此达到强迫这一群体同意犯罪者政治主张的目的”
[5]

 ，这结合了（a）和（c）。科迪（作者），普里莫拉兹，泰奇曼和沃尔泽关注于恐怖主义的暴力以非武装人员和无辜者为目标的意见，因而强调（e）中的观点。
[6]



最后侧重的方面抓住了一般辩论中使用这个术语的逻辑核心和道德性方面，因为恐怖主义通常遭到反对就是源于“无辜者”受到了攻击。的确，这可能是恐怖主义激起的最常见的众怒了，虽然在谁能被算作无辜者的问题上仍有很多含混之处，甚至有回避之嫌。巴以冲突的双方都表达了对牺牲无辜者的愤怨，可即便那些履历上“两手干净”的也会让人深深怀疑。例如，亚西尔•阿拉法特就声明：“无论压迫多深，无论绝望多重，都不能证明对无辜平民的杀戮是正当的。我谴责恐怖主义，我谴责对无辜平民的杀戮，无论他们是以色列人、美国人，还是巴勒斯坦人……”
[7]

 在我看来，这段声明的意义在于：它承认了要依照对无辜者的攻击来理解恐怖主义，至于阿拉法特声明的可信度，我在这里并不深究。

通过将恐怖主义与关于战争的道德争论联系在一起，特别是（尽管不是独一无二的）与正义战争的传统（这种传统为非武装人员免遭直接攻击硬性规定了严格的条件）联系在一起，这种方式也为严肃的伦理争论提供了可用之机。此外，我认为有关理论效用方面的理由也偏向于支持这种相对不受恐怖主义暴力的特殊或绝对目标约束的定义形式。如果我将恐怖主义看做是以直接暴力性方式攻击非武装人员的政治战术，我就能够将它置于开放的经验性问题中，对此它将被应用于更广泛的目标中。更为精确地说，我将把恐怖主义定义为：为了政治性目标，有组织地使用暴力去攻击非武装人员（在特殊意义上“无辜的人”）或他们的财产。从某种角度上看，仅仅威胁说要使用这种暴力，而实际上这种暴力并没有发生，也可能会被一些人认为其本身就属于是恐怖主义的事件了，但这种想法未免过于苛刻。如果你认为它合乎情理，那么你尽可以修正相应的定义。但我并不愿意这样做，因为我认为威胁说去做X，一般来讲并不等于去实际去做X这件事本身，在目前状况下，无论其如何激动焦躁，威胁要付诸暴力，都不能等于暴力行为本身。但是这点须依赖于对暴力的定义，对此我已在其他地方讨论过了。
[8]



这种定义避免了参照上文（a）中所提及的广泛目标，我已经为此提供了理由。然而，还是有一些赞成我的一般方法的理论家更倾向于包含一些对于目标的参考，例如有影响性的政府政策。因而依高•普里莫拉兹——他还包含了对威胁的参照，将恐怖主义定义为：“蓄意使用暴力，或威胁说要使用它，以反对无辜的人们，以达到使其中一些人在恐吓中去做他们之前根本不会去做之事的目的。”
[9]



（a）中的恐惧因素会引发复杂的争论。对于把恐惧看成是目标的观点，存在许多相对应的理由，它们能将它从强调以非武装人员为目标的定义中排除出去，因为对非武装人员的攻击可能并非欲使整个居民或其中的一部分惊惶失措，而是为了价值宣扬，为了“象征性”理由，或仅仅是想使攻击的想法成为现实。另一个方面，公开性和象征性效果得以如希望的那样产生，通常也是要通过暴力产生出的恐惧感来完成的。第三种情况，“仅仅是打击的可能性”，从它的纯粹形式上看，可能最好被看做是一种例外情况。可我们确实能把用炸弹残杀一校车孩子的行径称为“恐怖主义”，纵然犯罪分子意在散布愤怒而非恐惧——他们相信愤怒的居民和政府会失去理智，作出对他们有利的事来。因此，总的来说，我愿意选择略去了涉及恐惧因素的定义，尽管这种包含性定义拥有我所认为的恐怖主义的许多因素。

无论如何，一般涉及目标时须清楚：恐怖主义的战术具有政治的而非仅仅是个人或刑事性的倾向性。引人注目的刑事违法行为，虽然没有政治性动机，却足以经常被媒体称之为恐怖主义——因为它们威胁到了人们，并栩栩如生地把犯罪者描述为与国家处于对抗状态之中，但恐怖主义的主要利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道德上讲，都定位于政治。恐怖主义行径是非法的，但是它们的意义，比如说，比起罪犯在警察局里放一颗报复性炸弹更为深刻，也更具扰乱性。当犯罪分子怀着野心较大规模地展开与警方的对抗时，如20世纪80年代哥伦比亚贩毒集团那样，问题就两样了。同时相反的趋势也值得注意，因为恐怖主义者也经常会介入普通的犯罪中，比如为了支持他们的政治活动，他们会去抢劫银行或从警察局或兵营里偷窃枪支。

如果我们把恐怖主义定义为：为了政治性目的，用严重的或致命的暴力手段对非武装人员进行故意的直接的暴力攻击的战术，我们将获得在这种情绪下所争论的东西的大量内容，并且能够以某种清晰性提出关于它的关键性和政治性的问题。恐怖主义把攻击或威胁看做是通过创造恐惧以产生出政治性结果的方式，若这种思想被吸纳进来，我们就可以在特定的方面缩小这种定义；同时我们也能够拓宽这个定义，如在这篇论文开始我所做的那样，只要通过把非武装人员的财产作为目标包含进来，而这些财产与他们的生命和安全息息相关。在此我不愿去缩小我的定义（理由已经给出），但我很愿意拓宽我的定义，因为我认为对无辜者的财产进行攻击通常也会被指责为是恐怖主义行径，尽管它一般不会被认为与对生命和肢体的攻击一样严重。如果武装团体夺取了一架空的民航客机并把它炸掉，以此作为他们对于为了解放或其他什么目的的政治活动的贡献，把它看做是恐怖主义行动是合乎情理的。如果以色列人的坦克实际上没有杀害巴勒斯坦的居民，而只是破坏了这些无辜者的家园，那么这无疑也可以被称为恐怖主义。（当然，尽管许多人看上去像非武装人员，但是否那些居民就真的是非武装人员，还是一个值得争论的实际问题。）无论如何，为了目前的目的，在这种定义的风格中，就关于吸纳恐惧效果和以财产为攻击目标方面，我们可以有一定的变通性。让我们把这种风格的定义称为“战术性定义”，因为在它之中这一点是关键性因素，即恐怖主义必须包含瞄准非武装人员的战术。

这样一种定义将不需参照秘密军队，也不需参照不加区别的暴力的意见。形容词“不加区别的”意义含糊，因为它可能意味着混乱或无理性（某种程度上，就是完全的不加区别），或者它可能意味着个别方面缺乏区分性，没有作出相关的区分。恐怖主义的不加区分显然不是在混乱和无理性意义上讲的，因为恐怖主义者们为了达到他们心中的目标，可以做到仔细权衡所瞄准的牺牲者的价值。对于“9•11”的恐怖主义者来说，世贸中心可能非常重要，因为它被理解为是他们所仇恨的美国全球商业霸权的中心，是美国骄横性的重要象征。恐怖主义者们不一定像有些评论者所说的那样失去了全部的道德感，例如威尔金森所宣扬的：“使恐怖主义与其他形式的有组织犯罪根本性区别开来的不是简单凭借其严酷性，而是它的非道德性和反律法性。”他声称，恐怖主义就是“为了某些政治性目的，毫无保留地准备牺牲所有道德和人道主义的考虑”
[10]

 。虽然对于某些恐怖主义者来说这是真实的，但这看来是个过于严厉的论点，所以很难于其中建立起恐怖主义的定义。另一方面，大量被称为是“恐怖主义”的行为确是在深思熟虑后违背了那些一般性区别标准，例如，在战争理论中典型地被视为神圣的那些原则：优待非武装的豁免者。可这并不能证明恐怖主义者无视一切道德约束，它只是强调他们拒绝了一套与之高度相关的道德价值。
[11]

 如果这种拒绝加强了活动中“不加区别的”感觉，那么参照不加区别的暴力就是可以与战术性定义相容的。

这种行动方式将把对于恐怖主义广泛存在的道德反感与正义战争理论中反对侵犯非武装人员权利的根本性禁令联系起来（有时候也被称为“区分性原则”）。这就避免了将恐怖主义定义为不道德的陷阱，因为它的不道德性所以能够建立起来，必须先得证明区分性原则的可接受性。它也有助于明确地在国家使用暴力反对非法目标（不论是国与国之间的战争还是针对它内部的公民）和反对类似的非法目标的非国家机构所使用的政治性暴力间提出道德类比。存在真正的理由来支持反对者常用的指责，即政府也一样使用暴力。这对于革命中使用暴力的那些开脱之辞毫无用处，但是它却点出了对于恐怖主义惯常义愤中的某种伪善。一些人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饱和性轰炸袭击式的国家恐怖主义可以为某些紧迫性理由，或某些压倒性的道德考虑证明为正当，但是他们不能不看到这种论辩有时因为革命之由而夸大其词。战术性定义更为长远的优势是它允许可以存有非恐怖主义的革命或起义之暴力。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如果以侵犯区分性原则为由把恐怖主义判定为完全或主要是不道德的，那么某些非恐怖主义的反国家的政治暴力就有漏洞可钻，成为道德上可接受的。这种可能性为上述（b）中的精神所掩蔽，它把恐怖主义看做是任何次于国家的暴力形式对于国家的反动。这种定义，我在其他地方将其称为政治性状态的定义，它也有将国家恐怖主义的不可能性先验化的缺点。

以（a）和（c）的精神把恐怖主义定义成为了特殊的政治目的使用暴力，以散布恐惧为目的的那些人则避开了这最后的推论。例如格兰特•沃德劳——他是对这个问题进行论述的最为审慎的政治科学家之一，（如前面所指出的）就是以这种方式来定义政治恐怖主义的。这种方法在恐怖主义的讨论中抓住了卷入其中的一些东西，但是作为一种理论工具，它有两个主要缺点。首先，它过于关注恐怖主义行动的目标，如上所述，既然这种行动可能意在诱发愤怒而非制造恐惧，那么他们可以通过一定步骤来寻求其政治目的的实现，而非诱使“目标群体”同意他们的要求。例如，他们可以着意于向其他群体证明目标群体易受攻击的性质，从而调动其他群体去反对那些目标群体。其次，在使用政治性暴力时，这种定义不能充分辨别出何为恐怖主义，何为非恐怖主义。在革命和国家间的战争中，为了实现政治性目标而大量使用暴力，可这并不能按常规被认为是恐怖主义，为了使战争结束，它们意欲在（至少部分上）超出战场的范围中给敌人带来焦虑或恐惧。通过标准的军事攻击让敌军部队遭受失败和损失，经常被策划着服务于多种目标，而其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在敌人的政府及其支持者中制造焦虑，以诱使他们投降或妥协。但是把所有或大部分军事攻击看成是恐怖主义，显然有违直觉。从对恐怖主义伦理评估的观点上看，这是一个极重要的问题，因为，除非某人是和平主义者，不然就存在政治斗争的暴力形式，而且它可能具有道德合法性，至少一般看来恐怖主义似乎得不到这种道德有效性。与之相对，恐怖主义的战术性定义则能很好地应付这些问题。

战术性定义方法的一个困难在于非武装人员的概念需要澄清，特别是在革命的暴力事件中。这种概念的道德意义也须建立起来，以应对某些正常的异议。我们不能完全讨论这里的每一项，但是在颠覆性战争中如何区分“武装人员”与“非武装人员”则要比“常规的”战争中困难得多。在“常规的”战争中，豁免非武装人员是一条基本原则，这是因为合法暴力的正当性被具体规定为：暴力要针对那些犯罪的人，正是那些罪恶给我们的行动以正义的理由。“武装人员”是对这些执行罪恶的代理者在字面上进行描述的术语，而且它还包括被迫那样做的人们（如征召的士兵），还有不穿制服的那些人（如间谍和某些政客）。尽管非武装人员并不等同于平民百姓，但是将他们等同起来仍是一种较为简便的理解方式。把非武装人员描述为“无辜的”也是司空见惯的事，之所以豁免对他们的攻击就是因为他们是无辜的，但是完全道德化的无辜和犯罪的概念在这里并不适用。它们引申出自由选择和完全知性的思想，这与进行道德上的谴责与赞扬息息相关。与之相反，在道德上我们似乎有权抵御攻击者，甚至这些攻击者本身是被迫或受欺骗的时候也可以。非武装人员是“无辜的”，其意义更像是说他们是“不可伤害的”。也就是说，没有参与执行罪恶——这些罪恶证明（或被主张去证明）运用暴力去自卫或去除它们是正当的。那些多少在字面上使用的“非武装人员”和“无辜”清楚地表明它们所求助的背景远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间的战争状态。因此，“9•11”对世贸中心的攻击属于恐怖主义，因为攻击的牺牲者可以被算作是非武装人员和无辜的人，尽管没有相应已经宣战的国家间战争在进行。而除了被劫飞机上的乘客被一致认为是明显非武装人员外，对五角大楼的攻击却引起了对其中受难者究竟归属于何种身份的争论。这里的讨论涉及一个重要的领域，我仅是接触到了它的皮毛，但是它正受到来自哲学家们日益增长的关注。
[12]



除了这些在哲学上要进行阐明的重要问题外，对这种区分还有其他一些反对意见。“总体战争”和“群体犯罪”信条（这些概念曾在正规战争的背景下被轻易引用，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支持者们倾向于轻视武装人员和非武装人员间的任何道德区分。在此信条的影响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温斯顿•丘吉尔就说：“在这种题目上考虑道德性是荒谬的……在上一次战争中轰炸不设防的城市被认为是不允许的，现在每个人都把它当做理所当然的事来做。这只是一个时尚变化问题，就像对女人来说选择长裙还是短裙一样。”
[13]

 这种轻视或不考虑的态度已在其他地方得到了充分评价，因此这里可以更为集中地注意到，在这种下流的论辩中，杀死一名企图杀死你的士兵和在敌人的土地上蓄意轰炸幼儿园之间没有什么道德区别。而且，尽管这种区分并不主要立足于结果主义的伦理学说，但是20世纪的战争中对它的漠视的可怕结果是使它变得毫无价值，随着时日推延，世纪性战争中的大屠杀渐渐落到了平民百姓身上。

诸如此类在正规战争环境中提出的区分性问题，在非正规战争类型中因经常与恐怖主义的联系，从而以熟悉的理由得到了强化。其中最为重要的一点在于，在“常规的”战争中，谁是武装人员身份的候选者是十分清楚的，即那些拥有并使用各种各样武器的人，以及那些指挥和帮助他们的军事活动的人。尽管在边界确定问题上仍有困难，但是对多数武装人员和非武装人员的分类（士兵在一方，婴儿车里的婴儿在另一方）上面已十分明确了。但是在游击战争或暴动之中，一个平民打扮的12岁小姑娘可能就是一颗人体炸弹。对于革命者和激进的持异见分子来说，有种很强的趋势使之争辩说：政治体制中所有政府官员甚至那些普通规矩、和顺的居民都是他们与之战斗的罪恶的一部分。然而一些革命者还是努力在他们的理论、宣传和他们的实践之间作了区分。例如在塞浦路斯革命中，乔治•格里瓦斯将军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塞浦路斯斗士国家组织（EOKA）的运动时，显示了他对这种区分的敏感性，“我们并不像轰炸机那样胡乱地打击。我们只射杀英国军人，如果他们能够先开火的话，他们也想杀死我们，至于射杀的平民只是那些叛徒和情报人员”
[14]

 。是否如格里瓦斯真实地描述EOKA的活动在我们的讨论中并不重要，这里重要的是他承认将革命的暴力指向道德上合法的目标既是可能的又是可取的。

从道德的和长期政治目标的角度上看，不过于草率地将人们等同于武装人员是重要的。从道德的角度上讲，我们需要有正当的理由来使用合法的暴力，而且我们对拥有这样的理由不能掉以轻心。在政治上，无论是革命者还是政府方面都会因为屠杀乡村行政官员，杀害受到怀疑的村民或毁灭他们的村庄而失去人们的支持，更不用说这些政策为战后的重建工作带来的困难。那种真正对非武装人员被迫作出的伤害将不得不阐明将人们归为武装人员的原因，甚至这意味着对执行者的生命和事业有一定程度的真实风险。当然，在白热化的战场上，武装人员可能由于恐惧、惊慌和混乱而神志大乱，以至于失去了这种勉强性。这种战斗中不可避免的疯狂能使人失去正常的感觉和良知。
[15]

 然而并不是所有对非武装人员的杀戮都源于这种疯狂情景。多数杀戮是在冷静时刻策划完成的，例如同盟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德国的轰炸。他们没有对忽视和放弃这种勉强性作出过任何解释。

关于勉强性的这一要点，对于恐怖主义的定义来说还有另外一种含义。如果按照对非武装人员的暴力攻击来定义恐怖主义，那么某种严格说来不能算作是恐怖主义的行为和政策，就可能依然在恐怖主义的精神下得以执行，因为它们显示出对于非武装人员权利的漠视。如果用手榴弹或机枪攻击正在人群中值勤的士兵，而这种攻击完全可以在这些士兵处于单独状态下完成，把这种攻击说成是恐怖主义就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市民的伤亡本来是完全可以避免的。如果这种可避免性是十分明显的，那么就很难把导致平民死伤的行为看成非故意的。虽然在某些情况下，它们可能并非存心要伤害平民，但这也是应受到惩罚的鲁莽行径。

这意味着对恐怖主义的战术性定义，在保持其核心不变的情况下可以进行某种拓展，即：它可以将不充分注意避免对非武装人员伤害的行为也包括进来。另一种拓展性建议将要根据战争法的任何分支来定义恐怖主义，因此，如对拒绝给予武装人员或其尸体残肢宽恕的行径也将被视为恐怖主义。尽管两种建议都能作为合乎情理的伦理上和分析上的工具来使用，但是第一种建议比第二种建议有更多的优点。第二种建议的缺点在于除了对于非武装人员豁免的中心宣言之外，又介入了太多讨论其他战争原则的内容。至于第一种拓展，我赞同在它之后所关注的东西，但是我倾向于在概念的经济性立场上坚持它。有意以非武装人员为目标的行为显然不同于战术上由于忽视或鲁莽造成非武装人员伤亡的行为，所以它值得区别分类，特别是两种行为一般应引起不同的道德关注。

所有这些关于武装和非武装人员的争论都假定：那些经策划提出的诉诸政治暴力的目标和目的存在着某种确定的合理性或初步的可理解性。这不是在法律上或道德上赞同它们，因为被理解的东西也依然可能是有罪的。但是不论是国家的还是暴动群体的意识形态都显得十分异乎寻常，严肃认真地接受它们对于武装与非武装人员的分类看来是不可能的事，因为它们求诸于暴力的基本原则也是异乎寻常的。因此，当他们宣称医生、地方官员或警察乃是一种难以名状的罪恶的执行者时，我们可以正确地看到他们对这些人的攻击与恐怖分子对邮政人员或政府工作人员的攻击如出一辙。

尽管我们没有对某些非武装人员的豁免形式的需要留下印象，但是这里却为恐怖主义的政策保留一个重要的问题，从纯粹实用的术语上说，这个问题使他们面临着严厉的批判，因而绝不存在恐怖主义是能够被期许的任何开脱。部分原因是有些时候对正在追求的目标认识不清，但是甚至在这一点上也是相对清楚的，因为是否存在任何合乎情理的可期望的成功就常值得怀疑。从恐怖主义作为“展示性”（也许是绝望或正义性的愤慨）的目标来看这也是对的，因为展示的重点不能与观众认可的实际可能性相分离。我称这种批判为“实用主义的”，但这不意味着它就不再是道德性的了。对杀戮和伤害性政策的采纳如果是无用的，它们也就是违背道德的。谨慎是一种道德品性，在正义战争的传统中，若干道德条件在诉诸合法的战争之前必须得到满足才是谨慎的，例如：最后通牒和合乎情理的对胜利的预期。

最后，政治性暴力行为有可能是非常错误的，哪怕它们不是恐怖主义式的，强调这一点十分重要。非正义战争或非正义性革命的犯罪者们即便是没有杀戮和危害非武装人员，他们也是犯了巨大的错误。纳粹的军队射杀武装的犹太抵抗者时，他们犯了罪，哪怕他们尊重对非武装人员的豁免权，因为他们是创造非正义环境的代理者，这种环境引起对他们的合法的武装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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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什么是恐怖主义？






依高•普里莫拉兹

恐怖主义现象涉及许多问题，有些问题是理论方面的：恐怖主义的原因是什么？它有什么样的后果？另一些问题是实际方面的：该如何对待恐怖主义？应当直接对付恐怖主义，还是去关注引发恐怖主义行为的那些怨恨情绪才是唯一正途？还有一些问题是属于伦理方面的：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大多数人在道德上如此厌恶恐怖主义？在特定情况下恐怖主义有可能是正当的吗，还是彻头彻尾是错的？哲学家可能最关心最后一类问题。本文试图提出一种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定义将包括恐怖主义的有关特征，正是这些特征才让我们大多数人对恐怖主义产生厌恶感。

显然，与在历史和社会科学里所发现的大量有关定义相比，我所追寻的定义是相当狭义的。人们似乎倾向于将恐怖主义一词用于政治暗杀，有时甚至用于任何类型的政治暴力。然而，将暗杀Reinhard Heydricht、波希米亚保护国总督（Reichsprotektor）和在城市公交车上杀害或伤害一群平民混为一谈的恐怖主义概念，对道德思辨是毫无用处的。

恐怖主义和暴力

从词源上看，“恐怖主义”（terrorism）一词源于“恐怖”（terror）。最初，该词指的是一种恐怖的制度或政权。首先指的是雅各宾党人所实施的恐怖专政，他们将该词用于自身，并无任何否定性意味。后来，恐怖主义用来指称政策或政权，带有强烈的否定意味，与今天普遍的看法一样。由于我寻求的是一种能包含个别的恐怖主义行为和恐怖主义政策的定义，我建议我们应该将“制度”和“政权”等概念放在一边，但保留与恐怖有关的概念。恐怖主义旨在制造恐怖（极度恐怖），当恐怖主义成功得以实施，的确能制造恐怖。但是，如果有人做了可能引起他人感到恐怖之事，却没有进一步的目的，只是为了好玩，我想我们不应该将之视为恐怖主义的案例。恐怖主义是带有目的的恐吓。制造恐怖的目的是为了使他人就范，去做本来不愿做之事。恐怖主义是强制性的恐吓。

这正是魏尔曼（Wellman）在其《论恐怖主义本身》一文中对恐怖主义所下的定义：“使用或企图使用恐怖作为强制的手段。”
[1]

 魏尔曼说，恐怖主义常常要诉诸暴力，因为暴力是制造恐怖的最有效的手段之一，但他立即补充道：“恐怖主义伦理学并不只是暴力伦理学的脚注，因为暴力对于恐怖主义并非必不可少，事实上，大多数恐怖主义行为都是非暴力的。”
[2]

 我同意恐怖主义伦理学不只是暴力伦理学的脚注之说，但并不同意魏尔曼这样说的理由。在我看来，“非暴力的恐怖主义” 之说（也不包括暴力威胁）似乎没什么意义。魏尔曼有三个反例，在我看来没有一个反例具有说服力。一个是关于法官判一个罪犯死刑，目的是为了震慑潜在的犯罪分子。我认为，处决一个人本身就极具暴力性，我们可以采取其他较温和的方式对待他（当然，除非我们将暴力定义为“非法使用的力量”，其实这样做也无济于事）。其次是勒索，把被揭露的恐惧当作一种恐吓手段。我认为，我们需要知道在具体情况下被揭露所引起的伤害有多严重。如果这种伤害非常大，如果暴力行为以令人震惊的方式造成伤害，正如魏尔曼正确地指出的那样，那么，勒索的确意味着以暴力进行威胁。最后，魏尔曼说：

我必须坦白承认，我自己也经常使用非暴力的恐怖主义手段，因为我经常威胁那些未能及时提交论文的学生说：要让他们不及格。如果有人对此表示怀疑，不妨看一看，若是没有这种威胁，我的学生会不会心甘情愿按时交论文；再看一看，当我向他们发出最后通牒时，在班级里引起了多大的恐慌。
[3]



这听起来倒很新奇。但是，如果魏尔曼的学生的确像他说的那样惶恐，如果他的这门课不及格对这些学生会造成如此巨大的伤害，那么，魏尔曼的威胁就相当于一种暴力性的威胁。不过，这不是恐怖主义，也不是讹诈，更不是对罪犯判处死刑——下面我就说明理由。

无差别攻击的暴力

人们常说，恐怖主义最明显的特征是滥用暴力。严格说来并非如此，因为恐怖主义者并非盲目地、无目标地进行攻击，而是精心策划他们的行动，权衡各种备选方案，企图以最小的代价达到最佳的结果。但是，如果恐怖主义未能在有罪过的人和无辜的人之间作出区分，同时又毫不在意无辜者是否会受伤害，那么，上述断言就是对的，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恐怖主义有一个基本模式，它有两个（而不是一个）目标（targets）：直接目标是次要的，而间接目标才是真正重要的。这种间接策略是我们日常生活的一个特点，本身无所谓对错。但是，当间接的、真正重要的目标是迫使他人去做本来不愿做之事，当这种企图是用恐吓的手段而达到的，当对无辜者使用暴力来进行恐吓——杀害、致残或严重伤害无辜者——或威胁要这样做的时候，那么，间接策略即是恐怖主义的策略。首要目标和次要目标是不同的人或不同的群体。构成恐怖主义者首要的、却是间接目标者，本身可能是无辜的，也可能不是。关键在于作为恐怖主义者次要的、直接目标者却是无辜的。这样，恐怖主义者可能攻击一群平民，目的是恐吓他们，迫使他们离开某一区域。或者，正如在通常劫机案里所作的那样，恐怖主义者可能攻击一群平民，其目的是迫使政府屈服，接受他们的条件。

恐怖主义者的直接受害者是“无辜的”究竟是什么意思？即：他们没有做任何可以让恐怖主义者为伤害他们这一恐怖行为的正当性进行辩护之事。他们并没有攻击恐怖主义者，这样，恐怖主义者不能说他的行为是正当自卫。他们并没有参加反恐的战争，所以，恐怖主义者不能说他只是在参战。

我曾说过，一个人若是对“真正的或被指控的”不正义或苦难负有责任的话，他就不能得到豁免，因为我不是从一种与恐怖主义观点完全不同而且无关的观点来谈无辜和豁免。采取这样一种方法意味着在恐怖主义的讨论中引入一种令人难以接受的相对主义观点。例如，阿尔多•莫罗（Aldo Moro）被杀案就会被我们大多数人视为恐怖主义的一个案例。因为无论怎样看待莫罗的政策，我们大多不会将这些政策视为极其不正义的和道德上令人无法容忍的，以至于他因此很该死。也就是说，我们大多数人认为莫罗在有关的意义上是无辜的，所以不该被杀。但是，红色旅（the Red Brigades）会否认这一点；相反会宣称他们所做的是政治暗杀，而不是恐怖主义。因为他们对他的政策的判断与我们迥然不同。如果我们采纳了这种方法，我们将不得不承认，用那句关于恐怖主义的陈词滥调（the cliche）来说就是，一个人眼里的恐怖主义者是另一个人眼里的政治暗杀者。我并不愿承认这一点。我要说的是，为一件只被指控的不正义之事负责——被恐怖主义者指控的不正义之事，但其他人并不这么认为——足以让一个人无法豁免其责任。根据正义战争理论的主流观点，一个人若参加了一场不正义的战争，他对致命的暴力就不能豁免，甚至参加任何战争都不能豁免。如果我们接受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认为拿破仑那句臭名昭著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了，他说：“士兵就是用来被杀的。”正如意大利国王翁贝托一世（Umberto I）在保命计划失败后所说的那样，这种冒险是工作的一部分。当然，我是在非常明确、非常有限的意义上谈论“无辜”和“豁免”的：即与恐怖主义定义问题有关的意义上谈论，而不涉及诸如战争和政治暗杀之类的事情。我这样做是为了强调，即使我们允许恐怖主义者对他所反对的政策作出自己的评估，从恐怖主义者自己的角度看，他的受害者也是无辜的。我不是在暗示，只要某一政权的反对者确信这个政权是彻头彻尾不正义的，他们就有了杀害或残害政府官员的权力。我只是说，如果他们这样做的话，他们的行为将不是恐怖主义，而是政治暗杀。但是，没什么东西能阻止我们谴责他们，如果我们抛弃他们对政府的道德名声的判断。要表明一个行动不是恐怖主义而是政治暗杀，并不等于证明它的正当性，也不等于为它寻找托词。

如果恐怖主义者同意对责任的某些可行的理解，那就意味着他在杀害或残害别人时，他在内心相信自己是无辜的。我认为，这抓住了众多恐怖主义特别可憎之处。诚然，有些恐怖主义者忠于极其原始的集体责任观念，认为只要参加了某一种族或宗教团体，或者仅仅具有某一国家的公民身份，就有足够的理由承担这种责任。2001年9月11日在纽约进行恐怖袭击的人似乎也持这种观点。还有一些人是非道德主义者，不会被责任问题所困扰。属于这两类的恐怖主义者不相信他们的受害者是无辜的。这类恐怖主义的特别可憎之处必须在别处进行定位：即他们关于责任的荒谬的观点，以及这些观点在实践中所导致的血腥的后果。

由于恐怖主义在特定的意义上是进行无差别攻击的（indiscriminate）——在有罪者和无辜者之间不作区分——在另一层意义上它也是无差别的：它是不可预测的。一个人永远无法确定是否能避开恐怖主义者，即使他不做那些恐怖主义者反对之事。例如，不参加军队或警察，或者也不从政。一个人永远无法知道，在任何时间和任何地方，他是否将会成为恐怖主义袭击的目标。

拉克尔（Walter Laqueur）反对这种恐怖主义的界定方式：

许多恐怖主义集团丝毫不加区分地选择受害者，因为他们认为杀害无辜者会引起恐慌和公众的关注，会有助于引起国家和社会的动乱。然而，在另外方面恐怖主义活动却是非常有选择性的。几乎无可争辩的是，萨达特（Sadat）总统、教皇、阿尔多•莫罗（Aldo Moro）或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都不是任意选择的目标。所以，“恐怖主义暴力在本质上任意（random）选择对象”以及“无辜是选择受害者的最主要的条件”，诸如此类的论证不能被当作一般的前提。这就暗示在恐怖主义者那里存在一个有意识选择的过程，他们故意不选那些“有罪的”人，而偏偏选择无辜者。

两种论证都是没有说服力的。先看后一种论证，拉克尔的论证方式包含着一个矛盾：如果断言恐怖主义暴力是任意选择对象的，那么，就不能断言恐怖主义只是针对无辜者而偏偏放过有罪之人。所断言的恐怖主义的界定特征，以及为什么我们大多认为恐怖主义在道德上极其令人憎恶的理由，是恐怖主义无法在无辜者和有罪者之间作出区分，结果也就无法尊重无辜者的豁免权而只对付有罪之人。恐怖主义者不与军队和警察较量，也不去杀政府官员，却在城市公交车上放置炸弹，一方面是因为这样做比较容易，另一方面是这样做将更利于达到他们的目的。他们知道行动的受害者是平民，但他们并不会因此而罢手。如果有一两个士兵与平民一起在公交车上被杀，他们不会认为有什么遗憾：他们或是认为这无关紧要，或是认为这是意外的收获。例如，红色旅是恐怖主义组织，因为他们干了许多恐怖主义活动。但是，当他们绑架并杀害阿尔多•莫罗时，就是政治暗杀，而不是恐怖主义。

无论在概念上还是在道德上，以无辜者为袭击对象是恐怖主义的基本特征。在有罪和无辜之间的区分是我们大多数人的道德经验的基本区分之一。我们大多数人认为，如果有意对某人造成了严重伤害，得证明这样做是有正当理由的。如果不能证明，人们在相对意义上就是无辜的，就不应该受到伤害。在一篇关于恐怖主义定义的论文里，我不宜作出这种断言。同样，我也不会经不起诱惑而在其他文章里证明这一断言。

关于无辜就意味着应该免于受到伤害之说，实在是太牵强附会（虽然也许并非绝对如此），这是关于我们大多数人的道德经验的一个严峻的事实。对于那些认为这一点很可信的人来说，这显然是非常简单、非常可信的，根本不必用什么理论来论证。于是，正如沃尔泽所述，“理论问题不是要描述如何获得豁免，而是如何失去豁免。我们所有的人一开始都是享有豁免的，我们免于受到攻击的权利是正常的人类关系的一个特征”
[4]

 。一个人如果攻击他人，或在战争期间参军，或参加安全服务部门，或在一个因实施不正义的（或被指摘为不正义的）政策而受到暴力抵抗的政权或组织里担任职务，就会失去这种豁免权。但一个与如上所述毫无瓜葛的人就是无辜的，对他进行攻击或威胁要攻击他是不正当的，因为他具有豁免权。当他仍然受到攻击时，攻击他的目的是为了威胁他人去做本来不愿做之事，那这种攻击行为就是恐怖主义。在概念上和道德上，恐怖主义都不同于自卫、战争（包括一般的战争和特殊的游击战）和政治暗杀。

科迪在定义恐怖主义行为时指出：

一般由一个有组织的团体所实施的政治行为，涉及有意杀害或严重伤害非战斗人员或进行这样的威胁，或故意严重损坏非战斗人员的财产或进行这样的威胁。
[5]



针对人员和针对财产的暴力

恐怖主义者所实施的典型的暴力形式，是杀害、残害或严重伤害他们的受害人。恐怖主义暴力必须要针对人员吗？根据科迪的定义，不必。假定一个恐怖主义组织决定不再杀害或残害人们，转而开始毁坏珍贵的艺术品。或者假定它开始毁坏一个村庄赖以为生的庄稼。这是否意味着他们放弃了恐怖主义，转而进行非恐怖主义的斗争，还是以另一种形式的恐怖主义取代了原来的恐怖主义？在第二个例子里，我认为仍然是恐怖主义，因为毁坏财产会威胁到人们的生存。然而，在第一个例子里，“恐怖主义”一词似乎不再合适了。如泰奇曼（Jenny Teichman）所述，“毁坏非战斗人员的财产可能是非常不公平和不正义的，但是除非该财产为生存所必需，否则不能算是恐怖主义。它不大可能引起恐怖——只会引起愤怒”
[6]

 。

恐怖主义和恐怖

当魏尔曼想把恐怖主义与恐怖相联系，但又把恐怖主义与暴力分开时，科迪的定义与之相反：恐怖主义的确是一种经常会引起恐怖的暴力，但这是“对恐怖主义社会学的一种洞见”，不应该包括在定义里。恐怖主义与恐怖的联系是偶然的。毕竟，一切政治暴力都会引起某种程度的恐惧。
[7]



这是对的，但是我认为，在我们大多数人称之为恐怖的那种暴力与其他类型的暴力之间，存在着重大的区别——其他类型的暴力并不把引起恐惧作为一种重要的目标，甚至根本不会作为目标，而只作为一个不错的副产品。而对于恐怖主义而言，引起人们的恐惧或通过人们的恐惧进行胁迫本身就是目标。即使从理论方面将这种类型的暴力单独挑出来看，通过人们的恐惧进行胁迫的作用不是十分重要，而从道德方面看，又是另一番情形了。我们大多数人觉得恐怖主义是如此恶劣，首先是因为（但并不仅仅因为）恐怖主义是针对无辜者的暴力。恐吓以及通过恐吓进行胁迫是引起人们道德谴责的额外理由，伤害之后还要侮辱。

不应该认为这意味着要勾勒一幅简单化的、过于理性化的恐怖主义图景：恐怖主义者对首要目标进行明确的威胁，然后很理性地进行思考，并得出需要遵从的结论。这幅图景可能适合于某些恐怖主义案例，但并不适合于另外一些案例。因为恐怖主义往往旨在引发长期而复杂的社会进程，涉及许多非理性行为，其意图是让公众不知所措，动摇各种社会秩序和机构——虽然未必打算整体上扰乱社会生活。
[8]

 然而，在这些案例中，恐吓起了主要作用，而恐怖主义者的最终目的是让其首要目标去做他们本来不愿做之事。这样，这些案例并不要求将恐怖主义的定义修改为一种通过恐吓而进行胁迫的暴力。

恐怖主义：政治和非政治，国家和反国家

恐怖主义常常被人们用各种过于局限性的方式来加以定义。如科迪所下的定义，将恐怖主义与政治恐怖主义混为一谈，是其中一种典型的方式。但是，在非政治的语境里也常常使用针对无辜者进行胁迫性恐吓的方法，例如宗教恐怖主义（如真主党）和刑事恐怖主义（如黑手党）。

表明谁在使用恐怖主义的定义甚至更为局限。恐怖主义常常被说成是仅仅由反叛者和革命者所采用的方法，这样国家恐怖主义便不在定义之列了。这可能是一种很好的宣传，却是一种糟糕的分析。“恐怖主义”一词原先用来指雅各宾党人的“恐怖统治”，此即为国家恐怖主义的一个具体例子。自由民主国家也曾从事恐怖主义活动，看一看在德累斯顿（Dresden）和汉堡的恐怖轰炸，以及投放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即可略见一斑。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所针对的目标既非军事性目标也非工业性目标，而是敌国平民人口聚集中心。目的是摧毁敌方人民的士气和意志，并以这种方式确保胜利（对德国）或缩短战争（对日本）。这种轰炸已经被称为“恐怖轰炸”而广为人知。再者，有一种类型的国家，即集权主义国家，其最基本的原则就是永久的、体制化的恐怖主义。因为这类由全能的国家，尤其是它的秘密警察所实施的恐怖主义，简直是以一种完全不可预料的方式进行的，而作为“集权主义组织权力的真正核心机构”的集中营（汉娜•阿伦特）的所作所为更是如此。这类恐怖主义是企图全面控制社会的手段。
[9]



非道德主义

许多作者断言恐怖主义基本上是非道德的。威尔金森（Paul Wilkinson）这样写道：

将恐怖主义与其他形式有组织的暴力从根本上区别开来的要点，并不仅仅在于恐怖主义的严重性，而是它的非道德性和反律法主义（antinomianism）。恐怖主义者或者对现存的道德规则无动于衷，或者宣称他们不必承担所有这类道德责任。为了某些政治目的，政治恐怖，如果有意并精心实施的话，是打算要牺牲一切道德和人道主义的考虑的。
[10]



诚然，许多恐怖主义者似乎不太注意他们行动的道德方面。一些恐怖主义者或其同情者甚至吹嘘他们的非道德主义，如19世纪的无政府主义作家特尔哈德（Laurent Tailhade）就是如此，他说：“如果姿势漂亮，受害者又有何妨！” 但是这绝非普遍的态度。至少，左派的恐怖主义能够宣称具有一个丰富的辩护传统。在巴枯宁、涅恰耶夫（Sergei Nechaev）、托洛茨基和马尔库塞等人的著作中所阐述的有关恐怖主义的观点，在回应对恐怖主义的道德批评时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它们用道德术语进行阐述，并展现了普遍认为是道德观点的形式特征：它们是具有行动导向的、普遍化的，对那些信奉者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些作者并没有摒弃道德本身，而只是摒弃传统的道德。同时，他们却又宣称“革命的利益”是最高的道德。他们的观点可能并不是令人信服的道德立场（我就不信），但的确是一种道德立场。如果不这样看，就会将一个人自己的道德观与道德观本身混淆起来。
[11]



总结

上述评论导致以下的恐怖主义定义：针对无辜者有意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旨在恐吓另一些人去做本来不愿做之事。

现在我来概括有关这个定义的最重要几点：

1.恐怖主义有某种结构。它有两个目标：首要的和次要的。后一目标直接受到打击，但是目的是针对前者，恐吓作为首要目标的那个人或那些人去做本来不愿做之事。

2.次要目标是直接受攻击的无辜者。这样，恐怖主义有别于一般的战争以及作为战争特殊形式的游击战，因为在战争中，无辜者（非战斗人员、平民）没有受到有意的攻击；恐怖主义也有别于政治暗杀，因为后者的对象是政府官员和警察——是要为某些政策及其实施负责的人。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军队不能从事恐怖主义活动——许多军队都曾干过。这也并不意味着政治暗杀就没有常常恐吓政府或公众，或没有打算这样做。

3.保留了“恐怖主义”与“恐怖”以及“引起恐怖”之间的联系。

4.该定义包括政治的和非政治的（如宗教或刑事的）恐怖主义。

5.关于政治恐怖主义，该定义可以涵盖国家恐怖主义和非国家恐怖主义、革命恐怖主义和反革命恐怖主义、左派恐怖主义和右派恐怖主义。该定义在政治上是中立的。

6.该定义在道德上也是中立的。我相信它抓住了我们厌恶恐怖主义的许多理由：为了恐吓和胁迫，而对无辜者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但它并没有在具体案例中对恐怖主义的道德正当性问题预先作出判断。它只是让恐怖主义乍一看（prima facie）是错的，却并没有排除在一定情形下证明其正当性的可能。

7.一些人可能会认为该定义太局限了，想将其他类型的暴力也归于恐怖主义名下。这可能也行，实际上，恐怖主义一词经常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的。但是，我相信人们一般（虽然未必普遍）会同意该定义所涵盖的行为的确属于恐怖主义行为。那些可能会否定该定义的人，我怀疑其中大多数人想要以谁实施以及为了何种最终目的来定义。如果真是如此，我也不会担忧。那些断言谁是恐怖主义者、谁是自由斗士取决于谁穿着制服以及制服是什么颜色之人，毕竟不适宜参与严肃的讨论。

8.通过突出恐怖主义受害者的无辜，该定义将恐怖主义道德性的争论置于传统的关于战争道德性的讨论的语境之中，特别是将这种争论与正义战争理论联系起来。在战争中的正义（jus in bello）标题下的这种理论的主要规定，即关于战争中的战斗方法和方式的道德性的主要规定，所用的是区别原则，该原则规定：交战双方必须区分军事目标与平民目标，禁止伤害无辜的平民。

最后评论：对于20世纪和21世纪里大部分人认为与恐怖主义有关的行动、政策和组织，我所建议的恐怖主义定义是准确而恰当的。定义所涉及的大规模的恐怖主义是我们时代的现象。诚然，在19世纪，也有人鼓吹并实施以无辜者为标靶进行胁迫性恐吓。例如，激进民主党人海因岑（Karl Heinzen）
[12]

 就这样鼓吹过；在19世纪末，一些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和一些相信“用行动进行宣传”的无政府主义者就这样实施过。但是，在整个19世纪里，大多数被称为恐怖主义者、也经常自称为恐怖主义者的人——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俄罗斯的各种各样的革命团体——都没有在这种意义上实施过恐怖主义，而是在搞政治暗杀。特别是俄国革命者一直在探讨由他们的斗争所引发的道德问题。他们只是在迫不得已时才使用暴力，并一般坚持要少用暴力。用拉夫罗夫（P.L.Lavrov）的话说，就是“不必要的血一滴也不能流”。他们认为刺杀压迫政权的一些高官显要是他们不得不要犯的重大罪恶，也必须得死在绞刑架上来赎罪。他们从未想过要有意杀害和残害无辜者。如果一个策划好的暗杀结果不可避免地导致无辜者的死亡，他们就放弃行动，即使这样做要冒极大的风险。
[13]

 他们与现今恐怖主义者之间的道德差距是十分巨大的。相应地，我认为有必要将“恐怖主义者”一词局限于后者，而不是用在两者身上，继而用诸如“直接的”和“非直接的”或“个体的”和“集体的”恐怖主义之类的术语将他们区别开来。
[14]



从暗杀国家高官政要到无差别地攻击无辜者，这种转变是在20世纪初开始的。对此可能有多种解释。拉克尔指出，“在20世纪，人的生命更加贬值；越来越多的人认为，目的能证明一切手段的正当性，人道只是资产阶级的偏见”
[15]

 。海姆斯（Edward Hyams）提出了不同的解释：“国家领导人比以前受到更严密的保护，革命者已经意识到，杀死个别领导人可能会类似于将撒旦与别西卜（Beelzebub）一起驱逐出去。”
[16]

 可能还有其他一些原因，但我不想探究这个问题，这是一个只能通过基于经验的调查研究才能回答的问题。我提到这一点只是为了强调，我所建议的恐怖主义定义的适用性是有限的。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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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正当性证明




3.为“红色恐怖”而辩



列夫•托洛茨基

考茨基书中
[1]

 的主题是恐怖主义。他宣称把恐怖主义说成是革命的本质是一种普遍的错误。说革命一定要忍受恐怖主义并不真实。对于考茨基，一般而言，他是支持革命的，但他又坚定地反对恐怖主义。然而，麻烦也由此而生。

“革命带给我们的”，考茨基抱怨道，“是由社会主义政府实行的血腥恐怖主义。俄国的布尔什维克首先走上了这条道路，而没有采纳布尔什维克观点的社会主义者们随之对其进行了严厉的谴责，这其中就包括德国多数党的社会主义者。但是后者一旦发现他们自身的最高权力受到威胁时，就会求助于恐怖主义政权所用的那些法子，而这种政权正是他们在东方世界中所攻击的那种政权。”似乎从这一点上可以得出以下的结论：革命的性质深深地与恐怖主义联系在一起，而非什么圣贤的思想。但是考茨基却得出一个截然相反的结论。对考茨基来说，在所有最后的革命中——俄国的，奥地利的，匈牙利的——白色和红色恐怖主义的巨大发展清晰地表明：这些革命都偏离了它们真实的道路，都不是按照他的理论所设想的那种革命。在没有调查是否恐怖主义“本身”“内在于”革命“本身”的情况下，还是让我们到活生生的人类历史中，对眼前所经历的革命做一点思考吧。

我们首先考察一下宗教革命，这场运动被认为是中世纪与现代历史的分水岭，其中群众的利益被卷入得越深，它所扫过的范围越广，宗教旗帜下的内战发展得就越残酷，另一方面恐怖也就越为暴虐。

17世纪的英格兰出现了两次革命。第一次革命带来了伟大的社会激变和战争，在纷纷纭纭的事变中查理一世人头落地，而第二次革命则以新王朝的登基大典幸福收场。英国的资产阶级及其历史学家们对这两次革命持一种截然相反的态度，对他们来说，第一次革命乃是乌合之众的叛乱——即：“大叛乱”；而第二次革命却被冠以“光荣革命”之名延传至今。法国历史学家奥古斯丁•梯叶里解释了这种区别性评价产生的原因。在第一次英国革命时，即“大叛乱”时，行动中的力量来自人民；而在第二次革命中，人民则是“沉默的”。因而，在奴役的环境下，教导被压迫的人们要有好的举止是困难的。当他们被激怒时，他们就会抡起大棒、石头、火把和绳索。剥削者的宫廷历史学家们正是被此触怒。然而，在现代“资产阶级”的历史中，可堪伟大之名的历史事件依然是“大叛乱”，而非“光荣革命”。

自宗教改革和“大叛乱”之后，现代历史中最伟大的事件，其意义上远远超过前两者的事件，就是18世纪的法国大革命。在这场典型的革命中，存在着相对应的典型的恐怖主义。考茨基愿意原谅雅各宾党人的恐怖主义，认为除此一途他们别无他法来拯救共和国。但是经此辩解，事后再也没有人能得到帮助和受到阻碍。可18世纪末的考茨基分子们（法国吉伦特派的领导者们）却从雅各宾党人身上看到了罪恶的人格化体现。通过一位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笔下对雅各宾党人与吉仑特派的比照，我们依然可以在他平庸的笔调里受到充分的启发：“两派都渴求着共和国。”但是吉仑特派“渴求的是一个自由、法治和仁慈的共和国。而蒙塔格纳德人所渴求的却是一个暴虐的、恐怖的共和国；两派都支持人民拥有最高权力，但是吉仑特派正确地把人民理解为所有的人，而蒙塔格纳德人却只将劳动阶级看做是人民。这就是为什么在蒙塔格纳德人眼中只有这些人拥有最高权力的原因”。这种在高贵的立宪会议的支持者与残暴成性的革命独裁政府的代理者之间的对比，被描绘得一清二楚，即使是通过那个时代的政治术语表达的。

然而雅各宾党人的残酷专政却是由革命的法兰西所面临的异乎寻常的困难形势所致。这里，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是这样描述那个时代的：“外国军队从四面八方侵入法国领土。在北方是英国人和奥地利人，在阿尔萨斯是普鲁士人，从多菲内直到里昂是皮埃蒙特人，在鲁西荣是西班牙人。而且与此同时内乱在四个不同的地方猖獗展开：诺曼底、旺岱、里昂，还有土伦。”除此之外，我们还须加上许多国内的敌人，他们是旧政权的秘密支持者，准备以任何方式来帮助敌人。

让我们在此指出，俄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严厉性也是由一样困难的环境所决定的。从南至北，由东向西，存在着一个连绵不断的战线。除了邓尼金和高尔察克等人的俄罗斯白军外，同时或轮番进攻苏维埃俄国的还有：德国人、奥地利人、捷克斯洛伐克人、塞尔维亚人、波兰人、乌克兰人、爱沙尼亚人、立陶宛人……同时国家处在封锁的绞索里，饥饿扼杀着人们，还有阴谋、叛乱、恐怖行动，桥梁和公路遭到破坏。“承担着与无数内外敌人斗争任务的政府既无资金也无足够的军队，我们几乎是一无所有，除了国家中革命群众所表现出的热情支持和无穷干劲，还有为了国家的安全不惜使用任何必要手段的巨大勇气，尽管它们看上去是那么专断和严厉。”这些话语也曾经出现在普列汉诺夫对雅各宾政府的描述之中。
[2]



现在让我们把视线转向19世纪下半叶，看看发生在“民主”国家（北美的美国）的一场革命。尽管问题不是完全消灭财产，而只是消除对黑人的所有权，可在以和平方式裁断争论方面，民主制度被证明毫无力量。当南方各州在1860年总统选举中落败后，他们决定以任何可能的办法恢复迄今为止他们在奴隶拥有问题上曾有的影响力，于是在貌似合理地宣扬自由、独立之类漂亮话的掩护下，掀起了一场奴隶主的反叛。因此，不可避免地引发了一切内战中后续的结果。这场斗争刚开始时，设在巴尔的摩的军政府不顾“人身保护法”，逮捕了迈克亨瑞要塞的几个公民，因为他们同情南方的奴隶所有者。关于这个行动是合法还是非法的问题成了所谓“高级权力机构”间激烈争论的对象。最高法院的判决认定总统既没有权力阻止“人身保护法”的实行，也不能为军事权力机构授予全权。“在所有可能的情况下，这才是对这个问题正确的合乎宪法的解决方法，”一位研究美国内战的第一流的历史学家说，“但是国家局势处于如此危急的程度，采取果断的措施以防止巴尔的摩群众叛乱的必要性又是如此巨大，所以不仅是政府，美国人民也都支持大部分强力手段。”
[3]



一些南方反叛者所需要的物品为北方的商人秘密地提供。自然，北方人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对此进行镇压。1861年8月6日，总统批准了国会关于“没收用于暴动目的的财产”的决议。在最具民主因素的形式下，人民赞成了那些极端手段。共和党在北方明显占有多数，而被怀疑是脱离主义的人们，如那些对反叛的南方诸州持有同情的人，将受到暴力镇压。在一些北方的乡镇，甚至是以守秩序著称的新英格兰，人们也经常冲入支持造反奴隶主的那些报社的办公室内，把他们的印刷设备砸个粉碎。偶尔也有些反动的出版商被人们涂上焦油，糊上鹅毛，拉到公共广场上展出，直到他们发誓忠于联邦时才罢休。对涂满了焦油的农场主的人身攻击与“目的本身”并没多少关系，因此考茨基的绝对律令在美国内战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但这还不是全部。“就政府方面讲”，历史学家告诉我们，“吸收了各种类型的压制性手段来反对那些与它意见相左的出版物，在很短的时间内，美国的出版自由就缩减到比专制的欧洲国家好不了多少的地步”。同样的命运也落在了言论自由的头上。“以这种方式，”陆军中校弗莱彻继续讲道，“在这个时候美国人民否定了其自身的大部分自由。这应当受到注意，”他从中引出教导说，“大多数人民忙于战争事务，为达目的准备不惜任何牺牲，这种投入程度不仅使他们不再注意自由的消失，而且几乎不会去注意它们的灭绝。”
[4]



南方残忍的奴隶主们雇用毫无管束的乌合之众干出了数不尽的更无情的坏事。“无论哪里出现一大群支持奴隶制的人，”帕里斯伯爵写道，“公共舆论就表现得对少数派十分残暴。所有那些对联邦旗帜表示惋惜的人……被迫沉默了下去。然而这还不够。像所有革命一样，中庸之人也被迫表达他们对新秩序的忠诚……那些不同意这样做的人作为牺牲品被抛入那些充满仇恨和暴力的群众手中……在每一个发展中的文明（西南各州）中心都成立起了警戒会——它由在选举斗争中持与众不同的最为极端意见的一帮人组成……小酒馆是他们经常开会的场所，就在喧闹狂欢中掺和着令人不齿的对公共司法形式拙劣的模仿。少数几个疯狂的家伙围在一张摆满杜松子酒和威士忌的桌边，就在那审判到场的或缺席的当地市民。那些被告甚至在受审之前就能看到绞索已经准备好了。而缺席受审的人直到挨了一粒藏在森林中的刽子手射来的子弹时才知道对他的判决……”这幅场景使人极易联想起每日每夜发生在邓尼金、高尔察克、尤登里奇，以及其他盎格鲁—法兰西—美利坚“民主”英雄的营地里的事情来。

我们再考察一下恐怖主义的问题是如何出现在1871年巴黎公社中的。无论如何，考茨基在巴黎公社与我们之间进行对比的努力根本上是失败的，而且只是使作者在大多数无足轻重的细节上去玩弄词汇。

人质制度显然必须被看做是“内战中恐怖主义内在的因素。考茨基反对恐怖主义，所以也反对人质制度，但是他却支持巴黎公社。（注意：巴黎公社出现在50年前。）”然而巴黎公社就扣押人质。这样困难就产生了。何种解释艺术才能为此开脱呢？

巴黎公社对人质以及对处死他们的关注程度是与凡尔赛所执行的残暴政策相关联的。根据考茨基深刻的阐释，这是“为了努力保障人们的生命，而不是损害它”。一个奇迹般的发现！这只需进一步得到发展。它可以，而且一定能，解释为在内战中我们消灭白军，目的是不使他们更多地杀害劳工。结论是，我们的责任不是破坏人们的生命，而是去保护他们。但是当我们用手中的武器保护人们的生命时，它又导致了对人生命的毁灭——不算其他更为古老的圣哲，这也是一道只有老黑格尔才能破解的辩证奥秘式的难题。

巴黎公社之所以能够维持存在并坚固它的阵地只在于它坚决地与凡尔赛进行斗争。另一方面，凡尔赛在巴黎也有着大量内线。为了与梯也尔的内线们作战，巴黎公社就不可避免地要在前线和后方同时打击凡尔赛的阴谋。在与国民议会的军队进行内战期间，如果巴黎公社的原则超出了巴黎的边界而进入外省，就会发现它在那些和平居民中仍会遇到十分坚定的敌意。所以当巴黎公社与保皇党作战时，在后方并不允许保皇党人有言论自由。

不顾当今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一切，考茨基完全没有认清一般意义上的战争是什么，而特殊意义上的内战又是什么。他不理解每个，几乎是每个，巴黎市区中梯也尔的同情者不仅仅是思想上巴黎公社的“反对者”，而且也是梯也尔的间谍、内线，是时刻准备从后面开枪的凶恶之敌。必须使这些敌人变得无害，在战争时期也就意味着必须消灭他们。

战争期间，革命的问题包括摧垮敌人的意志、强迫他们投降以及接受征服者的条件。当然，意志是一个属于心理世界的事实，但是与会议、争论或国会截然不同的是革命通过运用物质资源来实现它的目标，尽管这比战争的程度要低。资产阶级自身通过叛乱征服权力，并通过内战来加固它。在和平时期，它又通过压迫体系来维持权力。只要是阶级社会，建立在根深蒂固基础上的敌对就会进行下去，而压迫者也会保持着必要的手段来摧垮敌对一方的意志。

虽然在一个国家或另一个国家中，无产阶级专政在民主国家的形式结构之内成长了起来，但这绝不意味着可以避免内战。关于谁才是国家统治者的问题，如资产阶级是死是活，并不是由每一方参照宪法有关章节而完成的，而是要诉诸各种形式的暴力斗争。尽管考茨基深入探究了类人猿的食物问题以及在目前和远古环境下决定人类残忍性的原因，他应当发现在历史中，除了系统、有力地使用暴力外，没有其他的方法能够摧垮敌人的阶级意志。

斗争中残暴的程度依赖于国内和国际的环境状况。被推翻的阶级敌人的反扑越残忍、越危险，就越不可避免地要采用恐怖制度对其进行系统的镇压。

但是考茨基在他与苏维埃的斗争中却出人意料地采取了一种新的立场，对俄罗斯资产阶级反革命的残暴行径他只是简单地推到一边，置之不理。

“这种暴行，”他说，“在1917年11月的彼得格勒和莫斯科，以及最近的布达佩斯不可能引起人们的注意。”通过这种对问题令人满意的表述，革命的恐怖主义被证明不过是血腥的布尔什维克的作品，他们同时还放弃了素食主义类人猿的传统和考茨基的道德教诲。

实际上苏维埃在1917年11月初（新历）首次夺权时，只以轻微的牺牲就达到了目的。俄国资产阶级发现自身已脱离人民群众到了这样一个程度，以至于内部得不到一点帮助，在战争进行和结局处只能让步、妥协。而在克伦斯基政权下人们士气又十分低落，所以很少能看到有什么像样的抵抗。在彼得格勒，克伦斯基的政权几乎未经一战就垮掉了。在莫斯科虽然有较长时间的抵抗，主要原因也是由于我们自己在行动中犹豫不决造成的。在绝大多数外省的城镇，仅仅收到了来自莫斯科和彼得格勒的电报后权力就被移交给了苏维埃。如果事情就在这里结束，以后就不会出现“红色恐怖”这个词。但是在1917年11月，已经出现了资产阶级抵抗的明显迹象。确实，就其本质而言，俄国反革命需要西方帝国主义政府的干涉来为其增添信心，并为其抵抗提供持续增长的力量补充。在苏维埃整个革命时期每天的事件中，都可以显示出这种干涉的重要性和意义。

克伦斯基的“工作班子”感到无法从现成的军队中得到支持，所以倾向于承认苏维埃政府，而此时苏维埃政府已经开始了与德国的停战谈判。但是随后到来的却是协约国军事代表团的抗议，并伴以公开的威胁。“工作班子”的成员开始害怕了，加之“同盟国”官员的煽动，他们开始走上对抗之路。这导致了武装冲突和外勤人员的主管杜赫宁将军被一群革命的水兵谋杀的事件。

在彼得格勒，协约国的公务代表机构，特别是法国军事代表团，与社会主义革命者及孟什维克一起，从苏维埃革命的第二天起，就公开组织反抗，广泛地动员、武装、煽动我们的士官生和资产阶级的年轻人。11月10日容克的叛乱导致百倍于11月7日革命的牺牲。与此同时，在协约国的组织下，克伦斯基和克拉斯诺夫发动了反对彼得格勒的冒险战役，这很自然地把兽性因素引入了斗争之中。尽管如此，克拉斯诺夫将军还是以其人格担保而被释放。雅洛斯拉瓦的反叛（1918年夏）导致更多的牺牲，这次叛乱是由萨文科夫在法国特使团的指示和财力支援下组织发动的。在英国军舰和飞机的协助下，“大天使号”根据英国海军代表机构的计划被俘获。统治之初的高尔察克，这个被美国股票交易所提名的人，是被由法国政府物力维持的捷克斯洛伐克军团带来的。卡列金和克拉斯诺夫（被我们放了的那个人），顿河地带反革命的第一批领导者，能够赢得暂时胜利应当感谢我们兵力分散和德国的财力支持。在乌克兰，苏维埃的力量在1918年初的时候远远不如德国军国主义。邓尼金的志愿军在英国和法国的财政和技术支援下建立起来。仅仅怀着对英国介入的期望，和对英国军事支援的期望，尤登里奇的军队就得以创立。协约国的政治家、外交官和新闻记者在两年中不间断地公开讨论：为俄国内战提供资金支援是否是一件有暴利可图的事业。在这种环境下，一个人确实需要厚着脸皮、硬着头皮才能不理会国际环境，而只在对布尔什维克的仇恨中寻求俄国内战血腥性的原因。

俄国无产阶级是首先踏上社会革命的道路的，而在政治上无能为力的俄国的资产阶级之所以能被鼓励着对抗他们在政治、经济上的失败，仅仅是因为他们看到他们在所有国家的同盟还掌握着权力，还控制着经济、政治和一定程度上军事上的最高权力。

如果我们的11月革命在德国、法国和英国建立起无产阶级统治后的几个月，或几个星期才发生，那么毫无疑问我们的革命将是这个充满罪孽的世界上所有可能的革命中最为“和平”、最“无血腥”的革命。但是这种历史进程——不论怎样，一看上去就是最为“自然的”，最有利于俄国工人阶级的——却发现其自身被违反了，这不是因为我们的错误，而是事件的意志使然。事与愿违，俄国工人阶级被证明要第一个担起这个历史使命。经过初期的混乱，国家处在外敌入侵、内奸阴谋造反的危难之际。这种环境下，武装俄罗斯的工人阶级，求助于严厉的恐怖手段，给予那些曾经统治过俄罗斯的阶级反叛分子以绝望性打击就是正义的。现在没有一个人会说这些措施是无用的。但是，或许我们还被期待着将这些政策看成是“不可忍受的”。

工人阶级在战斗中夺取了政权后，作为其目标和义务，就必须去建立不可动摇的权威，去保证自身的最高权力不受侵犯，去击碎敌人对新政权的颠覆行动的非分之念，从而确保社会主义改革的实行，否则我们将失去政权。

正如革命在“逻辑上”并不要求进行武装暴动，它在“逻辑上”也同样不要求实行恐怖主义。多么深刻的老生常谈啊！然而革命却需要革命阶级在必要的情况下通过武装起义，通过运用它能支配的一切手段来达到目的：如其必需，也不放弃恐怖主义。用手中的枪杆子夺取权力的革命阶级一定要，而且也愿意去，手握钢枪打消那些把权力从他们手中再抢回去的企图。哪里出现了充满敌意的武装，哪里就有我们的武装来反抗它。哪里遭遇到武装的阴谋集团，哪里有谋杀、造反的企图，哪里就有毫不留情的惩罚向这些敌人投下灭顶之灾。也许考茨基有什么其他的良方？或者他确实能把整个问题都压缩到忍耐的限度内，并在所有情况下都能成功地劝告统治者们用监禁来代替死刑。

忍耐的形式和等级的问题当然不是“原则性”问题。它是一个权宜性的问题。在革命时代，那些被赶下了台的政党，不可能使其自身与那些坚定的统治阶级相妥协，而是会不顾一切地与之进行对抗，这些人根本不会被监禁的威胁所吓倒，同时在他们对抗期间，他们也不会相信这种东西。这个简单又明确的事实解释了为什么人们会普遍地诉诸内战的硝烟来解决问题。

或者，考茨基想说的可能是：死刑并不合宜，“阶级不能受到威胁”。而这却是不真实的。当然“从长远看”，如果恐怖主义是用来反对一个处于历史上升阶段的阶级，那么它终归是无效的。然而对于一个不愿离开历史舞台的反动阶级，恐怖政策却非常有效。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威慑都是一件有力的政策武器。战争，如革命，就是建立在威慑之上。一般说来，一场胜利的战争所毁灭的只是被征服的军队中至关重要的部分，对剩余的则要通过威慑之力摧垮他们的意志。革命的事业亦然，它要杀一儆百。在这种意义上，红色恐怖无异于武装暴动，是它所代表的那些东西的直接延续。革命阶级的国家恐怖主义只能被这样一种人在“道德上”进行谴责，这种人从本性上拒绝（简而言之）每一种无论何种性质的暴力形式——因而在结果上也拒绝每一场战争、每一次起义。

“但是，既然那样，你们还有什么策略是可以与沙皇专制的策略相区别的呢？”自由主义者和考茨基主义者中的高级教士们这样质问我们。

圣洁的人呀，你们真的不理解这一点吗？那让我们解释给你们听吧。沙皇的专制恐怖直接指向无产阶级。沙皇的宪兵队残杀那些为了社会主义秩序而战斗的工人。我们的特别委员会枪毙那些妄图恢复资产阶级秩序的地主、资本家和将军。你们抓到了这种……区别了吗？真的抓住了？对于我们共产主义者来说，这已经足够了。

当然考茨基愿意“谴责”——用额外的墨水——对苏维埃的封锁、协约国对邓尼金的支持以及白色恐怖。但是他所具有的高度公正性使他愿意承认这些是某些情有可原的环境造成的。你看，白色恐怖并没有违反他们自身的原则，然而布尔什维克在使用“红色恐怖”时竟背弃了“他们自己所宣称的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法则。

在实践中，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原则的意义是什么，以及它与圣训“你不可杀生”的区别在哪里，考茨基没有解释。当一个凶手对着一个孩子举起屠刀的时候，为了救孩子人们可以杀死这个凶手吗？“人类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是否因此就受到了侵犯？一个人是否可以为了自卫而杀死一个凶犯？被压迫的奴隶反对他们的奴隶主的暴动是否允许？用囹圄生活为代价购买一个人的自由是可以接受的吗？是否人的生命一般说来都是神圣的、不可侵犯的，以至于我们不仅必须否定恐怖政策，否定战争，还要否定革命本身？考茨基只不过没有意识到反革命实际上就意味着那种他努力强加给我们的“原则”。在其他地方，我们会看到考茨基又指责我们缔结了“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按他的意见，我们应当一直打下去。但是这会儿人类生命的神圣性又在哪里？是否当问题变成：对着说另一种语言的人们时，生命就不再是神圣的了，或者考茨基认为在战略战术原则下有组织的大规模屠杀根本不能算作是屠杀？确实，在我们的时代里，提出比这个原则还要虚伪、愚蠢的原则来，可真是一件难事。只要人类的劳动力，以及生命本身，仍保持着可以被买卖、被剥削、被抢掠的状态，“人类的生命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就是一桩可耻的骗局，说它的人意在将被压迫的奴隶永远锁在枷锁之中。

我们曾为反抗克伦斯基带来的死亡惩罚而战斗过，因为这种处罚是旧军队的军事法庭强加给那些拒绝继续参加帝国主义战争的士兵身上的。我们从旧的军事法庭手中夺下了这种武器，摧毁了旧军事法庭，并遣散了提供它们的那些旧军队。对于红军中的破坏活动，以及一般说来在全国范围内的那些努力以谋反、凶杀和制造混乱为手段，企图复辟旧制度的反革命阴谋家，我们就要根据为捍卫我们的胜利而进行战争中的那些铁的法则来对付他们。

如果这是一个寻求正式反驳的问题，那么很明显我们须站在白色恐怖的立场上。这种恐怖是那些自认为是“基督徒”的阶级所使用的武器，他们是在保护着唯心主义的哲学，并坚定地认为个体（也就是他们自己）就是目的本身。对于我们来说，我们根本不关心什么康德式的神职人员和素食主义的贵格会教徒们在“人类生命神圣性”上的瞎扯。我们没有得到权力时是革命者，在得到权力后依然要进行革命。为了使个体生命神圣不可侵犯，我们必须摧毁迫害人的社会秩序。而这个问题只能由铁与血才能解决。

在白色恐怖和红色恐怖之间还有另外一种不同，这一点考茨基时至今日也没有看到，但是这点在马克思主义者眼中则具有决定性意义。白色恐怖是历史上反动阶级手中的武器。当我们揭露出资产阶级国家对无产阶级进行镇压的无效性时，我们从未否认在某些情况下，统治阶级通过逮捕、枪毙的手段可以在短期内迟延社会革命的发展。但是我们也确信这些手段终究不能终止革命的进程。我们相信这一事实，即：无产阶级是历史中上升的阶级，而资产阶级社会失去不断增长的无产阶级的力量，它就不可能再发展。今天的资产阶级是一个走向没落的阶级，它不仅不能在生产活动中发挥核心的作用，而且因为帝国主义的占用方式，它进而开始毁坏世界的经济结构和一般人类文明。尽管如此，资产阶级的历史反动性还是十分巨大的。它手中握有权力，而且也不愿意放弃它。因此它威胁说它之后整个世界会陷入深渊。我们被迫要夺取它的权力，打倒它。红色恐怖就是用来反对这个注定要毁灭又极不情愿消亡的阶级的武器。如果说白色恐怖只能迟延无产阶级历史发展的进程，那么红色恐怖则加速了资产阶级的灭亡。这种加速——一个纯粹加速度的问题——在某些时期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没有红色恐怖，俄国的资产阶级和世界的资产阶级就会在欧洲革命之前把我们扼杀在摇篮里。只有瞎子才会看不到这一点，除非他有意掩盖事实。

一个人如果认识到了苏维埃体系真实存在这个事实的历史重要性，就一定会支持红色恐怖。考茨基，在最近的两年期间，成篇累牍地写文章攻击共产主义和恐怖主义，在他小册子的末尾，虽然在其意料之外，但也不得不承认俄国苏维埃政府今天在世界革命运动中成为最为重要的因素。“尽管注意到布尔什维克的那些手段，”他写道，“事实上，无产阶级政府在一个大国不仅获得了权力，而且在困难重重之中保持到现前已有两年之久，极大地增长了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权力意识。作为一场现实的革命，布尔什维克由此已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工作（grosses geleistet）。”

从我们长久以来停滞等待的角度看，作为对完全没有预料到的历史真理的承认，这种宣告令我们吃惊。通过在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世界的反对下存在了两年这一事实，布尔什维克完成了一项伟大的历史任务。但是布尔什维克所以能坚持得住，不仅依靠思想，而且还依靠刀剑。考茨基的承认是对红色恐怖手段不情愿的认同，同时也最有效地宣告了他自己吹毛求疵的谎言的无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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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恐怖主义的重负






尼克•弗申

一

在我们初次思考恐怖主义时，我们可能认为，道德主义者将仅仅谴责实践。在我们把恐怖主义看做是一种为了获得某种政治目的而设计的强制胁迫政策时，
[1]

 我们也可能认为，由于不能说明哪一政策总是错误的，道德主义者并非对任何东西都是善的。事情并非如此：好像在他们谴责恐怖主义时，就要求他们作出近乎道德的呼吁，就像在棒球运动中，奔跑者和球在彼此的第二部分内同时抵达第一出发点一样。谴责恐怖主义似乎是道德见习期，更像在奔跑者仍奔向第一出发点的途中，而球已经落入了第一棒球运动员的手套时，它招呼奔跑者出局。

因而，阅读一种对恐怖主义和暴力的解释是让人不安的，这种解释说，“至少乍一看来，给人们造成伤害总是错误的。事实上，它是极其错误的”。它也为包括恐怖主义在内的所有道德选择的仔细思考作辩护，但它依然向恐怖主义和暴力敞开了大门，甚至超过了这些审慎的思想表明它将要敞开的程度。
[2]

 这种受特定政治意识形态指导的偏见与暗示：如果它成功了，恐怖主义是可接受的，那它也是令人不安的。

当然，我也将证明，乍一看来，给人们造成伤害总是错误的，并且，人们应该在处理道德问题时考虑所有的选择。然而，我还将证明，在谴责恐怖主义方面，伦理理论的初学者较某些复杂的道德学家更接近目标。与其应该允许的相比，道德学家最终允许更多的恐怖主义。例如，在对待介入了恐怖主义的战敌时，存在这样的可能：特定的形式被正当化。进而，存在着许多恐怖主义的形式与程度，以一纸空文的方式毫无分别地谴责它们是很愚蠢的。尽管如此，如果存在着例外，以至于某些恐怖主义形式是正当的，它们也将是极其罕见的。

我将通过一开始就把注意力集中在恐怖主义者行为的承受者而非恐怖主义者身上的方式来支持我的论点。这些承受者可分为攻击的直接受害者和因为发生在受害者身上的事情而感到恐怖的受害者。这两者中，我将首先处理前者。

恐怖主义者不必为了完成任务而制造受害者。对他们来说，仅仅用威胁的方式展示力量以恐吓所有的人、一类人、一种军事组织，或一个政府都是可能的。比如，人们能够想象一种情境：恐怖主义者威胁使用一种大家都知道他们拥有的原子武器。然而，在我们熟悉的大多数情形中，显而易见的是，恐怖主义者要想被严肃地接受，某些个人将受到伤害。

恐怖主义的受害者可能不是——尽管他们经常是——在（同时或随后）受害过程中感到恐怖。然而，必须以某种方式受到伤害，他们才获得受害者的身份。受害者可能是被抢劫、被掠夺、被杀戮，或以各种其他方式被虐待的。他们可能是“无辜的”（比如，在军事上），或者他们也可能带有某种过错（比如，曾做错事）。在另一情形中，我们现在受到引诱不作正面答复，而是说诸如这样的话，“当然，恐怖主义是错误的——然而，在诸如此类的情形中，我们能看到恐怖主义可能被接受的原因”。当然，对于以军事组织成员为目标的恐怖主义政策来说，如果该政策不以不道德的方式（比如，通过掠夺或拷打军事人员）被实施，似乎不存在道德上的错误。然而，以所谓的有罪平民为目标的恐怖主义仍应让我们不安，如果没有其他原因，受害者本应该被作为无辜者来对待，直到证明他们是有罪的。结果是，在杀戮所谓的有罪人员时，恐怖主义者没有给其受害者提供应有的法律程序，而在事实上却把死刑强加给了他们。

即使被选择的受害者（在某种意义上）罪有应得，恐怖主义还是糟糕透顶，如果受害者是清白无辜，它就更是罪可昭日了。当然，存在着无辜及有罪的程度问题，但是按照随机或接近随机的方式选择其受害者的恐怖主义者必定伤害很多人，这些受害者在政治上或在其他与坏事相关方面是无辜的。我们还要考虑到儿童、未受教育的农民、家庭主妇、消防队员，甚至认同恐怖主义的政治观点（但反对恐怖主义策略）的人，他们可能被随便地杀害、致残或袭击。为了促进恐怖主义者的目标，照字面意义，每个人都被当作了被使用的目标——我们甚至可以说，它是无所不用其极。

事实上，在被作为目标时，无辜的受害者比所谓有罪的受害者更糟糕。就后者被判定曾做了错事而言，他们被认为是人类代理人。不管怎么说，他是人，不是猫和狗，他们只是犯了政治错误或道德错误。对于恐怖主义者来说，作为人类，无辜的受害者不需要被看做为人。但是，他们这么做在于，选择人类受害者比选择猫狗或非动物目标——比如，建筑物——产生更大的恐怖。但是，这并不更多地包含把他们当人看的意思。相反，他们受到伤害并因此被当作目标，正因为他们是人。

无疑，恐怖主义者能够回答这些指控，通常来说，他们为他们造成的死亡和苦难感到遗憾，并且，就他们的遗憾来说，至少对他们的人类受害者表示了尊重。进而，他们可能争辩道，他们没有只把其受害者当作目标。相反，他们发现为了更大的善，牺牲（尊贵的）人是必要的。

但毫无疑问的是，为了使人们接受恐怖主义者将其受害者当人看待或者他们视其为人，表达一种遗憾是不够的。至少，需要一套仔细的计算以向我们表明，为了更大的善，他们在多大程度上重视其牺牲掉了的受害者。但这甚至是不够的。排除任何行为上的考虑，某种非语言的姿态在方向上表明，他们的受害者实际上接受了某种考虑，它正诱导说，恐怖主义者的抱歉是不真诚的，或者只是表现了过多的修辞。
[3]

 如果其受害者被随机的选择，没有顾及其年龄、性别、生物和社会身份、过去的成败，选择他们只是顾及他们的种族或异教的身份（比如，因为他们是美国人、中国人、犹太人或俄国人），那就更是如此了。

因此，由于恐怖主义者把他们的有害行为对准无辜的人，他们的道德负担是一种沉重的负担。当我们意识到，他们的计算应该不仅考虑到他们正在伤害的作为一种类型的无辜之人，而且也要考虑他们的数量之时，其负担就更加沉重了。他们将“遗憾地”牺牲多少？哲学家谈论滑坡谬论，即，有这么一个假设的谬论：比如说，只要一个人一开始喝酒，他就不可避免地成为酗酒者。但是，有些坡比别的坡更滑，恐怖主义者正走在一个最滑的坡上。由于他们有一种更高使命，这一使命允许他们伤害任何人，他们的论证逻辑表明，为了发动和维持恐怖，他们找到了更多受害者。毫无疑问，人们将最终习惯于恐怖主义者的杀戮，或者习惯于对市长、警察或任何其他个人的伤害。为了在人们的内心恢复恐怖，连续的伤害或者大屠杀将是适宜的。因此，政府有组织的种族清洗席卷了那些地方，比如，在21世纪的转折前夕，
[4]

 发生在波斯尼亚和科索沃的种族清洗。最终，为了维持恐怖主义，大规模的毁灭性武器也能被使用上。在此，让人想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城市轰炸及2001年的“9•11”事件，它们都威胁使用化学、生物或原子武器。
[5]



但是，恐怖主义者的道德负担依然更为沉重。按照他们的逻辑，他们可以在量和质上制造无限数量的受害者。如果仅仅是爆炸，将不会导致恐怖，因为爆炸仅仅是伤害和杀戮，或者因为人们已经习惯了它们。恐怖主义者的逻辑表明了一种战略的转变：干吗不把掠夺和拷打提上日程呢？干吗不集中伤害儿童呢？“当然可以”，恐怖主义将自言自语道，“这些‘变化’将产生更大的恐怖”。可能会如其所言，但是，这些变化也增加了道德负担，恐怖主义者必须肩负这些道德负担。

二

即使恐怖主义者承认，他们将承担所有的这些道德负担，他们还是使用了一种明显的反证。他们能够说，尽管承担所有的道德负担，但是他们的战略能够并且会经常起作用。他们成功地让特定的人们及政府感到恐怖，以至于产生了“更大的善”。因此，就恐怖主义者的战略是成功的而言，他们是正当的。就这么简单。

在欺骗的意义上，这一论证是有说服力的。然而，如果透彻地理解了它，即使它依然有些说服力，我相信，大多数人将不为其所动。为了说明原因，有必要接下来关注第二群人，他们接受了恐怖主义者的注意，即受到了恐吓。

显而易见，关注那些受到恐吓的人的第一件事情是他们也受到了伤害。他们也是受害者。受到恐吓至少是遭受了暂时的情绪损伤，并且，通常也是永久性的伤害。除此之外，受恐吓者可能伤害他人。在一种受恐吓的条件下，当人们向政府官员提要求、寻找属于他人的食物、寻找安全及诸如此类问题时，他们通常行为粗暴。在其非理性（受到恐吓的）状态中，他们甚至做些进而伤害到他们自身的事情。

需要关注的第二件事情——尤其当恐怖主义者随机性地瞄准一大群人时——它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到很多无辜的人。这可能又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想要加重恐怖主义的负担的话，每种伤害都需要被考虑到。因此，为了让人们或官员必须在某种意义上屈从于他们的要求，恐怖主义者可能必须伤害两个独立层面的无辜者（即，他们的受害者及受恐吓者——事实上还有第三层，在人们计算受害者时，由于他们处在一种恐怖条件下，他们也受到了恐吓）。恐怖主义者毁坏了或几乎毁坏了他们的受害者并使被恐吓者精神失常。沿着他们认为将抵达“更高的善”的道路，他们抵达了完全的非善。他们的手段事实上和他们的想象力能够想象的及他们的力量实施的结果一样邪恶。因此，恐怖主义自身的或在其中成功地受到恐吓的人们加起来，大大超过了恐怖主义者统计的总数。至少在理论上，它只是他们的“更高的善”，如果他们成功了，也就是平衡了他们对受害者及受恐吓者所实施的错误行为的负担，其成功维护了他们的论证。

那么，如果考察恐怖主义者论证的“更高的善”的部分，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更高的善”被获得了，且即使它真的是“更高的善”，那也不能证明其策略是正当的。为了那么做，他们必须向我们表明，产生“更高的善”的合理机会被堵塞了，没有其他的策略选择可资利用。毕竟，既然恐怖主义者选择了道德上最坏的——或者近乎最坏的——可能手段，他们必须给我们解释这些被选择的手段优于其他手段的原因。比如，他们为何不选择恐吓敌对者的军事设施？当然，如果反对它的运动遭到压制，破坏军事设施有其意义。当遭到攻击的时候，军事人员有一种令人不快的反击习惯，且因为攻击他们比伤害手无寸铁的平民更危险。但是，这种说法几乎不能成为一种道德上令人信服的辩辞，即当革命工作变得危险了，攻击儿童、妇女及其他非战斗人员是许可的。事实上，在人们思考它的时候，攻击敌对军事设施的选择总是当下性的。对于恐怖主义者来说，声称别无选择是很容易的，但是要想让人们确信事实如此却是不容易的。事实上，人们关于这件事的情感可能成为一种原因：同情恐怖主义者是如此困难；同时，显而易见的是，在其很少完成其长远目标的意义上，恐怖主义是达不到预期目标的。
[6]

 不管怎样，恐怖主义事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不只是因为攻击无辜平民的道德负担极重，还因为他们很难令人信服地表明，为了完成革命工作，没有其他更少痛苦的方式可供选择。给予不同的情境，不同的选择将可能出现。非暴力抵制将在某种背景中起作用；与测试有关的限制法可能在其他情境中起作用。
[7]

 另外，恐吓直接地攻击政府官员也可能是一种选择，尽管危险，但至少可以让无辜平民不遭伤害或恐吓。还有，攻击敌对军事设施总是可行的。因其如此，对大多数人来说，随意地攻击无辜平民的策略（所谓的软目标）在直觉上就是道德错误。

论证这一点对恐怖主义者将是极为不利的：当恐怖主义者谈到“别无选择”时，他们并不是字面上所意味的，而是相反，意味着“没有同杀害无辜平民一样好的其他选择了”。以这种方式厘清他们的意义便大大地削弱了他们的立场，因为现实是显而易见的，他们有一种真实的选择。毕竟，他们不能借口说，他们具有的唯一选择是杀或者被杀。当某人在自卫中杀死另一人的地方，那种借口是充足的：为了救他自己，除了杀戮，别无选择——即使被杀戮的受害者的威胁不是恶意的或故意的。恐怖主义的修辞主张——即他们除了杀戮平民之外别无选择——是极其错误的。他们不是被迫行其所行。相反，采取这种既伤害又恐吓无辜平民的策略是他们的决定。

进而，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的策略是一种有意识地和深思熟虑地作出的决定，询问作出公共计算以考察恐怖主义者的选择是否适当，是有意义的。固然，驳斥他们已经作出了适当的选择的主张是困难的。但是，这与其说因为他们立场坚决，不如说难以想象全面的计算如何构成立场的力量或无力。事实上，某些计算是能够作出来的，但它们几乎无助于恐怖分子们驳斥对他们的大量不道德的指控而为其自身辩护，某些道德债务是可计算的，它正是恐怖主义分子策略的本质。我们能够计算他们的受害者，并且，由于这些道德债务是可见的并事先由它们招致的，故此，能以一种简单的方式测量其恐怖的某些结果。相反，他们的声誉倾向往往是事前允诺的，或通常按照他们自己的意识形态标准而非按照一种广泛的民众范围的标准来确定的。全面的计算（它能表明，恐怖主义的道德成本不少于收益）是很难作出的。另外，恐怖主义者必须证明，较（1）恐吓敌人的军事机构；（2）选择任何的其他的可利用的选择——来说，他们的行为形式产生了更为巨大的全面的道德利益。那种证明将包括一系列计算，不仅是首先产生“更高的善”的价值，还有诸如此类的事情：（1）迅速实现的价值，因为使用恐怖主义胜于其他手段。（2）与使用其他方式相比较，恐怖主义涉及军事和经济代价。（3）与使用其他方式相比较，恐怖主义涉及平民的代价。这些和其他难以得到的计算使恐怖主义者处于一种尴尬位置。至少说，为了有助于论证他们的策略，他们需要这些计算。

将恐怖主义者置于那种位置的论证能被总结如下：如果其策略的道德代价很高，他们能说，他们没有选择，如果为了产生他们的“更高的善”，他们将要行动。但他们在此所说的在经验上是错误的。恐怖主义者总有其他的选择。如果没有其他选择的话，他们能选择加入反对其敌人军事设施的恐怖战争。因此，他们必须承认，他们不是被迫采取他们实施的策略，是他们选择这么做了。他们的选择伤害和恐吓了无辜民众并因此带有一种可见的沉重道德负担，难以论证的是，在深远的意义上，恐怖主义比其他能做的选择更好。当我们认识到这一点时，他们的选择变得更没有吸引力了。因此，即使在产生他们珍视的目标成功时，即使他们带着胜利与成功的消息向我们走来时，对我们来说，保留我们的道德计算也将不会不适当的。相反，我们可能在他们胜利的瞬间问他们，“你们能给我们什么保证吗？它确保某种更少流血的道路不是更好的吗？”

三

为了回避这些困难，恐怖主义者能给出许多回答。尽管我感到它们能按照适当地表明恐怖主义之邪恶的那一种方式来回答，但我不能处理所有的回答。不过，我将提供三种恐怖主义者能给出的和对每一个都做了简单处理的回答。

第一，他们可能认为，反对他们的论证是将一种不适当的论证负担加到了他们身上。如果他们不能证明他们的策略是坏的选择中的最好的，（他们能证明）其他选择的辩护者也不能证明他们的选择是更好的。然而，在作这种回答时，恐怖主义者忘记了他们负有一种特殊的论证负担，因为他们负有一种不道德行为的负担。我们不要求人们论证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在努力获得一种善或所谓的善时没有伤害他人。如果他们失败了，我们说，“太差”，并可能鼓励他们再试试。但他们的努力越是明显地伤害他人，我们越是指望一种有意义的解释。因此，即使恐怖主义者成功了，搞清包含那种很高代价的意义是很困难的，也是很难评估的。将恐怖主义者的策略放在一种更坏的解释中的相关附加论证是，如果他们失败了，由于没有在积极方面表明它，他们遗留了一项沉重的道德赤字。

恐怖主义的第二个反应更多的是一种不顾一切的反应。通过宣称他们的受害者和那些被他们恐吓的人不算什么，他们能否作出需要评估其立场的计算是困难的。当其注意对象的那些人属于一种被憎恨的种群（种族、民族，等等）时，他们很可能这么说。
[8]

 当然，如果除了他们正在违反的宇宙性原则的理由外没有其他理由的话，对他们来说，超越他们的种群获得对他们歧视政策的支持将是困难的。

当种族判断变成了更一般的时候，当对“我”、“这儿”、“现在”、“他们”和“那时”的特殊参考被取消的时候，并且，只要任何那种参考仍然存在，只要存在应用更一般原则的空间，一种道德决定的合理性必须停止的观点是讨论此种的行为已经清楚地与当前的“道德原则”相关——独立的人物、地点、时间，等等——的地方，是“我应该拿起这本书并立即归还给约翰”，已经让步于“任何人总是应该做他所许诺给任何其他人他将做的任何事情”或“它是一种诺言”。如果，在论证一种行为时，我们能将我们的理由带回到那种普遍原则前，我们的理由就具有被称为“伦理的”某种权利。但如果我们不能那么做，我们的诉求将根本不“道德”。比如，如果我们能应用的最一般原则仍包含了对作为个人或者是一个有限人民团体之成员作为我们的某些参考，那么，我们的应用将不是“道德”，而是“特权”。
[9]

 那么，在道德的意义上，将被仇恨的种族转变为无价值的对象是一种破产的政策，它等于使用特权而非伦理。

在不那么不顾一切的意义上，恐怖主义者能宣称他们的受害者和他们恐吓的那些人是罪有应得的，在整个历史上，许多由革命产生的好事情都将其受害者归结为无关紧要。他们在这么说时，除了给人以漠视他人生命和对革命过于乐观的态度外，这种回答是离题的。问题不仅是恐怖主义者的策略是否比什么都不做更有效。相反，而是他们能否表明，与具有更少初始道德代价的其他选择相比较，他们的策略更有益。

恐怖主义者的第三个回答将不是否定他们侵害和恐吓之人的价值，而是否定他们的无辜。他们认为整个种族或阶级都得承担过去的行为所犯下的罪过。由于迁居阿尔及利亚，法国公民变成了“侵占者”，他们因此和力图维护法国对该国统治的法国士兵同罪了。同样，由于迁居巴勒斯坦，各个时代的犹太人都与以色列军队同罪了。还有，由于支持对伊斯兰圣地的“占领”，全部美国人都与实际的军事占领者同罪了。有了这些论据，恐怖主义者能轻而易举地宣称，他们实际上不必为他们的行为承受道德负担。因此他们宣称，他们反对平民的似乎残忍的行为需要被看做对作恶者的惩罚。这样一来，他们就能问心无愧地承认他们的恐怖主义行为。

作为回应，人们可能会问，所有这些人是否都同样有罪。恐怖主义者隐含了被仇恨种族的10岁小孩和被仇恨种族的领导人同罪吗？被仇恨的种族与被仇恨种族的秘密代理人同罪吗？无论10岁小孩和运动员带有什么罪都必须当然地被冲淡为无辜。宣称“他们”全是同等有罪，或者他们有足够罪过以致值得成为恐怖主义者注视的对象，这最多表达了一半真理，或以那么一种松散的方式将“有罪”重新规定为：实际上，在“另一”方面，没有人可能是无辜的。

四

我反对恐怖主义的论证是相当简单的。他们极力解释人们在本能的意义上遭到抵制，特别是遭到选择无辜平民作为他们的攻击目标的那种恐怖主义形式。三个基本论证已经被提供了出来。

第一个论证是，恐怖主义者使他们承担一种道德作恶之高昂的初始负担。它是一种双重负担，因为他们伤害了某些人和恐吓了其他的人。如果没有其他方式获得恐怖主义者极为想要的“更高的善”，这种负担可能被克服。

然而，这是第二个论证中的关键前提。其实，一直存在着其他方式。由于存在着其他方式，且由于其他方式负有较轻的道德负担，这样，恐怖主义者的立场就越加令人反感了。

第三个论证是，恐怖主义者较其他策略使用者更需要表明他们怎样计算他们的方法优于所有其他的方法，但这种表明是难以达到的。恐怖主义者身临绝境了——他们需要论证他们自己，但他们似乎唯有通过提供脆弱的或半真半假的论证才能做到。3、尼尔森，“暴力与恐怖主义：其使用与滥用”

7、尼尔森，“暴力与恐怖主义：其使用与滥用”，第4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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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政治上无权者作为武器的政治恐怖主义
[1]








罗伯特•扬

因为对政治恐怖主义的特征（此后称恐怖主义）应该如何描述有太多的争议，我打算从我如何描述其特征开始。恐怖主义是一个备受争议的概念，至少部分因为恐怖主义现象本身太易于引起争论。在大致描述我所给出的恐怖主义特征的过程中，我将注意到我与本书其他撰稿人在立场上的一个分歧，他们促进了对我的立场的不同理解。由于这个概念是如此的有争议，我不想提供一个定义，也不想为正确使用该概念而提供一套必要的和充分的条件，因为我并不打算让定义问题成为焦点，或给人一种我的叙述是无可争辩的印象。我将罗列出我认为最能反映恐怖主义现象的各种特征。即使如此，我也并不打算提供一张详尽的清单，而是集中在各个主要的特征上。一旦我已经将我所理解的恐怖主义交代清楚了，我将着重探讨个人或组织所实施的恐怖主义，而不讨论国家恐怖主义。我的本意并非要排除国家恐怖主义（国家恐怖主义是普里莫拉兹和拉基在这本论文集里要讨论的主题），恰恰相反，我认为国家恐怖主义广泛得到实施。这是重要的一点，因为国家恐怖主义并非政治上无权力者的武器（而这正是本文所要关注的），而是掌握政权者的武器。接下来我将略加考察这样一种断言：即在道德上防止由非国家所实施的恐怖主义的最有希望的方法，同样也可为那些缺乏传统政治权力的人用来为他们被剥夺的正当事业作斗争。

恐怖主义的特征

恐怖活动（无论是以一次性攻击的形式或作为一个运动的一个环节）是涉及暴力的实施或威胁使用暴力的政治行为。暴力可以针对人或财物。
[2]

 典型的暴力采取物理形式，但它也可以是心理形式的。

1.使用或威胁使用暴力，其意图是在其靶标群体（target group）中引起焦虑、恐惧，或引发社会正常信用水平的崩溃（即靶标群体的成员的人身或财产本身并非攻击的直接目标）。

2.这样诉诸暴力的可能是个体在进行活动，但是，更通常的是作为某个组织的成员在进行活动。个体或组织而不是国家，当他们诉诸恐怖主义活动时，他们是反叛者，而国家在实施恐怖主义手段时，是在维护法律或维持政治现状。

3.实施恐怖主义有多种多样的目的，范围涉及：对靶标群体进行威慑或强制，使之屈从其政治要求；为其事业而获得公众的关注，鼓舞其成员的士气，或者甚至强迫其成员服从；试图使国家无法治理某一区域，或激起国家严厉的回应。
[3]



4.虽然许多人断言恐怖主义总是涉及无差别或任意地使用暴力（一些人甚至说恐怖主义必然如此），但不必非得如此。如上所述，恐怖主义不仅可以针对财产，而且值得注意的是，为了防止对不是他们攻击目标、但碰巧处于他们行动地点附近的人们造成不必要的伤害，恐怖主义者在采取行动前，常常会发出警告。再者，至少在某些场合，为了达到其特定目的，恐怖主义只针对一些特定的靶标。毫无疑问，恐怖主义行动越是不分对象，就越难为它进行道德辩护（下文会详述理由）。
[4]



5.尽管如此，许多人还是相信：恐怖主义必然涉及对非战斗人员（此乃“无辜者”的标志）的威胁或伤害，因为恐怖主义不能明确地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而这是一种至关重要的区分，是从对战争中的暴力的道德性进行反思的产物。我摒弃这种道德化的定义。

这种形式的定义不仅回避了恐怖主义的道德正当性证明的问题实质，而且也无法规定哪些政治暴力行为可以被当作恐怖主义。先看前者：例如，该定义暗示，当恐怖主义集团不事先警告人们撤离就炸毁建筑物、造成人员伤亡时，才算是恐怖主义行为；如果事先发出了警告，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就不算是恐怖主义行为，而只能算是一种阴谋破坏行为（an act of sabotage）。至于后者：例如，1983年在黎巴嫩的美国海军营地发生的卡车爆炸案里，有200多名士兵死亡。Lomasky摆出一种英勇的姿态，认为该事件与恐怖主义行动只是“稍微有点相关”。其他几个案例涉及杀害或企图杀害那些很难说是“无辜平民”的人——例如，1978年红色旅绑架并杀害意大利前总理阿尔多• 莫罗（Aldo Moro），1984年爱尔兰共和军（the Irish Republican Army）企图刺杀当时的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和她的内阁成员，打算趁他们在布赖顿市的一次党内年会上下手——已经被宣称为政治暗杀或企图暗杀，而不是恐怖主义行为。这些重新分类的做法可能摆脱了道德化的定义，但无助于细致地分析恐怖主义。

让我们假设（即使对一些读者来说只是为了论证之故）前面的恐怖主义特征清单还算比较清晰地、不是武断地概括了恐怖主义的特征，但是仍然留有疑问，即是否任何特定的恐怖主义行为在道德上都能证明具有正当性。因此，我现在要考虑无论个人或者团体是否可以正当地诉诸恐怖主义。不过，值得预先一提的是，甚至基于我所提供的特征，一旦涉及伤害或杀害无辜者时（而不是破坏财产），也很难为这样的暴力政治行为提供一种令人信服的道德正当性证明。

能够在道德上证明恐怖主义的正当性吗？

往往能听到这样一种为非国家恐怖主义辩护的论调，
[5]

 即：至少在某些情形下，政治当局根本不理会那些受了很大冤屈的人的诉苦，所以恐怖主义可能是他们最后唯一的手段。一些评论家，像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
[6]

 就摒弃了这种论调，认为实际上不可能达到所谓最后的手段，因为总会有其他手段可以试一下的，即使对那些受压迫最严重的人也是如此。（公正地说，沃尔泽认为国家的情况也是如此，国家动不动就开战，以战争当作其最后的手段为托词。）沃尔泽的观点是草率的，因为它等于只是一味地坚持：无论那些余下的选择是多么不现实、或者不可能成功，都得继续去尝试。例如，对一个备受多数派欺压的少数派成员（最近有科索沃或Aceh之类的例子），或对那些遭受强国军事统治的某国的公民（例如，20世纪50年代被英国军队占领的塞浦路斯），说这些话是没有意义的。尽管人们普遍认为甘地只是一个非暴力主义者，也不会支持恐怖主义，值得注意的是，甚至甘地也曾说过：在非暴力手段行不通时，“与其屈服于压迫，不如用暴力抵抗”
[7]

 。

那些断言别无选择、唯有诉诸恐怖主义的人，他们的理由是他们是政治上无权之人，只能行此下策。对此比较有力的反驳是，这种断言混淆了两种不同的概念。一方面，恐怖主义集团的成员们经常断言，与他们所对抗的国家相比，他们缺乏权力；另一方面，他们断言，作为一个集团，他们的事业没办法获得广泛的支持（无论是以非暴力抵抗的形式，还是游击战以及诸如此类的形式）。沃尔泽的论点是，我们应该集中讨论上述的第二种断言，而我却认为我们应该将重点放在第一种上。他补充说，在真正专制和压迫的情况下，国家恐怖主义无论如何不会因革命恐怖主义的挑战而受影响，也不会因那些企图通过恐怖主义引起重大社会变革的人影响；而在民主社会里，则可以选择诉诸恐怖主义之外的策略。简而言之，他认为，如果事业是正义的，在民主背景下可以使用正义的手段。

让我们反过来考虑这些断言。甚至在那些具有一些民主标志的地方（诸如定期选举之类的东西），仍然很难公正地听取一些团体的怨言。在少数一些地方，恐怖主义可以说是引起政治变革的因素之一，例如北爱尔兰。
[8]

 国家建立在人口统计的基础上，想获得爱尔兰统一的少数人群，在决定北爱的归属问题上，票数总是少于那些想让北爱继续成为英国一部分的多数人群（因此他们就无法获得政治权力，也没有这样的机会）。当然，恐怖主义行之有效和恐怖主义在道德上具有正当性是两码事，但是，即使承认了这一点，仍然存在一种可能性：甚至在具有民主色彩的背景下，某些有限的恐怖主义形式也可以被证明是正当的，如果政府不可能公正地听取民众的冤屈。这样，假定无法诉诸非暴力的手段，如果目标是经过精心选择的且只局限于财产，或者只限于那些不能合理地被认为是无辜的人，甚至在某种民主的背景下，恐怖主义仍然可能被证明具有正当性。
[9]



其次，我想考察沃尔泽的第二个断言，即在非民主的背景下，恐怖主义策略很有可能失败，因为国家拥有如此强大的政治权力，根本不可能受到动摇。我完全不能接受这个论点。民族军（the Irgun Zvai Leumi）和斯特恩帮（the Stern Gang）曾使用恐怖策略来反对在巴勒斯坦的英国统治者，为以色列国的诞生获得了一种不同的政治格局，否则情况就会不一样。可以这样说，这种策略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成功。
[10]

 非洲国民大会（ANC）的成员也曾采取类似的恐怖主义行动，在推翻隔离制度以及导致今天这种较民主的社会制度方面，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在南非，公众中当然不乏有人主张，要剥夺黑人活动家的政治权力。显然，所缺乏的是一种与压迫性的国家权力及组织机制相关的权力。采取恐怖主义行动的ANC成员们不仅缺乏政治权力，而且他们还宣称，他们是代表大多数政治上无权的民众的利益的。诚然，恐怖主义本身还不足以推翻政权，但是它起了一定的作用。正如我曾说过的那样，现在我们得把恐怖主义行动的有效性和它在道德上的正当性分开考察，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如果隔离制度让民众遭受了可怕的苦难，ANC在南非精心选择目标的恐怖主义行动当然算得上是正当的。然而，为了使这一论断更可信，我需要说明理由（尽管简略）。

无论在何种情况下，只要缺乏政治权力就能证明恐怖主义的正当性吗？

不，当然不能。事实上，求诸战争可能是正义的，且符合战争的正义（jus ad bellum）标准，但战争的行为并不符合战争中的正义（jus in bello）标准。许多摒弃恐怖主义的正当性证明的人都是这样做的，因为他们不相信恐怖主义能符合上述第二条标准的苛刻要求。可以作出让步，承认有些战争、有些恐怖主义行动、甚至有些恐怖主义运动（campaigns）可以作为最后一招，是有必要的，而且是有希望成功的。但是，那些坚决反对恐怖主义具有正当性的人断言，恐怖主义不可能符合战争中的正义的核心条件，即在使用暴力时必须区分战斗人员和非战斗人员，必须尊重后者对暴力的豁免权。正是那些非战斗人员的定位问题成了正义战争理论里富有争议性的主题，
[11]

 但是，我们不必参与这种争论，因为我业已指出，恐怖主义不一定非得以非战斗人员为目标。

正义战争理论有赖于非后果主义论证方式。根据非后果主义，我们行动的对或错不是单单由其后果的好坏所决定的。理解善与恶的方法有各种各样，但我现在的目的只是为了考察某一行为对受影响之人产生的后果是好是坏。
[12]

 非后果主义者认为，道德判断必须要考虑特权（prerogatives），不要将善最大化（例如，在我们自己的研究计划里），并限制产出最好的结果（因为这样做会与不要有意伤害他人的责任相冲突）。与此相反，后果主义者认为，我们行为的对错只是由我们是否能将好的结果最大化来决定（或者，对最近一些理论家来说，即使不能最大化，也要符合或达到令人满意的结果，因为寻求最大化需要进行艰难的或代价很大的计算）。显然，一些恐怖主义行动在后果主义者看来可以具有正当性，因为这些行动达到了较好的后果。
[13]

 这里不适合去争论一个案例该用后果主义的还是非后果主义的伦理学方法，更不要说要考虑在特殊情形下，恐怖主义活动或运动是否能导致好与坏之间最有利的平衡。相反，我只是表明我是一个非后果主义者，此外，我还相信，不得杀害或伤害那些并未参与暴力攻击我们的人的禁令可能会被撇在一边，而不遵守这些禁令会导致更严重的有害后果。
[14]



在我看来，对任何恐怖主义特例或任何包括恐怖主义活动的政治回应的道德正当性证明， 会激发一个问题：即与其他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假定一切非暴力的策略都已用尽）相比，杀害或伤害更少的人，目标定得更确切一些，是否就算达到正义了。虽然说与战争行为相比，能够更容易预计恐怖行为的结果，但要说恐怖主义一般能够将杀害、伤害和毁坏财产进行限制，多少还是有点自欺欺人。
[15]

 正是因此，不能排除恐怖主义有时也许是正当的这种可能性。

在我们所生活的世界变成一个在大家看来更公平的世界之前，那些确实蒙受冤屈之人如果得不到补偿，似乎肯定会诉诸恐怖主义。要想没有几个恐怖主义的案例在道德上可能是正当的（甚至包括那些只涉及毁坏财产或只攻击那些并非无辜者的案例），而且，从根本上看，要想最好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要诉诸恐怖主义，我们必须有责任致力于一个更公平的世界，使得恐怖主义完全不必要存在。当战争中的正义的条件未能满足时，我们也不可忽视战争的正义。因此，即使恐怖主义者袭击世贸中心的方式是不正当的，仍然有必要调查那些人进行袭击的原因的正义性（因为他们的原因有可能是正义的，尽管他们回应的方式是不正当的）。当支持那些死于这次袭击的恐怖主义者的人说，这次袭击是对美国支持中东那些不民主的、残酷专制的政权（不仅仅只是以色列）而严重地冒犯了伊斯兰世界的行径的回应：尽管平民尤其是儿童的死亡人数越来越多，还继续保持对伊拉克的制裁；为了获得美国的经济利益，甚至不惜阻碍各伊斯兰国家的经济发展，美国应该考虑这些抱怨的正义性，并且作出相应的补偿。只有如此，方可期望诸如2001年9月11日在纽约和华盛顿或2002年10月12日在巴厘岛（Bali）的恐怖主义活动将不会再重演。


注释


[1]乔姆斯基（Noam Chomsky）曾指出，如果按照美国官方关于恐怖主义的定义，美国及其众多附庸国显然都犯有恐怖主义之罪。参见乔姆斯基的9-11（New York：Seven Stories Press，2001），第16页以下。按照该定义，恐怖主义行为“指的是符合下列情况的任何活动：（A）在违背美国或任何国家刑法的情况下，危及人类生命的行为或暴力行为；或者，在美国或任何国家的司法系统的管辖范围之内，则是一起暴力犯罪；以及（B）似乎意图（ⅰ）威胁或强迫平民，（ⅱ）通过威胁或强迫来影响一个政府的政策，或者（ⅲ）用暗杀或绑架的方式来影响一个政府的行为”。

[2]请恕我不敢苟同Teichman和普里莫拉兹两人的观点，参见泰奇曼：《和平主义和正义战争》［Pacifism and the Just War
 （Oxford：Blackwell，1986）］，第92页，依高•普里莫拉兹：《什么是恐怖主义》（What is Terrorism？）。

[3]参见沃德劳：《政治恐怖主义》［Grant Wardlaw，Political Terrorism
 （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9）］，第42页。

[4]参见威尔金森：《政治恐怖主义》［Political Terrorism
 （London：Macmillan，1974）］；科迪：《恐怖主义的道德》［The Morality of Terrorism.Philosophy
 ，1985（60）］；沃尔泽：《恐怖主义：对各种有关托词的批判》［Terrorism：A Critique of Excuses，in S. Luper-Foy（eds.），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Boulder，Col.：Westview Press，1988）］；拉马斯基：《恐怖主义的政治意义》［The Political Significance of Terrorism，in R.G..Frey and Christopher Morris（eds.） Violence，Terrorism and Justice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1）］。例如，科迪将恐怖主义定义为“一种政治行动，通常由某个有组织的群体所实施，涉及：蓄意杀害或严重残害非战斗人员，或有关这方面的威胁；或是蓄意严重损坏非战斗人员的财产，或有关这方面的威胁”（第52页）。该定义至少好在承认恐怖主义可能会扩大到对财产的损毁。普里莫拉兹在《什么是恐怖主义？》（第17-19页）一文里采取了一种更强硬的立场，他认为恐怖主义必然涉及对“无辜者”使用暴力或威胁使用暴力。像科迪一样，他假设恐怖主义在道德上是严重错误的。我认为这有以假定为论据之嫌，但即使他能够证明这种指控不合理，在他看来，恐怖主义仍然不可能是正当的。

[5]参照，我的“革命恐怖主义、犯罪和道德”一文，载于《社会理论和实践》（Social Theory and Practice
 ）1977年第4期，即可作为一种合格的辩护。有关现代战争和恐怖主义的正当性证明是同价的最新论证，见Andrew Valls：《恐怖主义能够被证明是正当的吗》（Can Terrorism Be Justified？），载Andrew Valls主编：《国际事务中的伦理学》［Ethics in International Affairs
 （Lanham，Md.：Rowman and Littlefield，2000）］。在《恐怖之后》［After the Terror
 （Edinburgh：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2002）］一书里，及“恐怖之后：一本书及进一步的思考”（After the Terror：A Book and Further Thoughts）一文［载The Journal of Ethics
 ， 2003（7）］里，Ted Honderich认为，肯定一个民族（如巴勒斯坦民族）具有寻求家园的道德权利，同时又否定他们使用唯一可能的手段去获得家园的权利——即在战略上使用恐怖主义手段，两者在逻辑上是矛盾的。当然，他的断言涉及一个关键问题，即恐怖主义是否为获取家园的唯一可能的手段。在《微妙的平衡》第7章“关于恐怖主义，哲学能告诉我们什么”（What Philosophy Can Tell Us About Terrorism）［A Delicate Bal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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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爱尔兰共和军所从事的斗争近乎正义战争这一种观点，George表示反对。

[9]Robert Fullinwinder曾提醒人们注意，在那些被认为是民主制度的国家里，为了达到工业变革（相对于政治变革），有时也曾使用过恐怖主义手段。参见《理解恐怖主义》（Understanding Terrorism），载Luper-Foy编著：《国际正义诸问题》（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Justice
 ），第252页以下。

[10]参见Neve Gordon、George A. Lopez：《阿以冲突中的恐怖主义》（Terrorism in the Arab-Israeli Conflict），载Valls编著：《国际事务中的伦理学》，该文章对这方面的探讨颇有价值。

[11]参见迈克尔•沃尔泽：《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Just and Unjust Wars：A Moral Argument with Historical Illustrations
 （Harmondsworth：Penguin，1977）］；James Turner Johnson：《正义战争传统和约束战争：一种道德的和历史的探究》［Just War Tradition and the Restraint of War：A Moral and Historical Inqui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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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9）］。

[12]这些评论提出了一系列复杂的问题，遗憾的是我在这里不能充分探讨这些问题。关于这些问题的介绍，参见Shelly Kagan：《规范伦理学》［Normative Ethics
 （Boulder，Col.：Westview Press，1998）］。

[13]R.M.Hare：《论恐怖主义》，《价值探究杂志》［Journal of Value Inquiry
 ，1979（13）］。

[14]再一次将许多需要更充分讨论的问题搁在一边了。从法律领域（而不是从道德领域）找一个例子也许有助于说明我心里的想法。有时候为了达到某些重要的结果，可以认为违反法律或超越法律是正当的。因此，例如平民可以违反法律，或政府机构可以没收私人财产（因此而无视财产拥有者的权利），就其所达到的重要的社会后果而言，可以证明这样做是正当的。

[15]例如，2001年9月11日世贸中心（不同于五角大楼）的袭击者不但不可能精确地预计可能会发生的伤亡人数，也不会去计算对这些受害者的家庭和亲友的影响，而且也不会预见这次袭击对美国乃至全世界的经济的影响；他们不大可能预见到美国追捕他们的决心，以及因此激发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发动所谓的“反恐战争”；他们原本希望引起世人关注他们所受的冤屈，但这次袭击可能影响了世人对他们的支持度，是他们所始料不及的，等等。我相信这次袭击证明了我的断言，即恐怖主义是无权者用来直接攻击他们的敌人的武器，因为就恐怖主义者来说，传统的军事攻击对美国本土是无可奈何的。这就是他们所袭击的目标何以都具有美国霸权主义的象征意义的原因，这些目标分别象征着美国在贸易和商业，以及军事和政治事务等领域的霸权主义。袭击的目的就是为了刺激美国。（一旦重复这类袭击变得更加困难，一般总是很可能转向针对别处的软性目标，正像现在巴厘岛的袭击似乎就是如此。）当然，即使袭击者曾经能够预见到他们行动的影响性，即使他们能限制对人们（尤其是无辜者）的杀戮和残害，也并不能更易于证明他们的所作所为在道德上是正当的。











6. 恐怖主义、权利与政治目标






弗吉尼亚•黑尔德

恐怖主义的正当性

我不会冒险去确切地表明：对于将政治暴力转变为恐怖主义来说，何种因素或何种因素的联合可能是必要的。但可能当散布恐惧的意图或伤害非战斗人员的意图成为第一位的时候，这就是足够的了。
[1]



许多流行的用法和某些学术探讨已无助于阐明恐怖主义的主题，它们总是将一种非道德或非正当性嵌入恐怖主义的定义，这让追问特定的恐怖行为是否正当变得不可能了。因此，新闻报道总是将恐怖主义等同于恶行。政客们经常把恐怖主义使用成一种当然的辱骂术语。在一本论恐怖主义的书中，英国作家保罗•威尔金森（Paul Wilkinson）将恐怖主义者描述为“为了某些政治目标而牺牲所有道德和人道主义考虑”
[2]

 的人。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更为甚之。他把恐怖主义者描述为体现“将人性带回到前历史时代，带回到道德尚未产生之时代的一种人类新品种。由于被剥夺了任何道德原则，他没有道德感，没有道德控制，因此，不惧犯任何罪，像一个杀人机器，毫无羞耻或怜悯”
[3]

 。哲学家伯顿•雷舍（Burdon Leiser）说，按照定义，恐怖主义者认为他们高于法律和道德。伯顿•雷舍将恐怖主义等同于密谋，并认为它不可避免的是犯法的和不道德的。
[4]

 最后，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按照“每个恐怖主义的行为都是一种不正当的行为”
[5]

 假设，开始对恐怖主义的探讨。

反对将非正当性嵌入恐怖主义定义中的论证，能追随相似的论证，这些论证反对那种看法，即按照定义，暴力在道德上是不正当的。暴力不但按照通常所接受的方式被使用，恰如在维护法律上的使用，而且人们能够轻易地引用暴力被用于反对政府权威的例子，在此，询问那种暴力的使用在道德上正当与否是有意义的。1944年反对希特勒的爆炸密谋是一个显而易见的备选例证。由于不同于暴力的其他形式，即使可能正当的恐怖主义行为的例子，对于许多人来说，还是比较难以得到认可的，我们还应该能够考虑到恐怖主义者的行为的正当性。我们应该能开放地处理那些问题，这要求我们别把它们想象成仅凭求助于一种定义就可以回答的问题。

许多对“恐怖主义者”使用为谴责术语的人，仅把它应用到他们的反对派身上，而拒绝把它应用到他们自己的政府行为上，或者他们赞同的政府行为上，即使在那种政府行为明显是暴力的、意在扩散恐怖或导致对非战斗人员的杀戮时，也还是如此。转而，人们不能有效地批评第三世界革命者们的恐怖主义，这些革命者认为各种恐怖主义者的行为都是值得赞美的，
[6]

 除非人们也批评反恐主义的军事恐怖行为，这些行为是由他们认为“友好的”
[7]

 政府或多国政府实施的。当然，思考何谓“最初侵犯”及何谓“报复”是一种政治判断。许多由于现存政府而卷入被视作是恐怖主义者的行为的人们认为，他们自己正在报复那种非正当的和暴力的行为，这些行为被他们的政府视为可预料地杀害平民的“报复性袭击”。

在一次得到平衡的暴力形式讨论中，哲学家罗伯特•霍尔姆斯（Robert Holmes）认为，恐怖主义本质上并不比许多习惯上被接受的暴力形式在道德上更为不正当。常规战争通常把恐怖用作一种战略，并且，我们应当记住，如习惯上所标明的那样，在整个世界上迄今为止的年岁中，德累斯顿、广岛、长崎的恐怖爆炸比所有的恐怖主义者杀死的人更多。
[8]



人们能进一步认为，恰如理查德•弗克（Richard Falk）所说，只有当人们也反对“依靠不分青红皂白的暴力或深思熟虑地袭击平民的潜在或实际的战争策略”
[9]

 时，他们才能真诚地或始终如一地反对恐怖主义。由于那些为准备核战争做辩护的人不愿放弃那种策略，他们对恐怖主义的反对与其说是真诚的，不如说是宣传家式的。然而，选择性的应用错误能被更正，正如我们习惯于术语“政府恐怖主义”，而后当涉及其应用时，我们在使用中减少明显的偏见。

某些人将恐怖主义定义为对非战斗人员的国际伤害，他们认为，不管按照定义与否，恐怖主义总是不正当的。
[10]

 由于我们能排除那种不充足的意见，即按照定义，恐怖主义都是不正当的。除非所有暴力都是（这种结论才正确）。让我们只考虑那些情形，在其中，判断不是一种定义，而是独立地获得的。国际上伤害非战斗人员都是不正当的吗？并且，由于恐怖主义包含这一点，它就总是不正当的吗？

迈克尔•沃尔泽认为，至少二战期间，盟军对德国城市的某些轰炸是正当的，虽然成千上万的平民遭到了有意的杀戮。
[11]

 不过很多人不赞同这种看法。当然，人们能持这样一种观点：不存在只由战斗人员承受的暴力，而非战斗人员有绝对幸免于它的权利，特别是当许多战斗人员已经被征募或被误导加入军队时。最近的报道表明，全世界许多在军中服役的人是儿童；尼加拉瓜的叛军由年仅12岁的男孩组成，并受到美国的支持。据联合国报告，在世界军事人员中，约有20万未成年人。有时，他们是被迫入伍的；有时，他们受到父母的怂恿而参军，“因为，如果孩子在战斗中阵亡，父母可以获得食物、工作或赔款”
[12]

 。而当支持战争并参与战斗的“平民”受到豁免，那些“战斗人员”就不像是合法的靶子了。

这并非表示，我们应简单地抛弃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之间的区分。当然，判断伤害非战斗人员较判断伤害战斗人员要困难，其他情况也一样，我们能尽力将这种区分与有效被抽取出来的对冲突“负责的那些东西”的概念结合起来。但是，恰如C.A.J.科迪（Coady）所表明的，“如果革命是非正当的，那么任何以其名义实施的杀戮都是不正当的，无论是对战斗人员还是非战斗人员来说”
[13]

 。并且，人们能够说，对持不同政见者的任何镇压都是非正当的。通常，记住这一点并运用它提供的判断较依靠一种对合法与非法目标之间的区分更为重要。

大部分的最新哲学讨论避免了这种错误，即通过定义让恐怖主义变得不正当。R.M.黑尔（Hare）
[14]

 、卡尔•魏尔曼（Wellman）
[15]

 、科迪、荷尔姆斯和其他一些人都认为，即使涉及暴力，我们也应该能够考虑恐怖主义曾经是否正当。问题应当是开放的，不要被定义给排除掉了。但是，恐怖主义能是正当的吗？

波勒夫•威尔金斯（Burleigh Wilkins）认为，后果主义对恐怖主义的辩护是无力的。
[16]

 对于后果主义者来说，如果恐怖主义导致了更好的结果而非两难困境的话，它将必定是正当的。而事实上那些被威尔金斯考虑为结果论的人，如黑尔和凯•尼尔森（Kai Nielsen）认为，恐怖主义几乎未曾是正当的。他们的论证依赖经验评价，即恐怖主义几乎总是导致一些后果，按照结果论者的理由，这些后果较两难困境更糟糕。另一些人发现经验论者主张的那种依据经验的判断是成问题的。

阅读历史记录是极其困难的。有些人，如瓦尔特•拉克尔（Walter Laqueur）认为，恐怖主义者的暴力已倾向于导致“暴力镇压和一种排除政治进步的极端化作用”，而非恐怖主义者寻求的变化。
[17]

 德国哲学家阿尔布勒斯特•威尔玛（Albrecht Wellmer），以尤尔根•哈贝马斯的批判理论为基础，分析了20世纪70年代德国红军派系的恐怖主义，认为尽管它“反省并使针对它的系统病理学达到危急关头”，但它的网络效果已经是反动的：它已经提供了政治镇压的合法性及对永恒左派的诽谤。
[18]



另一些人，如查尔斯•梯利（Charles Tilly）和路易丝•柯沙（Lewis Coser），认为，暴力抗议已几乎是西方政治进程的正规部分，并且，他们通常已经对进步发展作出了贡献。
[19]

 关于效果性，理查德•弗克（Richard Falk）指出，1983年10月在黎巴嫩水兵军营中的爆炸，被某些人认为是最成功的暴力使用，“在当前国际关系史上，导致非常强大的政权接受非常弱小的反对者的要求”
[20]

 。水兵已被部署在黎巴嫩，作为美国支持杰梅耶（Gemayel）政府的主要表示，由于爆炸，水兵又被里根总统从黎巴嫩撤离了。

几乎不可能预测的是：一种恐怖主义行为是否在实际上有加速某种恐怖主义者寻求的政治目标有意义的效果，或者它是否在实际上对恐怖主义者的事业有害而非有益。但是，正如威尔金斯所问的，“是否存在关于暴力行为的某种特殊的东西，它使它们不同于其他行为，在那些行为中，关于它们的结果的判断与行为相关？我们经常做许多结果不确定的事情”
[21]

 。如果存在的条件是可怕的，“它们可能促使恐怖主义者作出推论，任何改变这些事件状态的机会都值得冒失败的危险，及冒暴力涉及的对财产或人员的伤害的最可靠的确定性的危险”
[22]

 。

此外，国家使用暴力和暴力威胁维护他们的法律，某些国家还使用恐怖主义。许多理论家仍然这样来定义国家：其在暴力使用上的垄断被认为是合法的。
[23]

 但如果暴力能按结果论者的理由受到谴责，那么它也能在国家行为中受到谴责，恰如在国家反对者的行为中受谴责一样。另一方面，如果政府实施的暴力或恐怖主义是正当的，那么，预测它的成功和预测它的反对者的暴力或恐怖主义的成功一样不可能。在法律制度侵犯那些人的人权，把其意志强加给他们的地方，它所使用的暴力或恐怖主义当然和反对它的暴力和恐怖主义同样的不正当，且很可能更不正当。当非正义政权的安全力量杀死被拘留者或残酷折磨他而阻止进一步的反抗，或者朝示威者人群随意开枪时，他们参与了恐怖主义行为。即使相对合法的法律秩序偶尔侵犯了那些人权，他们用以维护政权、虐待反对他们的人的暴力或恐怖主义，和他们的反对者的暴力或恐怖主义同样的不正当。在两种情形中，确切地说，成功的预测是不可能的，但在另一种意义上，逃避预测也是不可能的。

恐怖主义和权利

在我看来，我们不能单独在结果论者的术语中充分地评价社会行为，
[24]

 还必须运用权利与义务的框架。在恐怖主义的情况下，当然要问：权利正遭到侵犯吗？这种侵犯是正当的吗？

与黑尔和其他运用功利主义计算来评价恐怖主义的人相反，魏尔曼在对恐怖主义的评价中有效地考虑了权利的位置。魏尔曼说：“特定的基本人权：自由权、人身安全权、生命权、财产权和尊严权，典型地遭到了恐怖主义行为的侵犯。”
[25]

 这意味着，不是恐怖主义绝对没有正当性，而是一种充分的道德评价将必定把侵权和对任何利益及产生的伤害的计算在一起加以考虑。
[26]



在许多对恐怖主义的探讨中科迪正确地指出了流行的不一致性。依据功利主义者的理由，直接瞄准非战斗人员的暴力使用被判定为非正当的，正如许多对战时炸弹袭击的正当性评价，如果被他们自己的政府或友邦使用了，在其中，可以预期到平民将遭杀戮。当革命者或叛军使用伤害非战斗人员的暴力时，按照非功利主义者的理由，那种行为被判定为违反追求政治目标方式的禁忌。恰如科迪所观察到的，无论用功利主义者的标准评价双方还是用非功利主义者的标准评价双方，都能得出不一致性的结论。他支持后者，认为恐怖主义是“不道德的，无论何时何地被使用或被建议使用”
[27]

 。我自己的看法是支持非功利主义的侵权比较，它能得出不同的结论。

对于政治哲学来说，最困难的问题之一是如何评估人权未受尊重的情境问题。在何种行为中，人格被认为受到了尊重，且这些行为是如何被判定的？应该按照结果论者的术语来评价“导致增强了对人权的尊重”吗？如果是，应该如何权衡这种结果，产生这种结果的行为就必然会侵犯人权吗？如果我们说凡侵权皆不正当，甚至在这种情况下，这种说法也可以成为维持现状的一种隐蔽处方。如果我们允许违反人权，我们就冒了破坏权利的道德价值的风险，而为了获得尊重，我们正在努力获取这些权利。

我的看法是，我们不是仅仅屈从于结果论者的评价，而是致力于合理的比较判断。在发展良好的确定权利系统中，权利不应被交替使用来反对彼此，或不应在比较术语中来判定。我们不是有效地收到更多的投票权或更少的投票权，而是投票权本身。我们不是试图有效地规定投票权是否较应用中的非歧视的权利更为重要或更为不重要。在权利冲突的地方，我们按照优先性或紧迫性给它们排序。然而，这不是放大的事情，而是寻找一致性。某些权利可能被认为优先于其他的权利，或较其他的权利更基本，但我们的目标不是做交易。相反，我们力求达到一种一致性系统，在其中，所有人的所有权利都能得到尊重，便没有人会受到侵犯。

另一方面，在一个有缺陷的社会中，在权利事实上未受尊重的地方，关于哪一种违反权利或谁违反权利是最不正当的，我们应该能作出比较判断。比如，在南非，是让黑人获得个人安全保障更重要，还是让白人继续享受不受干扰的财产权更重要？当黑人的最基本的权利未受尊重时，相比较而言，继续侵犯黑人的基本人权就较侵犯白人的权利更为糟糕。

那种评价不是一种结果论者的计算，而是允许我们将这些侵权加以比较。它要求我们不要忽略被包含于维护现存体制中的侵权被免除了，当然，侵权的指责不应该被运用到寻求变化的那些东西上，即使它们支持一个现存的，且通常是非正义的体制。

我将使用“对权利的有效尊重”这一表达，它意味着：一种现存的法律制度认识到正在被讨论的权利，并有效地支持对它们的尊重。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侵权行为不再出现；任何法律制度都不能保证其法规会得到完美地遵守。它意味着：由于足够的教育、社会化和警察保护，侵权在总体上受到阻止，实施侵权行为的人得到理解并受到相当程度地处理，以达到尊重权利的目的。这就存在着无法回避的事实：对权利的有效尊重是一种程度的事情。但是，它很可能产生一种经验判断：当法律制度没有把正在讨论中的权利认作为法律权利时，它就不是权利。当我们使用“对权利的有效尊重”这一表达时，我们应该规定处在讨论中的权利的类型，这是能够做得到的。

让我们思考这样的案例，在其中，一种特定类型的权利被主要国际文件和制定关于权利的国际法规的组织认作是一种人权。
[28]

 当那种权利没有被认作是特定法律中的特定人群的法律权利时，显而易见，在那种法律制度中，那些人的那些权利没有得到有效尊重。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针对种族原因，非歧视性权利在普遍的人权宣言第二款和第七款中被认作是一种权利，而《人权宣言》早在1948年12月10日的联合国大会中就被采纳了。在南非的种族隔离制度下，特别是在F.W.德•克拉克（de. Klerk）开始改革前，这一权利没有被看做是南非黑人民众的权利。因此，显而易见的是，对南非黑人来说，这一权利没有得到有效尊重。

权利经常被认作是特定法律制度中的法律权利，但是，由于法律强制机构的腐败或有偏见，或者政府在其管理中效率低下或不公平，以及诸如此类的原因，所以，对权利的尊重就不是有效的。在那样的案件中，很难形成这么一种经验判断：缺少了对权利的有效尊重。并且在权利不被法律制度认可的那些案件中，对权利缺少有效的尊重也是同样的严重的。然而，为了将道德主题化而选择后一种类型的好处是：由于在这种类型的案件中，人权正受到侵犯，甚至是人权不被认为是一种法律权利，所以，从经验层次上将其认定为缺少对权利的尊重，不会存在太大的争议。因此，让我们思考这类案件，先设想两组：A组和B组；再假设没有将B组成员的人权认作是法律制度L中的合法权利对A组的成员有利，在此情形下，对B组成员不利，因为在行使或未能拥有正在讨论中的权利时，有更多的利益或负担加给了他们。然而，相比较而言，对侵权的正当性的评价将不会在这些更多的利益或负担的基础上形成。

现在，让我们问这么一个问题：在道德的意义上，为了获得对其他权利的有效尊重而侵犯某些权利是否正当？一种情形是：如果存在与人权相冲突的合法权利，以至于我们能够断定这些合法权利不应该存在，那么显而易见的是，对它们的侵犯将可能不是道德上的不正当。那种情况没有提供我打算思考的道德困境。

困难的情形是：在获取对一群人基本权利的尊重时要求侵犯另一群人的基本人权，而这两群人的权利都是应该受到尊重的。如果恐怖主义能够提供这种类型的问题，它将在任何时候都是正当的。在对一群人的基本人权缺少有效尊重的地方，如果存在着一种合理的可能性，即有限的恐怖主义将对产生那种有效的尊重作出值得瞩目的贡献，并且没有其他的有效方式可资利用，那么，侵犯那些将要遭受那种恐怖主义折磨的人的基本人权能是正当的吗？他们的“生命权、自由权和人身安全的权利”，恰如在全体宣言第三款中所规定的，可能受到任何恐怖主义行为的侵犯。这可能是正当的吗？

让我们规定两种情境。在第一种情境中（S1
 ），人群A的成员拥有对X的基本人权，并且他们在特定的法律制度中享受了对这一权利的有效尊重，而人群B的成员也有对X的基本人权，但是没有享受对这一权利的尊重。在第二中情境中（S2
 ），相反，人群A的成员和人群B的成员都有对X的人权，且他们都享受到了对那种权利的有效尊重。显而易见的是，S2
 是一种较S1
 更好的情境。正在讨论的东西就是从S1
 到S2
 的过程。

在我看来，我们能够作出大量的比较判断。首先，不包括侵犯人权的非暴力方式当然在道德上优于暴力方式，其他的事情是一样的。非暴力的辩护者通常是有说服力的，非暴力的压力事实上是更为成功的，在从诸如情境S1
 到诸如情境S2
 运动的社会中，与暴力方式相比，非暴力导致了更少的生命损失。很显然，如果它能够成功，非暴力在道德上具有优先性。

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非暴力的支持者，我的意思是，通过对非暴力的支持，人们应当坚决地认可反对暴力使用的初步原则，当他们声称需要使用暴力阻止严重的不当或侵权的时候，他们要为暴力的使用担负举证的义务。更重要的是，人们应当一贯地支持萨拉•卢狄克（Sara Ruddick）称之为“一种对暴力的坚定怀疑”
[29]

 。人们应该努力创造和提高行为的非暴力形式，并应当竭力使非暴力方式获得成功。通常，我们最大的努力能导致这样的目标：创造并维持各种制度——这些制度允许、鼓励非暴力，并在适当的时候响应控制的或抵制的非暴力形式，因此，在诉诸暴力冲突的任何方面扭转趋势。

提倡非暴力就是主张：存在反对使用暴力维护法律秩序和挑战法律秩序的初步原则。武力干涉以阻止暴力侵袭可能是正当的，但是武力不同于暴力，并且通常暴力不需要或不应当被使用。对国家来说，用于维护其合法权威并形成对权利的有效尊重方式，除了使用暴力之外还有许多种，这意味着在现有的基础上应更多地提倡非暴力。反对暴力的论证也应该应用于在政治和法律安排上寻求变化的群体。非暴力不是默许。它可以是一种对与非正义合作的坚定拒绝和一种抵制压迫的决心，但不诉诸暴力。正如一本文集的编者所写：“放到女权主义的视野中，非暴力是我们对父权制之残忍破坏性的不妥协的愤怒与拒绝采纳其方式的融合。”
[30]



在重要的方式上，恐怖主义者通常有他反对的那些人的较糟糕的男子气的方面，反映了对暴力的着迷和对他攻击的武力特征的文化的迷醉。
[31]

 然而，这么说了之后，仍需要作比较判断。如果作出一种这样的判断：在特定的环境中，维护法律的暴力是正当的，那么能否合理地作出这种判断：在其他的特定环境中，导致对权利的有效尊重的暴力能够是正当的？如果暴力能够是正当的，那么恐怖主义有时也能够是正当的？存在毁坏合法自由运动的国家恐怖主义。相反，由于尽可能减少生命的损失，恐怖主义作为一种被考虑的抵制压迫的方法，能比国家恐怖主义更不正当吗？

据报道，甘地（Gandhi）曾说，“用非暴力的方式抵抗压迫是最好的”，而且“用非暴力的方式抵抗压迫胜于顺从”
[32]

 。威廉亚姆•伯曼（William Borman）在他关于甘地的书中声称，甘地“反复而清楚地表示暴力胜于怯懦”
[33]

 。甘地写道：“我的非暴力不承认逃离危险和离弃未受保护的亲人。在暴力和怯懦的逃跑之间，我只会偏爱暴力而非怯懦。”
[34]

 这给我们遗留了一个比较判断的任务，关于暴力的使用，按照所有非意愿或非能力的那种东西采纳“勇敢的顶点”、非暴力以及偏爱，根据它们特定冲突的各个方面，逃离暴力。在这篇论文中，我关心的就是这些比较判断。

让我们返回到我前面所说的努力从S1
 向S2
 运动的例子上来。如果作出这么一种判断——特别是在特定的环境中：非暴力不能成功，但是在从S1
 向S2
 运动的社会中，恐怖主义是有效的，那么，参与恐怖主义能比制止它更好吗？如果它包含了对人权的侵犯，通过恐怖主义侵犯人权能比避免这种侵犯更好些吗？

思考情境和选择。选择1是坚持S1
 并制止暴力；选择2是使用恐怖主义并获得S2
 。两种选择都包含了侵权。问题是：他们能被比较吗？我们能发现哪个更不正当吗？

正如通常在评价恐怖主义中所指出的，我们几乎不能准确地预测，一种诸如S2
 的结果将作为一种可怀疑的恐怖主义的结果而被获得。但我正努力处理特定经验看法给出的道德难题。如果负责任地作出经验判断：过渡可能获得S2
 ，S2
 显然在道德上优于S1
 ，并且没有其他的方式能够做到，那么选择2能比选择1更好吗？在两种情形中，权利都将被侵犯。存在着选择2中的侵权比选择1中的侵权在道德上有更不正当的理由吗？

我想，这似乎是合理的：根据正义，如果两种侵权的严重程度相近，那么在一种过渡中使权利侵犯平等化来结束权利侵犯，较使一个已经遭受广泛权利侵犯的特定群体继续受到权利侵犯要更好。这是这一章的主要论证。如果我们无法躲避权利侵犯，那么一个更平等的侵权分布较一个更不平等的分布要更好。

如果侵权的严重程度非常不同，那么，我们可以判断，不管遭受侵权的是谁，应该避免更严重的侵权，支持不怎么严重的侵权，尽管这个判断可能被践踏。比如，如果B组成员遭受许多不同的但并不怎么严重的侵权，即存在一种能高估A组成员侵权的严重性的情境。但是，一般而言，存在着一种反对侵权的最一般的判断，诸如对生命权的侵犯，而它是为了维护对不怎么严重的权利的尊重，诸如对那种更为平等的财产分布的权利的维护，并且这些财产超出了满足基本需求的必要。

然而，我关注的情形包含了两组间的严重侵权。比如，被压迫组的个人安全的人权频遭侵犯。如果一种诸如向S2
 的情境过渡包含了对压迫组的个人安全权利的侵犯，为何这种侵权较另一者更不正当呢？即使不使用惩罚因素，公平也似乎是一种对侵权负担的分担。如果考虑到惩罚，它似乎更适用于从侵犯特定人群的成员权利中已经获益的那些人，在一种过渡中，应该让他们遭受任何必要的权利侵犯，而非允许进一步地侵犯那些已经受制于他们的人的权利。但是，在我们的评价中，惩罚无需成为一种要素。我们能够推断，尽管非暴力总是优于暴力，其他事情都一样，恐怖主义由那群有理由认为它能够因此成功地减少对权利的忽视的人实施，那种忽视盛行的地方在道德上更不正当，而非由维护那种忽视的人群实施。

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正义自身通常需要关心权利侵犯的分布方式。我们能认识到，某些分布是不公平的，社会应力图使它们更公平。思考如下情况：人身安全权、不受非法攻击的权利，在特定的法律共同体中能被完全地认作是一种权利，可是某些袭击却堂而皇之地发生了。努力保证对权利的尊重的共同体方式可能包括配备警察力量。但是，当几乎所有的警察力量都被配备在高收入的白人周围，低收入的黑人周围却几乎一个都没有，以至于对黑人居民的袭击风险大大高于对白人居民袭击的风险时，我们能毫不费力地断定，这种配备是不公平的。或者，如果我们想要尽力保护人们免受袭击，虽则因预算的原因，保护经费的减少是必要的，但如果在已经遭受最大袭击危险的地区减少了保护经费，我们能够断定，那种对保护经费的减少是不公平的。

那种判断的基础必须是一个关于侵权分布或侵权风险的公正原则。这是我正应用于我关于恐怖主义论证之上的原则，并且，这似乎是显而易见的：它是一个我们不应当忽视的相关原则。

论证无需被限定在特定法律体系中的被压迫人群。如果以色列没有在它控制的被占领土中尊重巴勒斯坦的人权，如果巴勒斯坦人力图获得那种对两群人的尊重，可以运用相似的论证。另一方面，如果人群，诸如基地组织（AI-Qaeda），缺少可接受的目标，那就不能应用这种论证。为了获得更大的有效尊重尺度，恐怖主义的可疑能力总应该被谨记。但是，弱者几乎没有其他的方式反抗压迫者，在任何谈判中，压迫者都握有几乎所有的筹码，改变那种处境的恐怖主义可能比阻止那种改变的国家反恐更为正当。

所有这些可能表明：在一种以权利为基础的分析中，恐怖主义不能被当做非正当的东西给删除掉，它比结果论者的论断更丰富。在一种现存情境中，依据侵权的严重性及其程度，一种转渡包含了侵权的分担，如果这种方式且只有这种方式能被指望导致一种在其中的权利能得到更充分的尊重的情境时，那么与对正在进行的权利侵犯的继续接受相比，它们可能在道德上更正当。

个人和群体

在其有趣的文章《恐怖主义的道德》中，普里莫拉兹（Igor Primoratz）反对我关于比较侵权的看法。
[35]

 普里莫拉兹认为，潜在的恐怖主义受害人将认为，他的生命权不应为了更公正的侵权分布而被取消，比较侵权的做法没有认识到，在他自己的权利中，他是一个人，而不仅仅是群体的一员。普里莫拉兹认为，关于生命权，罗伯特•诺齐克（Robort Nozick）的作为“几乎绝对面的约束”的权利观是正确的。
[36]



我的回应是，没有达到一种更公正的侵权分布（通过恐怖主义的使用，如果那是唯一可使用的方式的话）就是没有认识到：其权利总是没有得到公平尊重的个人是在他或她自己权利中的个人，不只是其利益按照某些目标被促进或其权利被忽视的个人。如果我们决不能侵犯任何人的生命权，在此意义上，我们决不能杀死任何人，那么当受到攻击时在自我防卫中的杀人，或者在执法过程中，当一个有罪的凶手企图逃跑而被枪杀时，这些就都不能是正当的了。这些不是诺齐克的观点导致的立场，并且是普里莫拉兹自己期望自卫和惩罚。但是，如果关于所有杀人的禁令不是按照尊重作为临近绝对面的约束的生命权所意味的东西，那么我们返回到了这些问题：我们有哪些权利，它们包括什么，谁的权利有价值，或者更有价值。大概任何人的权利应该同等重要。在实践中，对权利的尊重决不是完美的。但是，这似乎在道德上更不公正：那些权利没有得到尊重的人继续不受尊重，而且非常不合理的负担被公平分担。

无论结果论者的观点对此是持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获取一种侵权之公正分布的观点都不仅仅附带涉及集体的观点。它们能够是关于基本公正的个人权利的观点。
[37]




注释


[1]为了进一步讨论，请参看本章的原版。在关于恐怖主义的理论的书中，格兰特•沃德罗（Grand Wardlaw）注意到，“同时，初级效果是制造畏惧，并恐吓说，目标可能在于赢得让步，为一种事业获得最大的公开性，煽动压制，分解社会秩序，在运动中鼓舞士气或强迫服从它”。《政治恐怖主义》（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2），第41－42页。

[2]保罗•威尔金森：《政治恐怖主义》（伦敦：麦克米兰，1974），第17页。在一本后出的书中，他没有把道德判断直接嵌入定义中，但是他仍然推断，恐怖主义是“一种道德犯罪，一种反人类犯罪”。保罗•威尔金森：《恐怖主义和自由国家》（纽约：纽约大学出版社，1986），第66页。

[3]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恐怖主义：西方怎能获胜》（纽约：法勒、施特劳斯和吉洛，1986），第29－30页。

[4]伯登•雷舍：《自由、正义和道德》（纽约：麦克米兰，1979第二版），第十三章。

[5]迈克尔•沃尔泽：《恐怖主义：理由批判》，载斯蒂芬•弗依：《国际正义问题：哲学论文》（西方观点出版社，1988），第238页。罗伯特•K•弗林魏德在同一卷的《理解恐怖主义》中批评了他的立场。

[6]参见约翰•杜卡特：《国际恐怖主义与正义战争》，《斯坦福国际研究期刊》1976年第12期。

[7]关于这一点，请特别参见理查德•弗克：《革命者与官员：恐怖主义的两张面孔》（纽约：杜顿，1988）。

[8]罗伯特•L•霍尔姆斯：《恐怖主义与其他的非暴力形式：一种道德观》，提交给“哲学家呼吁和平”会议的论文，俄亥俄州，代顿市，1987年10月16日。还可以参看他的《论战争与道德》（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89）。

[9]理查德•弗克：《革命者与官员：恐怖主义的两张面孔》，第37页。

[10]参见C.A.J.（托尼）科迪：《恐怖主义的道德》，《哲学》1985年第60期，另参见简•施海伯：《终极武器：恐怖主义与世界秩序》（纽约：摩洛，1978）

[11]迈克尔•沃尔泽：《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纽约：基本书籍出版社，2000），第16章。

[12]《纽约时代 》，1988年8月7日。

[13]科迪：《恐怖主义的道德》，第63页。

[14]R.M.黑尔：《论恐怖主义》，《价值研究期刊》1979年第13期。

[15]卡尔•魏尔曼：《论恐怖主义本身》，《价值研究期刊》1979年第13期。

[16]波勒夫•威尔金斯：《恐怖主义与结果论》，《价值研究期刊》1987年第21期。

[17]瓦尔特•拉克尔：《恐怖主义时代》（波士顿：利特尔，布朗，1987）。

[18]阿尔布勒施特•威尔玛：《恐怖主义与社会批判》，载尤尔根•哈贝马斯：《〈时代精神状况〉研究：当代德国观点》，A.布施瓦尔特译（剑桥，大众：MIT出版社，1984），第300页。

[19]参见查尔斯•梯利：《欧洲观点中的集体暴力》，休斯•达维斯•格雷汉姆和托德•罗伯特•戈尔：《美国的暴力：历史的和比较的观点》（纽约：邦塔姆，1969）；另参见路易斯.A.科萨：《暴力的某些社会功能》，载《美国政治与社会科学学术年鉴》，1966。

[20]理查德•弗克：《革命者与官员》，第34－35页。

[21]波勒夫•威尔金斯：《恐怖主义与结果论》，第150页。

[22]波勒夫•威尔金斯：《恐怖主义与结果论》，第150页。

[23]古典表述是马克斯•韦伯的表述：“国家被认为是使用暴力‘权利’的唯一来源……国家是一种人统治人的关系，一种受到合法暴力（即被认为是合法的）方式支持的关系。”参见马克斯•韦伯：《社会学论文》（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58），第78页。

[24]参见弗吉尼亚•黑尔德：《权利与善：为社会行为正名》（纽约：自由出版社和麦克米兰，1984）。

[25]卡尔•魏尔曼：《论恐怖主义自身》，第258页。

[26]卡尔•魏尔曼：《论恐怖主义自身》，第258页。

[27]科迪：《恐怖主义的道德》，第58页。

[28]参见外事委员会（Comp）：《人权档案》（华盛顿DC：政府印刷所，1983）。为了讨论，参见阿兰•戈沃斯：《人权》（芝加哥：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82），还有詹姆斯•W•尼克：《弄清人权的意义》（柏克利：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1987）。

[29]萨拉•卢狄克：《母性思考：朝向一种和平的政治》（波士顿：灯塔丛书，1989），第138页。还可以参见阿德里耶•哈里斯、耶内斯特拉•金：《摇动政府之舟》（波尔德•科尔：西方观点出版社，1989）。

[30]帕姆•麦克阿里斯特：《重织生命之网：女权主义与非暴力》（费城：新社会，1982），“导言”，第ⅲ页。

[31]参见罗宾•摩根：《魔鬼恋人：恐怖主义的根源》（纽约：华盛顿广场出版社，2001）。

[32]引自麦克阿里斯特：“导言”，第ⅵ页。

[33]威廉亚姆•伯曼：《甘地与非暴力》（奥尔巴尼，NY：纽约州立大学出版社，2001）。

[34]同上书，第252－253页。

[35]依高•普里莫拉兹：《恐怖主义的道德》，《应用哲学期刊》1997年第14期。

[36]依高•普里莫拉兹：《恐怖主义的道德》，《应用哲学期刊》1997年第14期。

[37]为了进一步讨论恐怖主义，参见弗吉尼亚•黑尔德：《恐怖主义与战争》，《伦理期刊》（即出）。











7.恐怖主义、道德规范和“最高紧急状态”






C.A.J.（托尼）科迪

道德争议

在这一章中，我将在如下意义上使用“恐怖主义”一词，即：为了政治性的目的有组织地使用暴力以攻击非武装人员（特殊意义上的“无辜者”）及其财产的行为。
[1]

 恐怖主义是否错的？考虑到这个定义——我想把它称为战术式的定义——以及考虑到正义战争的理论，正如我已在其他地方所充分论证的那样，
[2]

 答案是：当然是错的。恐怖主义侵犯了战争法的一个核心原则：区别性原则，这条原则要求在直接进攻中对非武装人员予以豁免。这项原则并不仅基于功利性的论证或国与国之间的妥协，更重要的依据在于：它处在极端情况下使战争合法化的那些理由的中心，它指出唯有反对那些正在进行的破坏行为（其次当其他一些条件被满足时），人们才有资格去从事战争。如约翰•洛克所提出的：“他们（那些在敌国的民众之中，对发动战争不承担责任的人）与那些实际上教唆、煽动的人相比，远不该受到在非正义战争中犯有从事暴力和非正义罪行的指控。”
[3]

 这里洛克重申了在正义战争传统中起码的标准。
[4]



当然，这就更需要说明“无辜者”的内涵与意义，以及恐怖主义构成了何种类型的错误。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讨论过了第一个问题，
[5]

 这里我将关注第二个问题的重要方面。但是作为预先性准备，有两点要首先说明一下。第一，恐怖主义不是政治性暴力所犯的唯一错误。故意屠杀非武装人员在道德上是应受到指责的，但是在非正义战争中造成武装人员遭杀害的情况也一样要受到指责。这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非武装人员伤亡虽然很小，但依然在道德上造成了可怕状态的原因所在。作为“伴随损害”的对非武装人员的杀害也可能是巨大的错误。这些问题应该分别进行讨论，但这里我不能对它们谈得太多。第二点是从我相对严格的定义上说，恐怖主义的错误并不是一个无差别性的错误。首先，对非武装人员财产的攻击从严重性上讲，可能是比直接攻击人员生命和肢体要低一些。的确，存在着反对这种攻击的道德假设，但考虑到一些严肃、充分的理由，它仍有可能受到驳斥。大概没有人认为无辜者的财产会如此重要，以至于没有必要去证明对它们的没收和损毁是正当的。它们与无辜者的生命属于不同的价值秩序。因此，也许存在一些环境，在其中利害攸关的情况下，财产对人的生存已不重要，那么经过某种考虑后对无辜者的财产进行破坏、损毁和没收的行为就可能是无可非议的。甚至可能存在某种对人员的“攻击”，它几乎无法顾及正当理由或人们无言的谴责，例如通过暴力手段堵塞民用高速公路以造成交通迟滞，而这又是为了一些意义重大的军事或政治目的。若这还不算充分清晰地显示了对人（或他们的财产）的暴力攻击，那么我们或许会想到将一些不合作的老百姓强行扣压，并以因他们的存在士兵可能会受到攻击的理由，将他们从当地迁走，此时这些老百姓不得不暂时呆在其他地方。接下去的讨论中，我将忽略这些“微小的”恐怖主义可能性，把注意力放在对人和其财产的主要伤害方面。

如果一个人采纳了豁免非武装人员的原则，而该原则又构成战争法中意义重大的部分，并产生出对蓄意攻击无辜者的绝对道德禁令，那正如正义战争的思想家们通常所做的那样，主要的恐怖主义就总是错的且不能被原谅。
[6]

 然而许多当代道德哲学家虽然对正义战争的思想表示出同情，却又防范起其中的道德绝对性。例如依高•普里莫拉兹，他的立场可算是和我最为接近的，他就把恐怖主义称为“几乎绝对是错的”，因此支持一种非常强的道德推论来反对恐怖主义和以非武装人员为目标的行动，但即便如此，在一些极端环境中他也允许可以有例外存在。
[7]

 这里的形势与有些时候所说的国家间的战争相关。因而，迈克尔•沃尔泽想到在国家间的战争处于“最高紧急状态”的环境中时，对区别性原则中一般性豁免权利的侵犯就是可以允许的，尽管这样做要承受沉重心理懊悔的负担。他认为二战（早期阶段）盟国对德国城市进行恐怖性轰炸之所以是合法的，就在于当时纳粹穷凶极恶的威胁以及其迫近的胜利给人们造成了合乎情理的恐惧。
[8]

 约翰•罗尔斯尽管一直都在谴责对广岛和长崎的轰炸，但最近也开始赞成起这一观点来了。
[9]

 与此同时，这些理论家中却无一人设想扩大“最高紧急状态”的范围，来为运用直接政治性暴力反对国家的那些次国家集团进行辩护。的确，在之后的论文中，沃尔泽的立场使他不适于这样做（见后）。
[10]



让我们更为谨慎地考察这一点。从深刻的道德约束里产生出来的豁免思想在当代分析道德哲学中有多种不同形式，有一些与实用主义哲学密切相关。其最简单的形式，如行动功利主义，以及某些组合形式的思想，都主张所有道德约束仅仅是一些“经验法则”，如果否定这些法则的行动经计算证明会产生出大于悲伤的一般性幸福，那么就不仅能够而且也应该去否定它们。对我来说，这似乎是一种深具误导性的伦理学观点，但是在此处我还不能对它提出一个彻底的反驳。和恐怖主义相连，它的原则性缺陷实质上表现为：它无法承认反对杀害无辜者的深刻道德约束在根本上是真正深刻的。
[11]

 这也就是为什么在道德生活中除了所有其他速记式的格言外，这些原则被称为“经验原则”。

功利主义更为微妙的版本，或在更一般意义上讲的真正的结果主义，也许可以避免将反对杀害或残害无辜者的深层约束作浅薄化的指责，通过若没有这种约束就可能会发生的可怕后果，它得以从深层次上为这种禁令提出证明理由。但我仍有点怀疑这种“非直接”的功利主义获得成功的可能性，不过这里几乎没有进行详细争论的空间。这种战略的结果对我来说似乎是非直接的战略家，如果不是全部也是大部分的实践性意图论者与义务论主义者，以及与其他相信有意杀害无辜者是属于内在性错误的人连在了一起。和恐怖主义相关，一个有趣的问题就是后面的那个群体（让我们称他们为内在论主义者）如何才能免受这种基本禁令的约束。

通向豁免的两种方式

似乎有可能区分出两种立场，尽管它们之间存在着相互结合的趋势。第一种立场与当代直觉主义的许多形式相联系，比如由W.D.罗斯经典表述过的那种直觉主义。
[12]

 我们可以称它为“平衡的例外论”。它的基本观点在理论家中的流传比直觉主义哲学本身更为广泛，不过我仍将使用直觉主义的框架来对它进行详细说明。存在着各种各样经过反思而被揭示出来的道德原则，同时它们引申出“自明的义务”或“自明的责任”。它们的强迫力通常独立于对结果的计算，但某事是否真是义不容辞，取决于是否存在其他自明的义务，这些义务比它更重要，而且其中一些可能包括对结果的计算，例如就某些行善的责任来说就是这样的。因此不许故意杀害无辜者的义务就像其他自明的义务一样，可能会为了（假定说）促进某个群体的好处而遭到侵犯。在这种观点中，没有哪条最初禁令能被想象为是绝对的，而最终有约束力的禁令或义务则不可改变地决定了一个人的责任，同时，在某种程度上又是毫无损失的。这有些令人遗憾的意味，因为一个人可能无法避免地去做一些明显错误的事情——如果一个人自明的责任之间没有冲突因此也不存在协调的问题，那将使人倍觉心安理得——但如果对此你已经过良知平衡性的考虑，那就不能归罪于你。
[13]

 平衡的例外论者当然会认可一些自明责任要强于另外一些自明责任的情况，所以某些设想中的错误就比其他错误更为重要。的确，这种平衡性叙述使此一观点必然作出这种认可，因为除非存在这种权重上的差别，否则就不可能把平衡看成是作出决定所需的程序。但保留这一事实就承认对有意杀害无辜者的禁令有例外存在，乃是普通的，甚至是常规的平衡推论性义务的事业的一部分，这一工作的目的就是要找到什么是最终的义务和禁令。如果这种衡量标准告诉你杀害无辜者乃是道德上允许的甚至是道德上必须的，那么在此环境下如此去做就不可能是错的。
[14]



第二种豁免的立场从被称作“肮脏的手”的讨论中浮现出来。这一传统的思想至少可以追溯到马基雅维里，它也隐含在马克斯•韦伯的思想中，并能在当代沃尔泽雄辩的论述中找　　　到。
[15]

 尽管它与平衡例外论有某种密切的关联，但它似乎与那种观点在三个方面是有所区别的。第一，作为处理似乎非常严格的道德规范的例外情况的中心原则，它的重点是在政治领域中；第二，它一般把重点放在必须将严格道德规则弃置不顾的那种环境中的极限性质方面；第三，也许这是最重要的方面，它强调对道德禁令进行必要的违背时所犯的乃是永久性错误。总之，这几方面表现出与直觉主义传统以及和平衡例外论相对照的区别之处。特别要指出的是，主张“肮脏的手”理论的理论家似乎想把对有意杀害无辜者的道德禁令看做是远大于自明或推论性的。他们认为这些禁令是深刻的。像沃尔泽这样的理论家相信一般功利计算无法推翻这类约束，但他们也认为这类约束根本不可能安心顺从那些抵消了责任与义务的规范。这第二点有内含于“肮脏的手”的作品之中的倾向，反之反功利主义的论点则是显而易见的。
[16]

 若依然不顾这些对照，就会产生以下论点：结果的重要性或相互冲突的责任的重要性可能会要求人们作出令人遗憾的和道德上使人痛苦的选择，去违反那种深刻的规范。

“肮脏的手”的传统思想十分复杂，我不得不为了当前的目标将它简化。其基本的思想是某种必要的生存状态，特别是政治性生存状态，当处于被许多不同制度包裹着的极限环境下时，可以要求违背深层的道德禁令。马基雅维里把它看成是对道德必要的违反，韦伯将之看做义务的伦理标准与绝对目的的伦理标准之间的冲突。联系到战争与暴力，沃尔泽用术语“最高紧急状态”来称呼违背道德绝对性的情况。这就引发如何描述这种违背行为的问题。我们犯错误是因为我们必须这样做，但如果必要性以某种方式给予我们的行动以合法性，那么好像我们犯错误就是对的。我已经在其他地方讨论过这个明显的悖论，
[17]

 除了提及另外一种能较少自相矛盾地描述所发生事情的可能性策略外，这儿就不再更多讨论概念上的问题了。作为一种被托马斯•内格尔采纳的观点，内格尔赞成绝对禁止任意杀害非武装人员的有效性，但他又认为存在某种极限环境，在其中遵守禁令的代价就是造成一种道德困境或“道德上的死胡同”。在此环境下，无论一个人做什么在道德上都是错的。他把这设想为是绝对原则和非常重要的功利性成本（代理者通过“这两种道德直觉的形式”被拖进不同的方向）之间的冲突。（想必道德困境也很有可能是由绝对禁令与一些严格确定的责任之间的冲突所造成的，尽管内格尔对此并无论述。）这种立场与“肮脏的手”的传统思想有某种密切的关联，但是与之显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并不对把违背绝对禁令看成是必要的一方进行申斥。对内格尔来说，当“正当”或“必然”地服从禁令时就是正义的，但这明显与“肮脏的手”的传统思想（不论是与它的古代形式还是与它的现代形式）相抵触。内格尔并没有为豁免开辟道路的兴趣，但他却展示出了我们道德观点中的某种令人不舒服的缺陷。他关于存在可选择方式的想法为我们揭示了一些关于“肮脏的手”的传统思想中非常有趣的东西，并特别与我们下面要谈到的前国家偏见密切相关。

如果我们承认以某种方式保持有效性的深刻道德禁令存在着豁免的情况，尽管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可以正当地不顾其约束，可我们如何才能描述出这种豁免得以适用的环境特点呢？也许诸如“必要性”或“最高紧急状态”之类的解释过于含混且会导致多种解释出现，更不必说对它们随意利用的情况出现了。马基雅维里认为此乃统治者（君主）获得并保持权力和“荣誉”的必要性所致，然而尽管所有政客都拥有这种强劲动力，但以此证明对无辜者屠杀是合法的价值基础无疑十分脆弱。宽大一些，我们可以把它看做是在证明城邦生存是一种有问题的价值。在韦伯和沃尔泽那里也能看到这种思想，但它十分危险地为把国家生存与政治领袖联系在一起提供了机会。这种思想已不仅仅是那些认为没有他们世界就会洪水滔天或朕即国家的古代法兰西君主的思想了。我们将在下面进一步仔细考察这个问题。

“肮脏的手”与“最高紧急状态”

为了使讨论更为具体，让我们选取沃尔泽为一项引起争议的军事政策，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对德国城市的区域轰炸，所提供的“最高紧急状态”的辩护为例。沃尔泽明确地表明他并不是为轰炸行为本身辩护。他认为，尽管这种轰炸因为违背了区分性原则而在道德上是错的，但在战争初期“最高紧急状态”的情况要求下它又是合法的。然而，在战争后期这种轰炸可能就属于道德上完全的犯罪，因为当时以道德上合法的目标和战斗为基础达到盟军的胜利已经可以合情合理地被预见到了。因而轰炸德累斯顿就是一起彻头彻尾的暴行，尽管战争早期对德国其他城市的全面轰炸不能算是暴行。沃尔泽在“最高紧急状态”的正当性何时结束的时间问题上有些含混不清，似乎是在1942年的中期左右。
[18]

 他甚至不清楚尽管早几年的战役中对一些城市的轰炸已经违反了“战争公约”，但“最高紧急状态”的合法性证明却迟至1942年2月14日下达了攻击平民和他们家园的正式命令后才开始提出。
[19]

 他所清楚的是任何早于1942年中期的蓄意性全面轰炸都是对区别性原则的侵犯，他多次使用“恐怖轰炸”一词，有两次使用了“恐怖主义”这个词。
[20]

 它在道德上是错误的却又勉强为之。

我将分三步考察沃尔泽的论证。第一步，就沃尔泽所选择的“最高紧急状态”的范畴来说，我将质疑它的合法性。这就需作一些简短的历史回顾，着眼于那些看来最实际情况（而非哲学家的“幻想”），对认清求助“最高紧急状态”乃是严重的错误非常重要。第二步，我将证明在沃尔泽所使用的论据深处存在着一种不合法的前国家偏见，从而基于“最高紧急状态”，对那些次国家的恐怖主义的辩护就比他所允许的更为有效。第三步，我将试图揭示出“最高紧急状态”范畴太过晦涩从而不能完成它所需要完成的工作，而且在证明政治暴力是否合法的公共辩论中运用它是非常危险的。

沃尔泽使用“最高紧急状态”的范畴是建立在三个条件之上的。第一，击败纳粹德国的需要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需要。希特勒的胜利将是对文明巨大的打击。他的政权及其实践中的残暴性，使得其帝国的扩张对大多数生活在它统治之下的人民来说是一场灾难。第二，迫在眉睫的威胁：希特勒胜利的可能性是即刻迫近的。第三，对德城市轰炸直接以平民大众为目标可以有效防止这些威胁。（沃尔泽也强调这样一种观点，即在战争早期阶段轰炸是不列颠所拥有的唯一进攻性武器——所以他引用了丘吉尔在1940年9月的一句话：“轰炸机独自提供了胜利的手段。”
[21]

 但是这根本不切主题，甚至如果这是真的，它也得与胜利的可能性联在一起才行。）

现在，几件事使这些条件变得毫无价值。第一，沃尔泽认为是导致德国将要胜利的悲观判断得以作出的一些事件，当时丘吉尔和其顾问们却并不知道，因而它们并没有影响战略轰炸决策的制定。尤其是极度凶残的大屠杀当时并不为人了解。大家知道希特勒是个反犹主义者，他迫害犹太人和政治反对派，但是人们手头并没得到有关他种族灭绝的计划。所以一部分使沃尔泽进行合法性证明的材料主要都是些马后炮，它们当时并不在丘吉尔手头。虽然如此，如果那时纳粹的恐怖性能被充分理解，也就可以增加人们对威胁严重性的评价。然而，对于迫近的失败以及对于恐怖轰炸会成功地打击敌人士气和在避免失败上发挥主要作用的可能性方面仍存在着疑问。沃尔泽承认据现在可靠材料证明：对城市轰炸的主要目的大部分并未达到，这只“肮脏的手”所做之事看来多是些徒劳无益之举，但沃尔泽认为英国政府是被迫用无辜的生命做赌注的。
[22]



关于这点存在两种错误。第一，有好多理由使人相信到1942年2月速败的阴霾已经过去，而这时明确采用恐怖轰炸政策的决定反而被接受下来。当时，不列颠空战1940年末就已胜利结束，而苏联军队在1941年12月时也击退了莫斯科城下的德国国防军，从而首次给战争中的德国军队以沉重打击，同时也粉碎了希特勒想在俄罗斯速胜的希望。与此同时，美国也在日本攻击珍珠港三天后的1941年12月10日参加到反德战争之中。后来丘吉尔本人公开他当时的反应时说：“如此看来我们最终会赢！……希特勒的命运已经注定，对于结局不用过多疑虑了。”
[23]

 在“最高紧急状态”证明中的速败因素其实到1941年底已不是丘吉尔须认真对待的事情了，考虑到1942年2月的战局，对丘吉尔来说再那样想问题就更不合情理。其实，在1940年底英国火焰战斗机在不列颠上空大败敌空军后，引出“最高紧急状态”来为太早又太含混地追求恐怖轰炸作辩护甚至就已经很成问题了。第二，在当时，这种轰炸能够成功被认为极难令人相信，许多资深政策顾问实际上都持这种见解。
[24]

 杀害别人的孩子，毁坏别人的家园当然会影响他们的斗志，但是其所带来的长远影响绝对不会像恐怖政策的拥护者所宣称的那样。

首先，对于极权统治下的普通居民，警察国家是绝不会把他们的绝望引向要求政治变革或严重对抗的道路上的。而且他们会像憎恨希特勒一样去憎恨轰炸机，从而更为主动地为坚持（如果不算是狂热支持的话）战争而努力。英国已经能从自己市民反抗德国轰炸英格兰的经验中证明：阿瑟（“轰炸机”）哈里斯爵士的预言以及其他空军兵团的游说都是错的。
[25]

 我们必然会推断出即便是在沃尔泽和罗尔斯所设想的那种严格的环境下，实施“最高紧急状态”下的豁免也是错误的，
[26]

 甚至承认了纳粹威胁的可怕性，在1941年12月后余下的两个必要条件也不能被满足，同时胜利条件的可能性也从来没有被满足过。
[27]



倾向国家的偏见（The pro-state bias）

沃尔泽的论证让人更为好奇的是：作为一种论证它仅适用于国家及其代表者。这在“肮脏的手”的传统思想争论中并不是唯一正确的（例如在韦伯看来，它就不甚正确），不过它却在沃尔泽的论述中得到明确强调。就沃尔泽来说，这点之所以显得格外奇怪，是由于他是从让-保罗•萨特的同名戏剧中得到“肮脏的手”这一术语的，而萨特戏剧所关注的却是：为了革命，在促进他们的理想时所设想的对道德进行侵犯的需要。不顾这点，沃尔泽的体系和其他许多忠于“肮脏的手”的思想的人在根本上认为：政治家的责任就是保护他们的国家和文明。
[28]

 但是，如果我们只考查“最高紧急状态”的含义和上面所讨论的三个条件，此问题能否被如此限定就根本是不明确的。例如巴勒斯坦抵抗群体就能拿出强有力的理由证明：他们面临的敌对力量执意要对他们进行剥夺和奴役，以至于达到不但威胁到他们的生存，而且威胁到他们的生活方式的程度。

在“最高紧急状态”的讨论中，沃尔泽清晰地表达了倾向国家偏见的思想。“士兵和政治家能否为了他们自己的政治共同体而践踏无辜百姓的权利？我倾向于以肯定的态度给出答案，尽管这样做不是没有怀疑和担忧。”
[29]

 他继而以将国家与政治共同体等同在一起的方式来谈论国家。当然，为了国家或政治共同体能为必要性所驱动的思想（甚至他们并没有控制政府或已经被赶下了台），沃尔泽在这里的言辞脱离了逻辑空间。然而被百姓或真正或想象出的领导者所求助的“最高紧急状态”却完全不合他的意愿。的确，在其他地方，当他明确关注那些利用恐怖主义的次于国家的代理者们时，沃尔泽则论证说这种恐怖主义永远也不能被证明为合法的，也不会得到谅解。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有清晰地为恐怖主义给出一个明确定义，很明显沃尔泽是以战术性定义的观点来工作的，他把次于国家的代理者的那些事看做是：“对无辜者的攻击，这就如同谋杀和强奸一样，这种‘恐怖主义’是不可原谅的。”
[30]

 对他这种绝对的谴责，他明确说道：“我理所当然地接受这样的原则：恐怖主义的每种行为都是错误的。”
[31]

 尽管他为“肮脏的手”宣称错误行为有其必要性提供了理论上的空间，但很明显沃尔泽没有把这种空间设想为对于次于国家的恐怖主义者也是同样适用的。事实上，他的论文致力于检查对恐怖主义所作出的那些辩解，因为他把任何类型的恐怖主义都不可能被证明是正当的这一点看成是自明的道理。这也就对各种辩解之辞形成了同样的结论，即便其中一些他所检验的辩解之辞在形式上与他所赞成的一些论证十分相似，这种必要性论证在“最高紧急状态”的幌子下证明了二战时进行的恐怖性轰炸事件具有合法性。最引人注目的是，他认为那种以别无他策为借口的论证并没有提供证明恐怖行径合法的有效理由，纵然这点在他关于盟军恐怖轰炸的必要性论证中表现得十分突出。
[32]

 他似乎忘掉了他曾把那次轰炸描述为“恐怖主义”的。

为什么国家政府可以享受“最高紧急状态”的许可证而其他群体却不行呢？当我们像沃尔泽之前所做的那样承认国家政府可以（在战术的意义上）使用恐怖主义，这点就格外切中根本。被沃尔泽看做可以证明国家政府的特殊职能的，乃是正当的政治共同体的最高权力，而这又是高度可疑的。沃尔泽承认个体人永远也不能通过攻击无辜者来进行自卫。
[33]

 然后他补充道：“但是共同体，在危急时刻，似乎具有不同且更大的特权。如果不赋予社群生活以一种我甚至不相信它能拥有的超越性，我就无法确信我能解释这种区别。”
[34]

 沃尔泽继续努力将这种“区别”定位于设想的事实中，即：“政治共同体的存在和自由……是国际社会中的最高价值。”
[35]

 也许它们是国际社会中的最高价值，但是如果人们把国际社会理解为是政治共同体（即公认的国家政府）的社会，这就没什么可惊奇的。至少，现在所需要的是去证明何以能将国家政府的存在和自由看成最高人类价值，同时何以能在“最高紧急状态”的要求下证明“侵犯性”是合法的。我怀疑任何这样的论证的存在。我必须避开将国家政府的存在和运行它的政体的存在相等同的诱惑。但是我也不能将国家政府的存在与它的目标的存在联系在一起。一些国家政府似乎应当被毁灭，而它们从前的目标好像也加速了其灭亡。但这并不足以表明在那里政治生活中无可置疑的价值是其他的一些价值，如家庭的亲情关系、友谊和道德真诚，它们在政治价值上如果意味不是更深远的话，至少也是等同的。甚至如果一些论证能够显示出政治共同体的卓越价值以及它所提供的生活，在政治共同体和国家政府间仍存在一条鸿沟，一条沃尔泽在论证中所遮掩的鸿沟。至少一些革命的和持异议的群体能够合理地宣称成是为了或代表了政治共同体，并且能运用暴力来保护受到威胁的政治生活。如果是这样的话，沃尔泽所设想那种证明诉诸“最高紧急状态”乃是合法的价值，对于他们来说也就一样适用的。

然而这恰恰是沃尔泽煞费苦心所要否定的。在沃尔泽谈到恐怖主义者把攻击无辜者解释为他们唯一的选择时，含在他处理方式中的对立明显暴露出来。沃尔泽否认如果反对自由民主的国家时（除了恐怖主义）会有其他的策略可以使用，同时这种恐怖主义从来不曾反对过集权主义国家。
[36]

 在讨论什么被他作为是进一步的辩解时，他认为这是因为“恐怖主义能发生作用（除此别无他法）”，
[37]

 并补充说这个有效的解释成功与否依赖于对“唯一的选择” 或结构上相似的“最后一着”的解释。的确，这三个解释紧密相连，而且如沃尔泽所容许的有效检验所示，它超越了辩解并打算以结果论的方式建立起合法性来。这样一来，对“肮脏的手”的问题的证明就能成立，沃尔泽甚至提到了恐怖主义者的“肮脏的手”，但是他并没有代表他们诉诸任何形式的“最高紧急状态”。这一定是，至少部分上说是，因为他认为按结果论者的方式他们的考虑是有缺点的。如他所认为的，“我怀疑恐怖主义曾经实现过国家的自由——没有一个我所知道的国家把随意滥杀的活动看成是追求自由的道路——尽管恐怖主义在国家自由运动中无可争议地增加了恐怖主义者的力量。”
[38]



这些论证几乎从没有像它们所坚持的那样确定，同时当它们在为沃尔泽关于二战轰炸的谈论搞平衡时变得更少有说服力。至于它们的论证本身，宣称恐怖主义将会起作用（除此别无他法）并不必然意味着单靠恐怖主义就一定能完成一切，正如沃尔泽评论它无益于实现国家自由时所暗示的那样。“除此别无他法”的断言仅只意味着除了恐怖主义没有其他方法能完成任务。因此恐怖主义者并不承诺国家的自由能够通过恐怖主义独自达到。如此理解，问题就是：是否恐怖主义对国家的自由作出过重要的、不可替代的贡献（或实现过意义重大的革命性目的，无论这些目的是什么）。退一步说，这是一个非常难于决定的问题。是否像“伊尔贡”和“斯特恩帮”那样的恐怖组织在以色列建国中发挥了这样的一份作用？但是，无论如何，这个问题在结构上与沃尔泽为不列颠的轰炸所提供的合法性证明十分相似。

如前所示，甚至当严肃的研究随后显示出这些战役按其目标来说收效甚微时，沃尔泽仍对战争初期的恐怖轰炸乃是“唯一选择”的说法持赞成态度。他认为丘吉尔不得不进行这种赌博，因为赌注是如此之高，而危险又迫在眉睫。沃尔泽当然不认为这意味着可能性与赌博无关，而只是认为估计的可能性不应被设定得那么高。它也可能非常不清晰，如沃尔泽谈到那些轰炸时所说，“在这一点上使这种可能性量化是不可能的。对于它们实际是什么或考虑到我们目前的知识应当如何对它们进行计算时，我并没有清晰的概念，除了那些非常大的差异外，我也不能确定数字间存在何种差异才会影响道德判断”
[39]

 。这种说法与他对非国家的恐怖主义者的评论惊人的不一致，那些非国家的恐怖主义者也争辩说攻击非武装人员是他们唯一的选择。无疑，无论他们这些人遇到多么紧迫、多么可怕的威胁，都不会得到这种可能性下的行动自由。这似乎是说对他们的政治共同体的威胁永远也不会大到沃尔泽在纳粹威胁中所看到的那种“无可估量的罪恶”的程度。
[40]

 （不可避免地）我对测定“无可估量的”罪恶一团糊涂，但是在与兽性的、残忍的、暴虐的政权进行各种形式的斗争时，却可以经常合情合理地被看做是面临着“最高紧急状态”，这一点看来并不是不可能。当然，在沃尔泽看来，不应对他们能成功地反抗一个专制国家抱有希望，因为恐怖主义从来也没有成功地反抗过专制国家。然而由轰炸机所执行的恐怖主义本身却直接反对了一个专制集权的国家，而且这还被安置在政府能够影响政府的政策和行动的主题之下。

我们断定将“最高紧急状态”下的豁免限定于国家的范围是没有说服力的。要么它得在更广泛的领域里才能应用，要么它根本无法应用。

第三个困难

让我进而分析关于“最高紧急状态”范畴的第三个困难。如果我们拒绝了沃尔泽将“最高紧急状态”下的豁免限定于国家范围内的论断，那么考虑到对这个范围本身进行怀疑的理由，是否扩大“最高紧急状态”潜在应用范围的问题就呈现了出来。遵循“肮脏的手”的传统的人们坚持将其应用范围限定在国家政治之内，这些人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某种浪漫主义的影响，他们认为国家或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所服务的价值具有优越地位。但是他们也注重对由肮脏的手所得以豁免的珍贵价值进行保护。正如其名称所暗示的，“最高紧急状态”的说法，如同“肮脏的手”的传统版本那样，是从这样一种思想中获得它的说服力的，即它所具有的对深层道德禁令的破坏性力量只能在极端罕见的环境中才能被允许。任何对这种环境的范围进行扩展的活动都可能降低那种豁免权的珍稀价值，从而增加了这种思想中的古怪性，即认为在道德上做错事乃是正确的。为什么不允许把这种豁免给予大型的公司，它的存在对许多人的生活和存在来说不也是至关重要的吗？或者与沃尔泽所宣称的地位相反，能否将它提供给那些身陷绝境中的个体人呢？然而我们越是在这个方向上推进，“最高紧急状态”的通货就愈加贬值，而且看来我们也使“肮脏的手”的地位从平衡的豁免论上跌落下来。

这些考虑表明“最高紧急状态”范畴，不管它表面上如何清晰，在概念的内涵上却是模糊不清的。这种晦涩性足以让人对它产生担忧，因为这意味着那些使用这个概念的人，甚至是用在他们自己身上时也不清楚它的含义。然而，在关乎战争和恐怖主义的公共讨论的背景下，我们特别担心竟能在至少有很多歧义的范畴的指导下，得到从深刻的道德和法律约束中豁免的许可。政治暴力的合法性和道德性必然要求关注那些易于被各方利用的豁免权，或那些被允许的合法证明所产生的危险后果。按沃尔泽自己的解释，二战早期阶段求助于恐怖的“合法性”迅速导致后来对它的非法使用，从而导致数以千万的德国平民伤亡。而且，一方对“最高紧急状态”的求助最易于鼓励其他各方（包括当前的敌人）也走上豁免之路；他们不大可能放弃最初违规者求诸豁免乃是合法的那些论点。
[41]

 在当前恐怖主义的背景下，应当意识到对“最高紧急状态”教义的颁布伴随着危险性。

也许有人会反驳说，这些只是关于传播什么仍然是“真实”道德命题的实践性问题。也许“最高紧急状态”的豁免阐明了一个道德上的真理：对它的宣扬将是一场道德灾难。甚至承认这一点也会使豁免失去它的大部分意义，因为它被设想为对从事战争和进行其他形式的政治暴力形成了部分易于公开接受的看法。但是在道德命题的真理性和它的传播是有价值还是无价值之间进行区分的目标，无论如何，作为能够普遍提供的区分标准是成问题的。甚至我们这些人都认为在某种实体意义上的真理应用于道德论述时，也须承认道德真理为实践理性所支持而且以复杂的方式依赖于实践性结果。这一点对于需要公共接受的政治道德问题格外中肯，而且理性的公共支持的真正可能性才是恰当的、重要的。
[42]



我对于“最高紧急状态”下的豁免的批判到此完成。可以进一步讨论的是这一观点看轻了正义战争禁止对无辜者杀戮的中心地位及其深度。这里我却不打算做此论证，因为这需要考察是否任何禁令都可能是绝对的，还要考察道德两难的性质，以及考察在道德结构中对于中心和深度的需要。无论如何，对于恐怖主义和“最高紧急状态”的讨论使我们清晰地面对两种选择。要么我们坚持主要的恐怖主义（由战术性定义所描述的）在道德上总是错误的，并且永远不会被允许；要么我们承认可能存在一些环境，在其中被恐怖主义的行动所护卫的价值非常重要，以至于这样做是对的。它的合法性必然在原则上是可以广泛适用的，同时是在事件基础上作出决定的。我自己的判定是：我一定要尽力谴责诉诸恐怖主义的行径，完全不给它以任何豁免的余地，无论他们是为了国家、革命还是宗教或意识形态的狂热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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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如何能够证明恐怖主义的正当性？






乌维•斯特恩霍夫

恐怖主义能够具有正当性吗？今天，无论是谁严肃地提出这个问题，都得冒着被逐出所谓话语圈的危险，而且首先就根本没人理睬你。这解释了为什么以前对恐怖主义现象的若干种哲学分析，其中有些在2001年9月11日之前提出的，在当前公共讨论中实际上根本没人关注。其被漠视的理由如下：这些哲学探究将以对讨论的社会认可模式和偏见本身的批判和质疑作为目标，而不是顺从地接受这些模式和偏见。

下面我试图为这些哲学分析进行辩护，并梳理出其中的有效成分。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可以诉诸理性和正义感。诉诸理性，只需简单地指出，即不作反思肯定不会是解决问题的适当方法。诉诸正义感，则不妨参照美国的公众舆论，例如，他们一方面谴责恐怖主义是不正义的，另一方面，当谈到在长崎和广岛扔原子弹的有关道德问题时，他们却采取完全不同的标准。美国某些分析家有大量机会在严肃的报刊上弄出一套套观点，来应付在广岛和长崎对市民的直接大屠杀而受到的道德谴责——可能也会有一些不错的论据，我们并不能完全加以拒斥。所以，当一些哲学家能得到相类似的机会，尽可能清醒地探讨恐怖主义现象时，即使结论可能对西方不利，我们也不应当勃然大怒。

一

我将根据依高•普里莫拉兹的恐怖主义定义进行如下讨论：

恐怖主义是指对无辜者有意使用暴力或威胁要使用暴力，意在恐吓另一些人采取他们本不愿采取的行动。
[1]



这样一来，恐怖主义的伦理问题就在于它对无辜者的有意攻击。这样的攻击怎么可能被证明具有合理性呢？弗吉尼亚•黑尔德（Virginia Held）为这种证明提出了一个重要建议：

我认为，在正义的基础上，将某一过渡阶段中的权利侵犯平均分摊，目的是为了结束权利侵犯，比让某一饱受侵权之苦的集团继续受这种权利侵犯要好，如果这两类侵权的严重程度相似的话……如果我们不得不侵权时，能更公平一些地分摊这种侵权则更好。
[2]



若将各集团视为关于侵权的公正分摊的接受者，对非战斗人员的攻击在这里就可以被合法化。由于黑尔德所明确理解的这种合法化策略基于权利而非基于功利，从逻辑观点提的一个问题立即暗示了这一点：为了将违法行为合法化，一个人怎样能诉诸权利？这是一个难题，黑尔德只是将其论证用更精致的语言表达出来，就算解决了。但是，重新思考权利的逻辑是十分恰当的，在某些极端场合下尤其如此。侵权可以被证明为具有正当性，
[3]

 如果是这样，我们便可假设，黑尔德所代表的立场对那些遭受压迫和侵权的集团的许多成员来说，并非毫无吸引力，“诗性正义”的概念在这里扮演了某种角色。人种学家詹姆士•斯科特（James C.Scott）在谈到许多黑人对泰坦尼克号邮船沉没时说：“一大批富有而有权势的白人……穿戴华丽，登上了一艘据说是永不沉没的轮船，结果淹死了。这对许多黑人来说似乎是诗性正义的一击……‘官方’关于泰坦尼克失事的歌曲被他们演唱得颇有讽刺意味：大船沉没时，太惨了（It was saaad when the great ship went down）。”
[4]



当然，在纽约世贸中心被毁之后，我们也看到了类似的反应——事实上，这种反应的确很自然。这里可发现另一种不公正：受压迫的一方不仅必须承担侵权的不公平分摊，而且还得对那些从这种不公平分摊中获利的一方表示同情，而后者对他们所显示的同情则少得多。赫胥本（Ron Hirschbein）对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的美国公众意见进行评论道：“例如，当大众报刊援引哈佛医学院的研究结论时——75000名伊拉克儿童将死于伊拉克基础设施被毁，民众中没有人进行公开的抗议，布什的人气在继续飙升。”
[5]



然而，虽然美国公众意见显然缺乏同情心，无论在美国还是在德国，却无人对此发出道德谴责。显然，没有因75000名儿童死亡而阻止轰炸的美国人，与看到3000名美国人死亡而感到庆幸的阿拉伯人相比，前者更能让人接受。诸如此类的不一致性显然会使被压迫的人民将整个集团都视为敌人，于是就会采用黑尔德的论证策略。

然而，依高•普里莫拉兹（Igor Primoratz）反对黑尔德的论点。

面对根据这种合理性的证明而被杀或致残的可能性，我不可以引用诺齐克的权利观吗？我可以说，我是一个拥有自身权利之人，我的生命是我所能拥有的唯一生命，无人可以剥夺它，也无人可以令我致残，即使是为了在一群人中对生命权利和人身安全进行更正义的分配，从而使人更加尊重这种权利之故。……我的生命的价值和重要性不能从我是一个团体的成员这一身份推导而得的。没有人可以为了集体之故而牺牲我的生命。
[6]



另一方面，普里莫拉兹认为，炮兵部队炮轰一个村庄并因此而杀死无辜者是合法的，只要它满足了双重后果理论（the doctrine of double effect）的要求，即：“这些伤亡不是有意造成的，同时是不可避免的，已经减少到最低限度，而且与要达到的军事目标是成比例的。”
[7]

 当然由于双重后果理论是相当具有争议性的，他后来又作了补充，试图诉诸积极责任与消极责任（positive and negative duties）之间的差异来重述这个论点。

终结敌方军队行动的军事需要是可能会如此强烈与紧迫，以至于压倒了对杀死或致残数量不多的平民的禁令……另一方面，如果我们的炮手炮轰村庄，旨在摧毁该村庄并杀死或致残村民，他们简直是在漠视一个士兵最基本的道德责任，即不可攻击平民的责任，没有任何道德理由能使他们这样做。他们的行为既不能被证明为正当，也不能被原谅，而是犯了战争罪。如果这样做是为了威胁其他人去做本不愿做之事，这也是一桩恐怖主义案例。
[8]



但是，如果不杀害无辜者的消极责任被杀死敌军士兵的积极责任所压倒，为什么这种消极责任就不能被另一种积极责任所压倒——即用杀害无辜者的方式来威胁其他人去做他们本不愿做之事？普里莫拉兹在这里只是假设情况并非如此，但是他并没有作出论证。此外，当普里莫拉兹在处理恐怖主义问题时，他将自己置于受害者的角色，而当处理军队轰炸村庄问题时，他却没这样做，这也是相当片面的。因为遭到军事轰炸的受害者可以这样说：

面对根据双重后果理论（或根据其他人假设拥有的这样对待我的积极责任）而被杀或致残的可能性，我不可以引用诺齐克的权利观吗？我可以说，我是一个拥有自身权利之人，我的生命是我所能拥有的唯一生命，无人可以剥夺它，也无人可以令我致残，即使是为了达到杀死敌军士兵的军事目标。我的生命的价值和重要性并非取决于我处于某一群士兵的附近。没有人可以为了杀死那一群人之故而牺牲我的生命。

在这里，为了使另一些人更倒霉（即杀死他们），上述如此抱怨的人被牺牲了。只要这些人不是侵略者（而是正义一方的战士），我们假设，与一个人至少是为了某些好的结果而死这种情况相比，我们更有理由抱怨。这样，如果像普里莫拉兹所说的——黑尔德式的恐怖主义或者是普里莫拉兹式的炮火（the Heldian terrorism or the Primoratzian artillery fire）——只有一种是合法的，那么将是黑尔德式的恐怖主义。

二

尽管如此，黑尔德（Held）的论据却是错的。与纯粹后果主义或功利主义的论据不同的是，其要点是将权利与权利敌对起来。纯粹的利益很难凌驾于权利之上，冲突的权利却能轻而易举地做到这一点。但是，黑尔德论据的致命弱点（the Achilles' heel）恰恰在于，她所假设的平等地遭受暴力风险或侵权的权利，与这里所讨论的要旨并不相关。黑尔德所提供的例子在不止一个方面都是具有误导性的。

个人安全的权利，即避免遭受非法攻击的自由，可以在某个合法的团体里作为一种权利而得到完全的认同，然而，某些攻击当然还会发生。该团体试图保证对这种权利的尊重的方式，很可能得包括警力的布置。但是，如果几乎所有的警力都布置在高收入的白人居住区，几乎没有警力布置在低收入的黑人居住区……我们可以毫无困难地判断：这种布置是不公平的。
[9]



这是对的，但是她要表明的并非由警力的不公平的布置所引起的不平等的风险这样一种不正义，而是在该例子里所描述的秩序比下面的例子的情况更不正义，即一些贫穷黑人（或他们的帮助者）到富裕白人那里，杀死几个白人来平衡一下成为暴力牺牲品的风险。的确，这可能更加正义，即白人们自己也已经看到这种警力不公平的布置情况。那么，他们就是侵略者，他们侵犯了黑人们的权利。然而，他们因此就不再是无辜的了么？问题的实质在于，我们在这里应该探讨的是对无辜者的攻击。

其次，现有警力的布置不能恰当地处理侵权事件的分布情况，由于没有这类侵权的确切数据，为了进行分布，我们唯有选择即将遭受侵权的受害者。如果每年确定会发生1000起谋杀案，同时我们被迫以某种方式进行分布，可能最好用抽签决定（当然要假设我们不知道谁将会成为受害者）。这样，使所有白人都免于成为受害者的分布当然是不正义的。面对这样一种分布，黑人们将部分暴力转移给白人似乎也是正当的，即使白人们自己完全是清白的，并没有参与这种布置。然而，事实上，侵权的“分布”并非一个零和的游戏（a zero-sum game）。这意味着，如果黑人们冲去杀白人，他们并没有因此重新分配了“早先存在的（pre-existing）”暴力行为，而是制造了新的暴力行为。对一个固定数量的苦难或侵权进行分配、让所有人平等地承受这种负担，可能是正义的；而以让其他人也吃苦头的方式来平衡下一个无辜者的遭罪，是不正义的。“如果一伙人过得不痛快，另一伙人也得吃苦头”并不是一个值得赞赏的正义原则。如果有人反对这一点，说黑尔德并没有打算以一种更沉重、但更平等的方式分配苦难与侵犯，那就误解了她的论证。因为关键在于重新分布——也是针对无辜者的——如何能够被证明是正当的。毕竟，她不想求助于一个更好的结果来证明其正当性——那将是功利主义或后果主义的论证方法——而是想求助于分配正义来进行证明。她断言，重新分配方法不仅有益于某一理想国家，而且首先它是更正义的方法。而根据所提供的理由，这一断言并不正确。

此外，还有第三种理由。这一理由在于为侵权的重新分布找到一个合适的“接受群体（receiver group）”是很困难的。我们可以假设，乔、吉姆和吉尔（第1组）和弗兰克、弗雷德和弗兰（第2组）居住在穷人区，而鲍伯、比尔和伯塔（第3组）居住在富人区。我们进一步假设，第1组的成员已经遭到抢劫，并且极有可能再次遭到抢劫，而第2组和第3组的情况却并非如此。（弗兰克和弗雷德是修士，弗兰是修女，这就足以使附近街坊的罪犯不会去攻击他们——此外他们本身也没多少财产。）为什么侵权事件或成为暴力受害者的重新分布要从第1组转到第3组（这很可能是黑尔德心里所想的），而不是从第1组转到第2组呢？我们不能说后者的重新分布可能绝对降低侵权的概率，如上所述，因为这并非一个基于权利的论证。在这些案例中只存在一个令人信服的分布原则，即责任原则（这里对于不平等分布的责任）。但是，按假设（exhypothesis）这里并不涉及责任。利益原则也不是令人信服的原则。首先，第2组从不平等分布所得的利益并不少于第3组；其次，某人无辜地获得利益不能成为侵犯他的权利的充分理由。

三

但是，如果接受群体不是无辜的，又会如何呢？这个，有人可以说，我们不再是处理恐怖主义问题了。此言不差。然而，这会导致一个重要的后果，即许多被匆匆定性为“恐怖主义”而加以谴责的行为根本不是恐怖主义。因为某些人是平民，他们并不一定就是无辜的。他们可能仍然从事或参与了摧毁你的计划，或者他们可能是导致这类计划的起因。下面我们可以考察由杰夫•麦克马汉（Jeff McMahan）提供的例子：

假设你有一群敌人，他们希望你被杀，因为他们可以从你的死亡中获利。他们设计了一种装置，在一个人的大脑里植入一个接收器，可以用程序控制对那个人发出不可拒绝的命令。一旦程序开始启动，激活了这个装置，就能自行运作且再也无法停下来。然后，你的敌人绑架了一个无辜的人，在他的脑子里植入了这个装置……并激活（控制）装置……除了杀死那个无辜者之外，你（自救）的唯一办法，就是强迫你的敌人让装置失灵，或说出装置放在哪里。然而，你很快意识到，唯一能做的就是开始一个接着一个地杀死他们，直到终于他们中有人害怕了，告诉了你装置所放的地方……假设杀死敌人会同等有效地避开威胁，杀死敌人显然在道德上更可取一些——杀死必要数量的敌人——而不是杀死那个无辜者。
[10]



麦克马汉当然是对的。这个例子的关键点在于，那个控制装置在过去就被激活了。敌方在那时既没进攻，也没支持进攻或准备进攻。确切地说，那个处于危险之中的人所面临的危险是由过去一个行为的后果所引起的。无论如何，他显然有正当的理由将伤害（死亡）转移到那些该为此负责的人身上。
[11]

 我们现在来看另一个与此相似的案例。以色列是一个民主国家，以色列的大多数选民都投票选举一个战争罪嫌疑犯、恐怖主义分子、军国主义分子和种族主义分子——阿里埃勒•沙龙。在这里，沙龙可以比作麦克马汉例子里的那个控制装置。一旦这样一个人成为首相，以色列人民不必要求他对巴勒斯坦人采取残忍和犯罪手段——他会主动这样做的，这就是以色列人选举他的原因。我们这里碰到的是一个雇佣杀人、残害和剥夺他人自由的案例。所以，投票选择沙龙的以色列人对巴勒斯坦人的所作所为，同麦克马汉例子里的敌人迫害受威胁者的行为一样，都是有罪的。如果通过一一杀死他们来终结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的罪恶政策，并迫使他们承认巴勒斯坦人的人权和自主权（例如，通过投票选择一个与沙龙截然不同的首相的方式），这是正当的。当然，攻击平民时，那些无辜的人也会被杀——例如，那些大胆地为巴勒斯坦人的权利请命的以色列人也可能在被误杀之列。但是，这些无辜者的死亡将会是“间接伤害（collateral damage）”——他们恰好处在攻击侵略者的进程中（由于大多数以色列人投票选择了沙龙）。然而，对学校班车、幼儿园或类似目标的直接攻击，却仍然是恐怖主义行径，因为孩子们并没有投票选择沙龙。

人们可以很自然地怀疑，这种正当性证明的前提条件（即“如果”从句）是否得到满足。的确，这是可疑的。人们有充分理由认为，巴勒斯坦人攻击平民之举，对他们的事业是害大于利。然而，尽管所说的前提可能有问题，我还是完全赞同麦克马汉的解释。但事实上，在一个关键点上我不同意他的观点：我一个一个地杀死敌人将会是合法的，即使我确实知道最终我由于内植装置而无法逃脱迫害者的魔掌，即如果关于成功的可能性的正义战争标准未能得到满足。这只是我惩罚侵略者的自由权利的一个应用例子而已（如果没有更高一级的权力机构进行惩罚，或者，如果这权力机构玩忽职守或在此案例中无能为力，由于罪行的严重性，我进行惩罚的权利就超越了我不可私自审判的义务）。另一方面，得强调一点，将惩罚有罪者的重要性置于保护无辜者之上是不合法的。由于在一些咖啡馆里袭击平民必然也会伤及无辜，与成功的可能性是相关的。有赖于一种负责的计算在这里所能提供的哪一种成功的可能性，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投票者的袭击可能是正当的，也可能是不正当的。然而，即便是不正当的，根据上述理由他们也不会是恐怖主义分子。

四

将恐怖主义合法化的另一个策略可以从迈克尔•沃尔泽（Michael Walzer）关于“最高紧急状态（supreme emergency）”的论点中推导而得，虽然我很反对他的意图。他认为，亚国家（sub-national）恐怖主义既不应该被合法化，也不应该被原谅。美国58位学者所签署的宣言与他的立场是一致的，在该宣言里我们可以读到“求助于外国政策任何具体的优缺点都无济于事，都无法证明……大规模杀戮无辜者的正当性”
[12]

 。然而，在他的《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一书里，他认为，由于德国政府和军队发动了那场战争，这就足以证明对德国城市进行恐怖轰炸是正当的（沃尔泽自己用了这个术语）。他的假定是，德国的侵略威胁了英国政治共同体的生存与自由，以至于英国在1940年至1941年间不得不使出最后一招，他认为这是正当自卫。
[13]

 如沃尔泽所言，他“倾向于”接受这一正当性的证明，不仅仅是全人类面临类似于纳粹的威胁时：“士兵与政治家能够为了他们自己政治共同体之故而肆意践踏无辜人们的权利吗？我倾向于对这个问题进行肯定的回答，虽然不无踌躇与忧虑。”
[14]



然而，沃尔泽进一步的评论以及他对政治共同体的极端尊重，
[15]

 却展现了这些忧虑似乎还有点不足，因为“政治共同体的生存和自由——共同体成员们共享一种传自于祖先的、将再延续至子孙后代的生活方式——是国际社会的最高价值”
[16]

 。

安德鲁•沃尔斯（Andrew Valls）批评沃尔泽的双重道德标准，他提出如下显而易见的问题：“但是，为什么像英国这样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就能证明……其针对平民的暴力行为是正当的，而一个失去国家的民族却不能证明它为了自治进行斗争的权利是正当的？”
[17]

 显然，这毫无理由，尤其是沃尔泽是从个体的权利推导出共同体的权利，再从共同体的权利推导出国家的权利。
[18]



我想再举一例，看一看“最高紧急状态”论点的证明力度究竟如何。假定奴隶贩子绑架了某个家庭里的成员，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其家长的心理。直接攻击这些奴隶贩子肯定会失败，因为他们拥有更好的武器装备。该家长别无他法，只好去绑架奴隶贩子头目的无辜的女儿，如果不释放他的家人，就杀死她。他是否该为其策划针对一个无辜者的暴力而受到谴责？还是那些奴隶贩子该为这种矛盾激化负责？是的，他因绑架而侵犯了那位无辜女儿的权利（正如普里莫拉兹所举的炮兵部队例子，因其遵循双重效果理论而杀害及残害无辜之人，故而侵犯了他们的权利）；是的，他自己感到内疚（炮兵部队也有同感）。但是，在我看来，他并没有罪。在这里，他对自己家人的正面义务可能超过了对奴隶贩子头目之女的负面义务。他的行为是正当的，或者至少也是可以原谅的。这一例子显而易见可以用在政治学上。

五

无论谁想要使某些具体的恐怖主义行为合法化，就得承担证明之重负，因为无辜者之受保护，乃是弥足珍贵的权利，亦是合法的好事。在任何情况下想要超越这种权利，必须要有非常好的、并经过认真检验的理由。另一方面，无论谁断言恐怖主义永远不可能具有正当性，也得承担证明之责，正如刚才所述的合法化策略须承担证明之责一样。这种断言——即恐怖主义永远不具有正当性——只有在下列的道德前提下才有效，即必须绝对禁止直接攻击平民、拿无辜者的生命进行冒险的行为。遗憾的是，在责任伦理学的语境里，这样的前提几乎是不可行的。
[19]

 此外，大多数人也摒弃这一前提，他们眼下正在大声谴责恐怖主义，认为恐怖主义是绝对邪恶的：当人们想要证明恐怖主义的正当性时，他们认为恐怖主义是好的，往往要诉诸前面所述的论证格式。当然，他们并不称之为恐怖主义——他们可能称之为“反恐战争”，例如在阿富汗的大规模爆炸案，或克林顿政府在苏丹的火箭袭击，或他们也可能称之为“缩短战争的措施”，例如在广岛和长崎投放原子弹。

这些思考的第一个结论是，从某次袭击具有恐怖主义特征到其非法性的推理是无效的。最多只能推出行动可能是非法的。但这反过来意味着，根据正义战争的标准，如果一个国家遭到恐怖主义袭击，它必须首先检查发起这次袭击的动机，在它有权采取强硬的对策之前，当然不能将动机问题视为无关紧要而置之不理。即使这种检查得出的结论是：这次袭击是非法的，它仍然得对施暴者留有余地，承认他们的行动有可能并非纯粹出于邪恶的意图，而更可能是由于绝望所致——对于他们的绝望，受袭击的国家也许并不能完全摆脱有关责任。而这种承认在其实施对策时可能会导致某种程度上的克制。这正是正义战争理论的目的和意义所在（或至少今天就应该这么做）：限制战争——不要自以为是、不要为毁灭找借口。

第二个重大的结论来自所概括的正当性证明模式的性质。如前所述，为国家恐怖主义辩护的人也用这些证明模式进行辩护。然而，这些证明模式会承认，成功的比例性与可能的有效性是判断某起暴力行为是否正当的标准。因此，不仅很难约束这些方案，而且，事实上，强势集团比弱势集团更难自我约束。我们不妨以从沃尔泽那里借用的论证模式为例。巴勒斯坦政治共同体的自由不仅受到以色列的威胁，而且事实上数十年来一直受得阻碍，创建巴勒斯坦国或一个真正自治的政治实体的愿望一直受挫。巴勒斯坦人并不是背部贴墙而立：他们是被人顶到了墙角。但是，以色列的生存曾经受到巴勒斯坦抵抗运动（intifada）或巴勒斯坦当局的威胁吗？抑或以色列的生存将会受到巴勒斯坦国的威胁吗？考虑到以色列的军事实力及其与美国联盟关系，这种想法似乎是极其荒谬的。基地组织（Al-Qaeda）或塔利班组织（the Taliban）会威胁到美国的生存或自由的想法也同样荒谬。不难发现，在其他论证模式里也有类似的不对称。不过，大多数“严肃的”评论家都倾向于原谅强势集团的暴力行为。（我们不妨考虑一下评论家们对下列事件的温和、甚至表示赞同的反应：美国在1986年轰炸的黎波里以及在1998年轰炸苏丹的一个药厂；以色列对巴勒斯坦平民频繁的报复措施；或对伊拉克摧毁性的制裁已经造成了成千上万平民的死亡，其中一半是儿童。至少，对以色列从2001年12月以来对巴勒斯坦人的大规模袭击的反应，让我们看到了一丝希望之光。）这不仅是不道德的、伪善的，而且完全不合逻辑。

恐怖主义并非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是弱者的工具，而是强者的常规使用的工具。弱者往往把恐怖主义作为最后一招。（对于世俗的恐怖主义是如此，而对于那种受启示录式的图景所激励的恐怖主义则不然，如奥姆真理教、美国的某些种族主义民兵组织，还有基地组织。）作为这样一种最后的手段，引用拜尔（Annette Baier）的话说，恐怖主义是“展示这种力量对所受的排斥表示愤慨”
[20]

 。我们还可以补充一句：对被排斥在正义和自由之外表示愤慨。即使美国的“反恐战争”能够取得成功，即使美国能够消灭一切它所反对的那些恐怖主义，从而剥夺那些不得抵抗之人的最后倚仗——甚至到了那个时候，世界上的暴力也将只是稍稍减少一点而已，肯定不会有更多的正义。这场国家恐怖主义者所称谓的“反恐战争”采取的是恐怖主义手段，并没有将普遍价值作为目标，而是将毋庸置疑的权力作为目标。

如果强国真正想要反对亚国家的恐怖主义，那么，只有三种合法的、值得赞赏的手段可以使用：放弃双重道德标准，目标明确地起诉罪行（在犯了可以惩罚的罪行的范围内——不是某种具有正当性的抵抗），最后，那些遭到排斥之人须包括在内。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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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国家恐怖主义




9.国家恐怖主义和反恐怖主义



依高•普里莫拉兹

导言

当“恐怖主义”一词首次进入政治话语时，该词用来指法国大革命期间雅各宾政权的恐怖统治——即该词是用来描述国家恐怖主义的一个例子。研究法国大革命的历史学家非常详尽地分析探讨了这个例子。此外，还有不少关于国家恐怖主义例子的历史研究，以苏联“大恐怖（the Great Terror）”时期的最为引人注目。

然而，在当代背景下，辨别国家恐怖主义比过去显然要困难得多。社会科学和哲学里关于恐怖主义的讨论倾向于将焦点集中在非国家恐怖主义（哲学里这种倾向稍稍轻微一些）。在媒体和通常的说法里，恐怖主义一般指的是：非政府人士所进行的、在该词特指意义上的那种活动。如果有人暗示：军队或安全机构也同样在干反叛者所干的那些勾当，人们却总是谴责反叛者的所作所为是恐怖主义。通常的回答是：“不过，军队发动战争，或安全机构为了消除安全方面的威胁所采取的行动，目的是为了国家利益，是在追求合法的国家目的。”换言之：

扔手榴弹不对，空投炸弹无罪。

谁是恐怖分子？就看谁最倒霉。
[1]



就日常话语和媒体而言，这种现象也许可以用两种相关的趋势加以解释。一是人们普遍假定，国家至少具有某种合法性，而那些挑战国家权威的则往往属于无序的、破坏性的力量，其所作所为显然缺乏正当性。二是以“我们对他们（Us vs. Them）”形式出现的双重标准。当国家面临叛乱时，公众和媒体往往站在国家一边。这一事实影响了“恐怖主义”一词的用法。其后果之一是，当国外的反叛者得到我们国家的支持时，我们就不称之为恐怖主义者，而称之为游击队、自由斗士，以及诸如此类的称号。

而社会科学集中研究非国家恐怖主义这一现象，则另有一番解释：无论国家恐怖主义和非国家恐怖主义两者有多少相似之处，不相似之处还是更为显著、更有意义。拉克尔（Walter Laqueur）是研究恐怖主义历史和恐怖主义社会学的权威，他认为，国家恐怖主义和非国家恐怖主义两者“实施的功能不同，表示的方式迥异”，“若忽视暴力的细节差异将毫无所获”。
[2]

 我并不认为这种方法在社会科学里更受喜爱。
[3]

 但是即使如此，在哲学里还是不能不这样做。如果国家与通常所说的恐怖主义者干了性质基本相同的事情，并在道德上表现出相同的特征，就能清楚地决定我们对两者的在道德方面的理解和评价。与社会学家和政治科学家相比，哲学家更易于承认并探讨国家恐怖主义问题。
[4]



但是，迄今为止在这方面的哲学工作有待深入，需要进一步探讨国家恐怖主义的类型学，需要更充分的论述哲学家有时顺便所作的断言，即国家恐怖主义比非国家恐怖主义在道德上更为低劣。在本文中我打算对这两方面都做一些评论，并进而评述一下反恐怖主义。

我在另文中曾说过，为了哲学讨论的目的，对恐怖主义进行如下界定最为恰当，即针对无辜者有意使用暴力或威胁要使用暴力，目的是为了恐吓其他人采取本来不愿采取的行动。
[5]

 在本文中，我将在此意义上使用“恐怖主义”一词。

国家恐怖主义种种

一般认为，哲学家擅长在尚无定论的领域进行辨别区分。就国家恐怖主义而言，甄别方面的工作不如许多其他方面的问题为甚。瑞恩（Alan Ryan）就是这样探讨所谓“根据‘国家’的定义，‘恐怖主义国家’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断言。他援引纳粹德国和斯大林当政时的苏联作为反例，说：“倘若叙利亚为针对以色列El Al航空公司的劫机者和投放炸弹者提供资金和装备，并保护和协助他们，叙利亚政府就是一个恐怖主义政府。”
[6]

 这种论调听起来很像美国国务院的官方文件的口吻。为了进行道德评价，这显然太粗糙了。尽管叙利亚对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支持可能令人厌恶，但它与希特勒和斯大林的政府在道德层面上不可同日而语。当然，我们还应当进一步进行甄别。

当探讨国家与恐怖主义有牵涉时，我们不可轻易将任何（直接或间接）诉诸恐怖主义的国家都归为恐怖主义国家。我建议我们应当将“恐怖主义”这一标签归到这样一类国家的名下：它们不仅在某些场合，为了某种目的而诉诸恐怖主义，而且以某种持久的、体系化的方式实施恐怖主义；而且这类国家还持续地使用恐怖主义对付本国人民。

一个集权主义政权旨在全面控制社会及其人民。只有通过激烈的手段方可达到这样的目的，即由无处不在、神通广大的秘密警察对一盘散沙、完全无助的人民持续不断地实施恐怖主义的高压手段。其效果大部分来自其任意性：对受害者的选择的不可预测性。研究集权主义的学者业已指出，无论在苏联还是在纳粹德国，政府首先要残酷镇压一切反对者。当它已无任何反对者可言时，它将其秘密警察用来对付“潜在的反对者”。在苏联，这种力量最终用来对付大批任意挑选的牺牲者。用弗里德里希（C.J.Friedrich）和布热津斯基（Z.K.Brzezinski）的话来说，集权主义的恐怖主义——

旨在让所有人感到恐怖，强行获得人民的一致同意。于是恐怖笼罩了整个社会……的确，对许多人来说他们好像是猎物一样，即使秘密警察可能有数年未碰他们，甚至从来没碰过他们，他们仍有这种感觉。全面的恐怖统治……集权主义恐怖的全面性、广泛性和持久性在操作上很重要。采取最新的科技装备，令人无处遁逃，甚至渗透到最隐秘的处所……其手段堪称史无前例。它所制造的恐怖气氛很容易夸大政府的力量，使之达到并维持其一致同意的假象。该政权的零星的反对者，即使未被抓捕，也处境孤单，有被社会遗弃之感。这种孤单感是一切反政府者的命运，而作为一个集权主义政府的反对者，这种感觉尤为强烈，几乎能瓦解他们的斗志……结果人们普遍渴望“逃避”，希望躲进人民大众之中过一种默默无闻的生活。
[7]



只有集权主义国家才带着这样的目的，以这样方式实施恐怖主义，许多显然不是集权主义的国家，包括不少本质上崇尚民主和自由的国家，为了某些特定的目的而在相当有限的范围里使用恐怖主义手段。它们或直接诉诸恐怖主义，或支持一些非政府组织。这些组织的运作方式（modus operandi）或本身就是恐怖主义，或包括恐怖主义手段。但是，由于它们是偶然地，并非持续地，更非必不可少地诉诸恐怖主义，故它们不应该被称为恐怖主义国家。如果称它们是恐怖主义国家，那么在道德、政治和法律上的一条重要的分界线就被弄模糊了。

另一个区分是：一个国家诉诸恐怖主义是对付本国公民，还是对付外国（作为一种外交政策，或出于战争和占领需要）。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国家恐怖主义的前一种类型在道德上看似乎比后一种类型更加恶劣。因为在前一种情形下，国家在攻击本国人民，原本它要为本国人民提供秩序、安全和正义的保障的。

有不少非集权主义国家曾对本国人民实施恐怖主义。一些国家做得很直接，动用武装部队和安全机构等国家机器来实施恐怖主义。例子有：南美和其他地区的众多军人专制政府。最极端的例子有：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统治下的智利、将军们统治下的阿根廷。其他国家做得比较间接，通过暗中雇用杀手除掉政治对手以及诸如此类的方式进行。

许多国家（包括集权主义和非集权主义的）都在国外使用过恐怖主义，或在战争期间作为达到其外交目的的手段，或作为维持占领他国的一种方式。

这些类型的国家恐怖主义互有交叉重叠之处，它们甚至经常是互补的。一个恐怖主义国家会认为，无论在战争还是和平时期，为了达到外交目的，没有任何道德上的理由不能对境外使用恐怖主义。但是，对于那些不可称之为恐怖主义的国家，情况也是如此，这些国家也的确为了某些特定的目的，在某些特定场合对其人民使用恐怖主义。这些国家一旦认为有必要对外使用恐怖主义手段时（无论直接或间接的），也不大可能出于道德感而不去实施。

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在国际舞台上诉诸恐怖主义这一事实，并不必然得出它在国内也会如此这个结论，因为两者之间有一条相当清晰的界线。但是，这种可能性还是存在的。

诚然，在具体情形下，国家恐怖主义和非国家恐怖主义之间的区别并非总是一目了然的，不可能在两者之间硬性地划上一条界线。因为恐怖主义组织接受国家的支持是一种普遍现象，只不过在类型上和程度上有别而已。在这些情形下，将恐怖主义简单地区分为国家的和非国家的两种类型是不可行的，因此，对恐怖主义的道德评估也就变得更加复杂了。

国家恐怖主义比非国家恐怖主义在道德上更为恶劣

乍一看（prima facie），所有的恐怖主义在道德上都是极其恶劣的。但是，所有在道德上极其恶劣的事物恶劣程度并非都是同样的。国家恐怖主义可以说比非国家恐怖主义在道德上更为恶劣，至少有四种理由支持这一说法。

首先，拉克尔在探讨恐怖主义时，虽然不愿意把国家恐怖主义包括进去，却评论道：“由警察国家和暴政政府所实施的恐怖行径所造成的受害者和悲惨局面，（在数量和严重程度上）比个体恐怖主义所造成的后果的总和要多10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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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还提到由民主政府实施的恐怖主义（大多发生在战争期间，但也有例外），虽然这种惊人的非对称性并没受多大的影响。这种非对称性不仅仅是一个统计事实，由国家的本性以及一个小国所拥有的资源的数量和种类可以推导出这一结论。无论非国家恐怖主义者如何设法加强装备和改善组织、计划和行动方法，也无法改变这一事实真相；无论非国家的恐怖主义者的资金如何充足、组织如何优良、决策如何正确和经验如何丰富，在杀人、致残和全面摧毁的规模上，远远无法与“二战”中英国皇家空军和美国空军对德国和日本城市的轰炸所造成的后果相比，也远远无法与纳粹集中营里对数以百万计的人所进行的心理摧残和随后的肉体消灭所造成的后果相比。

2001年9月11日，恐怖主义者对美国的袭击，在某些方面与我们所谈的非国家恐怖主义有很大的差异，尤其是受害者的人数之多是空前的。我想，也许正是由于这一点，媒体才将这次袭击视为“有史以来最恶劣的恐怖主义案例”。许多公共知识分子也是这么看的。因此拉什迪（Salman Rushdie）在墨尔本《时代日报》的月专栏上用了诸如“历史上最具破坏性的恐怖主义袭击”之类的措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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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死亡人数的确惊人（当时据说高达7000人）。然而，“历史上最恶劣的恐怖主义案例”云云，只不过反映了媒体将恐怖主义等同于非国家恐怖主义的一贯倾向而已。当我们抛弃了只有反叛者才从事恐怖主义勾当这一假设时（我认为我们应当如此），整个图景将大为不同。这里只需一例，即二战期间盟军对德国所进行的恐怖轰炸。1943年7月27日的夜间，英国皇家空军（RAF）对汉堡进行了四次空袭中的第二次空袭，代号为“大火风暴空袭（Firestorm Raid）”。在第二天早晨，当空袭及其引发的巨大火灾结束时，大约4万平民被夺去了生命。
[10]



其次，国家恐怖主义会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许多事务弄得相当复杂，其中充斥着秘密、欺诈和伪善。当涉及恐怖主义时——不管是国家机构直接实施还是通过代理进行——国家会偷偷摸摸地干，却对外宣称与恐怖主义毫无瓜葛，并声称它所遵从的价值和原则本身就排除了恐怖主义的可能性。或者，当这套把戏行不通，甚至起反作用时，它会竭力换一种角度将其行动透露给某些人，说这是合法的战争行为或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而采取的行动。如果上述舆论方面的假设不变的话，通常国家不难做到这一点。

另一方面，那些非国家的恐怖主义者不必偷偷摸摸，不必对公众讳言其恐怖主义行为（当然，具体的实施方案例外），也不必对禁止这些行为的道德原则伪善地表示忠诚。有些恐怖主义者是非道德主义者，可能有点像19世纪无政府主义作家特尔哈德（Laurent Tailhade）在其臭名昭著的宣言里所说的那种类型：“如果姿势优美，牺牲者又何足挂齿！（What do the victims matter if the gesture is beautiful!）”另一些人则表现出柯尔奈（Aurel Kolnai）所说的“窒息的良知”（overlain conscience）
[11]

 ：良知完全屈从于某个非道德的专制者（领袖、政党、国家），会让他们作出一切与主流道德观念不相容的事，其中包括恐怖主义。还有一些人支持某种形式的后果主义道德理论，这种理论会证明在适当条件下恐怖主义是正当的。
[12]

 在上述这些情形里都不需要有欺诈和伪善，对其恐怖主义行径或采取恐怖主义政策遮遮掩掩。

第三，实际上一切恐怖主义行为都被各种各样的国际人权宣言或国际公约所禁止，这些公约构成了战争法和战争惯例。这些战争惯例让平民免受武装冲突之害，从而禁止交战双方的恐怖主义行为。其余类型的恐怖主义中的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战争期间非交战方的某些集团所涉及的恐怖主义，和平时期任何人所涉及的恐怖主义——都在人权宣言所涉及的范围之内。那些非国家的恐怖主义者并不是这些宣言和公约的缔约者，而当今所有的国家实际上都是或大多数（如果不是全部）是这类宣言和公约的缔约者。所以，当一个国家涉及恐怖主义时，它已经违背了自己庄严承诺的国际义务。这种特殊的指控却不能针对非国家的恐怖主义者。

第四，非国家的恐怖主义常常可以用别无选择的论点得到辩护，或者至少能用此论点减轻其罪责。例如，当某国人民受他国高压统治，受尽压迫、凌辱和剥削之苦，于是发起一场解放运动，声称他们拥有的唯一有效的斗争方式就是恐怖主义。在这样的情形下弃而不用恐怖主义，实际上就等于完全放弃解放的希望。

这个论点经常遭到批判。首先，由于恐怖主义在道德上是极其恶劣的，即使外国统治者的劣迹累累，可能也不足以证明诉诸恐怖主义的正当性，甚至不能减轻恐怖主义之恶。毕竟，根据定义，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是无辜百姓，而不是那些该为这些恶行负责的人。其次，无人可以自信满满地说，恐怖主义的确会达到那些可以证明其正当性或减轻其罪责的目标。哪国的人民曾经是靠恐怖主义手段成功地解放自身的？

这些反对意见是很有分量的，可能足以对付大多数为恐怖主义政策及其特殊案例辩护的企图。但是，它们并不能证明“别无选择（no alternative）”的论点将会失效。种族和宗教方面的迫害和压迫可以达到如此极端的地步，以至于诉诸恐怖主义的想法甚至也是很恰当的。其效率问题是一个经验性的问题，不可能一劳永逸地得以解决。因此，一场解放运动可能会面临如下的处境——诉诸恐怖主义的确是反对维持迫害和压迫的唯一可行的选择，这种迫害和压迫如此极端，简直相当于一场不可忍受的道德灾难。在这样的情形下，“别无选择”的论点才可以为恐怖主义提供道德辩护，或至少可以减轻我们对恐怖主义的道德谴责。另一方面，一个国家发现自己处于这种别无选择、只好诉诸恐怖主义的境地，似乎实际上是不可能的。

对于上述情况唯一能够想到的反例是二战时英国皇家空军对德国平民的恐怖轰炸，因为这次轰炸可以被视为“最高紧急状态（supreme emergency）”的一个案例。这种状态允许人们为了防止一场迫在眉睫的道德大灾难之故，可以将极其严肃的道德禁令放在一边。
[13]

 然而，甚至这个反例的价值也非常有限。“最高紧急状态”的论点可能只在轰炸的第一年（即1942年）才有效，在这一年纳粹德国在欧洲取得了胜利——以任何标准来看这都是一场迫在眉睫的重大的道德灾难。然而，当德国在阿拉曼（El Alamein）（1942年11月6日）和斯大林格勒（1943年2月2日）战败后，形势显然已不再是那么回事了。但是，轰炸却几乎继续进行到战争的最后阶段。正如迈克尔•沃尔泽所说：“当英国对德国的轰炸达到高潮之前，实际上‘最高紧急状态’已经早已过去了。在这次恐怖轰炸中被杀的德国平民中，大多数人的被杀是毫无道德方面的理由（而且可能也没有军事方面的理由）的。”
[14]



有人可能会反驳我的论点，认为我所说的恐怖主义政权只要通过针对自己的人民实行持续的、大规模的恐怖主义即可维持统治。进而言之，一个非恐怖主义国家也可以发动一场其目的唯有通过恐怖主义手段方可达到的战争。

一切确实如此，但说得并不到位。在这些案例里，恐怖主义的确是唯一有效的选择，而且想要达到目的，舍此之外别无选择。但是，这些案例至少不像某些可以想象的非国家的恐怖主义案例，在那些案例里可以采用“别无选择”的论点进行道德辩护，而这些案例所说的目的本身——无论是纳粹政权或斯大林政权为了维持统治，或是塞族人为了建立领土已大大拓展的、“人种单一的”的国家——却不能得到道德辩护。这些目的达不到还好，一旦达到，将无异于一场令人无法忍受的道德灾难。

另一种反对意见会援引冷战期间互相威胁用核武器进攻所达到的“恐怖的平衡（balance of terror）”。与这里有关的威胁类型是威胁进攻对方的平民人口中心。［用冷战的行话说，这叫“等值威慑（counter-value deterrence）”］倘若那种威胁能在道德上被证明为正当的，可以作为国家恐怖主义用“别无选择”的论点得到道德辩护的一个案例。

我却不相信它能得到道德辩护。显然，威胁并实际摧毁敌方的人口中心，杀死成千上万（如果不是数以百万计）的敌方平民，绝不可能在道德上被证明是正当的。但是，这是否意味着即使发出要这样做的威胁（旨在防止）在道德上也是不允许的？一个对该问题的肯定性回答有这样的假设：如果做X这件事是错的，那么有想做X这件事的意图也是不对的，进而威胁着要做X这件事也是错的。这种假设已经遭到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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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这个问题上我有点吃不准。说威胁不必涉及实际意图，只是虚张声势，也许可以绕过这一问题。然而，我们还可以追问这种威胁是否可能既是可信的，又是假装的。当然，如果威胁不可信，它在道德上也是不正当的。

但是，这个题目太大了，不宜在这里探讨。所以，最后我只是指出，关于由以平民为靶子进行核攻击的威胁而导致的“恐怖的平衡”，即使这种“平衡”的确足以对我的第四个论点构成一个令人信服的反例——我的第四个论点是断言国家恐怖主义比非国家恐怖主义在道德上更加恶劣——我还是坚信前三个论点仍然能站得住脚。

反恐怖主义

关于国家恐怖主义的这种探讨，对于反恐怖主义措施的道德评价和限制具有相当直接的意味，无论是对一般意义上的反恐怖主义措施，还是特殊意义上的美国及其盟国正在发动的“反恐怖主义战争”。

这涉及国家在面对反叛者的恐怖主义时通常赢得的道德高地。问题的焦点是某一特定的政策被反叛者所质疑，或是国家想维持某一特定的政治架构，而反叛者却想废除。但是，冲突同时被视为更加基本：由于反叛者已经诉诸恐怖主义，冲突也就与政治社会秩序的基本架构有关，并且的确与特定的道德价值和原则有关——这些基本架构和原则是恐怖主义者想挑战的，而国家却要维护的。恐怖主义向我们一些最基本的道德信念发起挑战，粗暴地对待一些极其重要的道德差异，这一点现在是确定无疑的。所以，首先可以出于道德忧虑（moral concern）而反对恐怖主义，而且的确应该这么做。

但是，这并非是在面对恐怖主义时赢得的道德高地的唯一条件。同样必要的另一个条件是道德名声（moral standing）。一个小偷不具有道德名声，他不会谴责偷盗和宣扬财产的不可侵犯性。一个杀人犯没有道德名声，他不会谴责谋杀和宣扬生命的神圣性。类似的，一个曾诉诸，或资助，或宽容恐怖主义的国家，或是一个支持其他国家诉诸，或资助，或宽容恐怖主义的国家——总之，一个曾本身涉及恐怖主义或在很大程度上与恐怖主义有关联的国家，缺乏对恐怖主义进行真正的（bona fide）道德批评所需要的道德名声。

这一点虽然很简单，却需要强调。因为它常常被人完全忽视，结果，我们一次又一次遭到国家代表关于恐怖主义的道德谴责，而国家在这一方面其实责任更大。伴随着当前美国及其盟国所发动的“反恐战争”的许多奇特的道德修辞即是一个明证。

另一点有关反恐怖主义的本质。反叛者诉诸恐怖主义手段，对国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它不仅质疑国家对暴力的垄断——任何暴力性的反对行为都表达了这种质疑——而且表明国家对其最重要的工作不再有能力处理，也不再能够为其公民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因为恐怖主义在实施时的无差别性，实际上对所有人是一种致命的威胁。保障公民的生命安全是头等重要的大事。

面临着这样一种对其存在理由（raison d'etre）的挑战，并面临着由于道德和法律的约束而导致的反恐怖主义的种种困难，国家很可能不得不诉诸恐怖主义手段来反对恐怖主义，正如以色列对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进行回应时就是这样做的。自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以色列对恐怖主义的主要回应手段是报复，以邻国的平民为攻击目标，迫使各邻国政府限制巴勒斯坦恐怖主义者在其国内的活动。以色列有时也承认其政策本身具有恐怖主义性质，让人印象最深的就是当时的总统（兼国防部长）拉宾（Yitzhak Rabin）对轰炸黎巴嫩南部的目的的解释，他说，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使该地变得让人无法居住”，从而迫使黎巴嫩政府遏制巴解组织在其国内的活动。为了对1967年所占领的巴勒斯坦领土进行统治，以及为了对付巴勒斯坦抵抗组织的恐怖主义活动，以色列也广泛使用国家恐怖主义手段。在本书撰写过程中，以色列仍然正在这样做。但是，我们应当抵制以恐怖主义来反对恐怖主义的企图。这种类型的反恐怖主义很可能表明在政治上已遭到令人沮丧的失败，正如以色列的案例所反映的情况。进而言之，从道德的角度看，这种做法是完全站不住脚的。以色列显然还有其他选择，实际上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由美国及其盟国发动的，当前正在进行的“反恐战争”又怎样呢？它引起了人们对一系列严肃的道德、政治和法律方面的问题的担忧，主要是有关国内公民的权利和战俘的待遇。
[16]

 但是又可以说，它的确还没有提供一个国家恐怖主义的例子。在阿富汗对塔利班（Taliban）和基地组织（Al-Qaeda）的目标进行攻击时，已经造成了平民的伤亡。但是这并非有意攻击无辜者的结果，虽然已预见到平民的伤亡，却不是对合法的军事靶的攻击时有意造成的副作用。这种伤亡——美军的行话叫做“间接伤害”（collateral damage）——在现代战争里是不可避免的。根据我本人以及其他有关“恐怖主义”的定义，导致这种伤亡的军事行动不能称为恐怖主义，也不足以构成对正义战争理论的有关原则的违背。在现代战争的条件下，如果该原则还排除了对平民的无意的伤害，该理论将摒弃一切战争。它不再称得上是正义战争理论，因为它的结果证明在实际问题上与和平主义没有什么区别。

美国及其盟国的确没有犯有国家恐怖主义之罪，因为根据定义恐怖主义是有意地攻击无辜者。但是，这事还没完。在“反恐战争”初期就担心战争所造成的“间接伤害”的规模，因为一开始战争只在空中进行，而且是从很高的高空进行的。到2002年1月为止，这些担忧似乎很有理由。《时代日报》的美国记者在题为“被遗忘的有关阿富汗死者的新闻”里写道：

新罕布什尔大学经济学教授哈罗德（Marc Herold）对没有新闻报道阿富汗战争里平民死亡一事而深感不安，于是他开始自己作记录……哈罗德教授说，从开始轰炸以来，每天平均有62位阿富汗平民死亡。死亡人员总数现已接近5000人，已远远超过“9•11”事件里美国死亡人员的总数（3000）……根据哈罗德教授的记录，美国利用空袭支援地面部队的战略，其目的在于减少美国士兵的伤亡。只有一位美国士兵死于敌方的炮火。
[17]



现在正义战争理论并没有禁止无限制地（simpliciter）伤害无辜者。在此事上它用了双重后果理论（the doctrine of double effect），既禁止有意地伤害无辜，又为蓄意攻击军事目标留有余地，因为这种攻击已经预见到伤害无辜的后果，虽说这种伤害不是有意的。但是，它并没有为无意地伤害任何数量的平民留有余地。无意地伤害平民的战争行动还必须满足该理论的另一个要求：对平民的伤害必须与军事目标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成比例，而且舍此之外就无法完成该军事目标。例如，为了杀死一小撮占据某一村庄的敌军士兵，不能在预见到杀死数十位无辜村民的情况下还炮轰这个村庄，虽说并非有意想杀死这些村民。

在各种主流的正义战争理论里，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沃尔泽在其极具影响的书《正义与非正义的战争 》里所阐述的正义理论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限定性条件。当进行一项可以预见伤害无辜百姓（虽非有意）的军事行动时，我们必须设法将伤害减至最低限度，为了这样做，我们必须得让我们自己的士兵冒着死伤的危险：

仅仅不是有意去杀死平民太容易了……在这种情形下我们所要寻求的是要拯救平民生命的肯定性的承诺。不仅仅是应用比例性规则，以及除非军事必要不得多杀平民的规则——这种规则也适用于士兵。不可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而杀人。平民拥有更多的权利（right）。如果拯救平民的生命意味着拿士兵的生命冒险，这种冒险也必须（must）要接受。
[18]



记住“权利（right）”和“必须（must）”这些用词：冒险去确保对无辜者的伤害减至最低程度不是多余之事，它是士兵的职责（duty）和平民的相关权利（right）。无辜者不能被杀害或被致残的权利是与正义战争理论相悖的，而且也与任何可行的有关战争的伦理学相悖。由于是士兵将平民置于死伤的危险之中，他们应该冒险把这种危险减至最低程度，这是唯一公平之举。
[19]



我们对恐怖主义的厌恶首先来自我们对人的生命和身体完整的珍视，尤其是因为我们对不可杀害或伤害无辜者的承诺。当恐怖主义者为了达到目的而有意屠杀无辜者或令他们致残时，就以最激烈的方式践踏了这种权利。但是，如果无辜者所受的伤害与所达到的军事目标完全不成比例，而士兵们在行动中自己又不愿冒一丁点危险，那么，无辜者之死或严重伤残不是作为一种手段，而是作为一种已预见到的副作用，这样，士兵们就以一种道德上不可接受的方式践踏了无辜者的权利。从伦理学的角度看，后一种情况不算是恐怖主义，不如前一种令人厌恶，但也相差不大。

如果承认了这一点，就意味着不能以恐怖主义手段来反对恐怖主义，也不能以一种表面上不算是恐怖主义，但根据同样的道德价值观和原则必须遭到谴责的策略来反对恐怖主义，我们正是根据这些道德价值观和原则而拒斥恐怖主义的。在这个方面，迄今为止的“反恐战争”的记录的确非常糟糕。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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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现代国家恐怖主义的演进：区域轰炸与核威慑






道格拉斯•拉基

不列颠与区域轰炸战役

1942年冬去春来之际，盟军在战争中的形势落入低谷。德国征服了大半个欧洲；意大利占据着非洲大片区域；日本控制了大半个中国、东南亚和南太平洋。中途岛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和阿拉曼战役即将打响。

在英格兰上空，英国喷气式战斗机已经取得了反击德国战斗机和轰炸机来袭的胜利，但保卫祖国的胜利并不等于进攻中的胜利，打击德军事力量的攻击行动总是遭到失败。特别是英国人对德国兵工厂的轰炸，损失巨大却收效甚微。英国轰炸机所轰炸的德国潜艇制造厂以及其他军事目标大都难以打击，被轰炸的目标却易于修复。而且英国人的轰炸机装备简陋，很容易被德国战斗机击落。
[1]

 此时苏联红军正承受着最为沉重的攻击，斯大林要求在欧洲开辟第二战线。但丘吉尔却无意成为加利波利第二，因为一些成本低廉的进攻手段已被找到。

在1942年2月，丘吉尔决定了新的进攻战略：英国人的轰炸机将在夜晚出动，依靠夜色掩护避开敌方战斗机。
[2]

 因为夜间可视度极低，飞机将对选定的“区域”而非特殊军事目标进行轰炸。而在那些选定区域内，却有平民居住。如果区域成为攻击目标，那么平民也就成了攻击对象。所以英国人的新战略是一个恐怖性战略，它的施行意在引起恐怖。朱里奥•杜黑早在1921年时就主张以“来自空中的恐怖”代替战壕间无尽的消耗战。
[3]

 英国的新战略使杜黑的恐怖思想变为现实。至战争结束，有约595000名德国平民死于盟军轰炸，他们都成了丘吉尔和轰炸机司令部的新头头亚瑟•哈瑞斯的恐怖轰炸策略的牺牲品。
[4]



约瑟夫•戈培尔不断通过德国无线电台谴责英国人的区域轰炸是恐怖主义式的轰炸，它践踏了国际战争法原则。英国人对此的反应是：区域轰炸是合法的军事行动，是在正义战争中击败敌人的必要措施。
[5]

 轰炸的目的，英国人辩解说，不是杀害平民，而是击败德国。戈培尔将英国人的轰炸称为“恐怖”轰炸的事实成为许多历史学家不愿为此种行动贴上恐怖标签的理由之一。既然戈培尔这样说，那就一定是错的。然而让我们先考虑以下几点：

（a） 没有发现在目标选择上能证明英国人作出过任何缩小平民伤亡努力的文件或备忘录。例如在高级备忘录中，轮到轰炸德累斯顿之前，许多德国城市都被看做是轰炸目标。
[6]

 （在轰炸机司令部中，目标作战指示下达后飞行员们总是低声讽刺道：“目标定点：大教堂。”
[7]

 ）城市的大小和易接近性似乎成了目标选择时决定性的因素，而不是地面上有没有军事设施。

（b） 当1943年美国第八航空队抵达英格兰时，一场争论在美国人与英国人之间爆发了，美国人赞成在白天进行精确轰炸，
[8]

 而英国人却坚持夜间轰炸的优势性。这也就是说，在1943年英国人明确拒绝把军事设施作为打击目标。同样，在1945年哈瑞斯凶恶地反对把轰炸战役的重心从德国城市移向诸如炼油厂之类的准军事目标上。
[9]



（c） 极少数情况下，当皇家空军对特殊目标而非对区域进行攻击时，他们宁选非军事目标也不选军事目标。例如，在1943年5月17日至18日间，尽管德国在莫奈、埃代尔和索尔培的水坝不能被看做是军事设施，但英国人仍对它们进行了轰炸。
[10]



（d） 在1943年7月24日至25日间，英国人的轰炸，其中使用了燃烧弹，引发了汉堡史无前例的大火灾，城市中心地带被彻底焚毁，好几万平民丧身火海。大火并不会区分什么军事目标和平民目标。之后英国人继续使用燃烧武器对付德国的城市，也许他们希望再引起一场这样的火灾。而且当英国人了解到汉堡被毁的惨状后，他们也无意于在轰炸中停止使用燃烧弹。
[11]



（e） 在战争最后的岁月里，遭受重创的纳粹德国战斗机部队都去回防柏林。对英国飞机来说（大部情况下）已无必要再在夜间出动，但不顾这一事实，英国人照旧夜间出动，并在1945年2月13日至14日晚上对已无防卫能力的德累斯顿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至少70000人被炸死。
[12]



（a）至（e）点只是英国人故意在二战中以德国平民为轰炸目标的证据中的一部分，由此把这场战役称为恐怖主义式的是合适的。达到这个结论并不需要对英国人的意图进行复杂的分析。他们的轰炸就像由他们所造成的大火一样不分青红皂白。一个普通士兵不能被当作恐怖主义者看待，因为由他所造成的牺牲中大部分是士兵，只有很少部分是平民。而在英国人的轰炸战役中，大部分被杀的人是平民，只有小部分被杀者才是德国士兵。

考虑一下下面的思想试验。设想国家A正在从事一场反对国家B的正义战争。B1代表999名B国的士兵和1名B国的平民。B2代表999名B国的平民和1名B国的士兵。A国有能力用炸弹除掉B1或B2。如果A轰炸了B1或B2，A都“杀害了平民”。如果A轰炸了B1或B2，A也都“杀死了敌国的士兵”。但是对B1轰炸是战争中合法的行动，而对B2轰炸则是恐怖主义行动。这种区分并不是在A的意图或目标中找到的，也不是在平民被杀或士兵被杀的事实中找到的，或在精心调整的对副作用表达的遗憾中找到的。这种区别在于军事与非军事损害间的比率。我将在下面求诸这一损害比率的测试。

尽管英国人的轰炸是恐怖轰炸，但历史却并没有给丘吉尔贴上恐怖主义者的标签。思考一下为什么历史学家会犯如此错误，的确是有些趣味的。

首先，政府首脑被历史学家们赋予了特殊的地位，丘吉尔支持区域轰炸乃是属于政府首脑的行动。但是如果丘吉尔作为国家首脑可以从道德审判中得到豁免的话，那么所有国家首脑都可以从道德审判中得到豁免，从而也就没有道德上谴责希特勒的必要了。

第二，区域轰炸的决策是在战争中作出的，然而最易于被标为恐怖事件的行为须发生在和平时期，如“9•11”袭击。战争使人心变硬，形成对“敌人”的仇视，导致道德上不恰当地注意到“是德国人先这么干的”，而且轻蔑地回应说：“战争中总有坏事发生。”但是甚至这种“有坏事发生”的反应里也暗示了以这种方式杀害平民是一件坏事，同时，坐在舒适的研究室里的历史学家却不应该有这种战时人们心硬如铁的成见。

第三，区域轰炸被看做是反对“纳粹德国”的行动，如果纳粹十足可恶，那么在多数人心中都会认为打击“纳粹德国”的任何形式，甚至是恐怖主义都是完全对的。它是那些主张以恐怖主义打击纳粹德国乃是一件道德上的好事的人们所承认的主要的一点，就是说，他们也认为那场轰炸战役是恐怖主义式的。

美国与对日轰炸战役

到达英格兰的美国第八航空大队决心做道德上正确的事。美国的B-17型轰炸机比英国兰开斯特型轰炸机装有更多的火炮，而且美国的轰炸员拥有诺盾轰炸瞄准器，从而使精确轰炸成为可能——至少在阳光明媚的日子是这样的。美国人为他们的原则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在1943年袭击斯魏因富特的滚珠轴承厂时，有10%的美国轰炸机被击落，在1943年和1944年袭击普拉霍瓦综合炼油厂时，美军甚至遭到更大的损失。

的确，1943年和1944年间的损失率如此之高，以至于必须寻找其他方法。于是在1943年还被美国人嗤之以鼻的区域轰炸模式，到了1945年却受到了他们热情的拥护。美国人仍旧在白天轰炸，但目标已变成了城市；皇家空军在晚上轰炸德累斯顿，美国人在第二天白天再炸上一遍，剧烈爆炸搅起砖瓦横飞。

从精确轰炸向区域轰炸的转变在欧洲是缓慢进行的。而在太平洋战役中，这种过渡瞬间就完成了。
[13]

 对日本本土的战役开始于1944年10月，第XXI轰炸机司令部在海伍德•韩塞尔统率下从塞班岛出动B-29轰炸机对日进行攻击。1944年的攻击是对诸如飞机机械厂之类目标进行精确轰炸，并取得了适度成功。但是到了1945年，美国地面部队在岛屿作战中损失惨重，在太平洋战场上的第21航空军司令哈普•阿诺德建议第XXI轰炸机司令部考虑采用皇家空军的模式并着手火攻日本城市。当韩塞尔反对转换目标的要求后（重复了1943年美国对英国政策的反对），他被柯蒂斯•李梅所代替，而李梅是一个敢肆无忌惮地攻击城市的人。更换指挥官对发动对日城市轰炸乃是必要之举的事实，显示出这种政策变化是精心选择的，而非目标不知不觉间变化的结果。

皇家空军在德累斯顿造成的毁坏程度被1945年5月9日至10日对东京的袭击所超越，美国人投下的燃烧弹引起的大火至少使80000人丧命，250000所建筑物被毁。
[14]

 其他的火攻尾随其后，并在1945年8月6日和9日对广岛和长崎的攻击中达到顶峰。

在对攻击广岛引发的广泛谴责的答复中，值得注意的是说“对东京的攻击甚至死了更多的人”。这种言论忽视了两次攻击都是非道德之可能性。但是在本文中我并不深入全面地去讨论这些攻击的道德性质。这里我所关注的只是：是否这种对城市的攻击属于恐怖主义式的攻击。

在广岛轰炸后，杜鲁门总统在致国民的电报中提到：要“毁坏日本制造战争的能力”
[15]

 。这种评论把对城市的攻击描绘成对日本发动战争能力的打击。但是如果“制造战争的能力”意味着对其他国家发动进攻的能力，那么在对这些城市攻击之前，日本的力量已被美国军队所打垮。如果“制造战争的能力”意味着有能力进行武装反抗，那么这种力量并不在于对日本城市的袭击。假设日本所有的城市在1945年2月时就都已被火攻抹掉，可在琉磺岛和冲绳岛的战壕中，事实上日本军队在轰炸前后仍保持着1945年2月和4月时的那种狂暴的抵抗力。甚至在本土，日本武装抵抗力量仍具有攻击性：神风飞行队计划在8月14日攻击驶入东京港举行受降仪式的美国舰艇密苏里号。飞行队所以会缴械，并不是由于美国人的轰炸，而是鉴于天皇的兄弟私人请求的缘故。

按损害比率的标准，1945年的火攻算是一场恐怖性的攻击。绝大多数被害者都是平民；绝大多数被毁建筑也都是非军事建筑。这种袭击的意图在于：通过使平民大众遭受死亡和痛苦来引致投降，大约50万日本平民死于这种袭击。在9个月的轰炸中美国人杀死的平民几乎与英国人在三年半的轰炸中杀死的平民一样多。如果说美国人1943年对英国人的轰炸政策的批评是令人信服的，那么这些批评也适用于1945年他们自己对日本的攻击活动。

美国的核战争计划

在朝鲜战争、越南战争和海湾战争以及1999年反对塞尔维亚的行动中，美国都使用了恐怖性轰炸。不过先将这些后来的事件悬搁起来，这里我希望调查一个由于使用核武器而引申出的分支性问题。在广岛之后的岁月里，大量的兴趣存在于将小型核武器整合到美国战斗力量的装备中去。按损害比率的论据，这种小型核武器能够以非恐怖性方式应用。这意味着要部署，或至少是储藏数以千计用于战争的战术性核武器，而广岛之后对核武器的主要使用却在于通过战略（即非常大型的）核武器达到“威慑”目的。核威慑的根本思想很简单：A国的领导者L被引导着相信，如果他做了错误的行动B，那么美国的轰炸机或导弹将把核武器投向A国。因为惧怕这一点，L不会做B。注意这里不是指对核武器使用的可能性，而是指实际使用，即使核武器并不爆炸。

核攻击是严重的事件，美国人计划将核威慑的考虑限制在严重错误的行动上面。我相信使用战略性核武器进行反攻的成熟方案是为了应付（a）苏联对西欧的进攻，（b）北朝鲜进攻南韩，（c）苏联对美国本土的攻击。在这几项中，我认为（a）至（c）都因不合情理而可以不再考虑。在朝鲜战争中，美国虽然考虑过，但还是放弃了用核武器来对付中国的介入。美国的担忧在于如果美国使用核武器来攻击某一外国政权，那么外国政权间的核联盟就有可能对美国进行核报复。正如亨利•基辛格所评论的，国家不能因为保护其他一些人而走向自我毁灭。

核威慑的要点在于（d），甚至在这里逻辑也模糊不清。威慑总是有条件的：如果B发生了，那么核攻击将随后落在A头上。可是B在细节上却存在着问题，从而在如何打击A的细节上也有问题。比方说，设想苏联地面部队入侵阿拉斯加，美国是否会作出以核武器攻击苏联的反应？如果这样，就会引发苏联对纽约的核反击，而这又是绝不可以宽恕的。但是有一件事看来是清晰可信的：如果苏联的核武器攻击到美国的本土，那美国的反应将是对苏联进行核攻击。

在20世纪50年代针对苏联攻击美国的核反应设计工作主要分派给战略空军指挥部（SAC）。它成立于1946年，在1947至1958年间由李梅将军所领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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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20世纪40和50年代里，由SAC制订出的攻击苏联的计划依然沿着广岛和长崎的路子以毁灭城市为攻击目的。可以想见这位策划了对日城市攻击的将军，其思维模式延续着《启示录》里的构想。

到了20世纪60年代，当威慑的选项扩大到引入潜艇发射导弹时，国防部决定将美国的核力量合为一个联合协同多功能反应体系。首先这种联合统一作战计划（SIOP）在1962年得以引入。当出现错误行动的B事件时，须考查是否值得进行核反应，1962年的SIOP要求对苏联和中国进行大规模的核报复，其结果可能会导致至少4亿人丧命。

根据损害比率的论点，在SIOP中这种攻击呈现为恐怖主义式的攻击。但是我们想要做的是对策划SIOP的行为进行评价，而不是对它的执行情况进行评价。在当代道德理论中，可以通过意图、结果和由行动所表达出的特点的状态来评价行动。一个人可能争辩说在SIOP后面有着值得称赞的意图，即阻止对美国的核攻击；而SIOP值得称赞的结果是甚至在古巴导弹危机的压力下没有发生这样的攻击，而由SIOP的行动所表达出的值得称赞的特点状态乃是它坚定、毅然地承诺去执行任何能保护美国的必要之事。

我已在其他地方对这种争辩进行了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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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篇文章要分析的问题在于：是否在SIOP下的核威慑里以及它的继承者中显示出了美国的恐怖主义罪行。我们并不考查核攻击本身，而是要考查在某种条件下要进行核攻击的威胁本身。但是我相信，如果一个人没受其他影响，那么威胁要做X的特性是可以在X的特性中找到的。做X的道德特性附着于要这样做的真诚威胁之上。因此如果发动核攻击是恐怖主义，考虑到威胁并不是虚张声势，那么威胁要发动核攻击也一样属于恐怖主义。

是否美国人在第一个SIOP里只是虚张声势？SIOP中确实没有创立一种自动反应机制，这是最明显的非虚张声势的实情。总统和他的助手，总是处在手拿电钮的关键地位上。甚至美国真遭到了核攻击，如果总统选择不进行核反攻，那么很可能在SIOP下的核反击就不能进行。（在这种情况下，可能存在着提前反应的妙着，即把宪法推在一边，但这种背叛行为并不属于SIOP的一部分。）因为若SIOP只是虚张声势的话，那么在总统的任期内，他就不得不形成一套不发动核反击的固定意向。可是我没有在任何证明材料上，任何新近出版的回忆录中发现当面对着苏联对美国的进攻时，艾森豪威尔或肯尼迪有不发动核攻击的固定和一贯的意向。缺乏这种固定的意向，核攻击的威胁就不是虚张声势。

第一代SIOP并不完善，许多方面效率低下。当麦克纳马拉在1961年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后，他着手提高所有前线效率的工作，这也包括了SIOP。丹尼尔•埃尔斯伯格从兰德公司被抽调来设计一套新的SIOP，这套体系在1963年开始运行。新的SIOP与其前代之间存在着深刻的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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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代SIOP要求对越过“值得核回击”门槛儿的任何敌对攻击进行相同单一的大规模报复。而新的SIOP在“灵活性反应”的口令下则需要对不同的挑衅作出不同的反应。如果苏联只是攻击阿拉斯加，其反应就是对苏联绝大部分地区并不进行攻击，同时美国的主要核力量也只处在待命状态。如果以苏联攻击纽约的情形来作出反应，那么SIOP将要求更大规模，但仍小于总体规模的反击。任何苏联的攻击都会引致更大规模的美国的反击，梯子递次升级后的缺口都被填补了。苏联，这位象棋大师，应当意识到残局时美国会占上风，所以这种游戏本身最好永远不要开始。

“灵活性反应”仍然属于恐怖主义吗？一些有计划的反击，这包括例如在海面上进行的有限性核战争，或对西伯利亚孤立的雷达站进行攻击，根据损害比率的理由来说就不该算作是恐怖主义式的攻击。但是其他的攻击，这些计划中的大多数，将会导致大量平民伤亡。根据损害比率的理由，这些“灵活性反应”仍属于恐怖性攻击。

进而，新的灵活性SIOP仍要求对城市进行攻击，它把攻击城市作为威胁逻辑中构成整体战略所必需的部分。如果梯子升级后的每一段缺口都要被补上，那么最高一层将不得不由最大规模的攻击构成。真正的威胁逻辑要求这样做。如果对手意识到可以提高赌注直到美国退出，那么将执行能力限定于小型攻击活动将最终使威慑失效。再进一步讲，除了海面上的核攻击，梯子升级中的每一步按损害比率的理由都能被归入恐怖主义的行动中。

自从1963年后，SIOP已被修订过若干次。尽管如此，后继的SIOP体系仍然处于1963年SIOP的概念统摄之下，即：“灵活性反应”，“填补梯子升级出现的缺口”诸如此类的东西。对于加入了限制核战争的新方案的SIOP，有评论说，它们被设计得不伤害平民生命，因为在灵活反应中死伤的平民远比在大规模报复中死伤的平民要少得多。但是这种以灵活反应代替大规模报复的辩解却产生于威慑的合理性之中，而不是产生自任何把军事目标看得高于平民目标的原则之中。有可靠的证据表明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军法署署长办公室对目前的SIOP进行了法律复审，评估列在SIOP上的目标是否与国际法相容，特别是否与由非武装人员豁免原则引申出来的法律和惯例相容。这是第一次进行之前从无进行过的复审，从而确定地证明早期的SIOP在设计中并没有这种考虑。是否目前的SIOP反映了军法署复审的确定意见，这是一个由今后的历史学家去揭示的问题。

结论

从丘吉尔决定发动区域轰炸开始，到轰炸德累斯顿、东京、广岛和长崎，再到柯蒂斯•李梅和为了对俄罗斯进行空中核打击的SAC计划，以至最后美国为了打核战争的SIOP体系，它们之间存在着一条联系不断的线路。所有这些轰炸和轰炸计划表明：在某种环境中，把毁灭雨点般洒向城市是可以接受的。那种士兵应当和士兵战斗，军事装备应当用来打击军事装备的旧式理念被抛在了一边。

我相信英国人的区域轰炸政策为战争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一种国家恐怖主义，现在正按部就班地添加进供强力国家进行政策选择的戏目里去。我并不赞成沃尔泽和其他一些人的看法，他们把区域轰炸仅仅看做是旧式围城战的一种新版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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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罗马人围攻迦太基时，当十字军围攻耶路撒冷时，城外的士兵向城里投射箭矛，城里的士兵也向城外投射箭矛。这种围攻经常就像中间隔着一道墙的战役。但是当英国人轰炸德累斯顿时，当“易诺拉益”轰炸广岛时，中间并不存在着一道墙，而只是飞机在上边，城市在下边。如果恐怖主义者乃是宁愿屠杀平民而不愿攻击士兵的人，那么大多数古代的围攻就不属于恐怖主义，而大多数当代的“轰炸战役”却是恐怖主义的。

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空军，并养成了把士兵的生命看得比非美籍平民的生命更重的偏见，美国政府已经习惯了从空中进行毁灭性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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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怀疑美国人在1945年至2001年间是否真支持美国的轰炸战役，因为他们自己从来也没有成为过轰炸的目标，也没有关于那些人的结局的一类知识。2001年9月11日，当时我正在1公里之外的地方，他们才经历到来自空中的恐怖攻击。美国人正确地把这些“9•11”中驾着飞机的恐怖主义者认定为罪恶的化身。可是他们还没意识到的是：他们自己自1945年1月以来的政策与这些恐怖行动是处在同一等级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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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案例




11.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德国城市的恐怖轰炸



斯蒂芬•加雷特

战役

1943年7月的最后一周，英国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麾下的700多架飞机对汉堡进行了攻击。燃烧弹和爆破弹混杂着投向城市中心，汉堡城中人口最为密集的地区有近74%的部分遭到毁坏，大概有50000人在这场攻击中丧命，约100万难民流离失所，涌向较为安全的市郊地带。
[1]

 袭击所产生的风暴性大火也许是汉堡城中最引人注目的现象，它制造出每小时150英里的飓风，吞噬着人、树，甚至把整个建筑物都卷入火舌之中。汉堡的警察总长这样概括了这座城市的命运：

恐怖展示在风暴性大火狂怒的号叫声中，轰鸣的炸弹不时荡起仿佛从地狱中传来的噪声，其中还夹杂着殉难的人们濒死的哭喊，攻击过后四周是一片巨大的死寂。语言已经无法描述这恐怖的模样，它十日十夜来一直摇撼着人们，在这个城市和她的居民的脸上刻下永远也抹不掉的伤痕。
[2]



汉堡的浩劫从此以后被德国人简单归咎为一种“人道主义灾难”（Katastrophe）。

汉堡的结局仅仅是皇家空军对德进行区域性轰炸攻击的第一章。作为一种空战方式，“区域性轰炸”并不瞄准特殊的军事或工业目标，而是直接对准德国的城市本身。发放到英国空勤人员手中的目标说明中，的确特别标明了作为“主要目标点”的这些城市中心区。在整个战争进程中，皇家空军约出动了39万架次的飞机去攻击德国，而区域性轰炸就占总攻击的70%，有100万吨左右的炸弹投向敌国。到1944年底，有超过10万居民居住的所有德国城市中心区的80%都被摧毁或受到严重破坏。这种毁灭行动一直持续到1945年春，有将近40%的英国轰炸员攻击过城市目标。
[3]

 据估计有50万德国平民在区域性攻击中丧命，大约另有100万人受重伤，有300万间房屋被毁。

二战中英国对德进行的区域性攻击轰炸是否能被看做“恐怖主义”，从而可以包含在本卷中并对之进行分析？有许多人反驳这一观点，特别是考虑到纳粹威胁的性质时。我们一般把恐怖主义行动看做是直接针对无辜者，而纳粹政权确定无疑不能用“无辜”来形容。一些人甚至把这种观点扩展到支持纳粹政权的更宽泛的德国社会上去。事实上战争期间英国就存在着明确表达出这种断言的声音。

罗伯特•樊西达爵士是持此观点的重要人士，作为一名外交老手以及英国政府资深的外交顾问，他使人把整个德意志的历史联想成一只欧洲的“伯老鸟”，是文明人所遇到的麻烦和苦难的不变原因。妒忌、自怜和残酷被看做是德国人的基本特性。尽管如此，樊西达也不得不承认存在一些好德国人，但他还是宣称在很大程度上希特勒给了“绝大多数德国人迄今为止他们确实喜欢的和想要的东西”
[4]

 。一些英国的报刊在此时期也宣扬着同一论调，其中一个典型标题是：“所有德国人都是有罪的！可为什么我们对他们进行打击之后，就会出现对所有这些德国人应客气一些的废话！”
[5]

 从这种观点看，任何有利于摧毁纳粹的方法都是正义的，更为明显的是，轰炸机司令部也几乎从未被指责为是在从事于“恐怖的事业”（如攻击无辜者），因为所有德国人都应为希特勒的侵略计划负有责任。

在衡量区域轰炸是否可以等同于恐怖主义时，我们还有各种各样当时支持区域轰炸的人所提供的理由，他们认为在战争时期使用区域轰炸是有合法的（因此也可以是“值得尊重的”）基本军事原理支持的。这些论点之一就认为区域轰炸有助于将德国的资源从东线和中东地区调开，以阻断供帝国的防空之需。进而言之，因为德国的工业自然地集中于德国主要城市及其周边，甚至对这些地区进行所谓无差别的攻击，也一定会损毁或破坏与战争密切相关的工厂。此类攻击也将导致对整个德国国民生活结构的破坏，这又转而会造成战争生产活动上的混乱和德国大后方支持帝国军事机器能力的下降。亚瑟•哈瑞斯爵士，皇家空军司令部的头儿，就是这些观点特别热心的支持者，他甚至走得更远以至于建议说，如果英国政府对轰炸机的攻击给予完全支持，仅靠空军力量就可以彻底打败德国。
[6]



抛开上面描述中各种为了抹除英国区域轰炸性攻击存在恐怖主义污点的努力，对那次攻击回顾性的考查仍会坚定地主张这是一种恐怖主义的变种，或更为准确地说，它乃是国家恐怖主义。我们习惯于把恐怖主义看做是非国家的党派反对公认政权时所采取的行动，但似乎没有理由能阻挡对这一概念进行扩展，使它包含某些甚至在古典的国家间对抗中被采用的手段。任何关于恐怖主义可行的定义其根本在于它在目标上的不加区分性。迈克尔•沃尔泽谈到过“瞄准”这一概念，并用他一贯雄辩的口吻指出：

在瞄准与不瞄准间——或更准确一点说，瞄准特殊人群，因为事情为他们所做或正在做，与不加区别地瞄准整个人群，只因为他们的身份——存在着道德上的差异。第一种瞄准适用于直接反对政权和其政策的有限性斗争。第二种超出了所有的限制；它无限度地威胁着所有的人，这些个体成员（大部分是无辜的）的生命每时每刻都被系统地暴露在残暴的死亡面前。
[7]



英国区域轰炸战役的核心在于：它并没有在那些能够合情合理地被归为是纳粹军事威胁的目标——武器制造中心，诸如飞机场、海军基地以及命令和控制中心——与那些和纳粹战争机器没有直接联系并有一定距离的更广泛的社会之间进行区分。二战期间在英国空军的这种信条之下，“瞄准”的概念被扩展到德国任何一个角落或部分——平民、军队或身份不确定的——都成为“合法”打击的目标。就德国人而言，“集体性犯罪”的断言使得这种区分的缺失变得正当（也就是说，在德国确实没有无辜者），可这种断言却根本经不起考查。也许大多数德国人是支持纳粹政权的，但同时也有很多人并不如此。那种仅仅因为身体所处的位置，就把所有德国人都当作轰炸消灭的潜在目标，至少是对基本道德原则的一种异乎寻常的解释，而这种道德原则迄今为止都统摄着（或被认为是统摄着）军事活动。

英国区域轰炸性攻击活动侵犯了“瞄准”之基本观念的证据并不难找，这特别反映在当时为了毁灭德国城市而建立的“理性”意图的那些推测性努力之中。英国轰炸理论家的领袖是彻韦尔勋爵（F•A•林德曼），他也是丘吉尔首相的首席科学顾问。在1942年5月30日丘吉尔的著名备忘录中，彻韦尔集中强调了英国区域轰炸战役在于打击德国人的士气。基于对之前德国轰炸英国城市的分析，他认为“把一个人的房屋毁掉是对士气绝大的打击，人们对此的关心程度似乎甚于他们对朋友乃至亲属被杀的关心程度”。他依此进一步断言：应当用充足的资源，集中攻击德国人口密集的58座城市，轰炸机司令部就可以在1943年之前让三分之一的德国人无家可归。“毫无疑问，这将击垮人们的精神”。这种击碎德国人民的士气以及他们维系战争的意志和能力的观念从此之后被奉为至理，并成为制定英国轰炸政策的指导性前提。在轰炸机司令部的官方历史中记录着：“因为他所处的位置和他所提交这份备忘录的时机，彻韦尔勋爵的介入具有极重要的作用。在危急时刻，他促使人们接受了战略轰炸的观念。”
[8]



击碎德国人“士气”的概念内在地拒绝了区分原则，因此德国人民本身成为英国轰炸的主要目标。当这种想法启动后，尽管它本质上只是一种幻想（详见后），却留下了最为主要的证据以证明：那场能被真正称作战役的行动乃是以恐吓所有居民使之屈服为基础的。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还有更为具体的证据，它就出自于丘吉尔本人。首相几乎整个战争期间都小心翼翼地否认不列颠想通过以德国城市为打击目标这样简单的恐吓手段来使德国人屈服。他不断地把轰炸机司令部的成果称作是仅对准德国战争机器的主要支柱得来的。尽管如此，在也许是战争中最为著名的（臭名昭著的）英国人的轰炸攻击后，他在自己的私人备忘录中直言不讳地谈到了对空军参谋部的看法。

相关的事件是1945年2月13日对德累斯顿的攻击。对这次事件中伤亡数字的评估差异巨大，最小的猜测说大约只有35000人伤亡，而最夸张的说法认为有超过200000人伤亡。德国当局为了防止疾病蔓延，封锁了城市中心地带，建起25英尺长的铁笼，里面装着数以千计的死难者被集体火化。
[9]

 英国官方历史把对德累斯顿的袭击描述为：“‘区域性攻击’轰炸原则经过长久、艰巨和严酷的发展后达到的登峰造极的成就。”
[10]

 在这一点上丘吉尔明确地认为轰炸机司令部“登峰造极的成就”自然是不言而喻的，同时在给空军参谋部参谋长的信中他写了下面的一段话：


尽管有其他的托词
 ，但对我来说这一刻已经到来，仅仅是为了增加恐怖而对德国城市进行轰炸，这个问题应当得到重新审视。德累斯顿的毁灭使盟军的轰炸行为受到严肃的质疑……外交部长告知了我这个问题，我感到有必要将打击更为精确地集中在军事目标上，如直接作战区域后面的油库和通讯设施，而不是再仅仅进行恐怖、放肆的毁灭活动，尽管它能给人产生深刻的印象。
 
[11]



可变的尺度

在将二战时英国对德攻击性轰炸作为国家类型的恐怖主义进行伦理上的批判时，不得不面对这样一个事实：在上述情况中推出的“恐怖主义”很难比得上我们对恐怖主义一般的印象，即：个体或群体（或民族）为了不甚明了甚至是非理性的缘由，作出故意破坏之举。如我们已经注意到的，大不列颠当时无疑是为了显而易见的正义而战的，它的重要性十分清晰：要粉碎那些挑战人类基础性价值的行径。考虑到这种环境，对区域轰炸性攻击的道德性进行辩护的人在当时以及后来——都不断地提出一种“可变的尺度”的理论。

归结到这种思想的核心处，它主张：越是有正义的理由，对某种服务于这一理由的传统规范（特别是对无辜者权利的尊重）的忽视或暂时悬置的回旋余地就越大。著名的理论家约翰•罗尔斯就以略为间接的方式提出过这点：“甚至在正义战争中，一些暴力形式也是被严格禁止的；同时当国家的权利处于不确定和可疑的时候，对它所能使用的手段的限制就更为严格。在合法的自卫性战争中所允许行动（使用它们乃是必要的）应当在十分可疑的环境中被断然排除在外。”
[12]

 这似乎表明战争期间德国对英国城市，如伦敦、考文垂的空袭，因为有违道德原则而轻易受到否定，相反，英国对德区域轰炸的结果却得到了大量的辩护，因为它服务于一个令人信服的正义理由。作为英国官方史中关于区域轰炸性攻击活动一节的作者之一，诺贝尔•弗兰克兰德就明确坚持这种观点。在谈论区域攻击的道德性时，他认为对此决定的思考应在于“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原因和敌人的性质，因此手段的采用必须能与最终要达到的目标相称”
[13]

 。

几乎没有一场战争会像二战那样为可变尺度假说的拥护者们提供那么多的安慰和支持。然而对这类思想仍可提出两种批判性意见。完全采纳可变尺度将逻辑性地消除任何为了击败纳粹而最野蛮地运用军事暴力的内疚之感。甚至二战中盟国空军最热情的支持者（据记载）也做不到如此不加掩饰地支持毁灭性攻击，而且对可变尺度的辩护忽视了反对纳粹的战争最终是要捍卫某种基本的价值，其中要求对个体生命给予公平的尊重。从最终意义上说，这是这场战争的政治目的（克劳塞维茨意义上的），也就是说，捍卫健全的生活方式。一位主要研究区域攻击的非官方历史学家看到许多人（其中他可能把自己也算在内）“感到通过从事系统的城市攻击……盟军牺牲了他们自己的道德原则中的某些东西，特别是在对待战俘和平民方面，他们实质上加剧了在二战中发生的可怕的道德崩溃”
[14]

 。对这一论点，可变的尺度理论看来很难提出什么反驳。

“最高紧急状态”与军事必要性

在过去和现在支持区域攻击的人们当中都能找到持可变尺度理论的人，但是也许因为一些显而易见的理由，主张这种论点的人给人们留下的印象主要是：在将这些论点作更大扩展时都显得十分不快；另一方面，对德区域轰炸的支持者在讨论其他两种关于英国空军战略合法性的道德主张时，却都无话可辩。

在这些主张中，其中一个抛出了“最高紧急状态”的概念。其论点为：在那样一种环境下，为了生存下去，对于被沃尔泽称为“战争公约”的东西，甚至人道和文明的国家都可以被迫（暂时地）将其弃置不顾——而且它们也（暂时）有权这样做。如沃尔泽所定义的，战争公约由“一套人为的概念，惯例，专业规范，法律规则，宗教和哲学原则，以及对军事行动作出裁断的相互协约”所组成。
[15]

 这里一个重要假设在于国家须根据正义战争的信条进行战斗，也就是说，国家是为了正义的缘由去战斗的。那么又如何定义“最高紧急状态”呢？两个要素看来是必要的：必须存在清晰、迫近的被敌人击败的危险，同时这种失败后的结果必须表现为是灾难性的。用实际一些的话说就是：这意味着输了战争将威胁到民族存在的真正核心因素，将使其社会以及其中的价值观念屈从于另一套与之不相容的规则，甚至可能使其作为独立国家的存在状态处于危机之中。必须注意的是：当“最高紧急状态”出现时，所有这些因素都应当按顺序出现，如果失败的威胁迫在眉睫，但失败后的损失却是有限的，或失败后潜在的结局是可怕的，但失败的危险并不紧迫，那么就不存在“最高紧急状态”。尽管如此，当这种危险真的存在时，就如马基雅维里所主张的那样：“当我们国家的整体安全……处于危机之中时，就不必再去考虑正义还是不正义，仁慈还是残忍，值得赞扬还是值得谴责之类的问题了。”
[16]



从“最高紧急状态”的观念我们必然会推出“军事必要性”的概念。这个术语广泛地出现于和军事行动与伦理学相关的讨论中，以及各种阐述战争法的协定里。这里的难点在于说明军事必要性的范围和意义，和军事必要性如何才可以或不可以支持某种特殊的手段，而这种手段在缺乏军事必要性存在的情况下是不允许使用的。作为一般事实，当某种行动拥有了与寻求胜利间合法的联系，并且若它不出现则会严重破坏那种努力时，就被认为是属于军事必要性的行动。即使如此，仍然有一些军事行动，不论它们对胜利是否很有好处，也会被拒之门外，比如说大规模屠杀俘虏。针对目前的目标，我想将军事必要性的概念与“最高紧急状态”密切联系起来，并在1942年2月14日英国决定对德国城市展开无区分性轰炸战役的背景下考察这两种思想。

根据空军参谋部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爵士下达给轰炸机司令部的第22号命令，现在空袭“将以打击敌国平民大众的士气为核心，特别是产业工人的士气”。为了免除轰炸机司令总部对当前意图可能存在的疑问，波特尔在第二天又继续通信告知：“参考新的轰炸指令：我想这一点是清晰的，即瞄准点将是建筑物多的区域，而不是诸如造船厂或飞机制造厂……之类的目标，如果这点还没被充分领会，则必须予以澄清。”
[17]

 亚瑟•哈瑞斯爵士，他在2月23日被任命为轰炸机司令部的头儿时，表示说对这一点他至少没有理解错误。

我们可以将这种决定中隐含的，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明确的，基本原理概括如下：英国在与德国的战争中的确面临着“最高紧急状态”，考虑到当时英国没有其他有效方法来坚持反纳粹的战争，因此命令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对德国城市进行攻击就具有军事必要性。不能坚持这一点，使“最高紧急状态”得以现实实行并延续。因此，这种对于战争公约特别的违反行为——不加区别地杀害德国的武装和非武装人员——在道德上就得到了辩护。

为了评估这一论点，我们须对两个同等重要的因素进行仔细考察——是否大不列颠在1942年2月时面临着“最高紧急状态”，以及在英国没有其他选择或至少没有保证能有效损坏纳粹制造战争能力的方法时，区域轰炸是否军事上所必需的？

第一点，在1942年2月无疑是英国至少面临着“最高紧急状态”的一个因素。如果纳粹击败了大不列颠，特别是如果纳粹占领了英伦三岛，那么野蛮的长夜将降临在那里，而这个岛国在过去几百年中建立起来的所有基本原则也将会陷入危机。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希特勒计划改造英国社会和其制度，以使它与欧洲新秩序一致。这将以系统地消灭大不列颠所有领导性因素为起始（就像早先发生在波兰的情况一样）。除此之外，还有计划要将英国的工人大量放逐到德国的工厂和农庄中去工作。军政府为英国设计的建议性计划中的一项规定是：所有“17岁至45岁体格健全的男性居民将……在最短的时间内被扣留并押解到欧洲大陆”。除了满足仅够维持居民勉强生存的要求外，对食物和生活必需品的需要将受到近乎严酷的控制。最后，更不必说英国犹太人了，他们将面临他们欧洲大陆的教友所遭受到的同样的命运。
[18]



但是德国对英国的胜利到底是不是马上就会发生，或更精确地说，是不是会发生在区域轰炸开始的1942年2月之时？支持这一论点的大量事实表明：如果“最高紧急状态”曾经出现在大不列颠——在某种意义上接近被德国击败的境地——那它也是在1940年的夏季达到顶点后就迅速跌入了谷底。尽管英国努力从敦刻尔克的海滩上解救回了300000人，但事实上他们所有的装备都落在了那里，据估计当时英国只有两个整编师可以用来抵抗德国的攻击。在这种形势下，丘吉尔与他的顾问已开始考虑将政府迁至加拿大的计划了。在短暂的停滞后，希特勒命令开始准备侵入不列颠，代号为“海狮”的行动迅速展开。然而希特勒的进攻却有一个先决条件，即威胁德国入侵力量的皇家空军实力已被耗尽。

考察这最后一点，可以说到了1940年的9月15日英国面临的危机就已告结束。在不列颠战役的白热化时期，纳粹德国空军发动了摧毁英国空军的战役，在英国战斗机司令部以较少的损失对德空军攻击力量进行了猛烈的打击后，希特勒命令纳粹德国空军在夜晚集中轰炸英国城市，而不再在白天攻击皇家空军的设施。9月15日后不久，他进一步命令所有的侵入准备暂缓执行。此时，希特勒的心思已经转而集中到进攻苏联的战役上去了。

在评估1942年英国所面临的局势后，可以认为因为任何入侵的实际威胁都已消失，所以“最高紧急状态”的幽灵也随之离去。尽管如此，可能这里还有可争论之处，批评者可能会注意到虽然英国已脱离了实际军事入侵的危险点，它在与德国统治的欧洲大陆的对峙中还能坚持多久仍是一个问题。它的孤立处境不是很有可能最终会导致它抵抗纳粹压迫的能力被侵蚀破坏吗？对于这种反驳，我们可以参考一下整个战争中可能是最重要的一周——1941年12月伊始的那一周中发生的事件。12月5日，苏联在莫斯科展开规模巨大的全面反攻，这场战役逐退了兵临城下的德国国防军，使德国陆军第一次遭受沉重失败。这次攻击的胜利打碎了希特勒在1941年底就迅速征服苏联的美梦。两天后，12月7日，日本偷袭了美国的珍珠港，此举将美国拖入了战争，而美国不仅开始攻击东京，三天后也宣布对德开战。因而，在1942年的幕布刚刚拉开之时，显然苏联已经得救，力量雄厚的美国也加入进来，整个战略局势戏剧般地发生了逆转。在这种局势下，隐约呈现出的“最高紧急状态”迟早只会落到德国的头上。丘吉尔本人对这种全面变化的形势高兴地评价道：

如此看来，我们最终将胜利！……经受了可怕的考验，我们将赢得战争，英格兰将继续存在；不列颠将继续存在；英联邦和帝国将继续存在……再一次在我们岛国长久的历史中，虽然我们经历了伤害和毁坏，但却最终得到安全与胜利。我们没有被消灭，历史没有终结……希特勒的命运已经注定，（而且）其结局无可怀疑。
[19]



如果任何“最高紧急状态”的痕迹在1942年2月都已消逝，那么这一观念就不足以用来证明发起区域轰炸攻击是正当的，这一军事战略明显违反了战争公约中重要的一个主题：区分武装人员与非武装人员。然而还存在着对区域轰炸攻击在道德上进行支持的第二种辩解，即军事必要性。也许不列颠真的摆脱了被纳粹征服的危险，但是仍存在着在现实中彻底摧毁纳粹的挑战，唯此才能使这种威胁不会再出现。在这种意义上讲，问题完全浮出了水面：在当时若英国指望能给德国的战争努力以严重的打击，轰炸德国城市是否是唯一可实现的军事选择？或者对英国政府来说，在使用空军（就此而言，或其他军事资源）抗击德国的时候，手头有无其他可选择的方案？简言之，从军事必要性这一术语的真正含义上说，区域攻击是否合法？

这里似乎确实存在着大量的证据证明，1942年2月之后不列颠对德攻击达到战略轰炸的程度，原因在于除了集中攻击一般城市外，在可预见的未来几乎没有其他可选方案。轰炸机司令部很早就进行了一系列白天空袭德国的尝试，但损失之大使人对此望而却步。于是夜间空袭成了可选的方案，但这又面临着一个难以克服的困难，即夜袭缺乏准确性。夜幕掩护有助于提高英国轰炸机的存活率，可各种研究表明对于所谓的“精确性”目标，如军事设施、军工厂之类的目标，成功打击的可能性很小。考虑到轰炸机司令部在执行这种行动时遇到的技术限制，那么大片城区从其自身特点来看，就成了空军唯一可能的瞄准点。英国轰炸调查组在战后对这些论点总结为：“轰炸机司令部在夜袭中实际所达到的航行和轰炸的准确度使人怀疑：除城镇之外的目标体系在1944年开始之前能否得以有效轰炸？”
[20]



如果这是事实，显然对此的道德辩论就会受到严重影响。因而，诺贝尔•弗兰克兰德作出了并非不合情理的断言：那种基于道德而对1942年至1944年初期间的区域攻击进行的批判，只是提出了与当时决策者所面临的战斗环境非常不相关的伦理质疑。

在轰炸事件上，关键性批判甚至在作战中没有事实根据，却似乎可以经常地被道德义愤所增强，而道德义愤总好像和关于战略轰炸的观点结构比和关键性的赞成与反对理由的关系更为密切。这并不一定会引起反对，但这却会服务于一种道德论证，它使轰炸机司令部在回顾中被加上了一层在作战实际中无法做到的功能。
[21]



这种论点显得十分完善，可问题当然比这要更复杂。也许英国在战争中唯一能选的战略轰炸的类型就是区域轰炸，但战略轰炸本身是否就有军事必要性？举例来说，弗兰克兰德对自己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就显得有些疑惑：“可替代区域轰炸的既不是战略轰炸也不是白天进行轰炸。在当时的环境下，放弃战略轰炸的想法几乎是不可行的建议。”
[22]



这似乎是相当坚实的论证。为什么说（至少是暂时地）放弃战略轰炸的想法是不切实际的建议呢？考察一下这则来源确切的评价，英国首相丘吉尔在1942年7月时的声明：

在我们孤军奋战的这些日子里，对于“你们如何才能赢得战争？”我要回答说：“我们要用轰炸来砸碎德国。”自此之后，俄国人给德国军队以及劳力带来巨大的损失，而我们也获得了来自美国的人力和军需支持，这为我们开启了运用其他类型攻击的可能性。
[23]



这些其他类型攻击的可能性包括将对德进行攻击的皇家空军主力转向支援北非地面战役，并随后直捣西西里和意大利，同时可用于解除德国U形潜艇在北大西洋上的威胁。如果将投入重型轰炸机建造的大量资源相应转向扩大皇家空军的作战能力，甚至进而去扩充陆军和海军的装备（后一种可能性得到很多人，尽管空军中很少人，强烈的支持），这种战略转变还是很有希望实现的。甚至就战略轰炸本身来看，也存在着不断提高航行和瞄准能力的可能性，以至于使更为有效（当然也是道德上更引人注目的）的精确轰炸战略能够被采纳。然而结果是，这种转化根本上被弃置一边，区域攻击发展得势头更盛。

结果论式的分析

为了评估政治和国际事务中任何诉诸暴力的行为，“手段”成了一个关键性观念，它提供了一种标准，依此我们才能对具体行为进行判断。简单说，“理性的”使用暴力在达到确定有限的政治目的上显然是手段性的——也即，有功用性。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赞成这些目的或达到它们的手段，而仅仅是说我们能够理解暴力行动与其所欲求的最终目标之间的关联。从这些意义上讲，许多，也许是大多数，今天的恐怖主义行动可以看做是“无作用的恐怖”，因为与它们所联系的一些有限目的似乎不是含糊不清的就是无法表明。属于此类的一个好的证据就是：2001年9月11日对世贸中心的攻击。进一步说，非理性（或非手段性）的暴力被定义为在道德上是自相矛盾的；相反，某种类型的手段性暴力却可以得到辩解，或根据特殊处境下的暴力运用将受到谴责。

英国对德区域轰炸攻击从手段上讲，情况如何呢？强有力的证据显示，区域攻击的战略实际上对击败德国仅作出了十分有限的贡献。

通过毁灭德国城市的战略能削弱德国人士气的想法被证明是一种完全错误的假设。“士气”从根本上讲意味着德国人对他们政府的战争努力进行支持和为之工作的积极性。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由英国人的轰炸机带给德国的大屠杀从来没有近似地达到实际打击此种意义上“士气”的效果。英国轰炸调查组，它建立于战后以研究区域攻击的军事效果，也极不情愿地承认：“针对德国人士气的城区攻击的效果……在战争期间被所有其他部门过高地估计了……没有证据显示它们对整个居民的士气造成了严重的损害。”
[24]

 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团（USSBS）提供了大致相同的结论：

在纳粹残暴的统治下，他们（德国的人民）显示出了对于由不断空袭造成的艰难与恐怖，对于被毁坏的家园和财产，以及对于他们被迫生活其中的惊人的忍耐力。他们的士气，他们对最终胜利的信仰……和他们对元首的信任虽然下降了，但只要生产的物质条件还保存着，他们依旧高效地工作。警察国家对它的人民的控制能力不能被低估。
[25]



在削弱德国保证其战争机器运转的武器制造能力方面，一般来说区域攻击也被证明没发挥什么作用。在轰炸机司令部攻击德国的第一个主要阶段，即从1942年春至1944年春，德国战争机器的产量不但没有下降，反而稳步上升。例如各种型号飞机的年生产量1942年约15000架，而到了1944年则上升为40000架，坦克的制造量提高了6倍，武器弹药的总体产量在1944年夏达到顶峰，几乎是1942年初所达到水平的3倍。
[26]

 直到1944年8月后生产力才出现迅速下降，但这并非区域攻击的功劳，而是对德国能源运输体系进行精确攻击的结果（这些行动主要为美国空军所承担）。

考虑到以上结论，又该如何评价区域轰炸攻击一直延续到战争最后一天这一事实呢（的确，投向德国的总轰炸吨位的80%是盟军空军在战争的最后10个月内完成的）？奇怪的是迟至1945年4月中旬，距德国投降只有3个星期时，轰炸机司令部仍用500架兰开斯特型轰炸机对柏林周边的另一座城市波茨坦进行袭击，造成大约5000名平民死亡。
[27]

 在提出为什么这种攻击在纳粹政权垂死之际还继续进行的问题时，我们可以发现各种原因，但其中没有一项与手段或功用的概念有着任何直接的联系。
[28]



原因之一仅仅是因为暴力形势所致。到1944年初秋时节，英国政府把对军事资源的分配集中于区域攻击的早先决定才开始完全实现。在1940年仅有41架四马达重型轰炸机配送给皇家空军，到了1941年大约就有了500架。下一年这个数字增加到了2000架，1943年和1944年的数字分别是4600架和5500架。在顶峰时期，飞机制造部所雇佣的人员大约有1700000人。
[29]



在1944年夏，轰炸机司令部在其队中拥有1000架以上的重型轰炸机，由其支配频繁往来其中的空勤人员远多于起飞的飞机数量。到1945年4月时，皇家空军约有1600架轰炸机可供使用，在战争的最后4个月里，平均日出动重型飞机的兵力就超过了1400架。
[30]

 面对轰炸机司令部可调用的飞机和空勤人员数量如大潮般涌升，在亚瑟•哈瑞斯掌控之下，如何使用这些飞机和人员就成了问题。因为之前如此多的政治和军事权威们被派去建设轰炸机司令部，并把它看成是打击德国的决定性武器，所以，以至于允许将这种机群中的一部分撤下来都是不可想象的。更为甚者，为了和以前对区域攻击优点的信任保持一致，绝大多数空勤人员基本上是按夜间毁灭城市的技术进行训练的，以至到了战争的最后阶段，飞行员和轰炸机司令部的首领都根本没有兴趣重新考虑轰炸战略的问题。
[31]



而且，轰炸机司令部的一种职能似乎是去否定盟军指挥策划中美国人不断上升的控制权，它明确地拒绝参与盟军统一指挥，而是作为真正独立的英国部队贡献于战争的努力之中。从首相以降，人们敏锐又痛苦地意识到：在战争中不列颠相对优越的位置正迅速被更为强大的美国所取代。轰炸机司令部顽固坚持走自己的路（在美国人的记录中对区域攻击的军事效果表示出极大的怀疑），因而至少是有点返回了旧日时代，那时在地球上英国人的诏命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力。

把轰炸机司令部的余晖作为战争成就中英国人独立的象征来关注，这在英国政府的高层中尤为显著，因为那些人不得不对付日益自信独断的美国人。战时政治中的这种微妙性也许在普通英国市民的生活中并不占中心地位，然而在此之时，无论是街上一个普通的行人还是首相府里的要员却有着一件共同的事，那就是赞美轰炸机司令部中空勤人员的勇气和坚定的意志。的确，战时英国政府宣传的主题就是：这些空勤人员以各种方式代表着英国人坚定不移和负责献身的典型范例。在轰炸机司令部的行动特性上引入根本性变化，将使其早期行动的基础性原则遭人怀疑，特别是他们一直被描述为：对德国发动战争的能力的摧毁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另一个事实是：在战争的这个阶段上，德国对英国的区域攻击进行同样规模报复的能力几乎不存在了。一旦希特勒侵入苏联，德国空军的资源就几乎全部转向了东方，除了1944年时进行的V-1和V-2导弹的攻击外，对英伦三岛的其他空中攻击仅仅是作为战争余迹的小股骚扰罢了。考虑到纳粹空军没有可能（或不能）对英国攻击德国的城市进行同种性质的报复，英国政府一方几乎没有一点尊重德国平民而缓手打击的动机。伦敦只是认识到对比于轰炸机司令部对德国的打击，德国可能对英国的打击在毁灭程度上毫无平衡可言。

最后，可能一直就存在着明确的“报复”因素。很难评估这种感情在多大程度上导致了区域攻击长久不衰，而领导这些攻击的人物也总是否认这种卑鄙的情感在他们的策划中起过什么重要的作用。然而却有各种各样的证据表明报复的动机在英国轰炸战略演化中至少起着辅助性作用。在战争初期，亚瑟•哈瑞斯本人，在查看了受德国攻击后的伦敦城的残迹后，评论道：“他们正在播撒轻风，他们以后将收获到狂飙。”在1943年5月25日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丘吉尔触及了报复的主题，特别是德国人自掘坟墓的道德教训，他们正接受着他们曾经冷酷地带给他人的那种毁灭。关于空中武器，他说：

乃是这些人选择征服世界的武器。正是运用这些武器他们打击了珍珠港。正是依靠这种武器他们吹嘘、德国人所吹嘘的武器——他们将能威慑世界上所有的国家。但这又是“诗的公正
 ”的一个范例，正是在这种武器上，他们发现自己被远远地超过，在接踵而至的斗争中第一个被超过。
[32]



后记

轰炸机司令部的头头亚瑟•哈瑞斯曾经因为驾车超速被交警拦在路边。“先生，你可能会杀死一个人”，交警警告说。哈瑞斯傲慢地回答道：“年轻人，我每晚都杀死几千人。”
[33]



哈瑞斯轻蔑的评语可以看做是一种模板，它构筑了英国对德区域轰炸攻击的行动及其基本原则。归根结底，攻击德国城市的政策导致每晚成千的人被杀害，不论用何种尺度来衡量，其中大部分人都是我们所说的非武装人员，也就是说，是无辜者。如果“恐怖主义”的基本定义之一就是不加区分地攻击无辜的人，那么区域轰炸的攻击方式就可以被公正地描述成一种国家恐怖主义。

诚然，英国空军战略的支持者们通过强调它只是军事原则，强调它对击败举世无双的罪恶的贡献，极力将这种战略与道德批判分离开来。但是这里确凿的证据让人们回想起法国贵族布莱叶•德•拉•默尔特对拿破仑处死恩显公爵一事的著名评论：“这比罪过更坏，这是罪孽。”如果区域攻击能够展示出它是打垮希特勒的决定性因素，而且除此之外当时别无他法来使用英国空军（因此证明了对所有它所掌握下的英国资源的要求的正当性），那么我对它的裁定就可能（或许）会两样。实际上，区域攻击既是罪过又是罪孽。除了轰炸机司令部本身外，在皇家空军的行动和军事资源的调配上存在着可替代方案，而且它们在成功地执行战争努力的过程中会产生重要的效果。

而且，这种战略转向将产生出更为遵从“比例性”基本伦理原则的附加利益。在其规定中，特定的军事行动的军事功效应当超过罪恶方这类行动的效果，也就是说，有一定的比例性。针对战争所能造成的灾难，要以平稳的步子取得胜利。比例性的概念持续提供了一种最可信的基础，基于此才可以判断战时各种手段的合法性，在武装和非武装人员间的区分原则，后来将它引入战争规则就更是如此了。

在二战期间，英国区域轰炸攻击后的一段时期里，事态出现了一些我们至少应当提及一下的发展，特别是因为它们通过这一事件，提供了一些后世在战争中不应再延续使用类似手段的希望。在许多国家间第一次达成了广泛的道德共识，那些发生在汉堡和德累斯顿（还有华沙与鹿特丹）的事件的确是对整个文明价值的反对。这种转变导致国际人道主义法则有了一些重要进展，它加固了这样一种观念，即战时不受约束地对平民进行空中攻击的行为明显超出了战争公约的边界。对于第一点，一些最为重要的——也是有趣的——证据在英国人自己战后采取的态度中或许可见一二。

普遍的情况是政府和社会都对胜利名下的所作所为表现出不断增强的不安情绪。在给予区域轰炸中的第一斗士亚瑟•哈瑞斯爵士的待遇上，这点表现十分明显。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哈瑞斯乃是战争期间英国军方那半打主要领导者中的一员，可以预见他应当得到与那些浴血奋战的名将们，如蒙哥马利、阿兰布鲁克和亚历山大同等的荣誉。结果到头来，哈瑞斯成了唯一没有从英国政府中得到这种承认的人。丘吉尔确实建议授予哈瑞斯爵位以表彰他作为轰炸机司令部的头头时所做的服务，但是工党首领克莱门德•艾德礼拒绝了这一提议。战后哈瑞斯在英国停留了一段时间，但是当他没有再被皇家空军继续雇用后，于1945年底，在毫不令人惊奇的愤怒、悲伤心境下，怀着被出卖了的感觉去了南非。

所有这些都显示出：战后对于轰炸机司令部的行动在官方圈子里存在着最低程度上相当的难堪。这种可以感觉到的不安故意在荣誉和承认等方面导致冷落那位前任的长官，因为不然就可能引起人们的关注，并有可能导致对区域攻击的合法性展开激烈的公共辩论。实际上这些行为已经默认了不列颠曾严重地侵犯了战争公约，那些当权者知道这点，社会中更广泛的人们也不断地意识到这同样的结论。

在二战中狰狞毕露地对城市进行无区分性区域攻击的幽灵，正渐渐地成为普遍谴责的目标，在人道主义法案的新规定中同意特别禁止此种战略。在这些法案中值得注意的是1977年日内瓦公约中第一附加协议案。这份协议的第51条规定“就平民百姓和个体平民而论，不应成为攻击的对象。暴力行动和暴力威慑的主要目标如果是为了在平民百姓中散布恐怖，将是不允许的”
[34]

 。远不能因此就认为这种规定得到了广泛的遵守——如俄罗斯在车臣所做的那样——即使在具体说明上述规则的细节方面有许多残余问题需得以清除，为了远离二战时那种区域战术我们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在科索沃使用空中打击的区分性水平，以及最近伊拉克战争中的情况可以看做是对这一事实的证明。的确，每一次在这些战役中对特殊目标选择上都会受到合法的批评。同时，绝大多数受到直接影响的平民，还有一般的国际组织，对这样一个事实会感到一些满意，即汉堡悲剧的重演，不但是不可追求的，而且在今天看来也是不可想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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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北爱尔兰的暴力与恐怖主义
[1]








彼得•辛普森

导论：基本原则

因这个案例研究起见，我将使用正义战争理论原则，尤其是，只有在保卫共同的善中，武装力量的使用才是正当的，并且，唯有正义的和适合的方式可以被用于这个目标。国家之间的战争，及国内的叛乱或革命，是正义的还是非正义的，取决于它们是否与这些原则相一致。另一方面，我认为恐怖主义总是非正义的。恐怖主义的特点在于：它由不加选择的暴力行为组成，把暴力对准平民或非敌对人员，其目的就在于让他们或他们的政府感到恐怖，从而贯彻或服从恐怖主义者的要求。在这种意义上，恐怖主义可以由个人和组织实施，也可以由叛乱者和革命者实施，还可以由政府实施。因此，按照我在此使用它的方式，恐怖主义有一种宽泛的涵义。

依此描述，恐怖主义必定是非正义的。这不是一种定义的事情，它是一种必然推论。正义是公平对待每个人；故意地施加伤害不是由无辜者引起的；因此，故意地攻击无辜者的恐怖主义是非正义的。“无辜的”一词必须在一种严格的和正式的意义上被使用。它不意味着，无论什么，恐怖主义的受害者是没有任何罪恶的。事实上，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是做了这样或那样坏事的人（小偷、盗用公款者、通奸者、作伪证者，诸如此类）。相反，它意味着，在确切的意义上，即在他们受到攻击的意义上，他们是无辜的。因为在他们从事日常事务时（行走在大街上、在等公交车、正在上小车、坐在桌子边），他们作为平民或非敌对人员受到攻击，这些事务本身没有冒犯任何人，至少没有冒犯恐怖主义分子。无论如何，恐怖主义分子没有判断或惩罚犯罪的权力，即使在偶然的意义上，其受害者可能是有罪的。

注意，在采用正义战争理论时，我没有采用一种非结果论者的不正当行为说明。故意攻击无辜者的非正义性不是被制造后果之全部恶劣状态的事情，它是行为本身之原因不一致的事情。如其行为所是，行为有一种特别的本质或种类，并且，这种本质将会或将不会符合理性。例如，偷盗是拿走属于他人的东西，或者使事实上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属于自己，显而易见，它是不合理的。相同的是对无辜者的真实攻击，它是对某些不应该伤害的人施加伤害（或者不应该从施加伤害的人那儿受到伤害）。所有那些行为都是矛盾的，并且，正如矛盾在思想上是荒谬的，它们在行为中也是荒谬的。当然，某种东西是荒谬的，并没有阻碍人们相信或实施它（或至少没有阻止人们力图实施它），但是它确实阻碍相信或实施出于善的某种东西。因为，在有理性本质的生物中，就像我们，做反对理性的事情就是做反对我们本质的事情，并且，凡是有悖于我们本质的东西，都不可能是我们善的部分。相反，就现状来说，它只能是通过破坏我们的本质来破坏我们的善。

北爱尔兰的正义与共同的善

正义战争情况下的正义依照共同的善来理解，并且，由于共同的善是共同体中所有人的善，所以，关于北爱尔兰正义战争提出的首要问题是相关的共同体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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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宽泛的意义上，我们当然可以说整个人类构成了一个单一的共同体，并且存在着作为一个整体的全球背景中提出的正义问题。人们特别思考了保持环境对所有人都卫生和有利，思考了公平使用和占有资源。但是，在北爱尔兰形势的某些方面可能有全球性维度的同时，那儿正义的基本问题来自、且内在于那个特别的共同体。

那么，这个共同体是什么呢？它是单独的北爱尔兰？它是整个爱尔兰？它是联合王国？它是全部的英国爱尔兰岛？许多关于正义的争论由此开始。北爱尔兰目前是联合王国境内的一个省份这一事实，本身并不具有决定性。毫无疑问，对于北爱尔兰的联邦主义者和大部分联合王国的人们来说，这一事实具有决定性。但是对于北爱尔兰的民族主义者，以及世界各地的大量爱尔兰人来说，这一事实根本不具有决定性。后面这些人认为，相关的共同体是整个爱尔兰岛，以正义与非正义判定北爱尔兰是一种人为的分割——一种被迫从其整体分离的部分，虽说不上非法的——事实开始评估。毕竟，在爱尔兰被分割成南北两部分之前，它是一个英国统治下的单一单元，并且，分割违背大部分爱尔兰人的意愿，恰如在投票中所表达的那样（爱尔兰，在1919年选举中，民族主义者政党——新芬党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然而，与此相反，人们必须注意到，随着议会的赞同，被承认的日不落权威，即伦敦的大英政府，决定分割爱尔兰并给每个分裂的部分施以家法（Home rule），大英政府的工作在于给爱尔兰人的意愿以适合的表达，恰如在投票中所表达的，并且，事实上，它责令关心共同的善，为了包括爱尔兰在内的联合王国。由于爱尔兰当时通过议会受到统治，并且，它选举了它的议会代表，似乎是由议会来决定，而非爱尔兰人的投票（无论南或北还是两者都是如此），应该被看做为决定性的，正如在联合王国议会上的决定实际上仍被认为是决定性的。毕竟，代表民主不是把投票转变为立法的方式，而是把投票转变为立法者的方式，并且，为全体和类似的部分决定何为最佳是立法者的工作，而非投票人的工作。

因此，我倾向于认为，民族主义者的观点——即阿尔斯特清教徒没有法定的和道德的权利违背大多数爱尔兰人的意愿形成一个独立的省份——是不正确的。清教徒当然有法定的权利，既然议会已经赋予了他们，并且，在正义的意义上，如果议会是统治者，那么，他们的道德权利也几乎不能被否决。但是，这只是把关于北爱尔兰的争论抛回到更为深入的问题：在公正的意义上，英国议会是不是统治者？还有，在议会决定之时，它是否是公正的决定？关于前一问题，首先应注意到，英国统治者在不同的时间以不同的方式获得了对爱尔兰的统治权，并且，他们行使的统治从仁慈的转到冷漠的再到犯罪的。总之，爱尔兰的英国统治表明了共同特征，即贯穿于人类历史中的任何地方由任何人统治所表明的特征。但是，当它在确切的意义上是每一个时，并且，当被混合的或在两者之间的某种东西是可能超出人类权力而不能完全决定时，它因此有时被公正地行使和公正地获得，有时它两者都不是。但是，我敢打赌，任何地方的所有统治都是如此，包括爱尔兰共和政府采取的统治。那么，明智的过程和在国际实践和法律中普遍遵循的过程将是接受立法假定。事实上，任何地方受控制的任何人都是在合法的意义上受控制，除非或者直到存在引人注目的反证。除此之外，正义自身似乎为这种方法辩护。因为既然正义是共同的善，并且，既然共同的善要求某些人行使权力，那么，就不可能存在拒绝或推翻现存统治者的正当理由，无论它是谁，除非统治者明显地破坏了共同的善，而非培植它。我们必须因此假定，在爱尔兰分割时期，在公正的意义上，英国议会是统治者。这一直接结果是，当它涉及决定北爱尔兰的共同的善时，对于什么是相关共同体的回答是北爱尔兰自身的共同体。伴随在分离政权下的分离的共同的善，北爱尔兰共同体（由分割行为所创造的）因此是分离的共同体。这不是说，两个共同体没有任何共同的利益，而是说，从正义的观点看，他们是两个共同体，不是一个。他们的相互关系落在外国而非国内事务的标题之下。

然而，这把我们带到前两个问题的第二个问题上：在它决定分割时，议会是公正地决定的吗？关于形式程序，毫无疑问，它做到了。按照被描述的方式，决定是通过议会投票作出的。在当时，没有爱尔兰南部的代表出席不是关键问题，因为，如果他们想出席的话，他们能够出席。他们建立了都柏林议会并拒绝参加伦敦的议会，那是他们自己的选择，它既不能用于伦敦的掌管，也不能用于否定伦敦的决定。更重要的问题，并且是关于北爱尔兰的公正和军队所取决的问题，是如下问题：伦敦所建立的分割是否公正？是否被设计为提高那儿人们的共同的善？

问题自身有两部分，由于存在两种方式，在其中，共同的善可能被反对或受到压制，或者受到外族和占领国的反对或压制，或者受到本土残暴政权的反对或压制。关于第一部分，我们注意到，恰如刚才所论证的，由于北爱尔兰是合法地从爱尔兰剩余部分分离且是联合王国合法的一部分，把那儿的情形描述为占领部分和受到外族政权的统治都是不可能的，无论这种外族政权被认为是清教联邦主义者或是英国军队和政府官员。英国军队和官员在北爱尔兰的存在和他们在苏格兰和威尔士一样不是外来的。作为英国公民，清教联邦主义者也有同样多的权力在那儿，恰如在联合王国的任何其他地方。在17世纪，大部分阿尔斯特清教徒源于从联合王国其他部分被说服的居民，并且，那种定居包含了非正义（本土居民的被迫剥夺）是离题的。就像其他地方一样，在这儿，我们应该根据合法性假定继续前进，并接受现实，除非这是显而易见的非正义（它不是非正义——北爱尔兰清教徒的存在没有违反共同的善）。此外，力图把时钟拨回并返回到几百年前存在的事情上，明显是荒谬的，并且不能认为是一种正义的要求。由于以前的入侵和殖民化，全世界有大量人口到了他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假如把他们连根拔起并强迫他们回到他们所来自的地方，那是导致全球动荡不安和混乱的处方。当然，某些补偿和矫正可能是需要的，但超越了正义似乎只要求现存人口，无论其出身，为了所有人的善一起工作。过去做的是不正义的，现在解除它并不是必然正义的。幸运的是，在北爱尔兰的情形中，这不是一件有争议的事情。清教人口是那儿共同体的合法部分是被人人所接受的，包括爱尔兰共和军和新芬党。最后，从北爱尔兰驱除清教人口不是任何政策的一部分。

由于英国人和清教人口都不是北爱尔兰的占领者，所有这一点的一个重要涵义是：像他们过去那样用暴力抵制他们是不正当的。相应的，极力保护一个同一的爱尔兰的暴力也是不正当的。当然，人们可能使用政治的与和平的方式去赢得这个目标，而不是暴力的方式。只有当分割的存在在某种程度上是不正义时，暴力才是正当的。关于爱尔兰统一的决定，合法的决定，不属于投票者，而是属于为投票人投票的人，他们反对爱尔兰的统一。

那么，还有问题的第二部分，尽管不是一种外族和占领国的统治，然而，通过分割建立起来的北爱尔兰的统治是不是一种残暴政权的统治呢？一种政权可能是残暴的关系到其统治的合法性（因为它非正义地占有了权力），或者关系到这种统治的存在（因为它非正义地使用了权力）。从历史学家记录的证据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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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北爱尔兰政权似乎在这两个方面都是残暴的。

首先，我将讨论统治的合法性问题。第一，由英国议会建立的特别分割及在贝尔法斯特建立的自治类型完全不是在清教徒联邦主义者的暴力威胁下建立的。起初，议会打算对作为统一单元的整个爱尔兰实施家法，但是因联邦主义者的激烈反对，阻止了那样做。第二，在阿尔斯特的非联邦主义者人口没有被考虑进去，他们也没有被给予任何说法，更不要说任何投票权，其最终决定是越过他们的意愿作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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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对于联邦主义者来说，分割的目标是公开的宗派主义的。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目标在于使尽可能多的清教徒家庭和尽可能多的清教徒土地保持在天主教都柏林统治的势力范围之外。阿尔斯特将变成清教徒竞选并受到清教徒支持的飞地。那种事实使其很清楚：尽管议会的最终支持，分割被非正义地实施了。它没有把所有人的共同的善作为其动机或其目标。但是我们注意到，至于更早，关于议会分割爱尔兰在原则上不存在不正当的或非法的事情。在当时，作为合法政权，那种行为恰好属于其能力范围。分割的非正义或残暴本质不在于分割被实施这件事，而是什么种类的分割被实施了。

如果转向在北爱尔兰统治的实际行使，一旦它已经被建立起来，相同的结论就随之而来。由于那是他们首先已经瞄准了的，联邦主义者没有出乎意外地跑到作为清教徒飞地的阿尔斯特。存在着深思熟虑的和系统的从所有的阶层中排斥天主教。在政治生活中，他们的任何参与都被否定，无论在斯多蒙特还是在几个县镇。为了保证清教徒在当地参议会中的统治，即使是在天主教徒占多数的地方，欺骗也大行其道。警察力量（皇家阿尔斯特警察）主要是清教徒，不然就遭排斥。在职业中歧视天主教徒是普遍的，在贝尔法斯特造船所特别引人注目，在住房、教育和卫生方面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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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总之，联邦主义者多数派为他们自己保护一种偏袒的、专制的政府，在政府中，广大的天主教徒少数派的利益和公民权被否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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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治是为了所有人的共同善的正义要求不仅仅是被忽略，而且是直接地被践踏。对于这一结果，伦敦议会难逃其咎。在作出分割决议时，它没有勇敢抵制清教徒的威胁（事实上，在保守党当政时，这些威胁得到了积极的支持）；它在阿尔斯特创建的世俗政权中得以默许；作为最高政权，它忽略了它的职责，直到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用暴力去阻击为止，它没有做任何纠正邪恶的事情。

北爱尔兰武力的正义与非正义使用

迄今为止，既有的论证足以表明，作为由议会建立的和由联邦主义者实施的爱尔兰政治形势是非正义的和暴虐的。现在必须被问及的问题是，作为结果，如何使用武力才是正当的或不正当的。就反对党、民族主义者而言，该问题主要涉及如何使用武力才是正当的。但是，我们将会看到，该问题也涉及执政党、联邦主义者和伦敦的英国政府一方如何正当地使用武力。

让我们从更容易的和直觉上更显而易见的被压迫党——民族主义者——的事例开始。显然，这些人没有支持北爱尔兰的联邦主义者的政权的义务。由于这个政权在体系上否定了他们对共同善的分享，在纯粹自卫的意义上，他们是正当的：把事情抓到他们自己的手中，并做他们认为是必要的事情以保护他们的正义权力。当然，联邦主义者的政权将不让他们这么干，或者将不让他们毫不费力地这么干。因此，在一定的程度上，民族主义者逃避联邦主义者统治压迫的努力遭到了联邦主义者的武力镇压，无论是警察还是其他的武力，在一定的程度上，民族主义者使用武力反对这种武力是正义的。相反，联邦主义者使用武力是不正义的，不存在专制的权力，更不存在对其施加武力的权力。事实上，联邦主义者的武力在这种程度上可被看做为一种政府恐怖主义。就像在许多不加分别的攻击案例中一样，它等同于为了威吓他们屈服而攻击无辜者。并且，即使某些这种行为更少被看做为恐怖主义，更多地被看做为警察的常规行为或者甚至战争行为，他们将仍然是非正义的。因为，由于违背了共同的善，它们显然不适用正义战争理论原则。

必须注意，民族主义者使用武力反抗联邦主义者是正当的，并非因为这是对暴力实施不正义行为的回应，而是因为后者企图强行维持暴政。如果这仅仅有关不正义的问题，那么就可能需要考虑，武力是否是唯一的或正当的回应，或和平的方式是否可能更加合适一些。然而，实际上自卫的权利、以暴制暴的权利立即开始发生效应。唯一需要考虑的是，在自卫中使用的武力是否足以击退对方的进攻。试举几例。民族主义者或许可以正当地用武力抵制军队或警察的巡逻，因为巡逻队在民族主义者的居民区晃悠，有时会惊吓到街坊邻里。他们可以在对方巡逻前抢先一步破坏警察或军队设备、炸掉监视塔或瞭望塔、攻击巡逻队开始出发的营地。就采取相同袭击手段的任何私人的或非官方的个人或群体而言，他们可以做到丝毫不差。通过在诸如德里（Derry）等地方设立禁区（no-go areas）、与友好国家建立同盟关系（公开的或秘密的）、摧毁政府的基础设施及其他统治工具等手段，他们可以完全摆脱政府的控制。他们还可以用武力抵制政府想收回这些禁区的企图。他们可以从全世界的同情者那里寻求经济上的或其他方面的支持，并将必需的设备偷运入境。他们可以将他们中间的政府代理人驱逐出去，这些人无论是否有意，终究都是政府用来控制民族主义者所在地区的工具。他们可以做一切诸如此类的事情。总之，为了避免遭受到政府的不正义行为，或为了创建另一种能更好地提升共同之善的政治架构，不管怎样使用武力都是正当的。

然而，存在着其他不正当的武力使用。恰如已经注意到的，从武力开始建立一个统一的爱尔兰或者从阿尔斯特驱除英国人是不正当的。在自卫的情况下，被压迫的民族主义者有权抵制压迫的联邦主义者，但是他们无权把他们自己设计的另一个政权强加给全体阿尔斯特人，更不要说全体爱尔兰人了。总的来说，无论在阿尔斯特还是在爱尔兰，对所有人都正义的政权不能被公正地建立起来，除非所有人都一致认同。它不能只通过几个人的被迫行为而公正地建立起来。其他不正当使用武力的例子是北爱尔兰边界之外的暴力。由于，只有作为一种反对被迫接受的政权暴力专制，武力的使用才是正当的，在这种专制不是被迫接受的地方，不存在武力反对它的位置。因此，在联合王国大陆内（或者在阿尔斯特之外的其他地方，为了那种缘故）实施的爆炸是不正当的。事实上，由于这些爆炸是不加选择的和针对无辜人员的（在更早被解释的意义上），诸如酒吧内的饮酒者，百货公司里的购物者，显而易见，这些是恐怖主义。这同样适用于爱尔兰共和国内实施的暴力行为，诸如武力抢劫和为了帮助北部暴力筹集经费的绑架，或者暗杀在那儿度假的知名联合王国人物。这些也是恐怖主义。很显然，他们不是反对暴政（正如抵制贝尔法斯特的巡查那样），他们是不加选择的和针对无辜人员的。

并非北爱尔兰内的所有暴力都能得到认可。以暗杀为目标和针锋相对的杀戮是不正当的，对警察和保安人员的杀戮也是不正当的，如果这些人不在当班或者指挥交通以及诸如此类的事情时。因为，那种杀戮行为不能被解释为反对暴政的自卫行为。除此之外，胁迫清教徒邻人的行为，作为报复或为了从民族主义者地区驱除他们，也是不正当的。除非那些邻人以某种方式成为政府压迫的工具或者加入了他们政府的压迫行为，否则，他们是无辜的，也不应当受到攻击的。由于不符合自卫的要求，很显然，使用武力反对他们又将是恐怖主义。除了武力的这种使用——即民族主义者反对站在政治分裂反面的那些人——之外，事实上，也存在反对其他民族主义者的武力使用。我特别留心胁迫和惩罚行为，所谓的由爱尔兰共和军和其分支实施的反对没有充足理由被认为已经是民族主义者或者已经踩了爱尔兰共和军的线的那些人。在他们处置对他们表示异议的那些人时，各地的准军事团体有一种变得残酷无情的趋势，把那些人当作他们被断言的敌人那样处置，并且，在北爱尔兰的准军事人员中，无论是在民族主义者那儿还是在联邦主义者那儿，这似乎是同样真实的。事实上，如果民族主义者建立了禁区，恰如他们可能做的，他们也将需要建立某些安全的警察设施。但是，这没有赋予任何人统治那些禁区的权利或为那儿制定只有他看来适合的法律的权利。一个既定共同体的人员有统治上的分享权。准军事团体的人员没有较其他人更大的权利，并且，如果他们的自然情形是倾向于虐待的话，他们可能有更少的权利。无论如何，在北爱尔兰总存在在社会民主劳动党或者其他非暴力政党的帮助下统治他们的可能性。对于爱尔兰共和军来说，不顾这些社区居民的意愿，将自己的意愿强加给民族主义者社区，这已经是暴政了，就此而言，用暴力加强其统治至少是匪徒行径，如果不是恐怖主义的话。

关于民族主义者使用武力正当还是不正当，我们可能说了很多。如果转向联邦主义者和英国人对武力的使用，这儿注意的要点是：不使用武力或废除暴政控制可能是正义的。武力的唯一正义在于它服务于公共的善，服务于暴政的武力使用则反对这种善。因此，由压迫党对民族主义者地区加强其控制或者阻碍他们与邻近的爱尔兰共和国建立的关系所使用的任何武力必然是非正义的。相反，在这种事情上，联邦主义者和英国人应当放开民族主义者。然而，北爱尔兰政权已经广泛地使用了武力。它已经使用了武力，更有甚者，超出了正义限度对一个非暴力政权所允许的内容。最近，证据已经浮出水面，证实了为时甚久的民族主义者的指控：英国安保人员已经串通清教议会，把对天主教徒的杀戮定为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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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暴政统治已经够糟了，使用系列暗杀来加强它就更糟了。

还有，如果上述联邦主义者和英国人使用武力是不正当的，并非意味着每种武力使用必定都是不正当的。在北爱尔兰，和任何地方一样，依然存在着保护日常的和日复一日的国内和平要素的必要，比如交通指挥、财产保护、人群控制以及诸如此类。就武力被用于这些目标和止于这些目标（并且不是维护暴政）来说，它是正义的。如果武力的应用是联邦主义者和英国人用于反对非联邦主义者和英国的破坏者的话，那它就更为正义了。一个政权当然可以用武力制止那些它没有压迫的人。它可以，事实上应当，通过武力制止他们实施压迫他人的行为。在直接的联邦主义者统治终止后，当英国军队在20世纪70年代初被引进北爱尔兰时，制止联邦主义者反对民族主义者的压迫行为是他们的主要任务。这种制止首先关心通过法律实施的压迫行为，以及几年后，在北爱尔兰摆脱联邦主义者暴政的手段和效果上已经取得某些相当大的进步。但是，它很快不得不关心法律之外继续进行的压迫行为，尤其是清教议会的行为，他们诉诸暴力保留他们能够保留的前联邦主义者的统治。

北爱尔兰清教议会的出现是一种特别利益的现象。他们的暴力在原则上对准民族主义者的议会组织，因为正如联邦主义者所看到的，这些组织代表了军事民族主义的先锋，他们想把一个统一的爱尔兰用暴力强加给北方。其实，在这种意义上，人们甚至能认为清教议会并非完全是正义的。一个被迫统一的爱尔兰和当前被迫与联合王国的统一同样不公正，如果民族主义者可以正当地抵制后者，联邦主义者也可以正当地抵制前者。恰如我已经说到的，这种不公正的借口或者对清教议会来说的正当性从民族主义者议会目标的不正义性中产生了。它是一个正义理由不能靠非正义方式来实现的显著事例。在抵制联邦主义者和英国暴政中，民族主义者有一种正义的理由，但是在为一个统一的爱尔兰而战中，他们却没有一种正义的理由，并且在后一理由中，他们所实施的非正义使前面理由的实现变得更加困难。因为在某种程度上，清教徒们不但已经被煽动加入了他们自己的议会活动，而且他们似乎更坚决地反对承认民族主义者事业有任何的正义性。即使在一种正义理由中，非正义方式的使用也会引起报复行为并导致失败。人们也可能补充说，在一定程度上，民族主义者的议会活动是非正义的，甚至是恐怖主义，英国人有权在正义的意义上抵制和镇压它。并且，正如它引导联邦主义一样，这把他们引导到错误的假设：对民族主义议会的镇压是完全正义的。

北爱尔兰的那一系列合法的与非法的暴力行为不意味着毫无遗漏。意味着它只是例证性的，为了给出正义战争原则和恐怖主义观念将被怎样运用于实践的某些具体观念。除此之外，人们必须总是记住变化的当下处境，因为和这种变化一样，人们关于它必须形成的决定也随之变化。尤其是，人们必须考虑到通过耶稣受难节协议产生的变化。这一协议由各方政党于1998年签署，尽管受挫，但对于北爱尔兰的共存和分享统治来说，它现在仍是有效的程序。
[8]

 民族主义者和清教议会也已经宣布了停火。这种和平的求同存异是很受欢迎的。在他们随着双方的善良信念正被追求时，尤其是在现有力量没有介入任何压迫行为时，没有任何使用暴力的理由。正义战争的原则没有赋予在休战与和平的善良信念开始环境下使用暴力的正当性，它参与对共同的善的追求。

然而，如果当前的安排瓦解了，事情回复到以前的情形，这些原则又将赋予暴力以正当性。以前的情形基本上是非正义的，唯有相互同意的修正与耶稣受难节协议的修订之类，或者某些诸如此类的协议的修订，能消除北爱尔兰的暴力情形。事实证明民族主义者不愿意立即解散他们的所有武装及宣布放弃暴力是正当的。只要民族主义者可能需要反对的人自己也有武器，并准备以压迫的方式使用它们时，作为自卫，民族主义者有权持有武器，他们可以保留它们，可以准备使用它们。需要顺便提及的是，对于联邦主义者来说，就他们也有理由担心民族主义者力图强迫他们加入一个统一的爱尔兰来说，情形也是一样的。另一方面，除非直到共同的善或者对在其中的分享又直接地处在攻击之下，正义的原则禁止以任何形式返回到盲目使用武力的现实中。

结论与建议

我已论证，在北爱尔兰，安全力量和议会的某些暴力的使用是正义的。决定这些存在的引导性原则是：统一的爱尔兰和一个与联合王国结盟的阿尔斯特都不是通过武力合法追求和保存的对象，因此，实施其中之一的企图都可以合法地受到武力反对。当然，如果完全避免武力，各方协商和平地解决他们的分歧，那会更好。现在，那种可能性通过耶稣受难节协议已经达到了。问题在于，这种可能性是否会被完全地开发。当然，只有时间才能告诉我们。但是，我想同时提一个基于反省的建议，尽管看上去有些蛮横，但它可能是暗示决定性地支持和平的平衡方法。

建议是：英国政府应该放弃其对北爱尔兰的责任，把政治控制移交给某些国际实体，比如说，欧盟或联合国。我说的是政治控制，而非完全的控制，因为政府内政方面——诸如处理社会服务、维护流通、签署护照，或者其他职责和公民的基本权利——没有理由不应该留在英国政府管理部门的手中。当然，其中某些事情由当地的或被移交的机构来处理可能会更为得当，但是他们不能很好处理的那些可以留给伦敦去决定。然而，不能留给伦敦去决定的东西（通过伦敦，将会剥夺磋商权）将是安全的事情或警察的事情或敌对党之间政治争议之决议的事情。这些将被转交给某些中立的第三方。

对那样一种运行的主要反对将是：它是对英国主权的否定。耶稣受难节协议提出了主权问题并确认将不存在对英国或爱尔兰政府主权的减损。然而，我的建议是，不是关于完全主权的减损，而是关于限制其在特定地理区域的应用。无论如何，我认为，把民族主权看做绝对的权利是一种现代政治思想与实践的错误。我赞同它是一种权利，但只是一种假设的权利。人们假设，政府和国家有主权，并且人们只在特别的情形中以及为了特别的和引人注目的理由而对它提出疑问或否定它。最引人注目的理由，对于其日常权限的整体或部分，可怀疑的政府或国家正在从事专制和暴政行为。如果该行为足够严重，按照政治正义的要求，该政府或国家已经失去了行使统治的权力。统治的存在是为了全体人们共同的善，而非为了某些人的快乐、放纵和利益。

无论如何，有进一步的理由表明，英国政府不应该对北爱尔兰拥有终极的政治权威。此理由是：它给联邦主义者以不平等的支持，并且，就严肃贯彻协议来说，它容忍了他们一个重要的动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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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联邦主义者知道，如果协议失败，或者恰如当前的临时情形，如果分享大会被推延，那么，统治将交回给伦敦，联邦将被保存。换句话说，联邦主义者不会因其不妥协和不真诚而受到惩罚。固然，按照这一方式，他们可能失去被移交的权力，但是他们永远不会失去联邦，而他们所担心的就是失去后者。与爱尔兰共和国或某些第三方不同，在北爱尔兰，由于许多利益和偏爱关系，至少是宗教和历史上的关系，英国政府被看成是联邦主义者的共同体。基本而言，两者都仍然是清教徒，并且，几个世纪以来，两者都是好战的清教徒，将严厉的内务负担和政治惩罚强加给了天主教徒。两者都已经在一般意义上分享了相同的政治愿望和帝国的渴望，联邦主义者共同体的成员在维护大英帝国方面扮演了完全的角色，如同在二战期间为了那个帝国而牺牲他们自身一样。联邦主义者对大英皇室的热烈忠诚依然被感受到，主要源于这些事实——保持为在自我理解和联邦主义身份之基础上的事实。然而，如果伦敦政府放弃了其作为北爱尔兰之终极政治权威的位置（即使审判期），联邦主义者将失去他们一个可靠的退路。唯有在对协议之严肃的和良好意图的贯彻中，他们才能继续享有对他们自己事务的掌控。协议的失败意味的是：不是返回到与伦敦的联盟，而是服从中立的第三方，此第三方既不同情联邦主义者的历史和传统，也不同情民族主义者的历史和传统。那种建议是基本上可以实践的，特别是当欧盟成为中立的第三方时，因为联合王国和爱尔兰的两部分都已经是欧盟成员了。它能否生效，我相当怀疑。如果只因为我认为哲学家应当能给出实践的建议，无论如何，我成功做到了。想来容易，做来难。


注释


[1]我在《正义战争理论与爱尔兰共和军》一文中处理了这个问题，见《应用哲学期刊》1986年第3期。

[2]我得感谢保罗•吉尔伯特的论文《战争理论：理论与应用》，参见《应用哲学》1897年第4期，该文引起了我的注意，觉得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发表看法。

[3]M.拉丰（Lafan）：《1911—1925的爱尔兰分割》（都柏林：都柏林历史协会，1983）。另参看R.F.弗斯特（Foster）：《现代爱尔兰》（哈门斯沃斯：企鹅出版社，1988），第4部分；以及A.C.赫本（Hepburn）：《北爱尔兰的民族冲突》（纽约：St.马丁出版社，1980）。

[4]M.拉丰（Lafan）：《爱尔兰分割》，第78-79页、第88页、第90页、第102页。

[5]M.拉丰（Lafan）：《爱尔兰分割》，第106页至110页。另参看卡梅伦（Cameron）摘报，涉及几个利益相关人，参看A.马尔特比（Maltby）：《1922—1972的爱尔兰政府：议会报目录与节略》［纽约：巴恩斯（Barnes）与诺伯（Noble），1974］，第212页。

[6]同上书，第5-6页、第109-124页。

[7]恰如斯蒂文斯报告（Stevens Report）所述；参看《斯蒂文斯研究》，2003年4月刊，首都警务，伦敦。

[8]参看《贝尔法斯特协议》，司令部报，1998年4月，北爱尔兰办公室。

[9]感谢Hofstra大学哲学系的马克•麦克恩沃对这一事件的讨论。











13.阿拉伯—以色列冲突中的恐怖主义






托米斯•卡皮坦

导论

恐怖主义是政治上被激发起来的针对非军事人员的暴力。毫无疑问，它同有组织的战争一样古老，随着社会的产生而出现，在对土地、资源和统治的追求中与他人竞争时，它受到报复欲的驱动，或者在反对“软”目标中，它找到了利益。尽管恐怖主义者的暴力在犹太人和阿拉伯人争夺巴勒斯坦的冲突之间已经存在了80多年了，但是描述阿拉伯人反对以色列和西方目标之“恐怖”修辞的盛行乃是一种最近的现象。这种修辞已经培植了流行的理解：阿拉伯恐怖主义是中东问题的中心，一旦它得以解决，就能在其他问题上获得进步。

没有比这更虚幻的了。西方人不仅忽略了一个事实：恐怖主义活动是相互的，而且，忽视了另一事实：不触及恐怖主义的起因而撤除其结果的努力是完全无效的。阿以之间的恐怖主义是深度分割、既定战略及基本怨恨的产物，只要双方坚持他们当前的政治野心和信念，它就不会消失。知情的探讨不能忽视其历史和政治背景。同时，恐怖主义是一个痛苦斗争的悲剧和最值得注意的方面，任何抓住目标、方法及双方激情的严肃努力都必须认识到：在赋予它所具有的冲突形式中，它已经是中心了。

以巴冲突的核心

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之间的冲突基本上是争夺土地的斗争，争夺谁将定居、拥有及持有领土主权，这些领土被泛称为巴勒斯坦和以色列。1948年以前，冲突中心是由国联托管委员会1922年规定的整个的巴勒斯坦一万平方英里的地区，但是自1967年以来，冲突被集中在1949年停战协议划分的、未被并入以色列国家的剩余的22%的地区。任何熟悉冲突的人都知道，比领土更多的是危险：以色列犹太人和巴勒斯坦阿拉伯人都知道，他们的确切身份与那块土地、其地形、城市、村庄和纪念碑密切相关。双方寸土必争，各不相让。

这种相互配属的原因可以远溯到双方人民的历史中，但是冲突源自19世纪后期欧洲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该运动号召在犹太人民的历史国土——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从一开始，犹太复国主义就面对一个道德问题，即，一个由犹太人占多数的犹太国家的想象只有以别的人民——巴勒斯坦的阿拉伯居民——为代价才能实现。在1897年，巴勒斯坦大约有60万居民，95%是阿拉伯人和5%为犹太人。面对这种不平衡，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想象将如何实现呢？犹太复国主义者领导人，诸如西奥多•赫尔茨（Theodor Herzl），为了改变人口统计上的数量关系，逐渐支持两步走的方案：首先，倡导大批犹太移民进入巴勒斯坦，其次，鼓励阿拉伯移民到邻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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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底，英国军队控制着巴勒斯坦，他们确保为犹太民族国家的建立提供便利，对犹太移民敞开了巴勒斯坦的大门。结果，犹太人从1918年占人口的8%上升至1931年止的20%，及至1948年止，即英国人统治后的60年，在巴勒斯坦200万人口当中，犹太人占了三分之一。
[2]

 劝诱阿拉伯人移民被证明是非常困难的。官方犹太复国主义支持与阿拉伯人和平共存，他们坚持认为，在巴勒斯坦，存在着两国人民的共同空间，犹太人无意剥夺阿拉伯人的财产，通过与犹太人合并，阿拉伯人的利益并不受侵害。但是多数派的观点在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中占优势，他们认为，在巴勒斯坦，不存在两国人民共享主权的空间，比如钱姆•威兹曼（Chaim Weizmann），以色列的首任总统，大卫•本-加里恩（David Ben-Gurion），以色列的首任总理，
[3]

 他们都持此观点。如此一来，用强力转移阿拉伯人的看法逐渐被看做是“解决犹太复国主义者之人口统计问题的不证自明的和最合逻辑的办法”
[4]

 。

1918年，对于巴勒斯坦的英国政权来说，实属必然的是：阿拉伯人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并诉诸暴力阻止建立犹太国家。一个巴勒斯坦人，巴沙•塔雅尼，在1919年总结了阿拉伯人的态度：“如果国联不聆听阿拉伯人的呼吁，这个国家将血流成河。”
[5]

 本-加里恩等人也理解这一点，并着手修建对付武装冲突及强迫转移的犹太人社区。
[6]

 “我支持强迫转移，”他宣称，“我没有在其中看到任何不道德的东西。”
[7]

 通过其政治竞争对手瓦拉蒂姆•雅布定斯基（Vladimir Jabotinsky），他的观点响彻寰宇。瓦拉蒂姆•雅布定斯基认为，有意的人口统计改变是一种必要的恶，它既不是史无前例的恶，也不是一种历史非正义的恶。
[8]



强制的人口转移构成了反对平民的暴力，由此而来，由复国主义领导人逐渐追求的人口统计改变机制是——且继续是——恐怖主义。转移的企图必将激起暴行、抵制及相似的阿拉伯人反对犹太人的恐怖主义。雅布定斯基预测到了这一点，但没看到其他选择，他坚持认为，针锋相对的暴力是犹太人社区必须忍受的事情。他主张，既然复国主义的目标是道德的，获取它的手段也必然是道德的，即使这要求一种压倒阿拉伯人之反对的军事力量的“铁幕”。简言之，此推理是最简单直接的复国主义者的企图，旨在表明：恐怖主义不但是理性的，而且在道德上也是正当的。

恐怖主义

尽管所有的恐怖主义都是通过深思熟虑的、政治上被激发的反对非军事人员的暴力使用或暴力威胁，但依据威胁伤害或实施伤害的施暴者、模式及机制的事实，存在不同的恐怖主义类型。如果暴力或强迫威胁是获得政治目标之计划的一部分，恐怖主义是战略性的，如果它只源于一种对政治上诱发的冤屈的情绪反应，比如复仇，它是反抗性的。当然，由于战略与情绪可能共同起作用，其行为可能有多个施暴者，一种特定的行为可能显示暴力的双重模式。

第二种差异关心伤害何以形成的因果通道。一种直接暴力行为在于攻击或一种间接的威胁攻击，例如，杀害某人或使其致残或指示干这些。然而，暴力能以其他方式实施，通过囚禁人们，剥夺他们的基本需要，比如洁净的饮水、食物或必需的药物供应，或者通过合法的及其他权威机制破坏他们社会的制度构造，比如医院、学校、工厂和商业。通过强行补充或阻止制度、法律、政策或导致伤害非军事人员的实践，国家特别地完成了那种结构恐怖主义。

最终的差异取决于作恶者的身份。在西方媒体中，“恐怖主义”被有规则地用于描述个人或组织追求特别政治议程的暴力，该暴力并非由国家或政府所导致。
[9]

 作为一种报道性的定义，这种规定是有问题的，因为，就词源学来看，词根“terror”没有隐含其起因，并且，在历史上，“恐怖主义”已经被应用于国家了。除此之外，假设术语是对非法暴力的选择表达，从恐怖主义的施暴者中排除国家，对既定政府生长出了一种不公平的修辞利益，因为政府通常比非政府施暴者对平民造成更大的伤害。人们总能产生出这一观点，并应用不同的术语去描述由政府在政治上激发的反对平民的暴力，但排除宣传关系，我们可以把后者说成是“政府恐怖主义”。
[10]



“奇迹般的土地清除”

思考谁发动了恐怖主义暴力，或者把一方描述为“恐怖主义”的发动方，把另一方描述为“报复”方，都毫无价值。按照普遍的看法，犹太复国主义者已经是恐怖冲突的侵略者，
[11]

 但是，从一开始双方已经迅速诉诸枪炮解决分歧了。早在1921年，62名阿拉伯人和90名犹太人在社区间的暴力中丧生，
[12]

 在1929年，耶路撒冷的战斗及对多个小镇的围攻导致了120名阿拉伯人和133名犹太人丧生，包括64名希布伦的当地巴勒斯坦犹太人。
[13]

 尽管英国公使谴责了由犹太复国主义者派别支持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示威，但是英国继续提倡犹太人移民并建立定居点。

到1935年为止，犹太移民达到每年6万人，随着卖给犹太人的土地不断增加，阿拉伯佃农被剥夺了土地并被迫涌入经济条件持续恶化的城市。他们的不满成为酋长伊查丁•艾-格萨姆（Izzeddin Al Qassam）等人革命观念的沃土，伊查丁•艾-格萨姆第一个号召以伊斯兰教为基础抵制犹太复国主义。1935年11月他的“殉难”激发了针对犹太人定居点和英国军队的长达3年的攻击运动。作为回应，犹太人在1937年成立了一个地下组织：民族党（The Irgun Zvai Leumi）。其理论家雅布定斯基鼓励“报复”以犹太人和犹太人财产为目标的阿拉伯人，他认为不必在追捕“土匪”和惩罚怀有敌意的人民之间进行选择。真正需要作出选择的是，“对怀有敌意的人民进行报复，还是根本不报复”
[14]

 。1937年，伊尔根在阿拉伯人的市场中投掷炸弹，3周内炸死77名阿拉伯人。
[15]

 1938年夏，在海法（Haifa）、耶路撒冷、迦法（Jaffa）的大市场爆炸中，100多名阿拉伯人丧生；海法最具破坏性的爆炸炸死了53人。阿拉伯人开始模仿这些行为，向犹太平民投掷炸弹。在1939年英军镇压阿拉伯人起义之前，大约有5000名巴勒斯坦人和至少463名犹太人在战斗中丧生。

1939年英国抛弃了其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政策，开始限制进一步的犹太移民，在二战后，英国将自身带入了与犹太人社区的直接冲突。犹太人地下组织一再使用恐怖主义，制造了一起最引人注意的事件，在门纳卡姆•贝金（Menachem Begin）的领导下，伊尔格轰炸了英军司令部，即耶路撒冷的皇家大卫宾馆，炸死90人左右，死者大部分是平民工人。

1947年11月，联合国大会建议将巴勒斯坦分割成两个国家，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的恐怖主义更是频频发生且较以前规模更大。1948年9月9日，伊尔根和勒海（Lehi）民兵攻击了巴勒斯坦地处阿维（Aviv）与巴勒斯坦之间的公路旁的迪•亚辛（Deir Yassin）村，打死村民约120人，并向耶路撒冷的幸存者示威，催促阿拉伯居民逃离。几天之后，阿拉伯人实施了报复，在通往蒙特•斯科布（Mount Scopus）的路上，杀死了大约70名犹太人医务人员和护送的大学员工。但是迪•亚辛大屠杀及其他类似的屠杀导致30万阿拉伯村民与城镇居民迁徙，从他们的家园迁到他们感觉比较安全的地区。
[16]

 到5月14日以色列宣布建国时止，装备更好的和组织更好的犹太人军队镇压了巴勒斯坦居民，在五国阿拉伯士兵卷入冲突后，更多的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国防军强行赶出家园。在1949年停战协议签署时，以色列控制了超过77%的巴勒斯坦领土，大约75万阿拉伯人逃离家园或从当前的以色列国土上被赶走。
[17]



在这儿，战略恐怖主义获得了最大效果。通过暴力，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解决人口统计问题上采取了决定性的步骤并在新形成的以色列中确保了一种决定性的犹太人占大多数。在战争结束后，贝金写道：“在当前以色列国领土上居住的80万阿拉伯人中，只有大约16.5万人仍住在那儿，这一发展的政治与经济意义几乎不可估量。”
[18]

 对钱姆•威兹曼来说，阿拉伯人的出走是“一种奇迹般的土地清除：以色列使命的奇迹般地简化”
[19]

 。

“枪炮与橄榄枝”

由于其国土的四分之三被占领，一大半人住在难民营，巴勒斯坦人起初因过于惊恐和分散而放弃了夺回国土或报复的努力。除了零星的边界袭击外，直到20世纪60年代，才出现有组织的巴勒斯坦人的抵抗。在1967年的战争之后，当巴勒斯坦人认识到他们不能等待阿拉伯政府解决政治问题时，由阿拉伯突击队员发动的武装暴力加速了。尽管亚沙尔•阿拉法特的法塔赫（Yassir Arafat'Fatah）起初宣称，它不以以色列平民为攻击目标，尤其是不把妇女和儿童作为攻击目标，但是这个指导方针经常被忽视。一个1968年被捕的法塔赫战士告诉以色列法庭，他受命破坏他所能破坏的一切。当被问到是否也意味着杀害儿童时，他回答说：“是的，毁坏一切，因为我们没有忘记迪•亚辛。”

由于对以色列军事设施的攻击证明是无效的，且巴解组织在1968年被驱赶出西岸，某些巴勒斯坦人诉诸更为耸人听闻的恐怖战略，包括火箭攻击吉雅特•舍姆纳（Kiryat Shemona）、劫机。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1972年慕尼黑奥运会期间，巴勒斯坦人劫持以色列运动员为人质，其间，9名以色列运动员和5名阿拉伯突击队员丧生。1974年，有两种受到高度宣传的努力：抓捕以色列人质，用以交换以色列监狱中的巴勒斯坦人，它导致了18名吉雅特•舍姆纳的以色列人，20名马•阿罗特的年轻以色列人以及6名巴勒斯坦突击队员丧命。

巴勒斯坦的暴力有其自身的马基雅维里逻辑（Machiavellian logic）。尽管被极为不公正地驱除，像所有其他人民一样，巴勒斯坦人保留了在其传统国土上自卫与自我决定的权利。在一个不完善的世界中，这些权利不能和平地获得，由于面对极为先进的以色列军备，他们必须展示，他们能够通过其他方式实施大量的破坏，以便他们的冤屈得以表达，他们的权利得以保护。在朝这一目标的努力中，恐怖主义将赢得三个重要的中间步骤。首先，通过展示一种打击其敌人的能力，一种团结和自信感将在其自己的社区内得到提高，因而增强其抵抗意志。其次，通过暴力攻击平民，以色列人的安全感将被破坏，以色列领导人将被迫考虑继续占领的高昂代价。
[20]

 再次，通过引人注目的暴力，巴勒斯坦人能引起世界社会注意被忽略了40多年的他们的事业。在此，他们获得了戏剧性的成功，当“巴勒斯坦人民把他们的存在强加到曾探索排斥他们的国际聚会时”，
[21]

 将近50亿人在电视上目击了慕尼黑事件。

尽管受其战略的抵制，人们还是开始询问巴勒斯坦人突然以暴力方式出现在世界舞台上的原因。他们的冤屈是什么？他们的目标是什么？由于已经获得了关注，1974年，巴解组织表示愿意致力于缔结冲突解决的决议。他们在许多世界都市获得了官方承认，巴解组织领导人阿拉法特在联合国大会发言时宣称，他一手持有“自由战士的枪炮”，并提醒不让另一手中的“橄榄枝”滑落坠地。尽管20世纪80年代的挫折，巴解组织作为缔结和约的一方出现，促成了1993年奥斯陆协定的签署。恰如14年前贝金所为，从战略恐怖主义者到诺贝尔和平奖桂冠，阿拉法特经受了奇迹般的隐喻。

被占区的结构暴力

在1967年的战争中，巴勒斯坦的剩余部分受到了以色列的控制并一直持续至今。以色列认为，在中东没有全面和平解决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它的安全，它在西岸和加沙地带的存在是必要的。然而，在很大的程度上，“安全”已成为一种诡计，因为，为了扩展犹太人定居点，通过持续将公共土地私有化，历届以色列政府已经着手大规模地改变这些地区了。
[22]

 当前，卫星图像显示，除掉军需站，包括东耶路撒冷和加沙26个定居点在内，犹太人已经在西岸建立了282个定居点。定居点包围了每个主要的巴勒斯坦人口中心，彼此连接，并通过横越400公里左右的公路网连接到以色列，以利于保证以色列政权最大地监视和控制地区运动。某些定居点集团横跨主要的西岸蓄水层，以色列现今从那儿抽取了其供水量的三分之一。它们是40万犹太定居者的家园，其中将近20万人在包围着东耶路撒冷的附近，另有7万定居者住在加沙地带。尽管大部分定居者都是领取津贴房的普通以色列人，但很多是武装起来的狂热分子，他们公开支持对巴勒斯坦人的压迫并用宗教术语为之辩护。
[23]



定居点是反对巴勒斯坦结构恐怖主义运动的武器，旨在最终将该地区或其大部分并入犹太国家。为了维持和保护他们，巴勒斯坦人已经受制于大量的制度框架，这些制度以控制经济、征收土地、毁坏财产以及压制巴勒斯坦人的运动为特征。他们对这种不断地篡夺他们的土地和限制他们的生活的抗议都已照例地遇到了更直接的暴力形式，这些暴力包括毁坏房屋、毁掉树木、禁宵令、放逐、不经审判的拘留、拷打及杀戮。例如，在第一次巴勒斯坦人的起义（intifada）（1987—1993）期间，至少有1283名巴勒斯坦平民被以色列国防军杀害，13万人受伤，2500多间房屋被毁坏，成千上万的树木被连根拔掉。在枪击致死的巴勒斯坦人中，271位年龄才16岁甚至更年轻，这个年纪的人几乎占巴勒斯坦受伤总数的40%。
[24]

 除了潜在的结构恐怖主义之外，巴勒斯坦起义（intifada）及其遭遇到的铁拳反应将是难以理解的。

“恐怖”统治

由于恐怖主义者被认作为破坏法律上的非歧视原则，在当前话语中，术语“恐怖主义”及其同源词已经获得了一种强烈地否定涵义。这已经为政府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修辞工具，用以打击用强力反对其政策的人们。“恐怖主义者”的标签自动地放到可接受的行为规范之外的行为和代理人身上，并最终抹掉了动机，听众可能不得不对他们的冤屈本质及其要求的合法性产生疑问。
[25]

 修辞有效地抑制了政治辩论，批判了和解的呼声，并最终为国家批准的暴力开辟了道路。
[26]



巴勒斯坦的抵制成为这种修辞的受害者，因为，尽管他们的暴力将他们的事业放到了世界议程之上，但他们的冤屈总是被其行为的追求轰动效应所遮蔽。在很多人的头脑中，对手段的厌恶超过了对巴勒斯坦难民的同情并战胜了需要理解冲突根源的耐心。在20世纪70年代慢慢过去之时，许多欧洲及其他地方的左翼组织用类似的暴力做标题，“恐怖主义者”逐渐被看做是一种新型的野蛮主义者，他们劫机、抓捕人质，并把他们的斗争带入外国领土的意愿超出了文明行为的边界。

以色列官员迅速将“恐怖”修辞应用于转移注意力上，从他们自己的在占领区有争议的政策上转移开去，朝向巴勒斯坦人实施的更为引人注目的反应。他们意识到，把“阿拉伯恐怖主义者”描述为不仅是以色列的敌人，而且是整个西方世界的敌人，把他们行为的原因描述为以色列所导致的牺牲之外的某种东西，这将对以色列有利。这方面的一个最好例子是一本冠名为《恐怖主义：西方怎样才能获胜》的书，该书由前以色列总理本杰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编撰，他写道，“恐怖主义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冤屈，而在于对暴力不加约束的性情”，这可追溯到“特定意识形态和宗教目标”，该目标“要求摆脱所有的道德禁令”。
[27]

 在对任何反对“西方”的恐怖主义行为作出强有力的政治、经济，及军事反应的呼吁中，内塔尼亚胡坚持认为，“决不存在限定对实际作恶者的报复的道德诫命”，并且，唯有一种战胜恐怖主义的方法，就是“削弱和毁坏恐怖主义者持续发动攻击的能力”，即使“冒着平民死伤的危险”。
[28]



通过将巴勒斯坦人对以色列政策的抵制划分为“恐怖主义”，并通过将“恐怖主义者”描述为不值得道德对话的怪物，对以色列来说，贯彻由本-加里恩于1948年阐明的“报复”政策就变得更容易了，按照本-加里恩的报复政策，“没必要区分有罪的和无辜的”
[29]

 。例如。慕尼黑杀戮后3天，以色列空袭杀死了200到500名阿拉伯村民。
[30]

 在马•阿罗特之后，以色列空袭杀死了黎巴嫩村庄及巴勒斯坦难民营中的200人，在1978年3月中旬发生黎巴嫩人劫持公交车导致38名以色列人死亡之后，以色列国防军占领了南部黎巴嫩，在占领过程中，杀死了2000多人，并导致了几千名黎巴嫩人逃往北方。
[31]



1982年，为了压服巴解组织，以色列再次入侵黎巴嫩，杀死了将近2万名黎巴嫩人和巴勒斯坦人，90%是平民。最完全地使用“恐怖主义者”修辞论证恐怖主义的事情出现在巴解组织战士被从西贝鲁特疏散之后的9月初。以色列官员声称，大约“2000名恐怖主义者”仍在南贝鲁特的沙巴拉（Sabra）及刹蒂拉（Shatilla）难民营，这种说法在以色列新闻中被重复。9月15日，在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遭暗杀后3天，以色列国防部长阿雷尔•沙龙（Ariel Sharon）批准对被以色列坦克包围的营地上的黎巴嫩游击队成员进行虐杀。随后，在以色列夜间探照灯的帮助下，游击队员被拷打和毁杀，以及巴勒斯坦平民也遭到杀戮。据称，这次共杀死了2400到3000人。
[32]

 尽管沙龙最后因对大屠杀的“间接责任”而被撤除国防部长的职务，4年后，他又能在一个受反对的名为“压服恐怖主义怪物成为过去时”的文件中为厚颜无耻（chutzpah）制定一套新标准，在其中，他号召西方国家和以色列举行一次联合的“反恐战争”，彻底打击“恐怖主义者的基地”并制裁支持恐怖主义的国家。
[33]



20年后，当沙龙命令以色列国防军毁坏被占区“恐怖主义者的基础”时，“恐怖”修辞再次成为暴力反对巴勒斯坦人的前奏。它透露的是一种大规模的袭击，不仅针对游击队员，而且针对构成巴勒斯坦市民社会的政治、文化、信息及医疗机构。2001年的“9•11”事件更为容易地把以色列的国家暴力偷换为正在进行的“反恐战争”的一部分。尽管全世界人权组织，包括以色列的人权组织，谴责以色列政府的军事过度及战争犯罪，但是修辞学支配了主流媒体，引导以色列公众及美国国会赞成沙龙的反“恐怖主义”进攻。

“恐怖”修辞自身乃是一种政府恐怖主义的机制，它使以色列能够通过强调面对阿拉伯恐怖主义的存在，以色列的“安全”需要巩固其对占领区的控制，尽管它淹没了关于巴勒斯坦安全关系的任何考虑。由于恐怖主义者被描述为没有道德意义及超出所有规范的非理性存在，以色列已经发现，通过丑化恐怖主义行为的施暴者并与他们所来自的人口间的区分，论证军事反应就更为容易。战略逻辑是简单的：消除犯罪，将你的受害者妖魔化。

恐怖主义招致恐怖主义

1994年2月，一个来自科亚特•阿巴（Kiryat Arba）的定居者巴鲁克•戈尔斯坦（Baruch Goldstein）在希布伦杀害了29名在伊巴拉黑米亚（Ibrahimiyya ）清真寺的巴勒斯坦朝拜者。他的自杀式的恐怖主义既是反击又是战略，因为，尽管受到激发而为死于阿拉伯人控制中的犹太人报仇，戈尔斯坦也想破坏奥斯陆和平进程，因为他担心该进程将导致从被占领土撤退。他的行为陷入了一种巴勒斯坦游击队——诸如哈马斯（Hamas）——的类似反击。哈马斯成立于1988年，它开始规定抵制它认作为被占区的合法军事目标，但在戈尔斯坦屠杀及以色列政府没有回应其1994年5月提出的平民将免于暴力的“停战协议”后，
[34]

 哈马斯掀起了自杀爆炸的浪潮，杀死了很多以色列平民。

像以色列狂热者一样，哈马斯为暴力提供了一种宗教论证，但它也通过类似的自卫论证证明其行为的正当性。犹太狂热者旨在剥夺巴勒斯坦人对其国家剩余22%的国土的占有，并且其占领是“明显的恐怖主义”
[35]

 。按照所有的法律，人法及神法，人们有权反对用暴力剥夺其国土的人并保护自身。由于在阻止既定的侵略者时，诉诸正义及世界良心是无用的，由于反对以色列的军事攻击不足以阻止以色列的扩张主义或强迫世界其他国家的干预，那么，通过攻击平民目标让以色列人受苦就成为巴勒斯坦人剩下的主要自卫机制了。打击“狂热分子机体中的最脆弱点”的效果在于让以色列人筋疲力尽并削弱其旅游业和移民计划。像戈尔斯坦的恐怖主义一样，哈马斯的恐怖主义也既是反击的又是战略的，因为哈马斯照例坚持实施特别的行为报复屠杀与暗杀。
[36]



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在奥斯陆和平进程崩塌后开始活动，哈马斯已经成了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武装抵制的最前线。9月28日，沙龙参观了耶路撒冷的清真寺，双方2000人开始了新一轮的恐怖主义，它超过了占领期前33年间的任何更早的暴力层次。找不到改善其处境的青年巴勒斯坦人开始自愿执行自杀任务，同时，妇女也加入殉道者的行列。“她是第一个，但不是最后一个，”知道这些妇女中的第一人的，“你们不应该认为我们不热爱生命，不想活命。我们这么做，只是因为它是我们能做的最后的事情。”一位加沙伊斯兰大学的心理学学生这么说：“我们在起义期间经历的滥杀导致每个年轻人说，‘如果无论如何我们注定要死，干吗不死得光荣呢？’”
[37]



面对这些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中更大规模地武装起来的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国防军作出了比以前更强火力的回应，使用了Merkava坦克、F-16战斗机及Apache攻击机。对沙龙消除“恐怖主义基础”指令的贯彻已经使以色列更深地卷入了反对平民的战争中。
[38]

 在此过程中，双方的伤亡率已经增加，从以色列方面来看，这次的致死率更高。在第一次巴勒斯坦起义时期，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死亡比率是11∶1，但在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期间，这个数字上升到3∶1。
[39]

 以色列政府通过调用其保卫公民免受巴勒斯坦恐怖主义威胁的权利论证其暴力回应的正当性，并且，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有效的方法是以检查站、禁宵令、逐户搜查、拘留、审问、毁坏房屋及目标杀戮的方式进行大规模军事打击。然而，正如哈马斯有其批评者一样，某些以色列人不同意这一政策，包括以色列军事人员，
[40]

 四位前辛•比特（Shin Bet）（以色列国内安全部门）首脑宣称，除非沙龙政府停止其“对巴勒斯坦人的不道德处置”，不然，它将“极大地损害”以色列。
[41]

 在以色列国防军2002年4月底的进攻结束时，以色列国防部长本-伊利亚泽（Ben-Iliezer）承认，“消除恐怖主义的基础是不可能的”，并且，“军事行为点燃了挫折、仇恨与绝望，它们是未来恐怖的孵化器”
[42]

 。一年多后，这个说法得到了以色列总参谋长摩西•亚阿隆中将的响应，他声称，以色列反对巴勒斯坦平民的军事战略正在煽动“仇恨与恐怖主义”的爆炸层次，这些“仇恨和恐怖主义”可能变得不可控制。
[43]



结论

在任何恐怖主义的哲学考察中，道德结论几乎难以避免。由于一个彻底的道德评估需要比这儿所允许的研究更广泛，因而，我提供的建议只是初步的。然而，我认为，事实指出了以下结论。

首先，结束这一悲剧暴力的负担基本上属于更强大的以色列政党，尤其是自从巴勒斯坦领导人和阿拉伯国家已经一再表达他们接受一种妥协意愿以来，按照他们的妥协，他们将承认以色列用以交换被占领土上的巴勒斯坦国。正因如此，掌握以色列政策的多数派及他们在美国和其他地方的支持者将因正在进行的暴力循环而受到谴责。犹太人对安全的渴望是一种强有力的渴望，依照犹太人经受过的偏见、歧视及迫害，它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是，长期的安全最好是通过持续的暴行而获得的观点是可疑的。

其次，“恐怖”修辞模糊了暴力的原因并窒息了批评考察及人道主义关怀，而这些批评考察及人道主义关怀可能对媾和方法创造政治压力。由于新闻报道影响决策者及执行它们的人，故而，媒体的责任在于对发生的事件做准确的和没有偏见的报道。因为诸如“恐怖主义”的术语表明了一种非法的和不道德的行为，依此方式，“报复”、“抵制”或“自卫”则不是，那么在标注一方行为时使用了前者，又在描述另一方的相同行为时使用后者，则是一种理解障碍。为了作出关于这一冲突的合理判断，我们最好清晰且保持一贯地使用诸如“恐怖主义”的术语，或者避免笼统地使用它们。

再次，如果巴勒斯坦人的处境未被矫正，源于正义和荣誉感及源自36年多的被占经验的四种情绪——耻辱、愤怒、复仇及绝望——将确保他们使用暴力不断。并且，当社会成员一再诉诸自杀复仇行为时，我们决不要落入可疑的意见，即它是因为他们文化和宗教信念，或者，甚至更可笑的是，因为一种对于暴力的“不受约束的性情”。多年来，巴勒斯坦人牺牲他们自身的不顾一切的权宜之计表明，他们生活下的政治条件是存在严重的问题的。与大量的对自杀爆炸者的谴责相反，说他们的行为是一种国际外交的政治失败及世界社会的道德失败更为确切。

第四，对所有的恐怖主义做一种彻底的谴责是诱人的，因为它违背法律规则，没有把人当作道德人，
[44]

 毁坏了信任及未来共存的可能性。然而，当恐怖主义是可用于保护一种最高合理目标的唯一手段时，这些胜过所有他者的考虑并不是显而易见的。如上所示，双方都有人发现，一种完全的人民自卫中的恐怖主义是理性的，并在这个道德目标中给出了他们的信念，他们认为，他们的暴力是正当的。真实的问题是，他们各自的国家自卫本能的目标是否赋予他们所选择的手段以最大的道德意义。

这个问题不能在这儿得到回答，但通过想起康德的律令，即只有当暴力有望于促进未来和平时，它才能是正当的，我接近了这个问题。最终，由于恐怖主义产生的仇恨和报复增加了令人害怕的可能性，即一方或双方的种族灭绝可能是结束暴力的唯一途径。激烈的斗争绝没有停止产生令人震惊的后果。尽管巴勒斯坦人已经得到承认并在谈判桌上获得了一席之地，但判断他们对暴力的求助是否将保证他们获得巴勒斯坦自决或获得他们作为一种独特的人民的存在还为时尚早。同样，尽管以色列犹太人当前拥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然而，使用强力的狂热主义的扩张主义能否得到长期忍受或维持，也还是悬而未决的。


注释


[1]在其日记中，西奥多•赫尔茨写道，“我们将通过为其在移居国获得工作来极力鼓励赤贫的人跨过边界，同时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拒绝给他们任何工作……征用过程和转移穷人必须谨慎地实施”。见拉弗耶尔•帕特（Raphael Patai）编：《西奥多•赫尔茨的全部日记》［纽约：赫尔茨出版社（Herzl Press）和托马斯•约瑟罗夫（Thomas Yoseloff），1960］，第一卷，第88页。

[2]当前，人口接近900万，大约500万以色列犹太人，400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他们中约100万是以色列公民，190万在西岸与东耶路撒冷，120万在加沙地带）。

[3]本尼•莫里斯（Benny Morris）：《正当的受害者：1881—1999犹太狂热分子—阿拉伯人冲突史》［伦敦：约翰•默里（John Murray），1999］，第140－141页。

[4]本尼•莫里斯：《回顾1948年的巴勒斯坦人驱逐》，见尤金•罗格（Eugene Rogan）与阿维•施勒姆（Avi Shlaim）：《巴勒斯坦战争：重写1948年的历史》（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2001），第40页。另参见莫里斯：《正当的受害者》，第91页中关于本-加里恩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鸿沟的认识，及关于莫施•舍托克（Moshe Shetok）［舍热特（Sherret）］——以色列的第二任总理的观点。至于更多的关于巴勒斯坦权利的标准化辩论，参见汤米斯•卡皮坦编：《关于以—阿冲突的哲学透视》（纽约：M.E.沙普有限公司，1997），第9－11页、第19－24页。

[5]本尼•莫里斯：《正当的受害者》，第91页。

[6]本尼•莫里斯：《回顾1948年的巴勒斯坦人驱逐》，第42－43页。

[7]西姆哈•弗拉潘（Simha Flapan）：《以色列的诞生》，（纽约：潘特昂，1987），第103页；另参见莫里斯：《正当的受害者》，第659页。汤姆•瑟格夫（Tom Segev）写道，尽管通过本-加里恩的自传努力使本-加里恩远离强制转移，他的“放逐立场——像其他犹太狂热分子领导人的立场一样——是清楚的和有据可考的”。参见《一个完整的巴勒斯坦》，纽约：都市书局，1999，第407页。

[8]约瑟夫•戈尼（Yosef Gorny）：《犹太狂热主义与阿拉伯人》（牛津：格勒恩敦出版社，1987），第270页。

[9]美国代码，例如它规定，恐怖主义只由“亚民族组织”或“秘密政府代理人”实施，绝不是由国家官方军事组织实施（《美国代码》的第22个标题）。

[10]例如，罗伯特•阿施莫尔（Robert Ashmore）：《政府恐怖主义及其发起人》，见托米斯•卡皮坦编：《关于以—阿冲突的哲学透视》，第105－132页；依高•普里莫拉兹（Igor Primoratz）：《政府恐怖主义与反恐》，第9章。

[11]1938年，在向以色列工人政治委员会发表演说时，本-加里恩说，“当我们说阿拉伯人是侵略者和我们保护我们自己时，那只是一半真实。关于我们保护我们的安全欲、生命……政治上，我们是侵略者，他们保护他们自己”（弗拉潘：《以色列的诞生》，第141页）。

[12]大卫•赫斯特（David Hirst）：《枪炮与橄榄枝：中东的暴力根源》［伦敦：法伯（Faber）与法伯，1948］，第48－55页。

[13]查尔斯•史密斯（Charles Smith）：《巴勒斯坦及阿—以冲突》［纽约：本弗特（Bedford）/圣•马丁（St.Martin）出版社，2001］，第130页；莫里斯：《正当的受害者》，第114页。

[14]约瑟夫•斯柯克特曼（Yoseph Schechtman）：《战士与先知：瓦拉蒂姆•雅布定斯基的故事》（纽约：托马斯•约瑟罗夫，1961），第485页。

[15]查尔斯•史密斯：《巴勒斯坦及阿—以冲突》，第143页。

[16]本尼•莫里斯：《巴勒斯坦难民问题的起源，1947—1949》（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87）；本尼•莫里斯：《回顾1948年的巴勒斯坦人驱逐》。

[17]作为1948年6月内阁决议的结果，以色列拒绝联合国大会194号决议所呼吁的遣返难民（本尼•莫里斯：《回顾1948年的巴勒斯坦人驱逐》，第38页）。联合国谈判代表，康特•弗克•伯纳多特（Count Folke Bernadotte），于1948年9月被列尼游击队员暗杀。

[18]曼纳卡姆•贝金（Menachem Begin）：《起义》（纽约：纳什出版有限公司，1951），第164页。

[19]大卫•赫斯特：《枪炮与橄榄枝：中东的暴力根源》，第143页。

[20]加利特•郝普（Khalid Hroub）：《哈马斯：政治思想与实践》（贝鲁特：巴勒斯坦研究院，2000），第248页。

[21]阿布•伊亚德（Abou Iyad）和伊瑞克•卢鲁（Eric Rouleau）：《我的家园，我的领土：巴勒斯坦斗争叙事》，（纽约：时代书局，1981），第111－112页。

[22]犹太狂热分子运动一直认为，犹太人定居点的最远链标志着犹太国的边界线（莫里斯：《正当的受害者》，第653页）。

[23]参看罗伯特•弗里德曼（Robert Friedmen）：《犹太狂热分子》（纽约：伦多姆出版社，1992）。

[24]参看詹姆斯•格拉夫（James Graff）：《以儿童为目标：权利对抗现实政治》，见托米斯•卡皮坦：《关于以—阿冲突的哲学透视》，第157页，及美国人权医师、国际特赦、人权观察和以色列人权组织巴•瑟拉姆（B'tselem）发表的报道。

[25]参看托米斯•卡皮坦：《恐怖主义的恐怖主义》，见詹姆斯.P.斯特巴（James P. Steba）：《恐怖主义与国际正义》（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2003），第47－66页。阻碍研究原因的战略在阿兰•德舒维茨（Alan Dershowitz）的书中被分类，《恐怖主义为何其作用》（新港：耶鲁大学出版社，2003），第24页，他写道：“我们必须尽量不去设法理解或消除其所谓的根本原因，而是将其放在对话和谈判的范围内。”

[26]总战略没什么新意；它是观念冲突和语言争论的部分，它们都伴随着公开的敌意。在开始研究他们的控诉之前，术语“恐怖主义”只是诋毁其对手的当前流行语。

[27]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恐怖主义：西方怎样才能获胜》（纽约：法勒、施特劳斯与吉鲁，1986），第204页。

[28]本杰明•内塔尼亚胡：《恐怖主义：西方怎样才能获胜》（纽约：法勒、施特劳斯与吉鲁，1986），第202－205页。参看爱德华•塞德（Edward Said）对内塔尼亚胡的书的评价，《实质上的恐怖主义者》，参看爱德华•塞德和可里斯托芬•海晨（Christopher Hitchens）：《谴责受害者：伪造的学术与巴勒斯坦问题》（伦敦：沃索，1988），第149－158页。另参看阿维什•玛格丽特（Avishai Margalit）：《恐怖大师》，《纽约书评》，1995年10月5日，第17－18页；及卡皮坦：《“恐怖主义”的恐怖主义》。

[29]罗伯特•阿施莫尔：《国家恐怖主义及其支持者》，第107页。这一政策在1953年对西岸吉比亚（Qibya）村的袭击中被阿雷尔•沙龙命令的军队所效仿，在这次袭击中，66名男人、妇女及儿童丧生。参看哈南•阿隆（Hanan Alon）书中的政策讨论，《以色列的反巴勒斯坦恐怖主义：面向政策分析》（桑塔•莫尼卡：兰德公司，1980），书中提到，以色列的政策包括限制性条款，即“掩护反以色列的恐怖主义者”的人将不会免于惩罚。1994年，诺伊米•伽尔-奥（Noemi Gal-Or）也讨论了以色列政策的这个方面，参见《以色列的反恐怖主义》，参看大卫A.查德斯（David A. Charders）：《恐怖主义的致死罪恶》（西港•科恩：绿树出版社，1994），第137－172页；恰如巴里•布莱克曼的早期研究：《以色列报复的结果：一种评价》，博士学位论文，乔治镇大学（1971）。

[30]大卫•赫斯特：《枪炮与橄榄枝》，第251页、第314页。

[31]阿尔弗雷德•利里连达尔（Alfred Lilienthal）：《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关系》（新布伦斯威克：北美有限公司，1982），第388页。

[32]大卫•赫斯特：《枪炮与橄榄枝》，第422－428页；斯威•采•恩（Swee Cai Ang）：《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伦敦：格拉夫通书局，1989）。

[33]1986年9月20日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沙龙的文章。“恐怖”修辞超出了主流媒体及全体“智囊团”。学者们也使用它，例如，哈佛法律教授阿兰•德舒维茨，他号召有组织地毁坏单个的巴勒斯坦村庄，以报复针对以色列的每次恐怖主义攻击。“即使某些无辜平民必将在此过程中牺牲，它也将是道德上可接受的使用。”（《一种回应巴勒斯坦恐怖主义的新方法》，《耶路撒冷邮报》，2002年3月18日）。

[34]郝普：《哈马斯》，第246页。

[35]昂纳克•亚历山大（Yonah Alexander）：《巴勒斯坦的宗教恐怖主义：哈马斯与伊斯兰吉哈德》（阿德斯利，纽约：跨国出版社，2002），第36页。

[36]郝普：《哈马斯》，第245－251页。

[37]《哈阿热茨》（Ha'aretz），2002年7月。

[38]《哈阿热茨》，2003年3月9日。

[39]在2000年9月29日爆发的阿克萨起义的头三年里，至少870名以色列人丧生，其中大约71%的是平民；2600多名巴勒斯坦人被杀，其中3/4的人是非军事人员。在正在进行的暴力中，5000多名以色列人及22000多名巴勒斯坦人受伤。这些数字集自各种资料，包括以色列外务部网，www.israel-mfa.gov.il，以色列人权组织，B'tselem网，www.btselem.org，巴勒斯坦监听器网，www.palestinemonitor.org，及密法塔克网，www.miftah.org。

[40]《哈阿热茨》增刊，2001年9月14日。

[41]《伊狄奥斯•阿哈容奴斯》（Yedioth Aharonoth
 ），2003年11月14日。

[42]斯特芬•查纳斯（Stephen Zunes）：《火绒箱》（蒙洛，ME：公共勇气出版社，2003），第149页。

[43]《华盛顿邮报》，2003年10月31日。

[44]海格•卡塔查杜里恩（Haig Khatachadourrian）：《恐怖主义的道德》（纽约：彼得•朗，1998）。











14.“9•11”事件及其后果






伯顿•雷舍

我们大多数人对2001年9月11日的大灾难的景象仍然记忆犹新：飞机撞上巨大的摩天大楼，火光、浓烟冲天而起，当那些巨大的建筑在滚滚的烟尘中轰然倒地时，数以千计的人们惊恐万分地逃离现场。但是，那一天发生的事件并不仅仅是上述这些景象，因为这次事件还夺走了数千条生命，在那些最直接受影响的人们的生活里以及在世界上成千上万其他人的生活里，这次悲剧的后果十分严重。

那个可怕的一天里所发生的暴行，涉及在各地发生的数以千计事件（例如：纽约世贸中心双子塔、华盛顿的五角大楼、宾夕法尼亚州的一块农田，等等），这么多可怕的爆炸在时空上结合在一起的累积效应是何等的惊人！一伙恐怖主义分子将开箱器（box cutters）和航班飞机变成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们想要以人类历史上罕见的规模进行杀戮。数百万人通过电视荧屏目睹了这些事件的发生与进展，仿佛在观看艺术家们在一部特别吓人的恐怖片里制造的特技镜头，这些画面令人产生一种非现实的感觉。我们大多数人就像观看恐怖片的观众一样，不久便返回到我们的日常生活，将我们在那可怕的一天里所遭受的情感上的冲击淡忘，变成遥远的回忆。

然而，对有些人来说，这些可怕的记忆永远不会淡忘。纽约地区以及全国范围的妻子、母亲和朋友们接到了被困在双子塔内的亲人的电话。丽莎•杰弗逊（Lisa Jefferson）是 GTE电话公司的职员，负责航班飞机的空中电话服务，当天在上班时接到了联合航空公司第93次航班（United Flight 93）上的一位名叫托德•比蒙（Todd Beamer）的乘客的电话，比蒙向她描述了当时的情形。在该航班上的乘客们目睹了至少两人（可能是正驾驶与副驾驶）死于刀子与开箱器。他们的尸体躺在驾驶舱门前的过道上。比蒙告诉她说：“我知道我无法离开那里了”，万一他有不测，就请她告诉他的妻子，与他一起祈祷。他悄悄地（sotto voce）告诉杰弗逊女士，他和另外几个人打算制服劫机者。然后他说：“我们动手！”丽莎与其他几位接到机上乘客电话的同事一道听见了乘客们的尖叫声，以及玻璃和瓷器的碎裂声。过了一会儿，电话那头一片死寂。
[1]



安娜•埃甘恩（Anna Egan）在电视上看到第一架飞机撞上北塔的情景后，接到丈夫迈克的来电时不禁欣喜万分。他是南塔第104层至78层的导向员，他的工作就是将高速升降电梯里的游客领到大厅。迈克用平静的语气向安娜保证，没什么可担忧的，他很安全，他还要回去营救更多人。她恳求他快点离开大楼。在最后一次通话时，他在105层，他告诉她说，情况似乎不妙了，热得无法忍受，窗户都破碎了，他喘不过气来了。接着，她惊恐地看到电视荧屏里出现了第二架飞机，向南塔直冲过去。显然他也看到了飞机直冲过来，他说：“噢，上帝！我爱你，亲爱的。亲吻孩子们——”电话里头的声音戛然而止。

“9•11”的悲剧并不仅仅在于夺走了3000人的生命，这也是那些人的亲朋好友的悲剧——他们的同事、配偶、父母、儿女以及尚未出生的婴儿的悲剧。在9月11日杀害了那些无辜受害者的恐怖主义分子永远改变了数以万计（可能数十万计）的伤心人的生活。在曼哈顿下端居住和工作的人们目睹了飞机撞击双子塔、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男男女女们从高空坠落或跳落、摔死在下面的人行道上等可怕景象，心灵上受到极大的创伤。
[2]

 在世贸中心附近上学的孩子们也亲眼目睹了他们不应该看到的恐怖景象。

死亡、毁坏，那些目睹了这些可怕景象的人心理上的创伤，以及那天由于火灾而遭受的个人损失，是这次恐怖主义行为最恶劣最直接的后果，但绝非唯一的后果。

经济损失

这次事件对美国造成的经济损失难以估算，但还是可以算出一个大概数字：
[3]



纽约死难者将来收入　　　　　　　　　　78亿元
[4]



世贸中心的清理、重建、替换　　　　　　180亿元
[5]



地铁及周围设施的重建　　　　　　　　　37亿元
[6]



纽约所损失的薪水　　　　　　　　　　　64亿元

五角大楼的修理费用　　　　　　　　　　7亿元
[7]



净工作损失　　　　　　　　　　　　　　1.3百万元
[8]



国民生产总值的下降　　　　　　　　　　1500亿元
[9]



航空公司年税收损失　　　　　　　　　　110亿元

政府帮助两个破产的航空公司的财政支出　150亿元

新增边境安全费用（由联邦政府支出）　　380亿元

各州境内安全费用　　　　　　　　　　　13亿元

私营公司的保安服务费用　　　　　　　　330亿元

这些费用数额之大几乎难以想象。不包括净工作损失的那100多万元，总金额已高达2850亿元，远远高于大多数国家的国民生产总值。这里还不包括：世界经济的损失、股市指数的跌落、商务和休闲旅游的取消与延误、货物滞销，以及其他一些不可计算的损失。“9•11”事件后两年半的时间里，其不良后果波及全世界。我于2003年圣诞节写下这些话时，美国已经处于对恐怖主义事件高度戒备状态；由于恐怖警报，法国航空公司（Air France）已经取消了巴黎与洛杉矶之间的不少航班，致使数百人被困在欧洲与北美；在针对阿富汗与伊拉克的恐怖主义进行的战争里，几乎每天都有伤亡；西方盟国之间的关系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紧张局面；虽然世界经济已经从美国所受的恐怖主义袭击中开始复苏，但尚有待时日方能回到以前的水平。

对公众观点和态度的影响

生命财产的巨大损失对美国人民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影响。“9•11”事件让美国人对自己国家与敌国的态度产生了巨大的变化，其变化之大是我有生之年从未见过的，也许除了1941年12月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外。那些从未挥舞过国旗、讨厌民族主义和沙文主义的人突然发现，他们想在胸前别上一面小小的美国国旗。而适于挂在家里和公共场所的大国旗竟然供不应求。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越战期间与民权运动期间，美国人曾经失去了，或者说至少压制了这样的情感。在里根执政期间，美国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在一定程度上有所恢复。但是，“9•11”事件就像一道电流击中了美国人民，惊醒了大部分美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们——曾经蛰伏了30多年的爱国主义情感。接着出现一股拥戴政府领导人的热潮，例如：在“9•11”事件前，有许多人贬低纽约市长Rudolph Giuliani，此后却再也无人诋毁他；小布什总统在2000年大选时差点就无法入主白宫。

然而，恐怖主义袭击不只是激起了美国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还激起了愤怒情绪和恐慌心理——对那些在他们的祖国造成如此浩劫的歹徒们既无比愤恨，同时又害怕他们会再来一次。这种情绪本身可能并没有重大意义。但是，这个例子具有世界性的普遍意义。虽然美国人自从乔治•华盛顿时代以来一般倾向于独处一方，
[10]

 奉行非干预主义政策，但是，暴力攻击总能足以激起美国人民及其领导人的剧烈反应，“9•11”事件正是如此。布什总统的直接反应就是要求国会支持他发动一场反恐战争，打击基地组织（Al-Qaeda）在阿富汗的藏身之处和训练场地，以及窝藏他们的塔利班领导人。美国人民一反常态，几乎全体人民一致响应总统的反恐战争的号召。而总统的支持率在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期间也令人惊奇地居高不下。布什总统的好战姿态清楚地反映了美国人民的心情。

美国对联合国和国际关系的态度

“9•11”事件的国际影响还包括以美国为首发动的针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国际联盟关系受损颇巨。

美国当局坚信侵略伊拉克的必要性，旨在推翻萨达姆政权。美国将“改变政权”视为预防萨达姆使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即：核武器和生化武器）的唯一途径，因为美国认定萨达姆拥有这些武器，并可能向敌视美国的恐怖主义组织提供这些武器。美国援引了联合国宪章第51条里的自卫权利条款，并寻求其北约盟国和安理会的支持，一起推翻萨达姆的残酷专政，用某种形式的民主政府取而代之。在安理会里，布什当局历数伊拉克之过，说伊拉克没有按照安理会决议处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还阻挠联合国派往伊拉克检查武器处理情况的有关官员的检查工作。

最后，安理会的几个成员国和三个常任理事国——法国、俄国和中国——反对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由于安理会的决议不能无视任何常任理事国的否决，美国撤回了决议，单方面采取行动，与其盟友英国及其他国家一起驱逐萨达姆•侯赛因，以民主政府取代之。

一些批评家指摘美国说，由于美国单方面的行动没有得到安理会的授权，美国对联合国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同样，对联合国未能在其危急时刻给予帮助，美国国内的反应很愤怒，对联合国的敌意日益加深。

美国是联合国最大的财政支持者，2002年上交30多亿美元给联合国作为项目与活动经费，高达联合国总经费预算的22%，以及维和活动经费的27%。此外，美国志愿者奉献给世界食品项目（World Food Program）的金额估计已占总预算的51.4%，帮助了82个国家里的7200万人过上温饱的日子。美国还慷慨地援助联合国的其他许多项目。
[11]

 安理会否决了美国对伊拉克的动议后，使美国人的希望破灭了，从而使联合国及其机构不再容易地得到美国的援助了。美国国会如果必须拨给这项资金，对此选民的情绪非常敏感。如果当前的敌对气氛得以延续的话，美国将来很有可能会削减对联合国的财政援助。

对联合国宪章和自卫的重估

然而，在美国对联合国及其“盟国”感到失望的背后，可能隐藏着对联合国宪章的严重误解。若想了解联合国宪章对成员国的限制，也许很有必要考察一下它的起源。该宪章是在1945年6月26日在加州旧金山签署的，在当年的10月24日生效。希特勒在宪章签署前两个月自杀，德国于1945年5月7日投降。在宪章签署至生效期间，对日战争正在太平洋地区进行。

联合国宪章的主要发起者是五个国家，为了赢得这场波及欧洲、亚洲、太平洋诸岛及世界其他地区的战争，此时仍在努力之中。实际上，此时美国正在太平洋单独与日本作战。苏联只是在日本投降前的最后几天才对日宣战。为了预防今后再爆发这样的摧毁性战争，盟国决定成立联合国。当时，他们正处于打败人类历史上三个最残暴、最邪恶的政权——即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这三个轴心国及其盟国的进程中。在这场全面战争里，为了解放欧洲、亚洲和太平洋地区广大受奴役的人民群众，他们动用了一切军事手段。不可想象的是，倘若没有其他国家的默许，盟国的领导人在参战时会愿意采用法律上绝对禁止的措施。他们正处于紧要关头，力图摧毁那些邪恶帝国的陆军和海军，打开集中营、苦役营和灭绝集中营的大门，并加以拆毁。难以置信的是，当解放集中营时，目睹了种种骇人听闻的暴行，他们会采用一种宪章，以便日后可以用来自我保护、对抗未来的种种危险，或者用来援助和拯救受迫害的人们。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杜鲁门、丘吉尔、斯大林、蒋介石和戴高乐不会考虑将他们后继者的手脚捆住，使他们无法抵御未来暴君们的邪恶意图。

鉴于联合国诞生之际的情形，如果假设联合国宪章旨在禁止某个国家采取必要措施来保护自己公民的生命、保卫自己的领土免遭肆意侵略，或者将无辜的人们从践踏基本人权和种族灭绝的暴行里拯救出来。

伊拉克声称对美国没有构成“迫近的（imminent）”威胁，因为它还未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种说法站不住脚。一两百年前，“迫近的”意为“即刻的、无法抗拒的、没有机会寻求另一个解决办法”。（“imminent” meant “instant，overwhelming，leaving no opportunity to seek another solution”.）那时候没有喷气式飞机，没有制导导弹，没有核武器，简而言之，没有任何现代科技所生产的武器，这些武器可以让国家或恐怖主义者用来对付其他国家。那时候，一个即将受到攻击的国家有足够的时间来准备应付一场迫近的攻击。正如一个非法闯入者进入家里时，这家的主人会担心自己的安全一样，一个国家如果能确实预见一场迫近的攻击——即攻击很可能立即就会发生时，就不能再等了。但是，现在的情况已大不相同。当一个武装的侵入者都已经扣动扳机了，就不能还要这家的主人等待，而不采取适当的行动来保卫自己。如果他有必要诉诸致命武器来避免一场迫近的攻击时，法律一般都会判定他属于正当防卫。

但是在今天，“迫近的”一词之定义不可能再如此狭窄。一场迫近的威胁可能在导弹发射前几周，甚至前几个月就已经存在。这让我们想起，肯尼迪总统在古巴导弹危机（Cuban missile crisis）期间，为了防止他所认为的对美国的迫近的威胁，曾准备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那时苏联人正在往古巴运送和安装导弹，上面带有可以袭击美国全境的核弹头。实际上，导弹尚未安装，更谈不上发射。但是，肯尼迪及其顾问们认为对美国威胁太大，古巴离佛罗里达海岸仅90英里之遥，苏联人有可能从古巴对美国发射核导弹，他们不能冒这个险。国际法并未规定，一个国家必须冒着被摧毁的危险而去恪守法律的细枝末节。如果国际法真的这么规定，它也就变得毫无意义和价值，因为任何有责任心的国家领袖根本不会理睬这种法律。

美国要对伊拉克开战，并不需要安理会的“授权”（authorization）。一方要被授权做某事的一个必要条件是，该方从属于某个更高的权力机构。在这个意义上，美国与其他国家并非从属于联合国，而所谓没有安理会的许可便不能在国际舞台上行动的假设也根本不能成立。如前所述，只要真正了解了联合国宪章的起草经历，以及自由世界诸位领袖接受该宪章的语境，就不会认为他们有意将国家主权的任何方面让渡给安理会。联合国宪章里也没有任何条款规定，要废除一个主权国家采取必要措施进行自卫的历史权利。一个国家可以选择向安理会寻求协助，正如美国在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开战时所做的那样。但是，如果安理会未能提供帮助或拒绝进行协助，这个国家即便不向安理会求助，或径直采取它所认为的必要措施，也不能算是违反了联合国宪章。当需要采取紧急措施时，没有一个国家会在那里无限期地干等安理会的决议，安理会的审议冗长不堪、且往往没有结果。

对恐怖主义宣战

然而，在“9•11”袭击之后，美国人对恐怖主义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随着双子塔的倒塌，美国公众对恐怖主义和国际事务无动于衷的态度消失了。布什总统宣布，反恐战争远远不只针对基地组织（Al-Qaeda），这是一场反对恐怖主义本身的战争。在“9•11”事件十天后的讲话中，布什总统宣布：“我们的敌人是一张激进的恐怖主义分子关系网，以及每一个支持恐怖主义分子的国家。我们的反恐战争从基地组织开始，但不会在那里结束。在全球范围里每一个恐怖主义集团都被发现、扼制和挫败之前，这场战争是不会结束的。”

紧接着，美国针对哈马斯（Hamas）、伊斯兰圣战者组织（Islamic Jihad）、真主党（Hizbullah），以及其他阿拉伯恐怖主义组织采取行动，这些恐怖主义组织对以色列境内的以色列人与其他人种进行恐怖主义攻击，却又拒绝作出公开解释。其中尤为残暴的是自杀式炸弹袭击，他们在炸弹内嵌入钉子、螺钉、轴承等物，将榴霰弹设计为对那些逃过最初爆炸之劫的人以最大限度的伤害。布什与其政府的任何成员都不愿会见阿拉法特——这位巴勒斯坦官方名义上的领袖，因为阿拉法特同情恐怖主义分子，支持针对无辜平民的恐怖主义行为，事实上他已无力承担和平谈判的职责。

对美国的谴责

有人曾谴责布什政府以各种方式对世界造成了恶劣的影响，主要论调有：

（1）以超国家主义（hyper-nationalism）形式信奉一种“世俗基要主义”，将对手描述为“邪恶的”。布什给某些国家贴上了“邪恶轴心”的标签，
[12]

 并将各种各样的抵抗和自治运动称为恐怖主义（例如：哈马斯、伊斯兰圣战者组织和真主党），部分反映了这一趋势。

（2）据说美国政府“加强管理移民的入境和迁移”的动议加剧了恐慌气氛，阻止了那些可能想要在美国居住、工作或学习的人，尤其是那些具有穆斯林背景或从伊斯兰国家来的人。
[13]



（3）据说美军未能人道对待战俘，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俘虏进行“羞辱和残酷监禁”，违背了第三次日内瓦公约以及其他国际条约和国际法。
[14]



（4）据说布什政府在反恐战争幌子下采取的许多措施侵犯了美国的公民自由。

（5）联合国影响力的降低、国际法规日益受到漠视，据说美国要为此负责，因为它对伊拉克单方面采取了行动。

我们生活在一个道德相对主义泛滥的时代。一个人若将某种极端的宗教形式引入政治领域，说杀害群众的凶手是邪恶的，或称那些行为与公认的国际法规完全相悖的国家为“邪恶轴心”，他可能会受到指摘。在日本袭击珍珠港——同时也袭击了亚太地区的许多其他地方——之后的当天，罗斯福总统称这次袭击为“邪恶的”背叛行为，并表达了战胜国家敌人的决心，“上帝保佑我们”
[15]

 。罗斯福并没有因使用了这些词语而受到指摘，因为一般认为他所说的话并不一定由于宗教极端主义的情绪。

对任何国家的移民政策都可以有不同的看法。美国一直以自己是一个移民国而感到自豪，正因为这一点——因为绝大多数美国人是移民或移民的后代——美国一直奉行一个相对开放的移民政策。“9•11”事件之后的时期其实是国家处于危难时期，那一天一群外来者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在这一群外来者里，一些属于非法入境，一些手持学生签证，而实际上他们并没在任何学院或大学注册入学。所以，美国当局很自然要加强入境检查以防可能的恐怖主义分子蒙混过关，并采取措施清除非法入境者。因为所有的恐怖主义分子都是来自伊斯兰国家的穆斯林，所以很自然，从这些国家来的人要经过特别严格的检查。如果让身材高挑、金发碧眼的斯堪的那维亚人种或年迈的白种妇女也接受同样严格的检查，一则人手不够，二则毫无意义。然而，政府官员和机场安检人员对种族定性（racial profiling）的指控很敏感，因而小心翼翼地让所有人接受同样的检查，这让无数上了年纪的妇女非常懊恼，她们被迫脱掉鞋子，看看是否可能藏有炸弹。

没有证据表明，被捕的塔利班和基地组织战士的待遇与国际准则有不符之处。日内瓦公约（the Geneva Conventions）里没有任何条款可以迫使美国在本土为这类囚犯提供住所，或授予他们各种权利与特权——如果是国内嫌疑犯，才可以享有这些权利。根据美国法律，在美国境外犯罪而受审的外国人，是无权接受美国宪法赋予美国公民或永久居民的所有保护措施的。
[16]

 事实上没有任何理由假设：敌方战士有权享有美国公民的所有权利，而未能授予他们这类权利是削弱了美国对宪法保护和公民自由的承诺。关塔那摩（Guantanamo）的条件无疑是不理想的，战犯营的条件从来不可能是理想的。再者，关塔那摩的囚犯们并不是在等待刑事审讯，他们是敌方的战士，故而有关刑事诉讼的法规对他们并不合适。

然而，在阿富汗被捕的或与基地组织有合作嫌疑的囚犯们的关押条件很恶劣或不合理，美国不应当诉诸国际法或别国的做法为自己辩护。在一段时间里条件恶劣一些，还可以解释为临时的权宜之计。但是，除非有紧急情况可以证明不得不让囚犯接受这种恶劣条件，否则美国应当树立一种人道对待囚犯的榜样。

至于有关布什政府已经损害了美国公民的自由的指控——尤其是司法部长（the Attorney General）所作的指控，并没有证据表明美国公民在言论、出版或和平集会的自由权利受到任何的剥夺。也没有像二战期间大规模拘留日本公民那样去拘留穆斯林，虽然监督及其他安全措施已经造成了严重的延误与不便，但是，这并不算是违反宪法上的权利。

把联合国的威信降低以及国际法规不受尊重这类事情的责任放在美国身上，是相当片面的。美国与许多有同样想法的国家一起行动反对伊拉克，由于数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威胁要否决美国提出的任何决议，美国的行动并没有得到联合国的同意和合作。
[17]



恐怖主义和国家法律

“9•11”恐怖主义袭击对美国以及全世界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这只是形形色色的凶残歹徒对无辜者的众多恐怖主义袭击事件中最新、最具破坏性的一例。爱尔兰共和军（IRA）在北爱的肆虐，包括在拥挤的公交车站和渡轮码头投放炸弹，夺走了数以百计无辜者的性命。
[18]

 巴解组织（PLO）及其众多分支机构，在亚沙尔•阿拉法特的领导下，在30余年来从事劫机、炸学校班车、对教室里的孩子和养老院里的无助老人进行扫射，谋杀宗教界人士、奥运会运动员，炸毁大使馆（数百年来被所有的文明人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方），并且，在最近一段时间里，派遣年轻的小伙子和姑娘去购物中心、咖啡馆、餐馆、公交车和迪斯科舞厅，要求他们的腰上缠满塞有弹片的炸药，引爆后尽可能造成较多的伤亡。

的确，恐怖主义变成习惯了，让那些住在恐怖主义事件频发的社区里的人们感到习以为常了，例如，当听到基地组织对美国的恐怖主义袭击的新闻后，巴勒斯坦社区立即出现了自发的庆祝活动。巴勒斯坦当局试图压制住这些庆祝活动的新闻和照片，无耻地威胁要杀死做报道的新闻记者，他们害怕这些新闻和照片在世界各地所产生的影响对他们不利。
[19]



数百年来，海盗们在海上横行，袭击各国的船只，肆意杀害船员和乘客，或将他们带到奴隶市场上卖掉，并且抢劫他们的货物。一些海盗及其庇护者还索取“礼物”（tribute），即勒索赎金以释放人质。因为他们的掠夺行径严重妨碍了文明的旅行与通商，所以，自古以来法律就将他们视为人类之敌（hostes humani generis）。就此而言，人们认为，任何国家只要逮住他们就可以审判，将本国的法律用在他们身上。正如首席法官故事（Chief Justice Story）里所写的，这样的审判是正当的，因为海盗们所犯的罪行是：“对所有国家的臣民和财产怀有敌意，无视权利或义务，以及公共权威。”
[20]

 在判决几位犯有海盗罪的被告时，卡罗莱纳州的首席法官这样描述他们的罪行：

海盗们如此严重地破坏了对国与国之间的一切贸易和通商，以至于可称他们为人类之敌，对他们根本不必谈诚信或守诺；我们的法律称他们为禽兽和食肉野兽，所以，将按他们的罪行绳之以法，不但符合所有政府的利益，而且也是这些政府的职责所在。
[21]



“人类之敌”这一称号意味着，海盗们已经丧失了任何政府和法律的保护，因为他们不承认法律的权威，他们自行其是、无法无天。正如霍布斯（Thomas Hobbes）所述，一个拒绝遵守社会法律之人“处于他从前（文明社会诞生之前）所处的战争状态里，他无论被什么人杀死，都不存在不正义的问题”
[22]

 。

诚然，将今天的恐怖主义分子与昔日的海盗进行类比并不十分恰当，但是两者的情形的确非常相似。他们都不尊重国家之间的边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法律在他们眼里是神圣的。他们从一个国家飞到另一个国家，到处散播死亡与毁灭，不仅肆无忌惮地杀戮无辜的男女老少，而且刻意搜捕百姓企图为其事业获取最大限度的公共性。当年野蛮的海盗截获了一艘美国船只后，向杰弗逊总统（Thomas Jefferson）索要赎金。杰弗逊回答说，由于海盗们通常只给人两种选择：赎金或战争，“为什么不建造一支海军与他们决一胜负呢？”
[23]



恐怖主义对国际社会的影响正如当年的海盗行为一样。它破坏国际贸易，剥夺人们旅行的权利，以及人们无忧无虑地参加各种与人无碍的活动的权利——人们担心的是，当袭击者开始行动时，他们因为碰巧在场就莫名其妙地遭到死亡的威胁。恐怖分子阻碍思想的自由交流，对旅游者、学者和科学家造成了莫大的心理障碍，因为害怕可能的袭击而不敢参加国际会议。尤为重要的是，恐怖分子迫使人们经受可怕的煎熬，迫使人们在致命的政治游戏里充当炮灰，对人们进行袭击、绑架和杀戮。恐怖分子对受害者和其他人的遭遇无动于衷、冷酷无情。

所以，很有必要在法律和道德上，将基地组织以及其他恐怖主义组织视为像海盗一样的人类之敌（hostes humani generis）。像所有其他的冷血杀手一样，他们为其劫掠行为所找的“正当理由”应当要打折扣，应当认为他们已经丧失了本来可以享受的权利，任何能够抓捕他们的国家都应当有权将他们绳之以法。

对恐怖主义的回应

我们在一开始就可以注意到，在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中，何者是起不到帮助作用的。联合国对恐怖主义分子是完全无能为力的，也不可能有一个解决方案。
[24]

 所以，个别国家必须采取单方面的行动，或与有相同想法的国家联合采取行动，从而强有力地对付这一灾祸。

所有国家都应该宣布，恐怖主义分子和恐怖主义组织是不可饶恕的敌人，威胁到每一个国家的生存，必须被彻底消灭。他们已经威胁到世界的和平、秩序和人类文明。

应该坚定地抵制任何想与恐怖主义分子进行谈判的企图。显然，这也包括与像阿拉法特之类老牌恐怖主义分子的谈判。迄今为止，抵制谈判的努力都很不成功，只有一小部分国家采取了这一策略。

每一个国家都应该有责任追捕恐怖主义分子。国家之间若已签署适当的条约，抓捕到的恐怖主义分子应该引渡到他们为害最烈的国家受审。但是，任何抓捕到恐怖主义分子的国家都可以审讯和惩罚他们。

无论恐怖主义分子逃往何处，国家都应该不受限制地追捕他们。只要有足够的理由认为有关国家并未有效地将这些罪犯绳之以法，越过国境线去追捕他们应该被认为是合法的，不管有没有得到这些国家的同意。同样，如果有关国家对蜗居于本土的恐怖主义分子并未采取行动，那么，摧毁恐怖主义组织的基地和跨国反恐行动不应该被认为是对这些国家的侵犯。窝藏恐怖主义者之害远远甚于越境突袭所造成的损害。恐怖主义分子不应该享受这些东道国的保护。这些东道国也不应该庇护恐怖主义分子，否则人家就会越境进行突袭，消灭这些不速之客。

给那些曾参与危害其他国家的恐怖主义分子提供避难所，是一种战争行为。任何自尊的国家都应该承担其国家的和国际的责任，应该对危及社会稳定、国家安全、公民生命以及领土完整的战争行为进行强有力的回应。

恐怖主义嫌疑犯要接受公正的审讯，在审讯前的关押期间要受到人道的待遇，不应受到残酷的、非人道的惩罚。这并不排除对那些罪大恶极之人处以极刑，也不排除成立军事法庭或特殊法庭对他们进行审判。最后，一个在国际反恐行动中被抓之人也不能享有受宪法保护的国内被告的一切权利和待遇。

显然，对那些在恐怖主义行动中被抓之人，可以采用任何必要的手段，包括像其他暴力犯罪者一样使用致命的力量。一个人在被确认参与恐怖活动之前，应当享有合法程序里罪犯所拥有的权利，因为尚未发现他已经丧失了这些应当拥有的权利，也因为一个文明社会对其自身及其公民都应该有恰当的司法程序，即使对最令人深恶痛绝的歹徒进行判决之前也应该如此。

多年以来，为了平息各种类型的恐怖主义分子，劝说他们参加国家共同体，通过谈判和妥协来解决他们的冤屈，人们已经作出了各种尝试与努力。虽然这类努力并非完全没有效果，但也不是很成功。一些人就是不愿进行真正的谈判，无论他们是否同意谈判，他们的要求却太不合理，根本没有谈判的余地。他们的“谈判”往往是一个幌子，是为下一步的全面胜利铺平道路，既想为他们的最后胜利赢得准备时间，又想赢得余地去部署宣传机器、骗取幼稚者和脆弱者的同情。显然，巴解组织及其分支机构采取的就是这种方法。他们一边微笑、与人握手并作出许诺，他们一边向最终目标迈进——全面摧毁以色列国。另一方面，基地组织却毫不讳言其最终目标，并且毫不妥协。它自视为与一切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开战。它的愿景是一个团结在伊斯兰旗帜下的世界。正如那位瞎子教长奥马尔•阿卜杜勒•拉赫曼（Omar Abdel Rahman，the blind sheikh）在1993年第一次世贸中心爆炸案（他亲自参与策划）后所说：

除了以真主之名进行圣战（jihad）之外，我们的问题无法解决。……除了用伊斯兰的方法、即以安拉之名进行圣战之外，无法解决，无法处理，无药可救。……我们很高兴成为恐怖主义者。……古兰经上有云，恐怖主义是以安拉之名进行圣战的诸手段之一，即：使真主的敌人、也即我们的敌人感到恐惧。
[25]



拉赫曼还说，这种圣战并非斋戒和祈祷，而是子弹和炸弹。

伊斯兰圣战战士们（jihadists）多年来一直预言，将会有一场善恶大决战（apocalypse），他们将消灭“通敌的异教徒政府（infidel conllaborationist governments）”及其 “无知愚昧的民众（ignorant masses）”，这些民众与犹太人合谋欺骗、引诱穆斯林世界，骑着十字军的战马来对付伊斯兰教。这场善恶大决战将以伊斯兰教征服罗马以及所有欧美国家而告终。这场战争的中心首先是在纽约，因为纽约是犹太人与“他们的银行和他们控制整个世界的政治机构（联合国、安理会、国际货币基金、世界银行以及主要的媒体网络）”的中心，因为“凡地球上有人居住的地方，再也没有比纽约更邪恶的处所了”
[26]

 。

在“对美国人占领两大圣地（沙特阿拉伯）而向美国宣战”的法令（fatwa）中，本•拉登（Osama bin Laden）不仅威胁美国和以色列，还进而威胁与美以合作的阿拉伯领袖们。沙特阿拉伯皇室受到特别的指摘，理由是未能将“多神教徒们”驱逐出境。
[27]



在本•拉登及其部下策划的“9•11”灾难后，他解释说，发生在那一天的事件揭示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伊斯兰世界怀有一种难以言状的十字军般的恶意”。他将劫机者的行为称作是在世界回响的信息，并且将会导致在荷兰，甚至美国等地的异教徒们大批地皈依伊斯兰教。对西方国家的袭击只是对1492年西班牙穆斯林被基督教军队击败的“安达卢斯（al-Andalus）悲剧”，以及1924年废除哈里发制度（caliphate）等历史事件的报复。
[28]

 这样，本•拉登的战争是反对整个犹太—基督教世界的战争，他企图重建哈里发制度，在全世界宣扬伊斯兰教。

为了建立一个伊斯兰世界，本•拉登百无禁忌，无所不用其极。这种类型的好战对我们人类文明是一种威胁，我们应该不遗余力地与之进行斗争。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岁月里，这是一场波及全世界的战争，这是2001年9月11日投弹者们的遗产。


注释


[1]根据Gail Sheehy：《美国中等城镇：一个城镇从创伤到希望的历程》［Middletown America：One Town's Passage from Trauma to Hope
 （New York：Random House，2003）］，第5页以下。

[2]我的同事和学生在佩斯大学（Pace University）的主校园里，距离世贸中心三个街区，当时也在亡命之列。

[3]《华尔街日报》，2003年9月11日。

[4]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5]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6]纽约联邦储备银行（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

[7]美国国会。

[8]梅肯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

[9]梅肯研究院（Milken Institute）。

[10]华盛顿在1796年的离职讲演里说：“我们与其他国家相处的重要行为规则是拓展我们的商业关系，尽可能少与外国发生政治上的关系……为什么非得要将我们的命运与任何欧洲国家纠缠在一起，将我们的和平与繁荣维系在欧洲人的野心、争斗、利益，以及反复无常的情绪上？我们真正的政策就是避免永久的联盟。”全文见www.yale.edu/lawweb/avalon/washing.htm.

[11]美国参与联合国财政捐款，美国国务院，2003年9月22日。

[12]理查德•弗克：《大恐怖战争》［The Great Terror War
 （Brooklyn，New York：Olive Branch Press，2003）］，第33页。

[13]理查德•弗克：《大恐怖战争》［The Great Terror War
 （Brooklyn，New York：Olive Branch Press，2003）］，第34页。

[14]同上书，第35页。

[15]罗斯福（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941年12月8日在国会的演讲。参见网址：http：//bcn.boulder.co.us/government/national/speeches/spch2.html。

[16]例如，参见 United States v. Verdugo-Urquidez，494 U.S.259（1989），认为第4次修改方案所反对的无证搜查和逮捕，对于一个呆在别国的非居民的外国人的财产，并不适用。

[17]注意萨达姆曾为恐怖主义组织提供资金，每一个其儿子或女儿在针对以色列靶标的自杀爆炸中成为“殉道者（martyr）”的家庭都能得到25000美元。

[18]据说，1971年的一系列相关袭击的后果是如此严重，以至于可以跟1941年贝尔法斯特（Belfast）所受的突袭（blitz）相提并论。参见Richard Clutterbuck：《抗议与城市游击队》［Protest and the Urban Guerrilla
 （London：Cassell，1973）］，第132页。

[19]参见yesha.org，imra.org等网址，以及2001年9月13日Chatherine Donaldson-Evans在foxnews.com/story/0.2933.34346.00上所发的文章。

[20]2 How.210（1844）。

[21]15 How.1286（1718）。

[22]Herbert W. Schneider编：《利维坦》（Indianapolis：Bobbs-Merrill，1958），第146页。

[23]T.Harry Williams等：《美国历史》［A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Alfred A. Knopf，1959）］，第248页。美国海军陆战队在肃清——至少是暂时肃清——中东海盗行为及恐怖主义活动中居功厥伟，其队歌的第一句歌词是：“从蒙特祖马大厅到的黎波里海岸（From the halls of Montezuma to the shores of Tripoli）。”

[24]这里冒昧引用一下我自己的文章。这一句，及本节与前一节里所包含的大多数内容，皆出自我的著作《自由、正义和道德：当代价值冲突》［Liberty，Justice，and Morals：Contemporary Value Conflicts
 （New York：Macmillan，1979）］，第393页以下。令人感到悲哀的是，在过去的25年里并没有什么能使我改变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25]出自Daniel Benjamin、Steven Simon：《神圣恐怖的时代：激进反美的伊斯兰战争》［The Age of Sacred Terror：Radical Islam's War against America
 （New York：Random House，2003）］，第16页以下。

[26]Abdullah Yusuf Ali：《神圣古兰经：文本、翻译和评释》［The Holy Qur'an：Text，Translation and Commentary
 （New York：Tahrike Tarsile Qur'an，Inc.，1987）］，46：21-6，22：1，引自Benjamin、Simon：《神圣恐怖的时代》，第92页以下。

[27]发表在1996年8月23日。引自Benjamin、Simon：《神圣恐怖的时代》，第142页。

[28]Al Jazirah对本•拉登于2001年12月27日录音声明的广播，引自Benjamin、Simon：《神圣恐怖的时代》，第158页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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